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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这是一本充盈着情怀和责任的教科书，尽管我觉得为本书写序是个蛮有挑战的任务，但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这是体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使命的好事情。

为什么说这是一本充盈着情怀和责任的教科书？因为我们注意到，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等，已经迫切需要通过社会创业来解决。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就需要推动国家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显然，社会创业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路径。我认为，社会创业是消弭很多社会问题，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重失灵”的一剂良方。

社会创业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的创业形式。社会创业是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复合体，它既需要社会使命的驱动，借助市场力量解决社会问题或满足某种社会需求，又需要经济效益的驱动，借助经济力量使创业行为得以持续，最终实现社会问题朝着人们希望的目标改变。从学理上说，社会创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例如，为了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社会创业者通过创设企业的形式，为社会弱势群体解决低经济收入问题；那些环保主义者为了解决污染源问题，即使没有盈利也要投入资源去解决，以让我们的环境能够继续承载人类活动的延续。但是，社会创业必须要有经济收益，否则只靠政府的财政投入和社会捐赠是不可持续的。概括地说，通过经济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是目前世界各国所能设计的最有效的制度。

有人认为，无论是社会创业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美欧都领先中国，我不这样看。因为经济制度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相当一部分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并不是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而是着重解决社会问题，如有饭吃、有活干等；只是改革开放之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太需要财富了，于是把经济效益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结果造成资源掠夺、环境污染、假冒伪劣、损人利己等置社会价值于不顾的创业增多，忘记了创业的社会属性。

今天，政府、社会机构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社会创业必须尽快回到我们的身边，并强烈呼吁和倡导社会创业。他们前瞻地体悟到，从创业角度去解决社会问题，可以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社会创业者可以采用创新的业务模式去获得经济收益，从而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时候，社会创业者扮演了政府和社会机构的代理人角色。

正是抱着这样的情怀和责任，斯晓夫老师牵头组织编写了本书，还专门讨论了社会创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社会创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社会创业与减少贫穷的关系等，就是试图在创业的经济性和社会性之间取得平衡，让整个社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是以引领中国发展健康力量为己任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机构，为此我大力鼓励同事们去关注中国转型发展关键时期所需要解决的关键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愿景是“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管理学院”的解释。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浸润于改革开放先驱地的浙江精神，与整个浙江和全国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浙江有全国领先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业环境和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借助于这样的基础条件，浙江的社会创业也走在全国前列。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无论是MBA、EMBA还是本科生，到处活跃着社会创业型企业家的身影，我们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型创业者，也有践行“山海协作发展”的援助型创业者，还有践行“率先消除贫困”的开发型创业者，他们在社会创业上做出了重要探索。

一个优秀的商学院，一定要有承担社会使命和责任的情怀。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在中国最早设定了创业管理本科、硕士和博士点的办学范围，是中国最早开展国际化创业培养项目的学院（在10年前就探索出了国内首创的全球化创业人才培养项目GEP），是国内最早承担创业管理国家重点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的单位之一。现在，我希望我们的社会创业也能引领中国创业理论研究和创业实践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要特别感谢斯教授和他所组织的写作团队，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我们继续走在社会创业研究、教学与实践领航的道路上！

魏江

2019年1月11日于浙大求是园


前言

商业创业与社会创业平衡协调发展，犹如鸟之两翼。在社会创业中，创新无处不在，我们的社会正是由无数创新创业活动推动着向前发展。社会创业的意义与作用是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财富。理论上，社会创业着重研究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与最优化问题。但现实社会中，任何影响美好社会建设的人与事，特别是改善和提高一个社会整体素质的人与事，都与社会创业的目标相一致。通过社会创业使人类生活更美好，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这是社会创业的意义与价值所在。社会创业有以下三大基本特征。

（1）社会性特征。社会性是社会创业区别于商业创业的显著特征。社会创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社会问题的存在是社会创业存在的前提和土壤。

（2）创新性特征。创新性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显著特征和运营方式，也是社会创业的重要特征之一。社会创业必须应用具有创新性和持续性的方式去使整个社会获益，这要求社会创业者必须用创新的方式，调动想法、能力、资源和社会力量，改善或弥补现有社会福利系统的不足。

（3）市场与价值特征。社会创业需要借助而非抵制市场的力量，需要重视创业机会的识别、发现与开发过程。

除上述三大基本特征外，社会创业常常是很多因素相互/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具有综合性特征。例如，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经常是互相作用的，很多时候需要运用商业创业的模式去做社会创业的事情，尽管两者的侧重点和目标不一样。社会创业不仅需要结合商业因素，还需要结合体制与机制、法律与法规等。

正是基于社会创业的重大意义，浙江大学与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上海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兄弟院校的社会创业教授共同完成了这本社会创业教科书，希望能为我国社会创业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教授为本书撰写了序。本书的编写与分工如下：

第1章　社会创业概述　斯晓夫（浙江大学）、刘婉（案例撰写）

第2章　法律与社会创业　王玲（中国政法大学）

第3章　团队与社会创业　魏峰（同济大学）

第4章　资源与社会创业　刘振（山东大学）

第5章　机会与社会创业　傅颖（浙江工商大学）

第6章　商业模式与商业计划书　林嵩（中央财经大学）

第7章　社会企业的运营和管理　吕力（武汉工程大学）

第8章　公益创投　刘志阳（上海财经大学）

第9章　社会创业及其可持续发展　于晓宇（上海大学）

第10章　社会创业环境　汪忠（湖南大学）

第11章　社会创业与减少贫穷　斯晓夫（浙江大学）、陈卉（浙江大学）；刘婉、严雨姗（案例撰写与文献评述）

第12章　社会创业的国际维度　焦豪（北京师范大学）、邬爱其（浙江大学）

第13章　精益社会创业　孙洪义（香港城市大学）

第14章　公司社会创业　戴维奇（浙江财经大学）

第15章　社会创业的质化研究　厉杰（上海大学）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学者与企业家的帮助，例如，第1章的撰写过程中，傅颖、王颂两位老师为本章提供了宝贵资料。对于全书，我们要感谢美国天主教大学布鲁顿（Garry D.Bruton）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扎赫拉（Shaker A.Zahra）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刘人怀教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斯华龄教授，浙江大学吴晓波教授等，他们对本书的完成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由于社会创业教育在我国属于起步阶段，我们的学识、理论水平尚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错误，也希望得到专家与读者的指正。最后，特别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吴亚军老师为本书的完成和出版所提供的宝贵建议与指导。

斯晓夫

2018年12月1日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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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案例　智能袜

为了让爷爷不再走丢，15岁华裔少年造出了让美国人惊叹的最温暖的发明。Kenneth Shinozuka是生活在美国纽约的华裔男孩，只有15岁，喜欢发明的他最近成了一位智能产品发明家。从他发明智能产品的过程看，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与社会创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故事可以从他去TED做的一次演讲开始。这次演讲，Kenneth首先向现场的观众问道：“你们知道威胁人健康的疾病中，哪个上升速度最快吗？”在大家的印象里，可能是癌症、心脏病或糖尿病。结果却出人意料，答案是“阿尔茨海默症”，民间俗称“老年痴呆症”。每隔67秒，美国就有一人被诊断出患有老年痴呆症。而这个数量到2050年还会翻三倍。老年痴呆症给患者家庭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这一点，15岁的Kenneth有深刻体会。他生长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从小和爷爷十分亲近。他4岁时爷爷在公园散步后失踪的经历让家人清楚地意识到爷爷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全家在南加利福尼亚的生活就此改变。十多年来，Kenneth爷爷的病症愈加严重，全家人都担心着爷爷的“出走”和“失踪”。爷爷经常半夜下床乱走动，为此家人时常夜不能寐，只能陪夜盯着爷爷。在一个Kenneth照顾爷爷的晚上，13岁的少年看到爷爷正要下床，爷爷的脚触碰地面的那一刻，创造少年萌发了在爷爷的脚后跟放一个压力传感器的想法。当脚着地时，传感器就能检测到体重造成的压力，然后利用无线传输警报信号给看护人，这样就不用时时盯着爷爷。设计这样一个小小的装置能极大地保障看护人的健康和爷爷的安全。他开始花大把时间来看YouTube上的极客视频，并且从图书馆借了一堆物理书来研究。当计划逐步展开，他意识到这比他一开始想的要难得多。Kenneth要发明一个可穿戴的传感器，必须足够轻薄灵活。除此之外，他还要设计一个足够小的传感器和一个App。他用电子墨水打印出了薄膜式传感器，并成功制作出了一个体积极小的电路系统。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自学代码，创建一个操控蓝牙设备的App，把手机变成远程遥控器。通过蓝牙与一个智能手机应用连接，同时发出警报声。一个薄膜感应器+一个App，这就是Kenneth想象中的压力感应装备。就这样他成功地做出了两个模型，一个是嵌入式的放在袜子里，另一个是可拆卸的放在病人的脚底（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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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智能袜作用原理

他在爷爷身上进行了实验，一年时间内成功捕获了爷爷超过900次的发病情况，几乎是100%的准确率。再后来，美国加州的一些护理院开始找他试用该设备，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医院的看护效率。为什么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能有这样天才的发明创造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永远忘不了这双袜子第一次检测到爷爷下床的时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让生活更美好的力量。人们可以健康快乐地生活，这是我的梦想。”从他发明智能产品的过程看，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与社会创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梦想的出发点和社会创业的本质是相同的，即让整个世界更美好。这就是少年创客，用自己的创造力与技能实现梦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Ted演讲官方网站Kenneth的演讲内容整理。

上述案例告诉我们，创业不仅可以产生经济价值，而且可以产生社会价值。商业创业与社会创业平衡协调发展，犹如鸟之两翼。在社会创业中，创新无处不在。无论是30多年前的微软、思科，还是现在的谷歌、优步，或者是我国的阿里巴巴、华为、腾讯，无不是先发现有一种重要需求存在，然后它们通过创新产品与服务填补了市场的需求与大众的需要。创新与创业的结合，尤其是与社会创业的结合，常常有一个特点：发现痛点，通过创新与实践社会创业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创业高端论坛上，洛可可/洛客公司创始人贾伟介绍他设计的55度杯，就是源自他女儿被烫伤的痛点。想到我们这个社会有多少儿童被开水烫伤的痛，自然这样的痛点或问题也是经济与社会创业的机会与潜在的市场所在。开篇案例中这位15岁华裔少年的创新，也是源自他亲爱的爷爷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痛，怀着这种痛，产生了灵感。某一天在灵光一现下，具体的创意出现了，并进一步与机会联系上了，从而创造出了新的产品为老年痴呆症服务。这一案例说明，我们的社会正是无数这样的创业创新推动人类生活更美好，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这正是社会创业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提出，市场经济的繁荣并不会伴随着社会公益的增长。近几十年，世人过分追逐经济的发展，给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问题，如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贫富分化等。然而，越来越多的现象证明，仅仅依赖于商业创业的成功，诸多的社会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是难以有效解决的。因此，在推进发展商业创业的同时，相应的社会创业必不可少。尤其在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社会问题会显得更加严峻。当然，由于现在的机制、体制以及现状已经很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因此社会迫切需要通过各种创新的模式来填补市场空缺，这些为社会创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空间与社会创业机会。


1.1　社会创业的概念

1.1.1　社会创业的兴起

社会创业的英文“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一词由阿育王基金会（Ashoka）的创始人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在20世纪80年代创造，
[1]

 之后格利高里·迪斯（Gregory Dees）又在《社会企业家的含义》一文中对该词进行了最早的解释。社会创业可以溯源到18世纪的“博爱事业”（philanthropic business），那时它便与慈善机构、非营利部门、自愿组织这些名词联系在一起。在这一阶段，社会创业定义强调社会利益，所有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不是私人利益而创立的实体都属于社会创业（Shaw，2007）。社会创业最早出现在美国，由于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取了以市场作为主要资源调节机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直接资助逐年减少，对福利事业的资助也大为削减。同时，政府出台了更多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为社会创业的诞生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推动了社会创业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的创业形式，这一创业形式先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出现，并逐渐超越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范畴，成长为一种不同于商业创业和非营利组织的混合商业模式，它被很多人/组织认为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创新模式。由此可见，社会创业的兴起与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密不可分。一般而言，社会创业是一种存在已久的社会现象，它的解释与定义会因国家、政治、经济、企业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1.1.2　社会创业的定义

社会创业由于从定义的提出到现在的间距时间并不长，一个普遍现象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与定义社会创业，这样的背景特点，使得目前社会创业的定义具有多样化的特征。21世纪以来有关社会创业定义的文献层出不穷，在近5年的社会创业文献中，有关社会创业概念的文章在减少，并不是说社会创业的定义就盖棺论定了，而是学者尤其是社会创业实践者开始认识到，定义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本着学术研究的态度，为了充分体现这种定义方面的多样化特征，在表1-1中列举了从1997年以来一些比较权威的，基于经典文献与研究前沿的社会创业的定义。

表1-1　社会创业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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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社会创业定义是建立在大量文献基础上的。社会创业的基本点是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财富。在理论上，一是研究社会的公平公正，二是研究资源配置合理性与最优化。但在现实社会中，其实任何美好社会建设的人与事，特别是改善和提高一个社会中人的素质的人与事，都可能或者可以用社会创业的理论来解释。

在近5年最新的社会创业文献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关社会创业的定义讨论文献是Choi和Majumdar（2014）发表在《商业研究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上的社会创业研究论文。他们认为社会创业的领域过于宽泛，需要细分。社会创业属于一个“群概念”，如何细分？他们认为，社会创业研究领域包含五大方面：社会价值创造、社会创业者、社会创业组织、市场导向、社会创新。但在中国，我们更认同Dorado和Ventresca（2013）的观点，社会创业就是利用创业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达到国家的成长与发展。事实上，Choi和Majumdar提到的这五大方面，在解决社会复杂问题时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撇开任一个方面都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创业实践，我们认为更加应该关心的是：社会创业到底可以为中国带来哪些成长与发展？然而，从定义出发，一般而言，社会创业是指组织或个人（团队）在社会使命的驱动下，借助市场力量解决社会问题或满足某种社会需求。社会创业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价值目标，目的是通过解决社会问题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使社会朝着人们希望的目标改变。例如，Leadbetter（1997）提出，社会创业是利用创业的行为为社会目标服务。这些服务并不是以利润为目标，而是为了服务特定的弱势群体。Shaw（2004）提出，社会创业是社区、志愿者、公共组织以及私人企业为了整个社会工作，而不仅仅为了经济利润。除了解决社会问题之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发展和传递创新等因素。例如，Mair和Marti（2006）指出，社会创业是利用创新的方式整合资源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过程，通过探索和利用创业机会来促进社会变革和满足社会需求。


[1]
 比尔·德雷顿于 1980 年成立了名为“阿育王”的全球性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为公众利益的创业活动。在国内，也有学者将“social entrepreneurship”译为“公益创业”。


1.2　社会创业的特征与维度

1.2.1　社会创业特征

社会创业有以下三大基本特征。

（1）社会性。社会性是社会创业区别于商业创业的显著特征。社会创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社会问题的存在是社会创业存在的前提和土壤。在非社会企业商业创业中，也可能会有诸如捐赠、采用环保材料等企业行为，但这些行为并不直接地面对社会问题。相反，社会创业源自于发现一些未被解决的社会问题，直面没有满足的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创业者的使命和终极目的，社会创业者是为解决社会问题，如雇用弱势群体人员或者销售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些直接与他们的使命相关。社会创业主要受社会回报的驱动，其追求的是问题解决的社会影响最大化，用以动员更广泛的力量投入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一点上，它与商业创业的侧重点明显不同。一般而言，社会创业可能促进社会一些或大或小的变革，社会创业必须要有显著的社会目标和社会愿景，而商业价值只是社会价值的副产品。

（2）创新性。创新性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显著特征和运营方式，也是社会创业的重要特征之一，社会创业必须用具有创新性和持续性的方式去使整个社会获益。现有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完善是社会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之一，资源和情境性的限制成为政府和社会创业者实现社会收益的障碍。这要求社会创业者能够创造出新的方式，调动想法、能力、资源和社会力量，改善或弥补现有社会福利系统的不足。

（3）市场与价值性。社会创业需要借助而非抵制市场的力量，同样需要重视创业机会的识别、发现与开发过程。Mort等人（2002）指出，识别社会价值和创造创业机会是社会创业的关键维度，社会创业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过程来发现、定义、利用机会去增加社会财富（Zahra et al.，2009）。社会机会起始于发现一些未被解决的社会问题，通过机会的评估与开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当社会创业者把目前所存在的社会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有机结合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发现创业机会。

社会创业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但社会创业以产生社会绩效为导向。它的社会性特征最直接的体现是创造社会价值，社会创业具有显著的社会目的性和使命驱动性。社会创业的使命表明，社会创业者或组织采取创新的业务模式去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创业者或机构在社会部门中扮演着变革代理的角色，而履行这一角色的手段就是选择一项使命去创造和维持社会价值。与商业创业相比，利润（经济价值）虽然是一个目标，但不是主要目标，利润是被再投入于使命之中而不是分配给股东。经济价值是社会创业的副产品。创造与使命相关的社会价值多少（而不是利润），是衡量一个社会创业者成功的主要标准。

除上述三大基本特征外，社会创业常常是很多因素相互/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它是一种综合性特征。例如，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经常是互相作用的，很多时候需要运用商业创业的模式做社会创业的事，尽管两者的侧重点或目标是不一样的。社会创业不仅需要结合经济因素，很多时候还要结合体制与机制，法律与法规等共同进行而实现社会创业的目的。社会创业是一项涉及创业学习、社会创新、非营利组织管理等众多领域和部门的研究活动，解决社会问题迫切需要一种跨部门协作的新型方式来实现。事实上，目前商业和公益事业之间的界限正逐渐被打破。

1.2.2　社会创业的维度

当今世界面临着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社会难题的挑战。从创业角度而言，推动社会创业的发展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模式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创业能够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我们的社会提供帮助。


1.减少贫困


虽然我国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全国农村仍有近1亿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仍严重滞后。对部分已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而言，因病、因灾返贫问题也很突出。过去的研究往往通过宏观经济、社会来研究减少贫困的方法，而现在，通过创业的方式尤其是社会创业的方式来减少贫困也正在成为研究热点。学术上，《亚太管理杂志》（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5年重点论述过创业对减少贫困的重要贡献；实践上，有格莱珉银行、义乌的创业减少贫困模式。以浙江义乌为例，在早期极端贫穷的情境下，义乌地区资源缺乏，农民一般没有机会迁移到资源丰富的地方去发展。斯晓夫等人（2015）的研究表明，当地的脱贫模式并非以往简单的买卖盈利模式，而是采用具有创造性的“鸡毛换糖、以物易物”的商业模式，通过商品交换，改善生产环境并获取薄利。义乌农民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将外地不同的生产资料等带入义乌，义乌由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而这个模式随后在中国其他地方以及很多非洲国家都在被借鉴与采用。


2.环境保护与优化


自然环境是人类繁衍、生存的基础，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是人类维护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然而，过度追逐经济发展使自然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以中国为例，短短40年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的资源消耗量、严重的环境污染等问题，都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如今，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通过创新的模式服务于社会，为环境保护和优化提供新的治理方式、资源整合方式和解决方案。例如，2004年6月5日，中国近百位企业家发起的荒漠化防治民间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致力于阿拉善地区的荒漠化治理和生态保护，并且正在打造社会、企业家和生态治理的社会创业新模式。


3.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与优化，并使得资源消耗越来越少，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小，总体效益越来越好。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依赖于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的有机融合和均衡（栗战书，2011）。在主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基础上，社会创业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环境经济学认为环境的退化是由于市场失灵所致，而市场的失灵正是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Dean和McMullen（2007）认为，创业者如果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全面审视整个系统，依靠系统的创新和变革，创业就能够实现在全球的社会经济系统中解决环境的问题。社会创业弥补了以往商业创业在环境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2.3　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的区别

除了上述的三大维度，Austin等人（2006）在美国《创业理论与实践》（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杂志撰文阐述了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在四个维度上的区别，分别是市场失灵、使命、资源调动以及绩效测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的不同：

·市场失灵。市场的失灵能给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产生出不同的机会，社会创业更多的是去弥补原本公共产品的不足。

·使命。社会创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是为了增加社会价值，促进社会进步。社会创业者的企业管理和个人创业动机与商业创业者是不同的。

·资源调动。社会创业的一些员工并不拿薪酬，而且社会创业获得的利润和财务资本也不像商业创业那样直接分配给股东，而是继续投入到社会企业中。

·绩效测度。社会创业的绩效并不像商业创业一样容易测度，它更看重对社会的影响，因此其测度更加具有不可量化性、多重因果性、时效性和主观感知的差异性。


1.3　社会创业者

1.3.1　社会创业者的定义

社会利益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当看到贫困、环境污染、不良社区时，有同情心的个人，包括政府公务员、教师、非政府组织成员、教会成员、商人等，在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都有可能伸出援手，共同解决上述问题。当他们真正着手去实现和经营社会企业时，他们便成了“社会创业者”（social entrepreneur）。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经如此形容社会创业者：“这些社会创业者的故事将鼓舞和激励许多人——那些寻求创建一个更好世界的人。”表1-2列举了一些学者对社会创业者的描述。

表1-2　社会创业者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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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针对的社会问题的大小，社会创业者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修理工（social bricoleur）、社会建构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和社会工程师（social engineer）。具体如表1-3所示。

表1-3　Zahra等人对社会创业者做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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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Zahra S A,Gedajlovic E,Neubaum D O,et al.A typolog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Motives,search processes and ethical challenge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9,24（5）:519-532.

总的来说，社会创业者是那些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他们用商业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发现机会以寻找突破口；用商业的规则去解决那些问题，所得的盈余用于帮扶弱势群体，促进社区发展以及用于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他们重视社会价值多于企业盈利。社会创业者往往能够：

·持有一种信念去创造并维护社会价值，而不是个人价值；

·发现并不懈追求服务于这种使命的机会；

·不断地学习、调整和创新，推动社会企业持续发展；

·采取相应的行动以突破现有资源、情境的限制；

·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有着高度的责任意识。

1.3.2　社会创业者特质

社会创业者与商业创业者的核心差异不在于性格或能力，而在于创业的使命。社会创业者同样具有警觉性、外向性、成功的渴望、风险承担倾向等特质。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如今的社会创业者同样以商业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用商业的规则去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他们所得的盈余，用于扶助弱势群体，促进社区发展和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他们重视社会价值多于企业盈利。美国作者戴维·伯恩斯坦所著的畅销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和新思想的威力》对此有着生动形象的描述：商业创业者的目的在于建立世界上最大的“跑鞋公司”，而社会创业者则梦想为世界上所有的孩子接种牛痘疫苗。虽然这些梦想可能有夸大成分（Bornstein，2004），但是不可否认，社会创业者在他们从事的事业与活动中，绝大部分行为属于利他而非利己（Dacin et al.，2011；Roberts and Woods，2005；Tan et al.，2005）。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会促发个体进行社会创业，而非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创业？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指出，同情心
[1]

 是“利他”的基础。有同情心的创业者，容易与受害者形成情绪连接，进而激发创业者综合思考以及分析，找寻一种创新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受害者乃至整个社会（Miller et al.，2012）。图1-2阐述了同情心与社会创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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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同情心如何激励社会创业

资料来源：Miller T L，Grimes M G,McMullen J S,et al.Venturing for others with heart and head:How compassion encourage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2,37（4）:616-640.

除去同情心外，社会创业者被认为还应该包含以下六大特质（Bornstein，2004）。

（1）乐于自我纠正。首先，任何一个创业项目都是一个不断试错和修正的过程，敢于说“这是行不通的”或“我们的设想是错的”，既需要有冷静的头脑，也需要谦卑和勇气；其次，随着组织的不断成长壮大，社会创业者往往容易出现乐观和盲目的情绪，只有乐于自我纠正的社会创业者，才能够实现不断发展和进步。

（2）乐于分享荣誉。社会创业者与人分享的荣誉越多，就有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他们。当社会创业者不在乎荣誉会归谁时，他能获得的成就是没有限度的。对社会创业者来说，乐于分享荣誉是通向胜利的必由之路。

（3）乐于自我突破。社会创业者可以通过改变现存组织的方向来造成变革。社会创业者面临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较大差距，使得他们必须能够自我突破，超越自身领域的正统观念去看待事物，从而能够发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并能去试验和推广新想法。

（4）乐于超越边界。社会创业者要摆脱那些主导概念的控制，也需要以新的方式组合资源的自由。面对一些整体系统性问题，社会创业者能超越边界，将不同领域、有各种各样经验与技能的人们召集在一起，创建可行的解决方法。

（5）乐于默默无闻地工作。许多社会创业者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去实践他们的理想，他们以一组或一对一的方式去影响他人。一个人必须具有非常纯粹的动机，才能长久地甘于寂寞，去实践一种理想。社会创业者必须是那些能花费时间去寻找地点和机会，以期对重大进程产生影响的人。

（6）强大的道德推动力。与商业上的企业家相比，道德准则是社会创业的基石。在讨论社会创业者时，如果不考虑其动机的道德性质是没有意义的。社会创业者的经历不是来自利润，而是“来自建立一个私人王朝的欲望，在竞争的角斗中征服的意志和进行创造的欢乐”。道德的推动力可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做需要做的事情，从而使社会不断发展。

在上述六个特质中，创业者的道德品德被认为是一名社会创业者的必要品质，也是其他一切品质的基石。即使一名创业者具备超强的创新性、整合资源能力，倘若其动机不纯、不正，没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的所有成就对社会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1]
 在亚当·斯密 1759 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中文译为“同情心”，他使用的单词是 sympathy。


1.4　社会创业的分类

社会创业是一个群概念（cluster concept），是组织或个人（团队）在社会使命的驱动下，借助市场力量解决社会问题或满足某种社会需求。社会创业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价值目标，目的是通过解决社会问题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朝着人们希望的目标改变。在普通读者眼中，有关非盈利的创业活动有许多概念，如社会企业、慈善组织、公益创业等，它们的创业特点有所不同，创业范围大小不一，所涉及的社会创业的维度也不一样，但它们相互之间却存在着非常多的交集。但所有的这些内容都隶属于社会创业这个群概念，企业或组织的核心业务内容与目标都是解决社会问题或者满足某种社会需求。

前文已经述及德雷顿在1980年成立了名为阿育王的全球性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创业活动。在国内，也有学者将“social entrepreneurship”译为“公益创业”。如果从学术研究来看，“公益创业”和“社会创业”即social entrepreneurship，没有区别。但“公益创业”的翻译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公益”是个人或组织自愿通过做好事、行善举而提供给社会公众公共产品的活动，加上在我们脑海中“公益组织”通常指合法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非党派性质的、非成员组织的、实行自主管理的民间志愿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就这点来说，即使存在“公益组织创业”的这个概念，事实上，它所重点突出的是上述我们提到的社会创业社会性的维度。也就是说，它依然属于社会创业的范畴。

上述有关社会创业和“公益”创业的澄清，事实上可能只是普通读者对社会创业模糊认知的一个方面，为了让读者对社会创业的理解更为深刻，本书在这部分将重点比较社会企业与慈善组织以及“社会责任型企业”的区别。

社会创业着重于创造社会收益，但是并不意味着完全忽视经济收益。如今，大多数社会企业介于纯慈善组织与纯商业组织之间，能够实现部分自给自足，而不再是全面依靠捐赠。Dees（1998）因此提出了“社会企业光谱”的概念，表1-4从动机、方式和目标以及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企业与传统慈善组织及纯商业组织区别。如今，大多数社会企业介于纯慈善组织与纯商业组织之间，能够实现部分自给自足，而慈善组织则全面依靠捐赠。

表1-4　Dees的社会企业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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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2007）绘制了一幅更为详细的可持续发展光谱图，如图1-3所示。传统的非营利企业在社会变革环境下，尽管初始的目标有所差异，但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两种组织形式最终还是向中间状态“社会企业”或“社会负责型企业”靠拢。此外，一家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不应混同于社会企业。社会责任往往是公司坚持一种“尝试—检验模式”，并且它们的责任往往更多被看成一种“附加责任”。但是，社会企业则是企业出于内心地从事道德商业活动，而非一种附加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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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Alter的可持续发展光谱图


1.5　社会创业对当下中国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1.5.1　提高公民素质

社会创业的本质追求是整个社会的进步。社会创业的本质是为了创造社会价值，而经济价值只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无论是社会进步、社会价值创造还是美好生活的蓝图，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或公民。人的素质的整体提高，公民素质的整体改善，是社会创业的最大意义所在，社会创业的作用就在于此。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腐败、价值观缺乏核心内容、利益分配不公正合理、贫富悬殊太大、人际关系恶化等，都会影响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以及产生一定的社会道德危机。社会创业可以引导更多的组织和个人重新审视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着力于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近期很多研究指出，中国经过40多年的经济发展，现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落后比较明显的不是国家的GDP，也不是具体的技术，而是公民素质之间的整体差距。这种差距不是短期内可以马上解决的，它需要一个国家的长期努力，而通过社会创业来实现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被实践证明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具体地说，就是在发现、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另外，在相对贫穷地区，如何提高人的素质更是攸关我国整体公民素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西方社会创业发达的国家都比较重视社会创业与教育的关系。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许多的学者注意到了社会创业与教育的关系（Dees and Anderson,2006；Renko,2013；Alvare and Barney,2014；Battilana and Lee,2014）。

社会企业所涉及的教育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过往的研究已经证实对贫困人群进行教育，会对他们的创业意向和创业成功（Renko,2013;Millán et al.,2014）起到帮助。目前有许多基金会的教育项目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通过增加人们的创业知识，使当地居民做到自我雇用、发现创业机会乃至创造创业机会（Alvare and Barney，2014）。这在中国也是一样，在许许多多的中国欠发达地区，可以引导一些社会企业扶贫与职业教育相结合，鼓励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招收贫困家庭子女，确保贫困家庭劳动力至少掌握一门致富技能，实现靠自我雇用的技能脱贫。有能力的社会企业家或精英创业者也可以构建出创业机会，引领边缘的贫困人群实现创业（斯晓夫等，2016），这方面诸如中国的许多“淘宝村”“淘宝县”的做法有一些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二是社会创业不仅可以以教育促进创业，还能做其他一些服务，例如，利用社会创业是否能创新性地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解决山村学校教师短缺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探索、思考与创新。如何通过教育有效进行社会创业，并解决上述社会问题，也是我国提高公民素质的途径与需要思考和创新的问题。

1.5.2　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创业的重要价值与重要意义之一是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创业的和谐社会建设涉及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社会创业的和谐社会研究发现，不和谐的根源在于社会问题较多，如环境污染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社会不公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教育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需要寻求新的方法和途径来有效解决，而社会创业与社会创新能很好地解决商业与公益、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创业与创新范式。例如，社会福利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如何通过社会创业来动员社会资本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创业提供了构建自主性福利模式的有效途径。自主性福利模式是相对被动型福利模式而言的。自主性福利模式鼓励服务对象主动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不是把福利当成一种权益，使社会福利最大限度地关注穷人，而不是帮助懒人。并且主张通过社会创业来动员社会资本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可以使弱势群体直接参与价值创造，也可以使受益者成为社会创业的积极参与者，进而有效推动自主性福利模式的构建。

由以上可见，对于我国如何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积极推行社会创业和社会创新活动是一种重要的途径与方案。另外，公共服务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放眼世界上社会和谐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的公共服务建设做得很好，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当前，我国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旺盛，但政府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尚显不足，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化解这个矛盾。显然，这为社会创业者或社会创业企业提供了创业机会，为社会创新提供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机会。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保护生态环境、弱势群体就业、养老服务等领域。因此，如果社会创业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得到大量民间力量的参与，得到政府在政策上和制度上的支持，形成政府与各级民间组织的合作与互动，社会创业个人和组织将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提升全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价值和作用。

1.5.3　社会与经济共生共长

社会创业不是与商业创业相对立的，社会创业在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变革的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与目标是刺激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时，很多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社会创业来支持。在社会创业最为发达的英国有一个统计数据，英国5.5万个社会企业每年营业额达270亿英镑，并对GDP产生84亿英镑的贡献，大约占英国GDP的l％。目前，这一数字正呈上升趋势。而且由于社会创业显著的“社会性”特征，它在推动经济发展上不符合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规律。因此，社会企业创造的经济价值（金钱）的边际效用比商业企业要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强的可持续性，社会创业企业将在促进社会及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创业有生存性创业与创新性创业之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生存性创业属于地区和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生存性创业是国家或组织通过创业的途径帮助底层劳动者得到就业机会，体现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共生共长。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社会领域的创业也是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而非营利部门的就业速度较经济部门要快。有研究显示，社会创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为社会创造现实的就业机会，增加有价值的产出。大多数参与人员在社会创业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技能，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伟大的成就是将原来7亿左右的贫困人口减少到几千万。通过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相结合的途径帮助底层劳动者得到就业机会，是世界公认的有效解决贫困问题的中国方案之一。我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在不断上升，可以预见，社会企业领域将越来越成为吸纳就业的热门行业。因此，鼓励发展社会创业，不但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公益，也可以通过社会创业创造就业岗位，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就业，进而进一步发展经济，使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有效结合，实现社会经济共生共长。

1.5.4　建设美丽乡村

近年来，我国进行城市化建设，但在建设城市的同时如何发展农村？近年来，我国农村很多地方年轻人几乎全部离开，农村荒草丛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资源与政策过度倾向城市，忽略了农村的城市化建设。社会创业是社会问题导向性的研究与实践，它可以帮助解决以上农村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和社会的原因，融入城市难度大，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下，他们和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群体，将成为农村社会创业的生力军，可以成为我国农村社会创业的力量。他们可以返回父辈的农村，接受地方政府的创业教育，提高其创业能力和素质，开展创业活动。“新生代农民创业者”所能开展的创业活动在时代背景下势必层出不穷。例如，互联网背景下的电子商务社会创业，它们可以依托本土化的农产品资源，积极开展农村电商专业村的创建，推动本土化农产品的流出；又如，在美丽乡村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创业者”可以积极开展农家乐休闲旅游项目，靠着好风景好空气，成为生态“房东”。

我国有很多地方建设的实践证明，农民创业与社会创业方面的工作与美丽乡村建设是高度相关的。例如浙江农村，这些年的城市化建设不仅缩小了城乡差别，也没有出现年轻人大量离开到外地打工的情形，绿水青山在浙江农村依然到处可见。浙江这种经济与社会创业兼顾的模式对我国其他一些省份应该是有借鉴作用的，对于其他亚非拉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也可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向世界分享这些浙商创业的经验，也是中国对世界在创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贡献。


本章小结

·社会创业的本质追求是整个社会的进步。社会创业的本质是为了创造社会价值，而经济价值只是社会价值的副产品。社会创业者是那些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他们用商业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发现机会以寻找突破口，用商业的规则去解决问题。

·社会创业具有社会性、创新性、市场与价值性特征。

·社会创业的主要维度表现在减少贫困、环境保护和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

·社会创业对当下中国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包括提高公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与经济共生共长、美丽乡村建设。


复习思考题

1.你怎么理解社会创业、慈善组织和商业创业？

2.阐述社会创业者的特征。

3.你觉得社会创业能如何改变中国？


讨论案例　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一、格莱珉银行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也译作“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1940年，尤努斯出生于孟加拉国吉大港一个富庶的伊斯兰教家庭，毕业于达卡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吉大港大学。1976年，尤努斯博士尝试发放小额贷款给穷人，让他们有资金从事生产劳动，改善生活状况。1979年，他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创立了“格莱珉”（意为“乡村”）分行，开始为贫困的孟加拉国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业务。1983年，经国会通过，孟加拉国政府特许尤努斯博士创建格莱珉银行，在农村全面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格莱珉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使孟加拉国的穷人摆脱高利贷的影响。这套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新型模式一直坚持着三条信念：接纳被银行拒绝的所有穷人；贷款者都是诚实可信的；穷人本身具有生产价值。

目前，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已经为797万名借款者提供了贷款，累计发放小额信贷4 983.11亿孟加拉塔卡（含房贷），拥有2 562个分支机构，创造了资金回收率100%的奇迹，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功的信贷扶贫模式之一。它扶贫面广，扶贫效果显著，而且银行自身按市场机制运作，持续发展，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至今，小额信贷的成功模式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得到推广，数百万贫困人口得以成功脱贫。


二、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制度


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推广的小额短期信贷方式，不需要客户提供任何担保，同时贷款资金直接下发到客户手中，操作便捷。其小额贷款制度可以做如下归纳。

1.成立还贷小组和选拔监督人

在申请贷款之前，每位贷款者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社会背景、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五人小组，小组成员多为女性。小组中每位代理人履行监督和被监督的义务。这种制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的监督成本，用由内产生的激励制度替代了抵押担保；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贷款人的竞争意识和相互扶持意识，从而提高了还贷率。

2.将顺序放贷与分期还款相结合

格莱珉银行对小组采用2-2-1的顺序进行放贷，首先由小组内两名成员获得贷款，在确定这两名成员还款情况良好后，再对其他两名成员发放贷款。小组组长最后取得贷款，并监督其他成员的还贷情况。用这种方式，让小组组长成为免费的监督者和风险控制者。此外，这种小额贷款的期限一般为一年，采用每周还款的方式，在借款人还清上次借贷之后才有资格申请新的贷款。

3.联系人定期开会

除了小组组长以外，每个中心还要选出相应的主任和助理，并与银行保持紧密联系。这些联系人需要定期开会，提出还款意见，总结还款进度，再将情况上报给银行，使银行准确掌握贷款人信息，增加贷款回收率。

4.“贷款者”“存款者”“持股者”三位一体化

在格莱珉银行中，贷款者同样也可以是银行的存款者。对贷款者来说，他们在每周偿还一笔小额贷款后，可以存入一笔金额更小的存款，积少成多，逐步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另外，他们还可以购买格莱珉银行的股份，成为银行股东，既可以投票选董事会，也有资格成为董事会成员。这种把“贷款者”“存款者”“持股者”三位一体化的制度将客户与银行紧密联系在一起，提高了客户的忠诚度。


三、格莱珉模式样本：贷款者穆菲亚的脱贫


成千上万赤贫的人从格莱珉银行中获得了贷款，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来看一个贷款者的样本。

穆菲亚被丈夫抛弃，以乞讨为生。但她一整天只能讨来几盎司米，还不够她和三个孩子吃。一天，她乞讨到一个女人家里，那个女人开家庭作坊，制售篮子、席子和其他竹制品，她借给穆菲亚15孟加拉塔卡，让穆菲亚买些竹子去市场上卖。穆菲亚照着做了，事后她不仅偿还了借款，还赚了10孟加拉塔卡，她用这10孟加拉塔卡给孩子们买了一些食物。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样的事又有过几次，但后来那个女人不再借钱给穆菲亚了，于是她又被迫去做乞丐了。

饥荒差点让穆菲亚活活饿死，暴风雨也把她的住所毁掉，但转机出现了——穆菲亚加入了格莱珉银行，借了500孟加拉塔卡，重新开始了她的竹制品加工生活。当她偿还了首批贷款时，她感到自己得到了重生。她得到的第二批贷款是1 500孟加拉塔卡。虽然有时在竹制品销售淡季她会错过分期还款，但在收割季节经济状况好转时，她总是能补上。

在加入格莱珉银行的头18个月里，穆菲亚为自己和孩子们买了价值330孟加拉塔卡的衣服，还有价值105孟加拉塔卡的厨具。这些都是她离婚15年来从没有拥有过的奢侈品。她和孩子们能够有规律地吃上饭，食物也更有营养了。她们从来不吃肉，但常常能吃上蔬菜，偶尔地，穆菲亚会从市场买点干鱼来开开斋。


四、格莱珉案例分析


（一）格莱珉模式成功路径分析

2006年，尤努斯教授及其创办的格莱珉银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小额贷款概念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突破了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束缚”。格莱珉模式颠覆了几百年银行业的法典：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同时能够盈利、可持续发展。社会创业的新领域把格莱珉银行视为一种基本模式：识别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进而通过机会开发实现社会价值的创造。格莱珉银行用成功的事实说明了它的能力和正确性，那么它的成功路径有哪些呢？

1.有效的目标客户定位和筛选系统

据资料显示，孟加拉国仍然是世界上5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16年孟加拉国人均GDP为1 330多美元，按照上贫困线标准来测算，有50%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按照下贫困线标准来测算，有34%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正因为如此，格莱珉银行将自己的目标客户定位为最贫穷的人，也因此有了广大的客户群体，能够专业化地为这些贫困人口提供适合的金融和非金融服务。

同时，格莱珉银行利用各种目标客户筛选系统，比较准确地定位了目标客户，也为格莱珉模式的推广和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持续不断的培训

格莱珉银行对其会员的培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仅在贷款申请前要接受10天左右的培训，而且在贷款得到贷款后也需要保证参与中心活动，接受格莱珉银行的培训；同时，格莱珉对员工的培训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尤其是信贷员，格莱珉的信贷员正式入职前需要接受长达一年的各种培训。

格莱珉银行的培训使参与者充分了解和理解它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使格莱珉的理念深入人心，保证了格莱珉银行的业务顺利开展。

3.强大的外界支持

在国内法律政策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以确保格莱珉银行的独立自主，尤其是允许接收存款。

在资金方面，1985～1996年格莱珉银行接受了1 600万美元的直接捐赠、8 100万美元的软贷款（低息贷款）和4 700万美元的权益投资，同时所有者追加了2 700万美元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4.领导者的个人能力和魅力

尤努斯不仅与国内各个阶层保持良好的关系，也与国外有着很好的沟通，最初的资金支持主要来源于美国。

宗教因素也比较明显，孟加拉国有88.3%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尤努斯已经成为他们的宗教精神领袖。

（二）格莱珉模式对中国发展小微信贷的启示

格莱珉银行的成功运作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虽然中国与孟加拉国在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程度、信用体制状况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社会资本发生作用的机理是相通的。格莱珉模式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小微信贷操作模式，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其创新途径上有所启发。

1.改变穷人不能贷款、无抵押不能贷款的观念

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及其观念，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有十分重要的启示。第一，贷款是一种生存权利。要彻底改变穷人不能贷款的观念，不是穷人没有信用，没有还款能力，而在于是否有一个有效的金融组织及一个能够帮助穷人走出困境的金融机构。第二，无抵押（担保）也能贷款。格莱珉银行的小额贷款不要求任何担保抵押物。格莱珉不打算将任何未能还款的贷款者送上法庭，也不要求贷款者签署任何法律文件。尽管每个贷款者都必须属于一个5人小组，但小组并不需要为成员的贷款提供任何担保。偿还贷款是每位贷款者个人的责任，而小组与中心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关注每个人的行为，以确保不会有人发生不偿付贷款的问题。没有任何连带责任，即组员不承担为其他有拖欠行为的组员偿付的责任。

2.大力发展产权清晰的社区金融机构

格莱珉银行从1983年成立至今已走过35年历程，它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久盛不衰，其影响已波及世界范围。究其原因，与它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规范化相关。它的产权结构是明晰的，即建立以借款人为主体的股份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构建贴近农民的银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广大贫困农民群众把它当成自己的“穷人银行”，它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之中，人民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同时，格莱珉模式的经验表明，可以充分地利用“农村社区”自身的社会网络和圈层结构，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吸收存款，同时凭借“乡村社区”信息的高度流通性和乡村社会的声誉作用保证贷款的安全性，进而实现较低的交易成本以及稳定的利润。因此，我们可以在农村社区大力发展社区金融机构来满足农村金融的需求。同时，由于社区金融机构组织构架简单，可以针对农户提供灵活便捷、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必定会赢得农户的认可和支持。另外，社区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优势、低交易成本优势、信息优势以及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与农村经济主体的小型化、个性化和特色化具有天然的匹配性。因此，农村为社区金融机构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社区金融机构的天然优势又优化了农村社区金融生态环境。

3.真正做到“以农户为中心”的服务

格莱珉模式的成功和它“以农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分不开。传统银行职员以办公室为中心开展业务，客户来银行办理业务，以银行职员为中心。而对穷人来说，办公室让他们畏惧，疏远了和银行的距离，难以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宗旨。格莱珉银行职员的工作不是坐办公室，而是到客户的家门口去办理业务，稳步推进贷款项目，做好贷款前期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充满耐心，绝不盲目，坚持严格的贷款流程，充分调动银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通过银行员工的身体力行、勤勉工作，使客户对银行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努力营造令客户尊敬的经营环境，真正做到“以农户为中心”。

4.利率市场化是发展小额信贷的关键

格莱珉银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存贷款利率是市场化的灵活利率，利率可以覆盖成本，并略有盈利，银行因此能生存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还是比较严格的，不利于发展小额信贷业务。因此，发展小额信贷业务，要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降低小额贷款的运营成本。小额信贷由于额度小，贷款对象分散，相对管理成本较大，属于典型的零售业务。小额贷款的发放面涉及千家万户，操作成本高于商业银行一般贷款操作成本，国外成功经验表明，小额贷款利率应超出资金成本8%～15%。按目前我国农信社的资金成本3.5％左右的水平计算，小额贷款利率应在11%～13.5％，而目前我国农户小额贷款利率一般在6.9％左右，大大低于国际上通行的小额贷款的利率区间。小额信贷业务要走向良性循环，关键是利率问题，只有放开利率，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才可以持续。

资料来源：专访曹国岭副所长：以普惠金融力量助力小微企业成长http://www.sohu.com/a/226093516_425991
 ；穆罕穆德·尤努斯.我们为什么要给穷人提供贷款[N].新华日报，2017-04-18（015）；白彦壮，张璐，薛杨.社会网络对社会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的作用——以格莱珉银行为例[J].技术经济，2016,35（10）：79-85；常晓萌.我国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7.


讨论题：


1.格莱珉银行是如何改变穷人不能贷款、无抵押不能贷款观念的？

2.从社会创业的视角分析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推广的小额短期信贷方式：不需要客户提供任何担保，同时贷款资金直接下发到客户手中，操作便捷。其小额贷款制度是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社会创业的？

3.社会上总有一种声音，认为社会企业所出售的产品或服务向社会大众收费是不合适的。从这个案例谈谈格莱珉银行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并真正做到“以农户为中心”服务的。

4.从社会创业者的角度看，格莱珉银行模式对中国发展小微信贷的启示是什么？


文献研读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Same,Different,or Both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Social entrepreneurship,o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with an embedded social purpose,has been on the rise in recent decades.A partial indicator of this surge is revealed by the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which increased 31%between 1987 and 1997 to 1.2 million,exceeding the 26%rate of new business formation（The New Nonprofit Almanac and Desk Reference,2002）.However,the dynamic is even more robust,as other form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beyond that occurring within the nonprofit sector,have also flourished in recent years.The recent boom in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commercial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imely.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 still emerging as an area for academic inquiry.Its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explored,and the need for contribution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pressing.This article aims to open up some avenues of explor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by presenting an explorator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xtent to which elements applicable to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which has been more extensively studied,are transferable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To a lesser degree,we will also explore the reverse applicability or the ways in which insights from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an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We off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hat identifies common and differentiating features between commercial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This exploration develops new insights abou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points to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elaboration by researchers,as well as to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funders on how to approach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more systematically and effecti-vely.In the next section,we discuss some of the key distinctions between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as a modest step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body of theory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To analyze thes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in depth and to draw out lessons for managers,we will then set forth one prevailing model used to examine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o explore new ideas that emerge when it is applied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presenting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文献评述】
 本篇文献提供了一个比较分析的思路。为更好地研究社会创业，作者在PDCO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SVP模型，为学者和创业者提供了有关社会创业新的研究思路。

文献首先梳理了有关社会创业的相关概念。最初，社会创业指的是有着社会性目标的创新活动，这类创业可以是有着社会性目标的商业活动，也可以是在非营利领域或交叉领域。从狭义上来讲，社会创业是非营利机构用创新的方式，应用商业技能并获取收入；从广义上来讲，社会创业是以创新为目的增加社会价值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对现有企业行为的复制。社会创业发展的核心源于未被满足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创业可能发生在商业部门、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等多个领域。此篇经典文献采用的社会创业的定义，是在非营利部门或政府部门产生的能够增加社会价值的创新性活动。

文献还阐述了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四个维度上的区别，分别是市场失灵、使命、资源调动和绩效测度。从文献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即使对完全的商业创业活动来说仍会产生社会价值，纯粹的社会创业仍会反映商业创业的性质。本章的这一思路为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的对比分析提供了思路。

文献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将Sahlman 1996年提出的商业创业模型应用到社会创业领域。本篇文献将商业创业的PCDO模型应用到社会创业领域，指出了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并且，为更好地解释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在PDCO模型的基础上做了修改。

（1）PDCO模型在社会创业领域的应用。该模型强调了影响商业创业的四个因素：人（people）、情景（context）、交易（deal）、机会（opportunity）。因为这个模型中的四个因素相互独立又为创业情景所决定，所以创业者必须要很好地把握创业活动和这四个因素的契合。作者指出，机会在商业创业和社会创业领域都是指创业者投资稀缺资源以求获得回报，两类创业的最大不同在于商业创业要求的是经济回报，社会创业要求的是社会回报。

（2）SVP模型。根据作者的分析，虽然商业创业和社会创业在很多地方有相同之处，但是为了让学者和创业者更好地研究社会创业，作者在PCDO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SVP（social-value proposition）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更好地反映社会创业产生社会价值的属性。在SVP模型中，作者更加强调了在社会创业中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协调。模型中内部资源最上方的变量是机会，这是创业开始的直接动因，下面两变量分别是机会和资本。三个动因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中间交叉的部分为SVP，作为内部资源的综合变量。外部情境变量（如税收、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等）影响着社会创业的内部资源多寡，需要社会创业者尤其注意。


【文献出处】
 Austin J,Stevenson H,Wei-Skillern J.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Same,Different,or Both?[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6,3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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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法律与社会创业

学习目标

理解社会创业的合法性问题

掌握社会创业组织的法律形式

了解国外社会企业的立法模式

了解社会企业的监督机制

理解我国社会企业法律法规的完善

本章纲要

社会创业的合法性问题

社会企业的立法比较

社会企业运营的保障与监督机制

我国社会企业法律法规的完善


开篇案例　科学松鼠会合法性的组织转型

科学松鼠会成立于2008年4月，早期是松散的会员制互益性组织，成员主要来自国内外各院校一线科研工作者，以及活跃在各大媒体科学版的科学作家等。自成立以来，科学松鼠会先后被100多家媒体报道。《南方周末》评价说：“科学松鼠会的文字作品兼具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已经成为本土科普作品的重要来源。”科学松鼠会汇聚了一批当代最优秀的华语青年科学传播者，以“严谨有容，独立客观”为价值理念，致力于“剥开科学的坚果，帮助人们领略科学之美妙”，让科学流行起来。这群试图“剥开科学坚果”的年轻人，虽然能够借助高涨的网络人气和社会认知度运作，但受限于身份的合法性和资源依赖的双重困境，只能艰难地维持着科学松鼠会的各项活动。最终，通过工商注册、天使投资等方式建立了一家定位为“泛科技新媒体”的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营运“果壳网”与“果壳阅读”，同时创建了民政注册的非政府组织（NGO）——哈赛科技传播中心（简称“哈赛”），通过果壳传媒的商业运营收益反哺科学松鼠会的各项科普公益活动，从而确立了一条“果壳”养“松鼠”的全新商业反哺公益的道路。科学松鼠会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五大阶段，组织结构或形式演变经历了五种类型，分别是网络型创业团队、松散的协会组织、未登记或转登记的NGO、开展市场运作的NGO和社会企业（见表2-1）。

表2-1　科学松鼠会的组织结构和资金来源变化

[image: ]


资料来源：王洛忠，张艺君.新制度主义视野下草根NGO转型的“交叉”模式——基于科学松鼠会的案例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6（6）.

上述案例中的科学松鼠会早期是基于网络形成的松散性会员制互益性组织，没有真正的实体依托机构，是典型的“草根NGO”（指民间慈善公益组织）。与当时众多草根NGO相似，科学松鼠会由于受到登记管理体制的约束，难以获取业务主管单位和行政主管单位的双重接纳，使得组织无法受到政策保障，这意味着松鼠会不能获得政府的直接资金资助，并几乎丧失独立制定募捐政策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姬十三等人也想通过获取NGO“准生证”来吸引政府拨款或向基金会募捐等方式解决资金问题，但最终只能通过工商注册的方式生存。至此，科学松鼠会从群博网站转为协会组织，进而又注册为企业，逐渐由一个松散的无组织的群体转变为一个名义上的商业实体机构（王洛忠等，2016）。

“夹缝求生”式的政策合法性不同于传统的较为成熟的NGO
[1]

 ；同时也有别于纯粹以市场驱动的营利企业模式。草根NGO通过工商注册获得合法性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体制内公益身份的合法性困境。由于登记审批手续复杂、程序严格、门槛较高，大多数草根NGO被拒之于合法登记之外，只能以工商注册、名义挂靠在党政系统的某个单位之下，或者不进行登记注册来开展活动。二是体制外的市场运作可以为草根NGO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工商注册成为草根NGO市场运作的关键门槛。相比之下，工商注册虽略带“夹缝求生”下的“非公益”属性，却也是草根NGO对管理体制缺陷的被动回应，工商注册使草根NGO获得了政策合法性并赋予其合适的权威参与市场竞争，因而缓解了双重困境（王洛忠等，2016）。

科学松鼠会的合法性组织转型具有非常典型的创新意义。面对身份和资源的双重困境，虽未经政府许可但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科学松鼠会在组织转型中创新地采用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交叉”模式，通过在现有公益项目外创建相关的商业项目来推动组织发展。由此案例可见，合法性是草根NGO生存和转型的逻辑起点和动力。

在社会创业中，法律具有强化组织形式、促进企业推广、保护消费者权利等功能，能为社会企业提供一个独特且易于识别的法律身份，是社会企业生存强有力的后盾；同时，政府政策、专业机构、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所制定的规章制度，能使企业通过规范自身的行为以获得更多社会认可和资源支持，是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本章将从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等角度，探讨社会企业的法律组织形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界定）、经营活动领域（福利、健康、教育、文化、环境保护、文化遗产发展、旅游、学识及后学识教育、文化服务等）、利润分配问题（有关分红和利率限制）、剩余资产处理等。


[1]
 此处“传统的较为成熟的 NGO”，是指已获得政府认可且具备向社会大众广泛吸纳捐赠资格的非政府组织。


2.1　社会创业的合法性问题

2.1.1　社会企业的出现

社会企业在美国最早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于80年代获得迅速发展。社会企业兼具社会目标和盈利目标，它的产生与福利国家的社会危机相关，能够弥补其公共政策上的缺陷，在创新社会服务机制、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减小贫富分化、促进社会就业、缓解社会矛盾等众多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有观点认为，追求利润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传统企业经营目标引发了经济危机、环境恶化等众多恶果，现代社会面临着包括环保、人权、贫穷、教育等更加多样而广泛的挑战，进一步证实了市场作用的失灵。政府和NGO曾被认为是处理社会问题的最佳人选，但实践证明行政效率低下、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得政府缚手缚脚，NGO则受到禁止分配、资产锁定等多重原则限制，这些因其自身性质的局限而难以有效地应对市场经济的缺陷。社会企业作为一种创新思维模式和解决方案，从以商业活动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的NGO，到以市场策略有效实现社会和经济双重目的营利性组织，社会企业的概念和边界在不断发展（郑夏蕾，2015）。

“社会企业”一词最早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4年提出，并于1999年将其定义为：“任何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私人活动，其依据的是企业战略，但主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并且有能力提出解决社会排斥和失业问题的创新性办法。”同营利性企业一样，社会企业和NGO也需要支付运营成本、雇用员工、吸引投资、扩大事业规模，社会企业是借助市场力量实现社会目标的创新试验。与纯粹的市场化运作不同，社会企业的价值在于通过持续的社会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与NGO不同，社会企业能够以更优化的企业效益增进其社会目标的实现。最初，学者对于社会企业的界定主要基于志愿失灵的视角，认为社会企业是介于传统NGO和营利性企业的中间组织。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两大学派：一是以Skloot为代表的盈利派，认为社会企业的收入应更多地来源于咨询或商业公司，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实现组织创收行为；二是以Dees为代表的社会创新学院派，提出“社会企业光谱”概念，强调NGO中的企业家利用创新方法实现社会变革（Dees，1998）。两大学派均聚焦于解决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王洛忠等，2016）。目前，对于社会企业的定位标准，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准则。Semarks认为，社会企业要具备明确的社会目标、独立的组织架构、至少50%的收入来自市场、至少50%的利润用于社会等重要属性；Yunus也认为，社会企业不能派分红利，利润主要用于发展和扩张，并提出社会企业必须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Yunus，2015）。

社会企业运动引起了全球的关注，Defourny和Nyssens（2008）提到，“12年前，社会企业的概念还鲜有人讨论，但现在它已经在大西洋两岸，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美国为例，各州在法律层面予以认可，目前已经产生的社会企业法律组织形式包括：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该法案已在27个州通过，另有14个州正处于立法进程之中）、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目前有11个州及联邦管辖下的一个辖区、一个印第安部落通过了立法）、弹性目标公司（Flexible Purpose Company，目前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立法）和社会目的公司（Social Purpose Company，目前华盛顿州通过立法）四种（郑夏蕾，2015）。

2.1.2　社会创业的合法性研究

组织需要在其生存的环境中建立并维护合法性。合法性对于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具备合法性的组织可以获取资源以及持续的支持（Ashforth，1990）。合法性影响到组织的生存率和失败率，那些具备合法性的组织失败率通常较低，那些不具备合法性的组织失败率较高，甚至在创立之初就面临生存困境。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角度，合法性直接影响其是否认可组织以及能否理解组织的活动和战略，具备合法性的组织往往更值得信赖。正如斯科特所言，与缺少管制、规范和文化认可的组织相比，那些能获得法律机构认可、规范性机构支持，且实施在文化上得到认可的行动或战略的组织更可能生存下来（Scott，2000）。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组织合法性形成机制开展了大量研究，学者们按照斯科特（Scott）的规制（regulative）、规范（normative）和认知（cognitive）合法性来考察组织与正式法律、社会标准及价值系统的一致性程度。其中，规制合法性指组织对政府机构所制定的律例法规的依从程度；规范合法性反映组织的行为与道德规范、社会价值观、惯例习俗等的一致性程度；认知合法性体现社会公众对组织接纳与认同程度。这三类合法性分别意味着创业企业对政府、社会和利益相关者需求与期望的满足水平。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是萨奇曼（Suchman）基于理性和工具性视角提出实用（pragmatical）合法性，用来描述组织对关键利益者的利益需求与期望的满足程度（Suchman，1995）；同时，为弥补实用合法性过于重视市场机制所产生的道德背离问题，他又提出了道德（moral）合法性，用来反应组织的行为活动与社会信仰、社会福利的一致性程度。萨奇曼认为，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共同构成组织的整体合法性（厉杰等，2018）。

国内外学者针对社会创业合法性的研究内容繁杂、结论不一，对社会创业合法性的特征及其构建的诠释尚未形成体系。相对于商业创业，社会创业在实践中受到更多的合法性约束。社会创业合法性通常指社会创业组织的行为方式与现有规制、规范和文化的符合程度。社会企业由于自身资源有限，需要外部提供各种资源助力其发展，而合法性就是外部对其价值观、规范性、能力、效率等的判断，进而决定是否投入资源。社会创业不仅在产品或服务上有所创新，在组织形式上也有其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同样受制于合法性的约束。由于社会创业运用创新的手法解决社会问题，而创新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会使社会公众对创业活动缺乏认识与理解，从而降低社会创业的合法性认知。社会创业合法化是社会创业组织不容忽视的社会历程，关乎对社会价值与经济利益能否一体化的理解与判断。

以上所提的合法性问题更多围绕合法性（legitimacy）和合法化（legitimation）展开，社会创业合法化的情境变量体现在组织结构、内外部环境及治理机制等多方面（焦豪等，2012）。从合法律性（legality）角度，林莉红（2006）指出，如果把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问题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提出，其合法性含义即“合法律性”，可从宗旨合法性、活动合法性和组织合法性三个角度加以分析；田勇军（2010）则认为，把民间组织合法性的三项标准定为宗旨不违法性、活动不违法性和组织合法性更为合理。本章将聚焦规制合法性问题，从合法律性对社会创业及社会企业的要求进行分析。


2.2　社会企业的立法比较

社会企业是通过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的组织，因具有“公益性”和“经营性”双重身份，常常被公众质疑。为了使社会企业被社会认可，并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管，有必要通过立法手段对其进行界定，以便在实践中确立具体的认定标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意大利、法国、波兰、芬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和韩国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对社会企业进行规范。

社会企业立法的关键是如何对社会企业进行界定以及采取何种法律组织形式，由于历史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的不同，不同国家的立法对社会企业的界定不同，其区别主要在于如何体现社会企业的“社会目的”：有的国家立法通过限定社会企业的活动范围来体现其社会目的，还有的国家通过立法限定社会企业的利润分配、剩余资产处理等以体现其社会目的。

2.2.1　合作社形式的社会企业立法

欧洲国家普遍具有悠久的合作社传统，绝大多数国家（如意大利、法国、波兰、芬兰等）的社会企业形式主要表现为社会合作社。在立法界定时，通常会对社会企业的组织目标、经营范围和利润分配等做出规定，从而体现社会企业与普通营利性企业的区别。


1.意大利：社会合作社


意大利是欧洲最早进行社会企业立法的国家，于1991年颁布第381号法律创立的社会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成为该国一种最主要的社会企业形式。该法律颁布实施后，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数量以每年15%～30%的速度增长，对意大利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董蕾红，2017）。按照立法界定，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在社会目的方面，普通合作社仅仅服务于其内部会员的利益，是一定范围内的互益性非营利组织，而社会合作社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其次，在组织利润分配方面，社会合作社必须将年度盈余的至少30%交给政府主管的“义务储备基金”，此外还必须将年度盈余的3%交给Marconi基金
[1]

 ；最后，在剩余资产处置方面，为了防止组织的“互益化”，社会合作社解散时不能向会员分配任何资产，而应将资产交给其他社会合作社进行使用（Defourny and Nyssens，2008）。

根据社会目的不同，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又可分成两类：一类是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社会福利、健康、文化、教育和研究等商品或服务，或者为其他社会企业提供支持；另一类则是帮助弱势群体就业或就业庇护型组织，法律要求该类社会合作社员工中的弱势群体成员
[2]

 占比必须在30%以上，政府对该类社会合作社给予免缴社会保险税等优惠和补贴。


2.法国：集体利益合作社


法国于2002年7月颁布第624号法律创立了“集体利益合作社”（Collective Interest Cooperative Society）。按照第624号法律的规定，在社会目的方面，集体利益合作社是指生产或销售具有社会效用特征的产品或服务组织，如满足社会的新兴需求、促进社会融合和职业发展等；在利润分配方面，要先将年度盈余的57.5%上交给政府主管的法定储备金，然后才能进行分配。为了防止集体利益合作社成员通过提高薪酬等方式进行变相的利润分配，法律规定其成员薪酬不得超过法国经济部公布的私营企业的平均报酬；在剩余资产处置方面，集体利益合作社解散时，除去补偿成员的资本贡献（即成员收回自己的投资），剩余资产不得用于分配（OECD，2009）。


3.波兰：社会合作社


波兰于2006年4月通过了《社会合作社法》，该法律的颁布是在当时社会转型时期的高失业率、社会排斥和贫困问题以及政府公共福利支出减少的背景之下。根据《社会合作社法》的规定，社会合作社是由失业者等弱势群体
[3]

 建立，组成人员在5～50人，致力于社会以及社员的重新融合。波兰法律不允许社会合作社开展经济活动，只能开展包括社会、教育、文化以及社会和职业整合活动等的“非经济性”活动。由于波兰法律并未对“经济活动”做出明确的界定，因此社会合作社仍然可以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在利润分配方面，要求社会合作社不能向会员分配盈余，其盈余只能用于社会合作社的业务活动；在剩余资产处置方面，社会合作社解散时，清偿完债务之后的剩余财产社员只能分配其中的20%，其余的剩余资产由政府收回，投入专门设立的“工作基金”，用以支持和培育新的社会合作社。因此，波兰的社会合作具备明显的非营利性特征（OECD，2009）。


4.芬兰：工作整合型企业


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经济危机导致芬兰发生了严峻的就业问题，同时，财政来源的减少也影响了政府对残障人士工作中心和庇护工场的资金投入能力。于是，在失业者群体及其社团中产生了自助性质的工作整合型企业（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董蕾红，2017）。为了鼓励其他类型的企业雇用更多的残障人士和长期失业者，2003年12月，芬兰议会通过了《社会企业法》，同时规定社会企业是指通过市场手段为残障人士和长期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的企业。与欧洲其他很多国家的社会企业不同，芬兰的社会企业是市场导向的；与普通企业不同，芬兰的社会企业主要是为残障人士和长期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通过雇用残障人士和长期失业者实现对社会的贡献；与营利性企业相同，芬兰社会企业的运营目标是获取更多的利润，依据集体协议向员工支付工资。但是，法律也做了一些特殊要求，比如标准是残障人士或长期失业者占企业全体员工的30%以上；由于芬兰社会企业的立法定位是就业导向型企业，因此必须在劳工部进行登记。法律对社会企业的利润分配未做限制，这有别于其他国家合作社形式的社会企业。

2.2.2　公司形式的社会企业立法


1.英国：社区利益公司


2002年9月，英国首相内阁办公室在《私人行动、公共利益》（Private Action，Public Benefit）报告中提出，有必要改革现行非营利部门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创建“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CIC）。2004年10月，英国议会通过《公司（审计、调查和社区企业）法案》，修正了“公司应为其股东谋取最大利益”的传统公司法理念，允许公司与社区分享利润，并进一步提出创制“社区利益公司”的法律组织形式。依据该法，英国议会2005年7月1日通过了《社区利益公司规章》（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Regulations）。在上述规章中，社区利益公司被界定为，拥有主要的社会目标，利润主要再投资于企业本身或社区，不受股东或所有者利润最大化驱动的一种公司形式。

社区利益公司与普通营利性公司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社会目的是为了实现社区利益，因此对于“社区”的界定至关重要。根据2004年《公司（审计、调查和社区企业）法案》的规定，任何一个可定义和区分的部门或人群都属于社区利益公司中的“社区”，它既包括老年社区居民、学习障碍者、失业者、患某种疾病的人群及失业工人等具体的人群，还可以指环境污染研究、湿地保护、语言文化保护、博物馆、社区支持等服务于社区利益的活动；在活动的区域范围上，它既可以是区域性的小型公司，也可以是大型的跨国公司。立法对“社区”的宽松界定使得社区利益公司很容易获得注册和认证，截至2012年1月，英国已经有超过6 000家组织注册为社区利益公司，这些企业在其名称中必须包含“CIC”。

在利润分配方面，2005年《社区利益公司规章》规定了CIC的分红上限，即公司向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不得超过公司可分配利润总额的35%；如果是上市公司，在股票分红时每股分红不超过英国央行基准贷款利率的1.05倍，未达当年上限的分红可以累积到第二年进行分红；公司股东在赎回或回购自己的股票时，或者在社区利益公司解散或终止时，只能按照票面价格赎回或回购自己的股票，而不是上涨之后的股票价格，这样能保证公司资本的增长归属于社区利益公司本身而不是公司股东，公司股东能够得到的只是相当于利息的投资回报。此外，CIC还应遵循“资产锁定”（asset lock）原则，即在公司解散时，清算后的剩余资产不能在股东之间分配，而应转移给其他社区利益公司或慈善组织，从而确保社区利益公司的资产真正服务于社区利益（董蕾红，2017）。


2.美国：四种社会企业法律组织形式


美国社会企业立法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改变了英美传统公司法中原有的关于公司必须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限定，使得公司可以在营利性公司的框架下同时实现利润目标和社会目标。美国社会企业在活动范围、利润分配等方面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可以同时具备普通商业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优势，它们既可以从传统资本市场寻求投资，也可以获得基金会的投资，而且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公司董事可基于社会利益进行决策而不必担心遭到股东的诉讼；与普通营利性企业相同，股东有权得到公司的利润分配和价值增值；因为在美国，这些社会企业形式不属于非营利组织，因此企业本身不享受任何优惠或政府补贴，但是这些社会企业却可基于其内涵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目标而获得市场和消费者更高程度的认可。作为典型的联邦制国家，社会企业立法属于美国各个州的立法权限范围。2008年以来，美国多个州在法规中增加了“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共益公司”“弹性目标公司”“社会目的公司”四种社会企业法律组织形式。

（1）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5月，佛蒙特州修订了本州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增设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L3C）这一法律组织形式；随后两年，伊利诺伊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七个州也通过了相关法案（董蕾红，2017）。L3C兼具非营利性机构的慈善目标和营利性机构的治理结构，但因同时追求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而被称为“具有非营利灵魂的营利性机构”。L3C必须是为了实现某种慈善目的而建立的，而且这一目标要高于它的利润目标。L3C的投资主要来源于美国大量存在的私人基金会的“项目相关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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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对投资人的投资回报率一般低于5%。L3C创立的初衷便是为了鼓励和促进私人基金会对普通营利性企业的投资，因为美国联邦税法要求私人基金会作为免税的慈善组织每年应至少将总资产的5%用于慈善，否则将会因为未达到标准而受到严厉的税收处罚，严重者将丧失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私人基金会既可以通过向公共慈善机构进行捐赠以达到这一标准，也可以通过提供借款担保、低价租赁及股权投资等方式进行项目相关投资来满足该要求。

私人基金会通过投资L3C不仅可以收回投资并获得一定的回报，还能实现自身的慈善目标，从而保持免税地位，因此私人基金会有很大的热情投资于此。L3C对于私人基金会之外的普通投资者同样具有吸引力，因为其既具有有限责任公司的灵活所有权和治理结构，又能保持合理的风险水平且提供稳健的投资回报。L3C所具有的慈善目的和社会目标使得其他市场主体和普通消费者更愿意与其进行交易，因此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普通有限责任公司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2）共益公司。2010年马里兰州和佛蒙特州通过相关法案最先设立了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BC），2011年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五个州也相继设立。按照规定，共益公司是指在追求公司经济利润的同时还必须创造一般公共利益或特定社会目标的公司。共益公司追求的一般公共利益被界定为任何能够对社会或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追求特定社会目标包括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产品或服务，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促进文学、艺术或科技的进步，促进对具有公共利益目的的实体的投资，以及其他任何增进社会公共福利的事项（Clark&Babson，2012）。此外，共益公司在结构和治理方面与普通营利性公司相同，同样追求经济利润和股东的投资收益，但董事会在进行决策时既要考虑公司的经济利润，还要考虑如何实现公司章程中载明的社会目的。

为了确保共益公司真正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法案对其有较高的透明度要求。共益公司每年必须向社会公众和股东提交其创造社会利益和环境价值的详细报告，首先，该报告应当阐述公司追求的一般公共利益和特定社会目标是什么；其次，详细描述共益公司为了追求该目标所做的工作以及产生的效果；最后，还应分析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不足，以及今后如何改进。但是，现有的法律制度仍然存在缺陷，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判定标准；现有的共益公司的治理机制不足以推动社会和利润双重目标的实现；现有的共益公司法律框架还不足以使董事会、管理者或投资人真正实现公司追求的社会目的（董蕾红，2017）。

（3）弹性目标公司。弹性目标公司（Flexible Purpose Company，FPC）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独有的社会企业组织形式，设立该类公司的目的是为了给那些追求社会目的或环境目标的公司提供法律保障。按照法律规定，弹性目标公司必须追求特定的社会目标，并且一旦设定之后，公司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内实现这些社会目标。公司追求的社会目标包括慈善事业以及其他服务于社会公共福利的活动，如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环境保护等对社会具有积极影响的活动。但与L3C不同的是，法律并未要求弹性目标公司的董事将慈善目标置于利润目标之上。

为了确保弹性目标公司能真正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标，法律对弹性目标公司有较高的透明度要求，必须向公司股东以及社会公众提供年度报告，内容包括：公司追求的特定社会目标是什么，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特定社会目标，公司为实现特定社会目标所支出的资金等。

（4）社会目的公司。2012年3月，美国华盛顿州修订《公司法》，设立社会目的公司（Social Purpose Company，SPC）。与前面三种社会企业组织形式不同的是，法律并没有对SPC追求的社会目的进行限定，公司有权自主决定公司追求的社会目的。但是，SPC必须在其章程中明确载明公司追求的社会目的和使命，并对“可能与利润最大化相反”的行为做出解释。为了确保社会目的公司能真正追求社会目的，法律要求其必须向州务卿办公室提交年度报告，该年度报告应详细阐述公司为实现社会目标实施的行为并且在公司网站上公开。

美国的四种社会企业形式得到了很多支持，但也引发了广泛的质疑：首先，质疑者认为这些新的企业法律形式在现实中的意义不大，因为如果没有股东的反对，公司在追求利润回报的同时追求社会利益并不会遭遇障碍，现有的营利性公司法律制度完全可以承载社会企业模式；其次，这些社会企业无法获得免税资格，社会对它们的捐赠也无法获得税收豁免待遇，在没有法律和政策优惠支持的情况下，如果对义务的设置较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办社会企业的积极性；最后，由于法律要求这些社会企业形式要追求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在此过程中必然会稀释公司的利润回报率，因此会影响社会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导致公司无法吸引到足够的投资（董蕾红，2017）。


3.加拿大：社区贡献公司或社区利益公司


加拿大的社会企业立法及社会企业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制度。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于2012年修改了《商业公司法》，增设了社区贡献公司（Community Contribution Company）；新斯科舍省2012年通过了《社区利益公司法》。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加拿大社区贡献公司是指在经营过程和业务活动中同时追求利润和特定社区目标的公司，它们不仅要提供解决社区问题的服务或产品，还被要求把公司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服务社区。与英国立法对“社区”的规定相似，社区贡献公司追求的“社区目标”同样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包括提供健康、环境、文化、教育和其他服务。社区贡献公司在利润分配方面受到限制，除了股东是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外，每年向股东分配的利润不能超过公司年利润总额的40%；在剩余资产处置方面，社区贡献公司解散时法律允许其向股东分配40%的资产，剩下的60%必须转交给其他社区贡献公司、慈善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此外，社区贡献公司每年必须向监管机关提交“社区贡献报告”，内容包括社区贡献公司的业务收入和支出情况、资产变动、利润分配情况（尤其是获得利润分配的股东身份信息，以及薪酬超过7.5万美元的人员列表）。社区贡献报告及公司的财务报表还要在公司网站上公开，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4.比利时：社会目的公司


早在1995年以前，比利时就存在大量以服务社会目的而运作的商业实体，如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以及为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提供社区服务的组织。为了规范和扶持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比利时于1995年4月对《公司法典》进行修订，设立了“社会目的公司”。根据法律界定，社会目的公司是服务于社区居民而非追求利润、拥有独立的管理制度和民主的决策程序、在利润的分配上劳动者优先于资本的公司。公司在利润分配方面受到严格限制，社会目的公司的股东能够获得的资本投资的分红上限为6%。此外，在社会目的公司解散时，公司的剩余资产必须转交给具有相同使命的组织，不能在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


5.韩国：社会企业


韩国是亚洲唯一颁布专门为社会企业立法的国家，于2006年12月通过了《社会企业促进法》。按照法律规定，社会企业是指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和就业岗位，在实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等社会目标的同时，进行商品生产、销售及服务等盈利活动，并得到劳动部认证的企业。韩国社会企业一般以公司为组织形式，以提供就业岗位为主要目标（金仁仙，2015）。该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韩国社会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前政府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岗位的公共劳动事业和社会事业等实体，都转变为具有法律保障和支持的社会企业。韩国社会企业的规模都不大，约95%的社会企业员工人数少于100人。被认定的社会企业多数属于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工作机会的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Park and Wilding，2013）。

为了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韩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社会企业促进中心”，而且还建立了社会企业认证制度，对社会企业进行有选择性的、集中式的扶持。有意向开办社会企业的人，需接受韩国劳动部的审议和认证，未获得劳动部认证的组织不得使用“社会企业”名称。获得认证的社会企业可享受非常广泛的优惠和扶持，例如，设立及运营社会企业所需的经营补助及社会保险费补助、培养社会企业专业人才的培训费用、在政府采购中获得政府的优先采购、业务活动中的税费减免优惠，以及为社会提供服务过程中的资金补贴等（金仁仙，2016）。在利润分配方面，韩国法律允许社会企业将年利润的1/3用于分配；剩余资产处置方面，韩国社会企业终止时，企业清算后剩余资产的1/3可以被投资者收回，这种利润分配和剩余资产处置模式与加拿大的社区贡献公司类似。

2.2.3　过渡形式的社会企业立法

部分国家或地区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对社会企业进行界定，但是其国内的社会企业以不同形式存在，发挥着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作用。

以日本为例。1998年，日本颁布《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赋予市民活动团体以法人资格，允许其在社会福利领域开展盈利活动，因此日本虽然没有社会企业的明确称谓，但存在社会企业的组织形式。日本社会企业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特定非营利性公司，是依赖自身的营业收入维持自身运作和生存的非营利性组织；除特定非营利公司外，日本也出现了不分配利润的合作社，这些兼具营利性组织形式和非营利性组织目的的混合型组织形式可被界定为日本的社会企业，主要包括老年人照护型、工作整合型与社区商业型。

（1）老年人照护型企业。日本是一个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国家，大量失能老年人需要政府提供照护，而政府由于资源和能力的限制无法独自承担这一职责，于是政府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自有的房屋建立社区性老年照护机构。这些居民住房改建成社区老年照护机构所产生的房屋装修和设计费用由政府承担。当然，老年照护机构要向入住的老年人收取费用维持运营，除此之外，这些老年照护机构在运营中还能享受政府的其他补贴。

（2）工作整合型企业。为了帮助身体或智力残障以及其他社会边缘人群的就业难问题，日本政府早在1997年便通过了《就业困难人群在公司与政府机构就业促进法》，该法律要求拥有56名以上301名以下员工的商业企业应当雇用员工总数1.8%的身体或智力残障人士。然而，该法律对于违反规定的公司设定了很低的处罚，即公司只需向日本健康、劳动和福利部每月交纳530美元的罚款即可免除违反该规定的处罚，因此大部分公司宁愿选择缴纳罚款也不愿意去雇用身体或智力残障等就业困难群体。鉴于普通企业不愿意雇用就业困难群体的现状，日本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始鼓励采取工作整合型企业的方式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工作岗位，如位于北海道新得町的一家残疾人服务中心专门雇用存在精神或社会障碍的社会边缘群体作为固定工人从事农产品和奶制品加工，甚至还经营一家餐厅。

（3）社区商业型组织。社区商业型组织兼具非营利性组织与商业活动的特征，主要目的是解决社区内的特定问题并使社区居民获得利益，社区居民既是组织活动的受益者，也是组织活动的参与者。这些社区商业型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促进环境改善、解决社会排斥问题等。为了缓解养老金支付的压力，日本政府和社会采取各种措施鼓励老年人就业。一家名为Irodori的社区公司雇用乡村老年人，利用乡村独特的植物资源为水果公司和饭店提供植物叶子和鲜花来装点寿司、生鱼片、清汤等日本传统食物。Irodori公司为边远乡村地区的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帮助乡村地区的贫困老年人增加了收入（Laratta，2011）。

2.2.4　社会企业立法模式分析

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关键是给予法律上的充分肯定。社会企业的法律组织形式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从上述不同国家的立法进程中可看到，社会企业相关法律制度的变革，或者是在传统法律组织形式基础之上进行演变，或者是直接创设新的法律组织形式；从立法来看，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一般围绕以下几个因素：组织目标（是否服务于弱势群体或社区利益）、利润分配（禁止或限制）、剩余资产处置、治理结构以及政府监管制度（见表2-2）。各国在福利提供方式上呈现出不同的样态，社会企业发展的空间也有所不同。

表2-2　各国社会企业立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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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章作者整理。

关于社会企业的立法问题，目前仍然存在两类主流观点：观点一认为社会企业要得到发展，立法是首要条件。法律认证可以增强社会企业的认可度，减少该领域的“柠檬效应”
[5]

 ，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志愿失灵、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促进基于法理因素而建构的异质性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韩文琰，2018）。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企业在设计税收扣除与豁免、雇员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获得股本资本、股息支付以及获得捐助能力等问题时，法律框架的制定尤为重要（Lehner，2011）。观点二质疑社会企业立法认证本身存在的意义，从前述可看到很多国家由于缺乏适度激励，法律的实际应用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各国立法认证的标准不相同，很难说明立法认证本身在起作用。

但是毋庸置疑，社会企业立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对于立法的时机、严苛程度以及概念界定等问题，也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1）关于立法的时机问题。我国台湾地区早在2014年9月由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推出《社会企业行动方案》，制定了在三年内孵化100家新创社会企业，协助50家社会企业参加国际论坛，完成200件社会企业辅导案例的目标。台湾行政当局多年来一直在酝酿制定共益公司法及社会企业发展条例。但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法律规范太过生硬可能会阻碍社会企业的起步与发展，现在出台相关法律还为时过早，对于社会企业的发展还是应遵循政策推动优先而立法为后的步骤。

（2）关于立法的严苛程度问题。学者们就社会目的公司的成员报酬、员工参与公司治理、提交社会报告和司法监管等方面提出了立法建议，目的是增加社会目的公司设立和运作的灵活性，培育和鼓励社会目的公司的建立。太过于严苛不利于社会企业的发展，比如比利时立法对社会目的公司的登记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在1996～2006年的整整10年间，登记注册的社会目的公司不到400家。

（3）关于立法的概念界定问题。虽然很多国家对社会企业进行了专门立法，在法律制度上做了一些界定，但是现有制度还是存在缺陷。例如，英国社区利益公司对“社区”的界定、加拿大社区贡献公司对“社区目标”的界定、美国共益公司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均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判定标准。


[1]
 该基金是由社会合作社行业组织进行管理的共同基金，其用途是促进和培育社会合作社的发展。


[2]
 这里的弱势群体成员是指有身体或学习障碍的人、盲人、精神疾病患者、毒品成瘾者、醜酒者、刑满释放者等。


[3]
 这里的弱势群体包括流浪者、醜酒者、吸毒者、精神疾病患者、刑满释放者以及难民。


[4]
 “项目相关投资”是为了实现私人基金会的特定慈善目的（如促进宗教传播以及科学、艺术或教育事业等）, 并非是实现私人基金会资产的増值。


[5]
 “柠檬效应”由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于 1970 年提出，主要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从而取代好的商品，导致市场中充满劣等品。


2.3　社会企业运营的保障与监督机制

2.3.1　社会企业的认定与注册

为了规范和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部分国家成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来负责对社会企业进行认定和监管，以英国和日本为例。

英国于2001年在贸易和工业部内组建了社会企业局对社会企业进行“社区利益测试”，通过测试的组织即可被认定为社会企业，并到公司注册登记部门进行社区利益公司登记。在申请时，企业应提交一份《社区利益报告书》，说明其可通过社区利益测试的理由，描述将来为实现社区利益而计划开展的活动。社会企业局组织公益领域的学者、从业人员和政府官员对该企业是否能够符合或达到其描述的“社区利益”进行认定，认定时考虑的重点问题包括建立社区利益公司的目的、公司的活动内容和范围、公司的服务对象和受益群体等。除了对社区利益公司进行认定外，社会企业局还被赋予广泛的监管权力，确保社区利益公司能真正服务于社区利益，如对涉嫌违法违规运作的社区利益公司的调查权，对于有违规行为的社区利益公司的董事或经理可直接进行罢免并进行新的任命，在社区利益公司没有实现预定的社区目标的情况下，可撤销其社会企业的认定等。

日本于1998年制定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解决了包括社会企业在内的非营利性组织的法律地位问题，并将之前由中央政府享有的非营利性组织的资格认定和登记权力交给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非营利性组织的注册（Laratta，2011）。但是，由于该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企业”没有明确的认定和判断标准，导致日本民众对社会企业的信任度不高，急需成立一个新的权威机构来对包括社会企业在内的非营利性组织的“社会公共利益地位”进行认定。2006年6月2日，日本议会通过了三部新的法律：《一般社团和基金会法》《公共利益社团和基金会登记法》《社团和基金会登记程序法》。按照规定，任何组织无论是否具有慈善目的，只要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运作，均可被认定为社会公益企业（即社会企业）。2007年4月，日本内阁办公室成立了参考英国慈善委员会的公共利益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的首要职责便是判断一个组织能否被授予社会公共利益公司的地位（董蕾红，2017）。

2.3.2　社会企业的政府补贴与采购

政府对社会企业进行补贴的方式包括税收优惠、直接的财政补贴、应缴费用的减免，以及享受政府采购优先等。各国会根据本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具体情况确定对其补贴与支持的措施和力度。

合作社形式的社会企业一般都禁止企业进行利润分配，而是鼓励其将利润投入到社会整合和专业水平提升上，与此相对应，政府也给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保证合作社能有更多的利润用于业务的扩展。公司形式的社会企业多数不享受任何税收优惠待遇，如英国社区利益公司，但是因其未享受税收优惠，社区利益公司可以寻求英国政府专设的社会企业投资基金以及国家彩票基金的资助。

不同国家对本国社会企业采取的财政补贴形式各异。芬兰的工作整合型企业在履行了劳动法、社会保障和税法等方面的义务的前提下，可获得政府的特别补贴。例如，政府会对雇用残疾人或长期失业者的社会企业给予2～3年的“工资相关补贴”。波兰的社会合作社可得到劳工基金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而且建立社会合作社的个人可得到12个月的社保缴费补助。

还有一些国家政府优先选择社会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来进行采购以示支持，甚至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定来进行采购优先限制。例如，英国议会于2012年通过了《社会价值法案》（Social Value Bill），该法案要求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时要优先选择社会企业或其他社区组织。在法律与政策的支持下，英国政府每年委托或购买的公共服务中有11%是由社会企业提供的。

2.3.3　社会企业的内外部治理

对兼具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社会企业而言，要实现经济目标可持续性运营的过程中确保社会目标始终不偏离，还需从社会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市场的外部规制两个方面来进行约束。

以美国共益公司为例。该类企业在企业目的、可问责性和透明度上有着独特标准。

（1）共益公司以对社会和环境创造实质性积极影响为企业目的之一。共益公司既以创造一般性公共利益为企业目的，也允许追求特殊公共利益目标。一般性公共利益是指“经第三方标准评估，在商业和运营活动之外，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对于社会和环境所施加的实质性积极影响”，而特殊公共利益目标在各州立法中有所不同。共益公司示范法中列举了七种特殊公共利益的可能性目标，包括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有益的产品和服务，环境保护，提升人类健康水平，对艺术、科学和知识的增进等。为防止共益公司将财务利益置于公共利益目标之上，示范法特别强调“创造一般性公共利益和追求特殊公共利益应在共益公司的最佳利益之内”，以增强企业在决策上的弹性。

（2）共益公司将社会目标纳入公司的决策过程和信托责任之内。与一般企业相比较，它扩大了决策人员的信托责任，要求执行官在进行决策时应将所有非财务性的利益因素（如员工、社区、环境等）纳入考量。共益公司的执行官或决策者在考量公司的最佳利益时须对众多因素加以考虑，包括股东利益、雇员和职工的利益、子公司和供应商利益、消费者的利益、社区和社会因素、地方和全球环境、短期和长期利益、实现其一般和特殊社会公益目标的能力，以及其他任何决策者认为适当的相关因素或群体利益。由此可见，对非股东人员利益的考虑作为强制性义务出现，是共益公司区别于一般公司的显著特征。

（3）共益公司每年须提交年度报告给股东，在其网站上对公众发布，并在该州的相应部门存档。报告的内容是对公司在追求社会和环境目标上的总体表现进行评估。评估必须依据符合综合、可信、独立、透明度各项要求的第三方标准。由于第三方标准是这一制度的核心因素，立法中对此标准的要求进行了详细规定。以示范法为例，第三方标准必须遵循以下要求：首先，具有综合性，即对企业运营进行评估时应考虑前文中所提到的众多利益因素，包括公司运营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进行整体、全面的评价；其次，具有独立性，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其组成人员、业务内容、资金支持等方面必须独立于该共益公司；再次，具有可信度，第三方评估机构必须具有进行评估的专业能力，在评估时应平衡考虑各方利益相关者，并应对其建立的标准收集公众评论意见，时间不少于30天，以改进和完善这一标准；最后，具有透明度，所有相关信息都应对公众公开，包括运用该标准进行评估时所需考虑的条件及其所占的权重，对标准进行修订时，参与人员的身份和修订过程；评估机构在财务来源和资金支持上的账目，以及任何其他可能被认为构成潜在利益冲突的关系，都应详尽披露细节。为保障这一标准的实现，共益公司还设有共益执行官（benefit director）这一特殊职位，专门负责准备年度报告，监督公益目标的实施，并对公司的运营活动是否与其一般或特殊公共利益目标保持一致发表独立的评价意见。

此外，共益公司严格的问责制度还体现在股东诉权上。当企业执行官未能实现企业所追求的公益目标，对于法律条文中所囊括的各类股东利益未纳入考虑，或者未能达到立法中的透明度标准时，股东有权对此采取法律措施。与此同时，为避免公司责任的过分扩大化和未知风险，法律也排除了企业公共目标的受益人对执行官的诉权，从而保护社会企业家的积极性（郑夏蕾，2015）。

从美国共益公司的独特标准可看出，有关共益公司的法律制度体现了以法律为协调机制，综合企业内部治理、外部信息披露规则、第三方服务等多种治理模式，有效地利用法律效力和市场作用的双向压力来达到公共之善的目标。


2.4　我国社会企业法律法规的完善
[1]



2.4.1　我国现有的“类社会企业”组织

目前，我国法律体系的框架内还没有“社会企业”的明确界定，但现实存在着大量的“类社会企业”或“准社会企业”组织。目前承担社会服务功能的典型组织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福利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这些组织在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民办非企业单位


我国于1998年出台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一术语最早来源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1996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的“民办事业单位”。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251号发布）第2条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但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存在概念认识的误区，似乎只要利用非国有资产创办的涉及教育、体育、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组织或实体都一律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这种认识的误区源于将社会企业本质的理解与其业务活动的领域相混淆。目前，民政部已经着手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此次修订将备受争议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更名为“社会服务机构”，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更名为《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并已经向社会发布《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供公众提出修改意见。《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吸收了社会企业发展的最新理论与实践成果，但在理念以及具体规则构建方面仍有待完善。


2.社会福利企业


社会福利企业是指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安置的残疾人占职工总人数25%以上，残疾人职工人数不少于10人的企业。对于社会福利企业，在工商部门登记之后还需到民政部门申请资格认定，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社会福利企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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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0年民政部颁发的《社会福利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社会福利企业仅能由民政部门和街道、乡镇集体举办，是由民政部门统一管理的公有性质的就业促进类社会企业，依托既有体制的公益创新，旨在安置按照国家相应标准确定的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群就业的特殊企业。这类企业可享受税收减免的政策，在贷款、物资分配等方面享受优惠待遇，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7年民政部发布《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废止了《社会福利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改变了社会福利企业的主办主体要求，规定只要符合条件即可被认定为取得福利企业。


3.农民专业合作社


我国于2006年10月31日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和引导并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而制定的，并且遵循了国际合作社联盟对合作社的界定及合作社应遵守的原则。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条的界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和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2013年，中央1号文件将农民合作社定位为“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规制特点是监管不足与文化缺失，有待进一步加强。

我国社会企业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面临合法性的挑战（赵莉等，2012），立法界定可以帮助公众正确认识社会企业“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双重身份。从我国现有的社会企业发展现状来看，非常有必要通过立法赋予其法律地位，并在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企业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社会企业法律规制。

2.4.2　我国现有的社会企业认证办法

目前我国有民间出台的社会企业认证办法，例如，由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国际公益学院、中国公益研究院、億方公益基金会六家主办单位共同发起的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简称“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从2013年首次在顺德开展社会企业认证，2015年开始对社会企业进行全国性认证，至今已对全国超过730家企业和机构开展了认证，其中通过认证的社会企业为125家，遍布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39个城市，涵盖环保、无障碍服务、社区发展、公益金融、养老、教育、弱势群体就业、农业、扶贫、互联网、公共安全、妇女权益等14个社会领域。
[3]



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在工作流程规范化、认证后的服务与支持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在认证过程中和认证后对纳入观察社会企业名录的企业进行辅导，引导并帮助企业进一步明确社会目标、厘清商业模式、提升组织管理和运营能力。


1.工作流程规范化


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办公室的具体认证流程一般为“申请—受理（初审）—辅导—评审—认证”（见图2-1）。


2.提供认证后续的服务与支持


2018年，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办公室和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展成都市首届社会企业评审认证工作。获得认证的社会企业将享受成都市本地政策支持和相关后续服务，包括：将通过“成都市信用网”对外公示，并可享受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支持；可使用“社会企业”字样作为企业名称中的经营特点，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名称变更登记；放宽社会企业住所和经营场所分离登记条件，允许企业将住所和经营场所分离登记，实行“一址多照”“一照多址”；放宽社会企业经营范围登记以及其他服务。

通过对中国慈展会认证的社会企业的现况统计，发现企业注册资本均较少，多数企业注册资本不足100万元（见表2-3），另外，企业融资方式受限等也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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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流程

表2-3　2015～2016年中国慈展会认证社会企业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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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韩文琰.立法认证：解决我国社会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现实审视与国际比较[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2）：73-82.

从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制度的出台，到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出的优惠政策以及行政保障，无疑为我国社会企业法律规制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但是，该认证不具有法律地位，难以解决社会企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2.4.3　我国社会企业立法界定与监管建议

从各国社会企业的立法实践来看，首先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社会企业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什么？二是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成因是什么？三是谁有义务解决、谁有能力解决？经过上述分析可知，社会企业之所以具有发展的价值，原因在于社会存在市场、政府、志愿都失灵的空白地带，而这种空白地带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市场、市民社会的合作，因此社会企业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政府、市场、市民社会合作的形式、机制及其他相关问题（韩文琰，2018）。我国在进行社会企业法律规制建设时，可从企业立法界定与监管机制建设和企业运营保障与激励机制建设两大方面入手。


1.我国社会企业立法界定与监管机制建设


（1）社会企业立法模式的选择。从国外社会企业的立法制度演进来看，很多情况下社会企业“并不是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反而是在现存各种组织形式（无论是营利还是非营利）的基础上，对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进行经营活动并获得收益的组织进行的一种识别”（金锦萍，2009），更早有学者质疑社会企业是“新瓶装旧酒”（Fishman，2007）。目前，立法模式的选择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原有法律形式上进行限制，比如在公司法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另一种是为社会企业量体裁衣制定专门的法律形式。总体来看，社会企业和一般企业在立法宗旨、运行模式等方面均存在不同，难以针对我国现有的企业法进行社会企业法律规制内容的修改，可考虑采用制定专门法律的模式，结合我国实际选择适合的组织形式，围绕社会企业的立法界定等问题出台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2）社会企业立法界定的内容。社会企业在立法界定上主要涉及社会目的、经营活动领域、利润分配、剩余资产处置等主要问题。社会企业的立根之本是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其公益性目标；利润分配和剩余资产处理与经济目标相关联，可通过限制性规定达成社会目标。有学者提出，分配限制并非是僵化的，利益相关者在治理中的融入程度也并非整齐划一，唯一能够清楚地界定社会企业的特征仅仅包括两点：第一，将社会目标置于首位；第二，主要活动包括商品和服务交易（潘晓，2012）。也有学者针对上述分配限制和活动领域的观点提出质疑。基于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现状，在进行立法界定时可参考：①放宽经营活动领域（不仅限于养老、教育等产业）；②采用限制性分配（规定用于分配的利润不得超过总额的百分比数）；③遵循“资产锁定”原则（清算后的剩余资产不能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应转移给其他社会企业或慈善组织）或限制性剩余资产处理（股东收回自己的投资后，剩余资产不得用于分配）。

（3）社会企业信息的公开。社会企业信息公开是非常重要的法律规制内容，否则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造成公众对社会企业社会目的实现程度与实际运营的了解和监督。可借鉴美国共益公司的经验，政府致力于制定第三方标准和认证机制，社会企业依据第三方标准评估的公共利益，并公开披露社会责任工作报告，以提高其公信力。


2.我国社会企业运营保障与激励机制建设


我国政府需要转变社会管理职能，在财政、税收、补贴等方面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融资和经营环境，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加大公众对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精神和社会创业的认知（赵莉等，2016）。在进行社会企业运营保障与激励机制建设的过程中，建议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服务。以加大社会企业的政府补贴为例，政府补贴政策的制定应综合考虑社会企业的社会目的、市场参与程度和利润分配限制等因素进行分级。对于社会目的比较宽泛、深度参与市场竞争而且利润分配不受限制的社会企业，政府不宜进行补贴；对于社会目的比较宽泛、深度参与市场竞争但利润分配受到限制的社会企业，政府可进行较低程度的补贴；对于具有特定社会目的且市场参与程度较低的社会企业，如专门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企业，则政府可提供较高程度的补贴。政府对社会企业进行补贴的方式包括税收优惠、直接的财政补贴、应缴费用减免，或者在政府采购中优先考虑等形式。


[1]
 郑夏蕾 . 中美社会企业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J]. 科学经济社会，2015（3）.


[2]
 可参看民政部《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2007 年）。


[3]
 成都 2018 年首届社会企业评审认定工作通知，https://mp.weixin. qq.com/s/esWoWi3WGOISdpbWoDzveQ.


本章小结

1.社会创业中，明确社会企业法律地位是推动其发展的首要措施。行政法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进行规范，但是面对社会企业的迅速发展，行政法规过于简单且不如法律严谨完整，容易使企业无所适从。

2.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一般包括几个要素：社会目的、经营活动领域、利润分配、剩余资产处置、治理结构以及政府监管制度。

3.对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的社会企业而言，如何在趋利导向的资本市场中不被资本所“捕获”而失去公益性目标的优先考量，在实现经济目标可持续运营的过程中确保社会目标始终不偏离，需从社会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市场的外部规制两个方面双向努力、共同作用，以提高社会企业的可信度、透明度和可问责性。


复习思考题

1.如何理解社会创业的合法性问题？

2.阐述几种典型的社会企业法律组织形式。

3.你认为我国社会企业法律规制应从哪些方面进行完善？


讨论案例　武汉R动物诊所


一、武汉R动物诊所


2007年，大学教师帅利华出于对于猫的喜爱及同情开始收留病弱流浪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使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此后，帅利华辞去工作转为全职流浪猫救助，开办“武汉猫网”（见下图）作为流浪动物信息交流和捐助平台，创建“武汉猫站”作为流浪动物收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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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仅靠捐助无法满足救助猫的生活开支和医疗开支，帅利华开始经营淘宝网店，贩卖猫粮和猫砂等用品以及征集在线募捐，以此支撑武汉猫站开支。由于依旧无法解决医疗开支巨大的问题，帅利华于2014年在武汉市工商局注册了“武汉市洪山区R动物诊所”，注册资金为300万元，以股份公司形式经营，所得总利润的50%用于救助流浪猫。至今，形成了以武汉猫站作为流浪动物救助机构、R动物诊所作为商业盈利和医疗保障机构、淘宝网店和品种猫俱乐部作为盈利机构的联合经营模式。

R动物诊所是我国第一例以商业形式支撑动物救助慈善行为的社会企业，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基于自救的目的被迫发展商业模式的社会企业，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企业发展有示范意义。由于R动物诊所的出发点和主要目的是救助猫，这使得它作为社会企业与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有着根本的不同。

1.R动物诊所的经营模式及盈利方式

2014年正式注册公司之后，武汉猫网就不再向社会募集捐款，收入来源主要是动物诊所、淘宝店和品种猫俱乐部的利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企业不同的是，武汉猫站会按月给股东进行分红。

由于帅利华本人持续无偿救助流浪猫多年，在武汉积累了良好的声誉，为R动物诊所带来了许多慕名而来的顾客。顾客愿意选择R动物诊所，不仅因为动物诊所本身的专业性，更因为它的慈善性，即将诊所的50%盈利用来进行流浪猫救助。武汉猫站的机构美誉度是一笔重要的无形资产，在这个时候引进市场资本，以经营机制取长补短，它就获得了一般企业无法企及的优势——强公信力，因而保证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2.R动物诊所的救助模式

武汉猫站全年24小时义务接收需要救助的动物（以猫为主），救助的动物由救助人承担50%的医疗费和抚养费，直到被领养人领养。但是，救助人的出资往往难以保证。武汉猫站以救助动物的利益为第一位，在救助人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依旧会救助动物并喂养，直到找到领养人。为了减少流浪猫的数量和无序繁殖，所有被领养的动物必须做绝育。为了防止出现不法分子通过领养动物用来贩卖或者虐待动物，所有领养人须出示身份证件并与救助人取得联系，方便随时回访，且拒绝无经济条件的学生领养。

3.R动物诊所的专业性

R动物诊所具有国家认定的动物诊所营业资格，且所有的医生和护工都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兽医专业硕士生毕业生，具有相当的医疗能力。医疗设施和器械在武汉动物医疗外科处于领先地位。帅利华本人也有10年以上的饲养和救助动物的经验。

4.R动物诊所的行业特殊性

相对发达国家完善且系统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来说，我国对于小动物保护的意识十分缺乏。近几年，由于城市流浪动物处理、虐待流浪动物和食用伴侣动物的问题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响。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民众关心动物权益及福利问题，而我国动物保护机构难以满足民众对于动物保护的需求。

我国在政策上和法律上都缺乏对小动物保护和伴侣动物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使得我国日益增长的动物医疗需求难以得到保障，随着投机分子的涌入，市场愈发混乱。我国动物诊所没有明确的监管制度导致市场混乱，违法成本较低；也缺乏规范的行业标准，导致市场准入门槛低而利润巨大。我国的动物保护组织虽然数量众多，但质量参差不齐，且大多数是由民政局注册的慈善机构，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社会企业的发展困境分析：以R动物诊所为例


1.社会企业的合法性困境

合法性是任何一个社会单元和组织合法存在的前提条件。目前社会企业的注册登记包括两种形式：民办非企业和企业。若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将禁止盈利性运作模式；若登记为企业，则无免税资格，并参与市场竞争。政策合法性不足意味着政策缺失，组织定位不明确。政策的制定依赖政府对社会企业的认知。缺乏明确界定下的社会企业面临着能不能分红，是营利性组织还是非营利性组织的问题。R动物诊所仅靠慈善捐款无法支撑日常开销和救助费用，所以登记为企业，但因此无法获得政府对慈善行业的免税政策，而且慈善行为不被认可。

2.社会企业的财务困境

由于许多社会企业为了维持经营注册了企业经营模式，政府便不会提供专项补助和税收减免政策，社会企业只能在没有政府扶持的情况下艰难发展，限制了社会企业家的积极性和社会企业发展的可能性。R动物诊所所能享受的优惠政策是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3.社会企业的民众认知困境

我国还没有形成对社会企业的统一定义，对社会企业的内涵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偏差。民众缺乏认知：民众依旧认为，慈善行业为了保证慈善的纯洁性只能接受捐款，而不能进行盈利性活动。部分民众并不接受社会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实现公益的目的。

资料来源：李梦晓.我国社会企业的困境思考——基于H省W市R动物诊所的案例分析[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7（6），22-23.


讨论题：


1.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原武汉流浪宠物救助站）是武汉市在市民政局备案取得合法身份的纯公益性质的组织。既然有保护协会这样的公益组织存在，为什么R动物诊所的前身“武汉猫网”和“武汉猫站”还能获得多数居民的认可？

2.人们常常认为社会企业所出售的产品或服务向社会大众收费是不合适的，从这个案例谈谈R动物诊所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文献研读　In Search of the Right Fusion Recipe：The Role of Legitimacy in Building a Social Enterprise Model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Social enterprises,as typical hybrid organizations,are embedded in a plur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some stakeholders regard achieving social goals as fundamental,while others see economic profit as the priority.A great challenge for social enterprises is dealing with the conflicts resulting from the diverse expectations of stakeholders.Based on the existing works on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and the social business model,we propose a legitimacy-based social enterprise model composed of three main phases，namely,legitimacy proposition,legitimacy strategy planning,and legitimacy strategy implementation.Our model is meant to serve as an effective legitimacy-building tool for social enterprises of various kinds.


【文献评述】
 Dees于1999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非营利创业》（Enterprising Nonprofits）一文，他以非营利组织与其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为参照系，构建了一个“社会企业光谱”。在这一光谱中，“纯慈善”与“纯商业”分别位列两端，中间则是兼具慈善特型和商业特型的混合型。他认为，鲜有社会企业是纯慈善型或纯商业型的，必须将商业和慈善的元素在一种富有成效的平衡下结合起来。作为典型的混合组织（hybrid organizations），社会企业植根于一个多元化的制度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一些利益相关方认为实现社会目标是根本，而另一些利益相关方则认为经济利益是优先事项，社会企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处理利益相关方的不同期望所造成的冲突。本篇文献在已有的组织合法性和社会商业模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合法性的社会企业模型，该模型由合法性命题、合法性战略规划和合法性战略实施三个主要阶段组成。我们的模型旨在为各种类型的社会企业提供一个有效的合法性建设工具。


【文献出处】
 Yang Y K,Wu S L.In Search of the Right Fusion Recipe:The Role of Legitim-acy in Building a Social Enterprise Model[J].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2016,25（3）:32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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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团队与社会创业

学习目标

理解创业团队概念

了解创业团队对社会创业企业的重要性

理解社会创业团队价值观的独特性

理解社会创业公益目标的时间维度

掌握创业团队异质性的构成

理解创业团队异质性对社会创业的影响

本章纲要

创业团队的概念

创业团队对创业的重要性

创业团队对社会创业的重要性

社会创业团队的价值观

社会创业团队的目标

社会创业团队的异质性


开篇案例　大龄女工公益创办KTV

为了给外出务工的工友们提供唱歌和创业的地方，一位大龄女工黄利群联合了50位朋友一起开办一家KTV，开始了她们的公益创业之路。可能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以团队形式进行的社会创业。

她的故事要从她第一次外出打工说起。在那时，她们是第一代外出打工的女工，她们在外辛苦挣钱往往扛着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供自己的弟弟妹妹上学。因此，她们在外省吃俭用，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梦想，为了生活而拼搏。渐渐地，黄利群自己也成家了，但因为经济问题，家庭里矛盾逐步激化，此时她认识到自己精神上的需求从未被满足，没有人重视自己。2014年年初，在一次聚会上，她偶然接触了“工之友”——当地一个公益机构，她才发现生活原来可以这样快乐积极地过。2014年5月底，黄利群开始挑起工之友文艺队的担子。起初她发动文艺队成员“爱心捐助10块钱”做活动经费，在工之友的图书馆组织周末K歌活动。半年的时间，文艺队做得有声有色，成员也逐渐发展到30人的核心文艺骨干。

2015年4月，黄利群出于想为爱唱歌的街坊好友提供便利，提出了联合30人开KTV的想法，计划每人筹集1000元，由这30人组成运营团队。她的提议得到姐妹们的赞同，很快她们就筹备了起来。在这过程中，由于资金的问题，由最初工友团队的30人，开始向社会进行筹资，从而扩大到50人的运营团队，每人筹集1000元，并且团队内进行了各自的分工，使得KTV能够正常运营。7月，这家名叫“益歌坊”的KTV正式营业。在这里，她们不仅能满足自己爱唱歌的需求，还可以创作自己的作品。黄利群表示，益歌坊是自己的梦想，它能为工友和街坊邻居们提供放松的平台，它更是创业交流的平台。黄利群组建起一个创业团队，凭借着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开起了一家有益于大众的KTV，其本质是与社会创业相契合的，即为社会大众谋福利。

资料来源：尖椒部落.大龄女工公益创业故事：姐妹们，咱们一起开KTV！[EB/OL].http://Chuang Song.me/h/292446347375
 .2015-07-20.

上述案例告诉我们，社会创业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投入和经营，方能实现个人无法达成的创业效果。但是，要寻找到合适的合伙人共同创业，使创业团队荣辱与共、齐心协力地经营好新创企业并不容易。就像本案例中，黄利群在寻找工友和社会人士筹资并成立创业团队时，可能最重要的考量是有公益之心和出资之意，并没有考虑以后如何共同领导和运营这样一个企业，这就为以后的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见微知著，本案例也许并不能很全面地诠释一个团队社会创业的全程，但却为理解团队与社会创业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3.1　创业团队的概念

3.1.1　创业团队的起源

创业团队的概念是从团队概念中引申出来的。西方学者Shonk（1982）把团队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为完成共同任务而协调行动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Quick（1992）则认为，团队中的成员都能把实现团队的目标放在首位，并且他们都拥有各自的专业技能，能够相互沟通、支持和合作；Smith（1993）认为，团队是才能互补、根据共同的目标设定绩效标准，并且依靠相互信任来完成目标的群体。近几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思想的普及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创业不可避免地走进大众的视野，进入人们的生活。在这些团队的概念中添加上创业元素就发展成了创业团队的概念。

3.1.2　创业团队的定义

随着对创业团队研究的迅速发展，国内外研究者对创业团队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自己对创业团队的定义。

从所有权的角度看，Kamm等人（1990）认为，创业团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参与公司创立过程并投入同比例资金的个人。但是，从各国高科技创业团队的情况来看，创业团队成员的出资比例因个人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因此，郭洮村（1998）对创业团队的定义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创业团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参与公司创立过程并投入资金的个人。在他的定义中就明确提出了创业团队成员股权并不一定相等的观点。

从人员构成的角度看，Mitsuko Hirata（2000）把创业团队定义为参与且全身心投入公司创立过程并共同克服创业困难和分享创业乐趣的全体成员。

从参与时间的角度看，Chandler和Hanks（1998）认为，创业团队指的是在公司成立之初执掌公司的人，或是在公司运营的头两年加盟公司的成员，但不包括没有公司股权的一般员工；Leon Schjoedt则表示，在创业初期（包括企业成立时和成立前）履行执行职务的成员，都可被认为是创业团队的成员。


3.2　创业团队对创业的重要性

创业团队作为创业过程的核心，其优势在于组成团队的成员，他们具备不同的知识、技能、专业背景和人际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对创业资源形成互补，并且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有效配合，可以大大提高创业绩效。

3.2.1　创业团队是创业的核心

早在1999年，蒂蒙斯（Timmons）就提出了创业模型——蒂蒙斯模型（见图3-1），这一模型强调创业是一个各方面因素动态平衡与相互匹配的过程。其中，商机是创业过程的开始，同时也是创业的主要动力所在；资源是创业的必要条件与成功的保障；创业团队则是整个创业活动的关键组成要素与创业主导者，是创业这一过程的核心元素。在商机的引导下，创业者根据创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调整与更新团队的资源和能力，通过将各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以寻求创业继续发展的机会，从而实现创业目标。

[image: ]


图3-1　蒂蒙斯模型

3.2.2　创业团队能够提高创业绩效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创业成为越来越多人青睐的战略，创业在形式上大致可分为个人创业和团队创业两种。虽然创业形式各有优劣，但是团队创业更契合创业各方面的要求，能够有效地提高创业的绩效。

研究者Picot（1989）通过实地调研，对德国的52家创业企业进行绩效指标的调查得出结论，团队创业成功率是个人创业成功率的两倍；研究者Albach和Hunsdieky（1987）也通过对德国的180家创业企业进行深入调查发现，以团队形式创立的企业成功率为43%，而个人创业形式的企业存活率仅为20%。这些数据表明，创业团队对提高创业绩效有着显著贡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研究证明，基于一个创业团队而不是创业个体的创业活动，其绩效要明显高于个体创业。创业团队相较于创业个体来说，能够更敏锐精准地锁定目标市场，更灵活地应对目标市场的动态变化，更完善地制定创业过程中的各项决策战略，更高效地制订并实施相关的行动方案，因此创业团队的战略决策对创业绩效的提高很有效力。

3.2.3　创业团队能够使创业资源形成互补

创业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创业者是否拥有关键资源，以及能否对其进行优化整合，每个独立个体占有的资源都是不同的，其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获取的信息、拥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有差异的，而不同人聚合在一起，不同的资源之间相互补充，则整体所占有的资源就会更完整。

就对资源占有的完整性而言，创业团队最大的优势在于组成成员的职能背景和技能构成具有异质性，即创业团队的成员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技能、专业背景、人际网络和信息来源。团队成员的异质性能够很好地满足创业资源互补的需求，丰富了团队的信息来源，有助于团队成员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从而大大提高了创业的效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创业团队成员的异质性越强，其对创业所需资源的补充越全面，团队整体的功能就越完善，从而创业的成功率也越高。


3.3　创业团队对社会创业的重要性

3.3.1　创业团队有助于降低社会创业风险

创业有风险，而对社会创业来说，其所面临的风险更加严峻。从社会创业项目的选择、创业技能的储备到社会创业资源的获取，期间每个过程都存在一定的风险；项目选择是否妥当、是否具备创业技能，以及是否能及时获取所需的社会资源，都直接影响到社会创业的成功。

创业团队可以有效降低社会创业的风险：首先，在项目的选择上，创业团队成员能够集思广益，提供有价值的创新点，避免了个人的狭隘主义，因而降低了社会创业项目不合适的风险；其次，创业团队成员具有不同的技术和专业背景，在创业过程中能很好地实现所需技能的互补，降低了社会创业技能缺乏的风险；最后，创业团队中的人际网络更广，所包含的社会资源更丰富，降低了缺乏社会资源的风险。

3.3.2　创业团队有助于维持社会创业的持久性

社会创业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的创业形式，社会创业从项目启动到投入应用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因此相较于商业性创业，其所需的资金和人力资源都是比较稀缺的。

创业团队作为一个工作团队，在合作过程中成员能够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因此其成员间能够形成一种凝聚力、责任感、抗压力和进取心，这使得人员的流动率降低，并且更能够吸引到志同道合的社会创业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力资源的稀缺问题。如上面所介绍的，团队中成员的社会资源更丰富，增加了资金筹集的途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稀缺的问题。因此，创业团队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创业中的问题，有助于维持社会创业的持久性，进而提高社会创业的成功率。


3.4　社会创业团队的价值观

所有的工作团队都拥有自身独特的团队文化（Levine and Moreland，1991），而价值观则被视为团队文化的决定性要素（O'Reilly et al.，1991）。创业团队是特殊的高管团队，是创业取得成功的关键，也关乎新创企业的未来（Von Heinz et al.，2011）。创业团队成员的价值观是全体团队成员的信条，是行为选择的向导，是一个团队成长过程中处理一切矛盾的准则。“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创业团队而言，价值观一致性是团队存续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拥有相似价值观的团队成员更可能以相似的方式解决问题，更能密切配合、相互信任、共谋发展；反之，价值观的差异则会使团队成员之间存在偏见，引发信任危机，导致团队冲突，最终降低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凝聚力、决策的速度和质量，不利于创业团队的稳定和长远发展（胡望斌等，2014）。

3.4.1　工作价值观

Super首次提出了“工作价值观”（work value）这一概念，认为工作价值观个体所追求的与工作有关的目标的表述，是个体期望从工作中获得满足的内在需求及其从事活动时所追求的工作特质或属性。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又相继从需求层面和判断标准层面给出了工作价值观的定义（见表3-1）。国内学者霍娜和李超平（2009）通过综合考虑这两个层面，提出工作价值观是超越具体情境，引导个体对与工作相关的行为与事件进行选择与评价，指向希望达到的状态与行为的一些重要性程度不同的观念与信仰，其类型决定了个体在工作中想要满足的需求及其相应的偏好。

表3-1　工作价值观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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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价值观的一个固有区别在于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外在工作价值关注工作结果，如收入、晋升机会和地位等；相比之下，内在工作价值更关注工作过程，即能反映固有工作兴趣、学习潜力等的无形奖励（Ryan and Deci,2000）。其他工作价值观包括决策中的影响力或自主权、工作稳定性或安全性、利他性、社会性和闲暇等（Herzog,1982;Johnson,2002;Miller et al.,2002）。例如，Super（1970）在其编制的工作价值观量表（WVI）中，将工作价值观划分为15个维度，隶属于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和附带价值三个类别，这一量表得到了广泛运用；Meyer等人（1998）在Manhardt（1972）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包含舒适与安全、能力与成长、地位与独立三个维度的21个题项的工作价值观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跨文化适用性；Ros和Schwartz（1999）从基本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整合的角度对工作价值观进行了研究，认为从“价值形态层面”上划分，工作价值观具有内向、外向、社会和声望四种类型；Lyons等人（2010）提出了工作价值观应包括内在的（心理感受）、外在的（有形奖励）、地位（被尊重或认可）、利他主义（助人或服务社会）和社会因素（人际关系），被认为是最全面的工作价值观评估模型。另外，国内学者赵修文等人（2018）构建了包括物质环境因素、自我实现因素、人际关系因素和团队建设因素四个维度的团队工作价值观，为界定团队工作价值观的结构和内涵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

3.4.2　管理价值观

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价值观往往是企业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高层管理者关于如何管理企业、发展企业的价值取向，是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基础，是在运营管理过程中的抉择取向和偏重（孙海法等，2011）。管理价值观可通过三个途径影响高层管理者的具体行为：第一，特定的价值观使得管理者偏爱特定的行为与结果；第二，价值观促使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倾向于寻找并接受特定的信息，从而避开某些相反的信息；第三，对于管理者试图采用的某种管理规范和激励方式，拥有不同价值倾向的个体会有不同的感受与反应（Hambrick，1987）。国内学者孙海法等人（2011）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提出了经营管理价值观的六种类型（见表3-2），对研究创业团队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表3-2　经营管理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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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价值观差异与社会创业结果

与一般创业不同，社会创业的使命是解决社会性难题或满足社会需求（Tukamushaba et al.,2011），这种社会使命使得社会企业通常包含传统商业企业中缺少的精神或美德维度（Mort et al.,2003）。作为社会创业者意志的外在体现，社会企业在构思阶段必然有其精神属性，因此价值观等认知因素对社会创业的影响不容忽视（张秀娥和张坤，2018）。

价值观一致性，是指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各层次之间在价值取向上相近甚至相同的程度（Edwards,2009;Chatman,2001）。创业团队成员的价值观一致性会影响创业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持有相似价值观的个体解释事件的认知角度和基本方法也类似，使得各自的观点较为一致，并减少了人际冲突，改善了人际关系。例如，Pelled等人（1999）指出，价值观的差异往往导致团队成员倾向于以内在归因解释他人行为，易引发团队成员间的相互猜疑和消极敌对情绪，从而提高了团队内部的关系冲突水平。第二，类似的价值观使得团队成员相互间有清晰的角色预期，能够预测和把握彼此的行动，减少了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相反，创业团队的价值观异质性对团队沟通、创业决策和创业风险感知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由价值观异质性所导致的团队成员在社会责任感的认知、道德规范的遵守等方面的差异性，使团队内部沟通和协作成本提高，使得团队决策难以达成统一，不仅不利于创业团队对转瞬即逝的市场机会的把握，也降低了团队对创业风险的感知（胡桂兰，2013；胡望斌等，2014）。

社会分类视角（social categorization perspective）认为，个体通常以同质性和异质性作为对自身和团队内其他成员进行归类的标准，进而区分“圈内人”和“圈外人”（Williams and O'Reilly，1998）。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y theory）指出，个体基于自身与所述群体成员或与外群体成员比较，将自身归属于某一群体并产生认同（Turner and Oakes，1986）。Leonardelli和Toh（2015）提出，在群际环境中，个体可根据觉知者的特征、他人的特征、自己与他人特征的结合，产生三种归类：群际归类（intergroup categorization）、内群体归类（ingroup categorization）和外群体归类（outgroup categorization）。与这一理论类似的还有社会认同理论和相似吸引理论，认为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个体更容易相互认同与相互吸引。根据上述理论，创业团队成员不同的价值观取向容易导致成员间产生不同的决策倾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总是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与拥有相同看法的人交往，产生“内团队”和“外团队”的社会身份认知，进而演化为派系划分，这不仅会使得团队内部有利于创新思维形成的“全通道式”的开放性交流越来越少，而且提高了团队内部关系冲突水平（孙海法等，2011）。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联想集团的“柳倪之争”，柳传志主张发挥成本优势，打造自主品牌产品，而倪光南主张以芯片为主攻方向，市场导向与技术导向的价值观分歧导致了两者在路线选择上的不同，也导致了曾被誉为“中关村最佳拍档”的联想集团创业组合的分裂。


3.5　社会创业团队的目标

3.5.1　短期目标与社会责任

从学习的角度来看，由于创立时间较短，处于创业初期的创业团队缺乏有效的内部沟通以及与客户、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稳定关系的经验（Barringer and Greening，1998），这种“新颖性”会加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创业企业财务绩效的负面影响，Türker（2015）也指出，短期内履行社会责任的导向，不仅会降低企业社会责任的参与度，更会削弱企业的盈利能力。

首先，创业团队的“新颖性”可能会抑制其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获得经济回报的能力。为了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创造经济价值，企业需要将社会和环境属性纳入产品特征中，而这种产品的开发不仅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而且需要依赖以往的创新能力和经验，由于创业企业存在时间较短且通常资金有限，因此需要一定的时间获取开发新产品的资源和能力。

其次，创业团队的“新颖性”可能会限制初创企业从利益相关者关系中获益以及从企业社会责任中获得卓越声誉的能力。企业从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获取经济回报的能力依赖于其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而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才能实现的路径依赖过程（Barnett，2007）。同样，“新颖性”使其难以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立积极的企业声誉，因为“作为一个出色的企业公民，迅速树立形象的努力通常会失败”（Fombrun et al.，2000）。

最后，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资本成本往往很高（Brammer and Millington，2008），这就扼杀了初创企业建立规模经济的努力。虽然通过采用能耗更低、产生更少废弃物或使用更少原料的技术可以降低总体成本（King and Lenox，2002;Klassen and Whybark,1999），但这一措施无疑需要时间才能实现，而资本成本是即时的。此外，“新颖性”可能会放大管理层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干扰。初创企业通常需要将其资源和能力全部投入到其核心业中，如产品和市场开发（Barringer and Greening，1998），由于创业团队可能缺乏必要的技能（Davis，1973），追求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能会分散他们对核心业务的注意力。

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即使在创业初期，企业也可以从履行社会责任中获益。例如，新企业往往需要依赖当地的资源（Peredo and Chrisman，2006），因此它对当地的贡献可能会增加其资源禀赋。此外，初创企业通常缺乏支付高薪以吸引顶尖人才的资本，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则可以吸引和留住愿意履行社会责任的优质员工（Greening and Turban，2000）。然而，这些仍不足以弥补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创业企业在短期难以兼顾盈利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

3.5.2　长期目标与社会责任

大量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的声誉、竞争力、可持续性（Johnson,2003;Porter and Kramer,2002l;Snider et al.,2003）、现有员工（Mueller et al.,2012;Shen and Benson,2014;Smith and Kumar,2014;Watkins et al.,2015）和客户反应（Sen and Bhattacharya，2001;Tsai et al.,2014）等具有积极影响，虽然这些影响可能是间接的，但它们最终可能导致组织绩效和盈利能力的提高（Khojastehpour and Johns，2014；Marquis et al.，2007）。Wang和Bansal（2012）对149家创业企业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长期利益导向型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显著提升财务绩效，这一结果与Garriga和Melé（2004）的观点类似，即具有长期发展思维的企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使其比竞争对手更具竞争优势，并会为企业的长期盈利和股东财富做出贡献。

因此，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盈利目标与履行社会责任的目标并不矛盾。首先，长期目标导向拓宽了企业的视野，使企业能够认识到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价值。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长期目标的企业，倾向于选择能够持久并强调持续创新的技术，即使这样做可能涉及更大的短期成本。其次，这类企业能够容忍甚至鼓励开发不具备明确短期价值的战略资源（Hamel and Prahalad，1989），允许企业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立的复杂利益相关者关系中识别隐含的价值。也就是说，与专注于短期盈利能力的企业相比，具有长期定位的企业更可能从利益相关者关系中汲取价值（Barnett，2007）。最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能会对社会和环境问题应该解决的内容和方式持有不同甚至相矛盾的观点，而在长期目标的引导下，企业可以通过调整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动机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Fiegenbaum et al.，1996）。

实践之窗

阿里巴巴要做一家解决社会问题的好公司

在2017杭州云栖大会开幕式的主论坛上，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代表阿里巴巴宣布成立探索人类科技未来的实验室“达摩院”，并在三年内投资1 000亿元，用于进行涵盖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的研究。

马云谈到成立达摩院的初衷，并对达摩院提出三个希望：必须活得比阿里巴巴长；要服务全世界至少20亿人口；必须面向未来，用科技解决未来的问题。达摩院不是阿里巴巴的实验室，它必须解决社会问题。达摩院的宗旨将是“为解决问题并带来利益和快乐”。“21世纪的公司，只有解决社会问题才能活下来，一个企业做得多大，在于企业解决多大的社会问题。我们要孕育的是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公司。解决的社会问题越大，责任就越大，利益也就来得更多。”马云给未来阿里巴巴定下三个目标：

·让世界经济更加包容。

·让世界经济更加可持续。

·让世界经济更加快乐和健康。

“同时，希望阿里巴巴能给世界和社会留下三样东西：第一，留下这个实验室（达摩院），它活得要比阿里巴巴长；第二，留下一所湖畔大学，培养企业家，把自己所有的得失告诉人家；第三，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会活得很长。有一天阿里巴巴不在了，这三样就是我们留给世界最好的东西。”

阿里巴巴发布了服务中国公益组织的阿里云“码上公益”平台（https://greencode.aliyun.com/
 ）。阿里云“码上公益”是由阿里云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搭建的一个网络平台，希望通过平台来连接更多的爱心极客和公益组织，让互联网极客用技术的力量去帮助公益组织更好更快地完成信息化和互联网化，赋能公益组织，让公益组织能够通过互联网更高效地运营，从而去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让极客志愿者发挥所长，找到做公益的最大价值。

阿里云总裁胡晓明认为一家有温度的公司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发展中思考更多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技术除了展示它的强大，更有它的柔性、更有它的温度，阿里云希望去做一家有温度的云计算公司，任何一个公益组织，如果有开发需求，阿里云会帮忙找到志愿研发者，我们在志愿研发者和公益组织之间架起桥梁，通过阿里云‘码上公益’平台，使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来帮助公益组织更好地发展”。

资料来源：转自http://www.haogongsi.org/
 。


3.6　社会创业团队的异质性

3.6.1　团队异质性研究的兴起

有关团队成员构成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研究者自那时起开始关注团队成员的不同特征及这种差异对团队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以团队的方式开展工作，越来越多女性、有色人种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劳动者参与到团队工作中来，以及新企业不断建立，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经验的人们合作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劳动力从各个方面逐渐走向多元化，如何带领一支多元的员工团队在迅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取得成功，成为管理者最艰难、最迫切需要完成的挑战之一（Harrison，1998），实践呼唤着理论研究提供对于多元化团队更深刻的理解。

然而，尽管已经充分认识到员工队伍已走向多元化，但将这种宏观的、人口统计学上的转变提炼成管理者和团队成员实际面对的问题，从而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尚有困难（Williams，1998）。在此背景下，学界越来越关注团队的异质性，出现了大量对团队成员各方面构成及特质的研究，典型代表如Jackson（1991）关于团队成员教育、年龄、工龄和行业异质性对团队成员流动影响的研究，O'Reilly（1997）对于团队成员性别、种族等异质性对于团队创造力、执行能力和冲突影响的研究，Jehn（1997）对于团队成员价值观、信息和等级等异质性对于团队冲突和团队成员满意度、敬业度、忠诚度及绩效的研究等。

总体来说，在实践不断发展的推动下，以及对先前研究成果的不断吸收下，团队异质性研究逐渐从分散的对各团队构成特征的讨论，走向了集中的对团队异质性的认识；研究重点逐步从局限的工龄、教育等人口统计学特征，走向包括团队成员性格、价值观和职能背景等特征在内的丰富多元的团队特征。同时，对于异质性的结果和影响的研究也逐步从单一的关注绩效，走向了对包括团队成员的行为和心理以及团队的创新能力、冲突水平和长期发展等方面的全面关注。此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管理学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研究者也越来越注意探索团队异质性对团队产生影响的路径、机制和情境。

3.6.2　社会创业团队异质性的分类

关于创业团队异质性的认识，大多由团队异质性或高管团队异质性（top management team，TMT）发展而来，对于社会创业团队的异质性的理解可借鉴创业团队异质性。伴随着团队构成各异质性研究的发展，学者对于团队异质性分类的努力也从未间断。异质性的概念并不复杂，但是对团队成员来说，各方面都存在着异质性，想要真正全面深入地了解异质性的影响，就必须系统地把纷繁的异质性归类。有些学者在研究团队异质性的影响时尝试对其进行分类，例如，Jackson（1995）提出的集成浅层和深层维度在内的任务相关异质性——包括职能背景、工龄、教育（知识）、团队资格等特征，以及和关系相关异质性——包括性别、文化行为方式、认知方式、社会地位、团队关系、价值观以及信仰等特征的异质性二维度。有些学者尝试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直接建立新的团队异质性的分类，例如，Harrison（1998）提出的表层异质性——团队成员之间明显的，能够被典型生理特征所反映出来的，包括年龄、性别和种族等特征的异质性，以及深层异质性——包括团队成员间态度、信仰和价值观等特征的异质性二维度。还有学者将团队异质性分为低工作相关异质性和高工作相关异质性（Pelled，1999），社会性异质性和功能性异质性（胡望斌，2014）等。

总体来说，尽管分类方法和类别定义不同，但对异质性类别的研究成果大体遵循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后天形成特征的二维结构。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国籍等）易于观测，难以更改，初步定义了团队成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虽然这些特征的异质性对于团队的作用不同，但共同点在于，它们所带来的影响是与任务无关的、关系性的，是团队成员在互动的过程中只能适应而不能改变的。后天形成特征主要包括教育水平、职业背景、行业经验、社会资本，以及对创业团队来说尤为重要的人格特质等，将其概括区分，可划分为能力异质性和个性异质性两大类。接下来，对于社会创业团队异质性影响与建议的讨论，将按照人口统计学特征异质性、个性异质性和能力异质性三部分展开。

3.6.3　社会创业团队异质性的影响


1.广义异质性


许多研究没有划分团队异质性的类别，而是直接对广义的异质性进行讨论。Jin（2016）通过对创业团队构成特征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进行元分析，提出团队异质性对新创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商业世界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对努力在市场中拼杀出一席之地的新创企业来说，其运行环境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在面对那些需要强大信息处理能力来解决的、非常规的问题时，异质性强的创业企业往往能通过其多元化的人力资源实现更有质量、更新奇、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效果（Knippenberg，2007）。由不同特征的成员所组成的团队，由于成员间能够接触多元化的信息源而往往具有达成更好决策的潜能，在战略上也对于选择不同的领域项目有更高的倾向，决策的不确定性越强，风险越高，异质化团队相比同质化团队通常更具优势（Mello，2006）。Vogel（2014）发现，团队成员的任务相关异质性和关系相关异质性与风险投资的意愿程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2.人口统计学特征异质性


对于人口统计学特征异质性的影响，虽然是各类异质性研究中最早开始的，但是研究者尚未形成按照各具体特征展开的、统一权威的认识。其实也不难理解，由于人口统计学特征内在的地区间、文化间和不同调查群体间的差异性，没有达成高度的共识其实也是正常的结果。以对年龄的研究为例，Hartel（2004）提出，年龄差异性的扩大会导致更多潜在冲突的产生。在此基础上，Turan（2014）提出，年龄异质性的增强会削弱团队的共识和合作，从而降低团队实现创新等战略目标的能力。Steffens（2012）则认为，年龄异质性越低的团队越难以在长期实现高绩效。换言之，随着异质性带来的短期冲突和沟通不畅得到解决优化，异质性强的团队将由于其多元化的人力资源在长期得到更好的发展。又如樊传浩（2013）提出，“异质性只是团队结构的一种静态描述”，创业团队能够形成就代表了团队成员对于其他成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因此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于创业团队效能的影响并不显著。

以上对于人口统计学特征异质性对团队影响的三种观点，即正向、负向和无关，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本书不对其进行评判或选择，但是在看似分离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异质性研究中，我们能够得出一些共识供读者参考。首先，无论是持哪种观点的研究，都没有否认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作用，区别只是在于作用是否显著，是否需要被纳入创业团队成员构成的必须要素。然而，如Chowdhury（2005）所提出的，团队共识和团队承诺等影响团队有效性的核心因素与团队成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没有显著关系，人口统计学特征无法直接影响团队的有效性。因此，对创业者来说，一方面在招募员工时，要克服倾向于选择与现有成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相同的偏好（Finkelstein，1996；Westphal，1995），另一方面，团队成员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的异质性不是组建团队时应优先考虑的因素。


3.个性异质性


长期以来，由于对人格的定义和测量标准缺乏共识，关于个性异质性的研究进展缓慢。自麦克雷（McCrae，1989）和迪格曼（Digman，1990）提出大五人格理论（The Big Five），包括开放性（open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倾性（extraversion）、亲和性（agreeableness）和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五大因素。这一有相当说服力的人格理论出现后，团队成员个性异质性对团队影响的研究便以大五人格理论为基础开始发展。Neuman（1999）提出，尽责性、亲和性和开放性这三种特质的团队人格水平（TPE）——团队成员在某一特定人格特质上的平均水平，能够有效预测团队绩效，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这两种特质的团队人格多样性（TPD）——团队成员在某一特定人格特质上的平均水平上的差异，能够有效预测团队绩效。在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上多元化的团队成员能够为团队注入不同的特质，相比成员人格单一的团队，这样的团队将更具有效性。同时，在外倾性异质性强——成员间在外向、热心、平衡、保守和服从五个外倾性程度上区分明显——的团队中，团队成员将更容易找到自己的角色，从而减少因同质化而带来的相同角色冲突。因此，创业团队在人员选择和配置上都应充分考虑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这两种人格异质性的影响，最大化利用这种异质性对于团队的积极影响。Zhou（2015）将五大人格特质划分为任务导向特质（尽责性、开放性）和关系导向特质（外倾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两类，指出任务导向特质异质性不利于新创团队增长，关系导向特质异质性则对新创团队具有正向影响。

Joyce（2010）专门研究了个人特质和人口统计学因素对于社会创业倾向的影响，将社会创业者的特征划分为社会视野、恒心、社交网络、创新能力和经济回报需要五个维度，提出亲和性对社会创业者的各个维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开放性对经济回报需要和社会视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尽责性对于恒心和经济回报需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社会创业团队应重点考察成员的亲和性、开放性和尽责性，从而优化团队的构成，提高团队的效率效果。

此外，还有学者尝试从其他角度解释个性异质性对团队的影响。例如，Khan（2014）提出，团队成员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LOC）异质性越低，越有助于提高团队的效能。


4.能力异质性


Ucbasaran（2003）指出，创业经验异质性高的团队会因成员追逐主导权而降低凝聚力，易发冲突，从而加速团队人员的流失。因此，在意识到这种异质性是团队财富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带来的潜在风险。一个或多个团队成员曾有过创业经历，不完全代表他们在新的团队中仍能做出与在先前团队程度相同的贡献，以及通过使用在先前团队中有效的策略复制相同的成功。杨俊（2010）对于创业团队经验异质性的研究发现，行业经验差异程度高更有助于面向顾客需求的创新性产品/服务的开发，职能背景差异程度高更有助于设计出将产品/服务推向市场的市场交易结构。

创造力需要个体与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刺激源相接触，想要启动和发展一项富有创意的团队活动，团队成员间知识、经验、视野和兴趣的异质性是一个必要的前提（Arieti，1976）。在面临决策时，上述异质性强的创业团队成员之间更容易碰撞出创意的火花。经验和认知方式异质性强的创业团队能够使辩证的思维方式贯彻到团队的各项活动之中，对于不一致的意见更加宽容，从而在制定决策时扩大策略选项的考虑范围，有效避免从众思维和行为惰性（Eisenhardt，1990；Levine，1993）。

创业团队成员学习彼此的想法，理解和期望能够使团队更有创造力，为团队创造出能为其带来竞争优势的独特资产（如认知方式、行为模式等），然而这种因异质性的团队成员聚集在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不是持久不变的，在这个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各项特征会因彼此合作互动以及一项又一项工作的完成而走向趋同，即异质性走向同质性。同质性和异质性是衡量团队构成多样性的两极，当这种多样性强时，团队成员表现出异质性，这种多样性弱时则表现出同质性。一旦团队同质化，因异质性而带来的各项收益和优势也将消失殆尽。胡望斌（2014）提出，教育水平和职能经验异质性与创业绩效呈倒U形关系，即团队的教育水平和职能经验异质性无论过高还是过低都不利于团队实现最佳绩效。过度的同质性会导致决策失去质量，而更多的异质性则会导致决策效率的降低，适度的异质性对团队最为有利。因此，创业团队应了解自身的多样化程度，并结合自身所在行业，在创业的不同阶段，掌握好异质性与同质性的平衡，使团队构成对团队的影响始终处在最有利于团队当前及未来阶段发展的水平。

同时我们需要指出，团队异质性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也会对团队产生负面影响。认知资源（知识、思维方式）、理解与感知、期望等方面的异质性固然能够促进创新，但也可能会引发团队成员彼此不相容和冲突的产生（Hambrick，1996；Wanous，1986）；Michael（1998）指出，团队异质性通过带来的冲突以及决策制定上的混乱负向影响团队增长，最高学历所学专业以及职能背景的异质性还会负向影响团队收入。邢蕊（2017）指出，创业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与创业绩效呈负相关性，不同职能背景的团队成员在价值观、思维习惯和问题处理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团队沟通的有效性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进而抵消工作经验的多样性对于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尽管某些层面上的不一致能够促进团队成员彼此学习和新思维的产生，但是一旦发生严重的冲突，创业团队的共同行动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阻碍协同认知的形成。因此，想要发挥团队异质性的优势，避免团队异质性带来的弊端，创业团队应当努力促使团队成员熟悉彼此不同的技能、强项、劣势和特殊习惯。这种了解不需要深入，却可以有效建立沟通的桥梁，避免误解及重大冲突的产生。只有在这种彼此熟悉的基础上，团队成员所拥有的不同天赋、技能和认知资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创业团队的规模相对于成型企业来说要小很多，成员之间沟通的机会非常丰富，因此无论是对于彼此尚不熟悉的创始人，还是后来加入的合伙人，这种建立对团队异质性初步了解的努力都是十分必要且易于达到的。


本章小结

·创业团队是创业的核心，能够提高创业绩效，能够对创业资源形成互补。

·创业团队有助于降低社会创业风险、有助于维持社会创业的持久性。

·创业团队的价值观和目标一致性有助于增强社会创业的成功率。

·创业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个性和能力等方面的异质性有助于增强社会创业成功率。


复习思考题

1.怎么理解创业团队对社会创业成效的影响？

2.阐述社会创业者有哪些特定的价值观。

3.创业团队的异质性对社会创业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讨论案例　绵阳和诚创业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一、公司创立的契机


2012年5月6日，绵阳和诚创业教育有限责任公司在西部某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挂牌成立。卿昭、何乐、唐云和薛永四位创始人忙得不亦乐乎，公司成立大会邀请了学校相关领导与学术领头人及部分同事，还有众多慕名而来的同学，一时间公司里热闹非凡。会后几位同学留下来，强烈要求唐老师讲讲公司创立的火花。原来，公司成立缘起一次偶然。四位创始人本是体育学科部同事，喜欢切磋羽毛球技术，因此经常一起运动，运动之后一起畅谈梦想与人生。2012年的一天，唐云陪薛永到校外新开的一家体育用品部修理羽毛球拍，没想到老板竟然是同事卿昭。随即三人开始热聊，卿昭谈到国家鼓励青年创业的大环境，自己怀揣多年的创业梦想，没想到唐云与薛永也有过创业梦。

当谈到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当下的创业成功率仅有1%左右时，三人都认为大量青年创业仅凭热情，而缺少必要的创业知识和创业培训，因此很难成功。别人的成功很难复制，而别人的失败却是大家都可能遇到的。因此，创业路上的经验教训、栽过的跟头、获得的智慧都显得弥足珍贵。唐云当即想到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地缘优势对大学生群体开展创业教育，切实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创业观念并提高创业成功率。三人一拍即合，兴奋之余开始找何乐一起兼职创业，很快四个热血沸腾的人走到一起开始谋划创业。


二、“创业教育”的推进


1.团队的初步分工

唐云作为公司的总经理，自然而然地承担了从注册公司到对外业务，再到对公司总体负责的全部职责；薛永因为在大学期间做过销售方面的兼职，自告奋勇地承担起销售的大任；卿昭除了运动之外的爱好就是电脑，于是毛遂自荐，主动承担了技术支持工作，包括各种DM单的设计和制作；年龄最小的何乐则承担起了包括教学在内的所有内务工作。四人共同负责课程开发。公司名称“和诚”意为“做人和、做事诚”。公司坐落于校内科技园，创业者众多，有着得天独厚的校内资源平台，大家都为此兴奋，跃跃欲试。

2.创业教育的进展

由于公司经营范围较广而人手有限，而且核心员工皆是兼职，一时间难以协调，四人决定将业务重点优先放在公司名称中明示的“创业教育”上，为大学生提供有选择的免费或有偿创业知识和相关技巧培训，切实为改善当下大学生盲目创业、成功率低下等问题提供服务。由薛永带领在每间宿舍发放宣传单页，吸引大学生参与。不到半年时间，公司已累计对全市近10万大学生进行了宣传，共进行了24场次的公益讲座，并在校本部及附近几所学校共进行了2 871人次价格不等的培训推广课程，其中约有5％的同学购买了全套创业课程。一位同学在体验培训推广课程后由衷地感叹：“这样的课20元一小时超值啊！”

然而，尽管公司在创业教育培训与普及上做出的努力受到了广大大学生群体的一致好评，这样的创业教育课程却因每月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及兼职员工的费用，而面临着重重考验。加上政府与学校大量免费的创业培训课程，使公司生存艰难。唐云建议公司将工作重心转向卿昭新开发的岗位能力教育上，并阐述岗位能力教育是社会上新近流行的课程，是在校生尤其是毕业生的必需品，比起创业教育有更大的需求，更能使公司存活。薛永则认为，自己付出那么多汗水的创业课程说转向就转向，太不合理了，而且岗位能力的培训也是未经市场验证的，未必就一定行。公司业务重心的转移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三、公司经营的危机


1.经营不善加剧酬劳分配的分歧

公司成立之初，由于大家在一起全凭朋友意气，以及对改善大学生创业难成功现象的热情，四人一开始就约定：在公司没有获得盈亏平衡前，大家都不拿工资，只有负责销售的薛永可以报销部分电话费及跑业务时的餐费。由于公司盈亏不理想，薛永明显感觉唐云对自己每月报账有些不开心，有时似乎听到唐云在嘟哝“怎么这么多”。为此，薛永感觉十分不爽：自己是公司付出最多的一位，而且报的账只是自己平时工作支出的一半，自己每月倒贴还得不到信任，这算哪回事呢？薛永将自己的不满私下与何乐倾诉，没想到何乐也有同感。何乐在公司待的时间较多，与唐云接触的也较多，他感觉随着公司经营时间与收入不成比例后，唐云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指责自己内务工作中的不足。幸亏四人都是兼职，都有着本职工作，不然连饭都没得吃。

2.创业团队何去何从

由于对公司的未来感到迷茫、灰心，薛永与何乐在私下越来越多地相聚，共同抱怨着对公司和唐云的不满。二人决定干脆撤资退出，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毫无疑问，公司要继续生存下去，寻找新的合伙人是当务之急。然而，对新合伙人的要求是集中在资金上，还是销售技能上，抑或在其他资源上？唐云与卿昭也很迷惘。在周边询问无果的情况下，唐云与卿昭开始将寻找合伙人的想法放在网络上，希望通过网络招来合伙人。网络果然神奇，应聘的人络绎不绝，大多对高校市场充满兴趣。有的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上任定能让公司起死回生；有的提出安排校内宿舍；有的想先拿工资，有盈利后再投资。看着他们口沫横飞，唐云陷入沉思，这些应聘者的才华如何？无从考查。果真如他们自夸的才能，为何来一个岌岌可危的小公司？唐云发现自己从心底不信任他们。身边没有合适的人，网上招来的人不可信，原有能人退出，唐云与卿昭面面相觑，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发呆……

资料来源：刘志迎，张明玉，李芹芹.创业路上的泥潭.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库。


讨论题：


1.社会创业是否可以仅靠情怀来支撑？

2.创业团队的凝聚力如何才能持久？

3.如何设计创业团队的退出机制？


文献研读　New Venture Team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oadmap for Future Research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As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has matured，scholars have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that the formation of new ventures is commonly accomplished by teams as opposed to lone entrepreneurs.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the upper echelons perspective has served as the primary lens for investigating new venture team functioning and performance.However,researchers have begun to move beyo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characteristics and team outcomes,to explore intermediary mechanisms that more precisely explain how team inputs lead to team effectiveness.In this article we apply an inputs-mediators-outcomes framework,which has served as a foundation for team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ver the past 50 years,to first organize and review prior work on new venture teams,and then to provide a roadmap for future research.By integrating the upper echelons approach from strategic management with the inputs-mediators-outcomes framework from organizational behavior,we clarify what is known about new venture teams and shed light on important issues that could help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 to develop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why some new venture teams，but not others,achieve successful outcomes.

[image: ]



【文献评述】
 本章精读文献是一篇逻辑清晰、内容翔实且富有启发性的综述型论文。作者系统地回顾了过去50年关于创业团队的研究进展，通过整合组织战略领域的“高阶梯队视角”与组织行为领域的“输入—中介—输出”框架，为我们梳理了现有关于创业团队的理论知识，并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具体而言，作者首先对“创业团队”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将其定义为“对新创企业的战略决策与持续运营承担主要责任的一群人”，并与“高管团队”这一相近但又有区别的概念进行了简明的内涵辨析，指出新创企业情境的特殊性及其对团队研究的重要价值。

接着，作者整合了团队研究的组织战略取向与组织行为取向，构建了如下图所示的分析框架。在“输入”阶段，作者主要回顾了创业团队（成员）的先前经验与社会资本对公司层面相关结果的影响。例如，根据现有研究成果，作者分析论述了创业团队在学历水平、专业领域等方面的异质性对新创企业的战略选择、绩效表现等的作用，以及社会资本在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创业团队成员的人格与心理特质对企业运营与发展的影响，从而丰富我们对“输入”阶段影响因素的认知。在“中介”阶段，作者主要从基于行为的过程视角与基于情感/认知的状态视角对创业团队“输入”对“输出”的影响机制进行阐述。在过程视角方面，作者主要分析了创业团队的成员变更（转变过程）与冲突（人际过程）的中介机制；在状态视角方面，作者主要分析了创业团队成员的集体知觉与凝聚力的中介机制。此外，作者指出，这两类中介机制仍有待深入拓展。例如，未来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关注目标设定与战略规划（行动过程）的中介机制，以及团队心理安全感、情感基调等团队情感状态对创业绩效的作用。在“输出”阶段，作者指出，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创业团队的财务结果，如销售额、利润率等。建议未来研究将其他结果指标也纳入考量，如创业团队成员的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总的来说，作者提出的这一分析框架，将现有研究进行了较好的整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参考价值。

最后，在论文的“讨论”部分，作者指出当前创业团队研究领域中有待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并给出相关的分析解决思路，具有极强的启发性。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创业领域学者开展深入研究，同时也应引起创业实践者的关注。


【文献出处】
 Klotz A C,Hmieleski K M,Bradley B H,Busenitz L W.New venture team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oadmap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3,40（1）,22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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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资源与社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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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纲要

资源的概念

资源与社会创业的关系

社会创业的资源类型与来源

社会创业的资源整合过程

社会创业资源利用的价值效应


开篇案例　“多背一公斤”的资源压力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社会企业等组织开始进入我国公众视线。其中，在抗震救灾中反应最迅速的社会组织之中，一家名为“多背一公斤”的民间组织比较特殊：一家典型的NGO组织，申请的却是工商执照，其创始人安猪的身份也是一名社会企业的CEO。依靠汶川地震救灾中的突出成绩，“多背一公斤”在全国范围内创造了不小的影响力，但是在资源获取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资金压力。国外“基金会专心散财，NGO专心花钱办事”的模式在国内很难行得通。国内的公募基金会募集了90%以上的捐款，却没有能力把善款有效地分拨给合适的项目和NGO。目前“多背一公斤”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各界的捐款、成熟企业（如联想等）公益创投的资金，以及自身运营所得。但是，这些收入仍然不足以充分弥补其基本运营和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二是公众的理解与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作为社会企业，“多背一公斤”不需要太多的费用支出。但实际上，为了保障基本运营，专职工作人员依然没有社会保险、交通、话费补助等，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目的就是压缩成本以保障组织的持续发展。面对外界质疑，“多背一公斤”选择透明财务，公布细节，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政策与法律的限制。在双重管理制度下，很多没有官方背景的NGO、NPO选择工商注册以求得法人资格。2008年，“多背一公斤”申请到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的5万元经费，但根据法律规定需上缴5.5%用于纳税，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投身公益事业的社会企业，所开的发票不能让捐款企业抵税，这使得社会企业的资金来源受到限制，严重制约了企业捐款的积极性。

资料来源：瑾琇.社会企业案例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资源稀缺一直是创业实践与研究共同面临的问题。社会创业实践遵循利用商业化手段创造社会价值的“手段—目的”关系逻辑，与商业创业截然相反。按照资本逐利逻辑，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商业创业活动尚且面临资源稀缺的难题，而以社会价值最大化为使命的社会创业如何应对资源稀缺就变得有趣起来。因此，本章重点在于从资源的概念以及与社会创业的关系出发，分析社会创业过程中资源的来源及其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创业的资源整合过程，以及资源利用的效果等基本问题，以便于读者加强对社会创业资源获取与利用的认识。


4.1　资源的概念

所谓资源，是任何主体在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过程中，所拥有或者所能支配的有助于实现自己目标的各种要素及其组合。创业资源是企业创立及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和支撑条件。对创业者而言，只要是对其创业项目和新创企业发展有帮助的要素，都可归入创业资源的范畴。创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重新组合，创业资源不强调为我所有，只关注为我所用。

目前，学术界对创业资源大致有五种分类方式。

（1）按照来源分为自有资源和外部资源。前者是创业者（团队）自身拥有的资源，如自有资金、专利等；后者是从外部获取的资源，如融资、设备等。是否具备自有资源会影响外部资源获取。

（2）按照存在形式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前者指具有物质形态、价值可用货币度量的资源，如建筑物、原材料等；后者指具有非物质形态、价值难以用货币度量的资源，如信息、信誉等。无形资源是撬动有形资源的重要手段。

（3）按照性质分为人力、社会、财务、物质、技术和组织资源。人力资源是指创业者（团队）成员及其知识、经验、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源是特殊的人力资源，是由于人际和关系网络形成的资源；财务资源包括资金、股票、资产等；物质资源主要是有形资产；技术资源包括关键技术、制造流程等；组织资源包括组织结构、工作规范等。

（4）按照对生产过程的作用分为生产性资源和工具性资源。前者直接用于生产过程或开发其他资源，如机器、汽车等；后者则专门用于获得其他资源，如人才、声誉等。

（5）按照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分为运营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前者包括人力、技术、资金、物质等资源；后者主要是知识资源，具有稀缺、有价值、不可替代和难以模仿等特征。


4.2　资源与社会创业的关系

社会创业遵循“经济—社会”的手段——目的关系，颠覆了传统商业创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为手段的内在逻辑。由于社会价值最大化这一使命的影响，社会创业难以获得与商业创业同等数量及质量的资源水平，面临更加稀缺的资源形式，这就使得社会创业过程势必需要详细分析需要多少资源，以及规划好如何整合与利用这些资源。社会创业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格雷戈里·迪斯（Gregory Dees）基于问题导向，从社会创业需要什么能力、谁会提供这些能力、怎样满足这些能力、资源来自哪里这四个问题出发，构建了社会创业的“能力—资源”模型，阐述了资源与社会创业之间的关系，如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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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社会创业的“能力—资源”模型

资料来源：亚瑟C布鲁克斯.社会创业：创造社会价值的现代方法[M].李华晶，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界定社会创业所需的能力


社会创业者（团队）有必要通过考虑他们使命中定义的目标，以及满足这些目标需要哪些能力，从而开始规划资源整合的过程，而不是过早地通过筹款来启动这一过程。例如，以改善区域的学习成果为使命，那么社会创业的目标就是为需要这一服务的学生打造一个课后指导项目，而需要的能力就可能包括家教、管理方案、计算机及法律支持等。


2.设计符合能力要求的人力资源框架


社会创业者（团队）有必要概括出哪些能力需要被满足，以及谁能够满足这些能力。例如，社会创业者本人擅长家教，但在计算机方面能力不足，需要合作伙伴的加入。人力资源框架的制定需要创造性，因为能力的分配通常并不总是明确和唯一的，因此社会创业者要注重授权与合作而非“事必躬亲”，才能创造更多的新价值。


3．开发资源规划


能力的实现需要特定资源的支撑，社会创业者需要为第一步中的每种能力配备必要的资源，并为其寻找明确的途径。在完成资源的综合性框架蓝图后，社会创业者需要决定每种资源的来源。例如，家教需要社会创业者奉献自己的时间，同时也需要租用场地和设备，还需要办公场所和薪酬等，这些资源都需要明确其来源途径。


4.明确具体活动


任何一种能力，包括与之匹配的资源来源，都需要有相应的详尽资料。每种能力需要多少志愿者时间，需要获得多少收入，筹款的目的是什么等具体活动，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同时，资源需求计划还要考虑动态因素，比如第一年需要什么，手头资源有哪些，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满足资源目标的时间框架如何，是否有后备资源等具体活动，都需要明确其途径和效果。


4.3　社会创业的资源类型与来源

4.3.1　社会创业的资源类型

商业创业的资源类型通常按照资源属性进行划分，比如物质、声誉、财务、人力、技术等不同类型（Greene et al.，1999），旨在强调创业活动如何整合和控制这些异质性资源，使企业能够捕捉到这些资源所创造的价值，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和保持竞争优势（见图4-2）。然而，社会创业区别于商业创业的本质属性在于关注价值创造而非价值捕捉（Mair and Marti，2006），通过不断创新的活动形式和资源的整合来追求机会，从而促进社会变革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创造过程（Austin et a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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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资源分类

资料来源：Brush C G,Greene P G,Hart M M.From initial idea to unique advantage:The entrepreneurial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a resource base[J].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2001,15（1）:64-78.

基于此，Austin等人（2006）、余晓敏和丁开杰（2011）分别基于理论研究与比较分析发现，社会创业的资源外向流动性较低，与商业创业相比，尽管所需资源更为稀缺，但并不表现出商业创业资源的趋利性特征。Meyskens等人（2010）基于实证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指出价值创造的内在逻辑使社会创业更易于建立稳定的外部网络环境，从而吸引外部资源与关注。由此可见，社会创业的资源类型可以大致划分成内外两大部分，即社会创业者的个人属性与环境背景两方面。


1.生产性的内部资源


社会创业在组织层面上的规模通常较小且盈利能力较低（Pless，2012），因而社会创业的内部资源是一种生产性资源，往往表现为社会创业者及其团队所拥有，控制或者可以直接使用的有形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主要表现为厂房、土地、资金等有形资产，无形资源主要表现为教育、信用、性格等无形资产。

（1）有形资源。物质资源包括厂房、土地、设备、自然资源（如森林、矿山）等；财务资源包括资金、资产、股票等，财务资源更多来自社会创业者个人、家庭、亲朋好友等途径；人力资源包括初始创业团队成员、员工、志愿者等人脉资源；技术资源，包括专利、专用设备、关键技术等。

（2）教育水平。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与社会创业之间呈正相关关系（Harding,2006；Van Ryzin et al.，2009）。根据2009年创业板的数据，49个国家的社会创业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如果不考虑经济发展阶段，那么教育水平与社会创业呈现正相关（Bosma and Levie，2010）。这一结果基于2009年全球创业观察（GEM）的比利时与荷兰数据（Bacq，2011），以及从美国网络调查数据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Van Ryzin et al.，2009）。

（3）信用水平。社会创业者的个人信用水平是其调动资源的前提，它决定了社会创业活动的合法性水平。社会创业者的信用水平来源于过去的人格形象、职业、社会关系及地位（张远凤，2012）。信用主要是基于信任而不用付出较高成本，甚至不许成本就可以获得的商品与服务等资源。在社会创业过程中，信用水平起到的是撬动外部资源的“杠杆”作用，用以在社会创业过程中持续获得外部资源。

（4）亲和力等特质。亲和力是促进社会增加信任和彼此理解的能力（Yong，2007）。在人际关系中，亲和力意味着做一个倾听者，并且考虑对方的感受，从而形成良好的互信环境与关系，有助于促进技术改革并且获得资本增值（Ciavarella et al.，2004）。有研究表明，社会创业者的亲和力对社会创业的多个维度，比如社会使命、可持续性、社会网络、创新能力、财务收益等，都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Nga and Shamuganathan，2010），因而社会创业者的性格特征等特质也是其内部重要的资源之一。


2.工具性的外部资源


社会创业的外部资源，是指社会创业过程可以利用的，从外部获取的各种工具性资源，比如从亲朋好友、合作伙伴、政府部门等筹集到的资金、政策支持、经营空间等，用于获得其他资源。社会创业的内部资源会影响外部资源的获取与使用。

（1）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及其所涉及的人脉资源等，是社会创业者获取必要资源以推动社会创业项目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Sharir and Lerner，2006）。构建社会网络需要社会创业者建立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良好合作关系。而且，相比商业创业，社会创业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更强，这是因为社会创业过程需要与不同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与协作，并处理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关系（Nicholls，2006）。

（2）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越高，社会创业的繁荣程度也会相应提升（Korosec and Berman，2006）。这表明在城市化过程中，可能会衍生出比较多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医疗资源不足、生活设施不便等，而城市居民也能够有更好的途径接触社会团体、政府机构等，从而获得相应资源。而且，城市居民对社会创业的认识程度更高，也更加能够提供社会创业所需的资源。

（3）政府福利支出。政府福利支出水平越高，社会创业的繁荣程度也相应越高（Hoogen-doorn and Hartog，2011）。无论是欧洲式的被政府鼓励作为传统福利模式替代者的社会创业，还是美国式的社会组织寻找联合服务的供应方式，都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能够推动社会创业的蓬勃开展。

（4）个人主义文化。文化对个人主义和社会创业产生有力影响（Hayton et al.，2002）。社会创业处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中间地带，在一些地区大量的非正式资源（比如家庭）提供了社会服务，因而会影响社会创业的推广；在家庭关联性很弱的地区，社会问题对社会创业的需求旺盛，能够推动社会创业的普及化（Borzaga and Defourny，2001）。个人主义文化支持创业，并且持续在个人主义和社会创业之间寻找积极的、有显著意义的关系（Hoogendoorn and Hartog，2011）。

4.3.2　社会创业的资源来源

社会创业的资源来源途径可以分为市场途径与非市场途径两类，前者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获取资源，后者主要是通过非市场交易的方式获取资源。


1.基于市场途径的资源来源


社会创业通过市场途径获得资源的方式主要有购买和加入平台两种方式。

（1）购买是指通过资金等财务资源从市场中购入资源，比如办公空间、设备、技术、聘请员工等。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等资源可以通过购买物质资源（如设备等）得到，但由于其附着在非知识资源上而很难在市场上直接购买（张玉利，2017）。购买是最为常见的资源获取途径，但社会创业由于经济盈利能力通常较弱，因而在资金数量限制下在购买资源方面受到较大制约，往往难以大量购买市场中的资源。

（2）加入平台是指社会创业组织通过加入某一公益平台，比如恩派、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在平台协助下进行资源整合与利用，类似于联盟。平台与社会创业组织之间是互惠互利的关系，社会创业组织通过平台不仅可以获得资金、场地等显性资源，还可以借助平台获得人脉、信息等隐性资源；平台通过支持社会创业组织运营可以提高解决更为广泛的社会痛点问题的能力，提升资金、信息等资源的配置与利用效率，扩大自身影响力。


2.基于非市场途径的资源来源


非市场途径的资源来源不许进行市场交易，主要有资源吸引和资源积累。

（1）资源吸引是通过发挥无形资源的杠杆作用，以针对社会痛点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为基础，通过社会创业项目路演，以及社会创业团队声誉等获取和吸引资源的方式。社会创业团队可以充分利用项目路演的机会，比如社会创业高峰论坛等，向投资人、公益平台等描述前景并展示项目特色，从而吸引资源加入。

（2）资源积累是社会创业者及团队通过自己拥有的手头资源，不断在内部培育新资源的过程。通过资源积累，可以逐步积累相关人力资源，学习并提升知识水平与技术能力，激发团队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通过自我积累获取资金等资源。这也是目前社会创业过程中最为普遍的资源来源途径。

实践之窗

残友集团的资源获取：由非市场到市场的转变

1997年，因为此前炒股，郑卫宁中有一台电脑，他便琢磨着开办一个电脑兴趣小组。他联系了深圳义工联，从他们那里招募了四个平时比较活跃的残疾人，又从武汉请了一位老师来教大家。

刚来的残疾人一个都不懂电脑，郑卫宁很是气馁：“难道全深圳的残疾人没有一个懂电脑的吗？”后来他四处打听，获知有个残疾人叫刘勇，过去在打字社里打字，一分钟能打200个字，后来打字社倒闭了，就在一家麻将馆里打杂。

郑卫宁决定去找刘勇。一进棋牌室，他就看到了刘勇，他的身高还不到1.3米，正弯着身子在麻将馆里倒开水。说明来意后，刘勇从放拖把和杂物的角落里找出一台装有DOS系统布满灰尘的电脑，开机后，他用那双变了形的手在键盘上敲击，果然是1分钟能打200个字。“我看他打字很熟练，就觉得有戏。”

整整15天，刘勇每天趴在电脑面前，经常熬通宵，最后竟真捣鼓出一个网页来。郑卫宁大喜过望，带着大家坐着轮椅在深圳的电线杆子上到处贴广告，招揽生意。当时，只要有生意，再便宜也接，只为打出知名度。

1999年，刘勇一举获得深圳网页制作总冠军；2000年3月，他又拿到广东省的总冠军；同年5月，在苏州的比赛中，刘勇再度取得了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8月，在欧洲布拉格网页制作比赛上，刘勇取得了世界第五的佳绩。这让郑卫宁和他的团队备受鼓舞。

2008年后，这五名骨干当初成立的残友集团，业务范围迅速扩大，实现了井喷式的发展，随便接一个单，价格就在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经过20年的打拼，如今的残友集团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高科技企业：拥有5 000多名残疾人员工、两家上市公司、40多家分支机构、1家基金会、14家公益组织，业务涉及软件、动漫、文化设计、系统集成、呼叫中心、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残友集团获得美国卡耐基世界软件成熟度CMMI 5级认证、英国2012年年度国际社会企业奖以及科技部双软认定，这些荣誉让一般企业望尘莫及，你很难想象，这是一家由残疾人员工组成的公司。

资料来源：节选改编自“5个残疾兄弟创业：20年撑起两家上市公司”，广州日报人物在线，https://mp.weixin.qq.com/s/JG3vJDHwEjt-a3AGFwygTg
 .2017-8-3.


4.4　社会创业的资源整合过程

4.4.1　社会创业资源整合的理论基础

资源约束是创业过程要面对的首要障碍，很多创业者都因为无法整合到必要的资源而难以开发创业机会。在商业创业情境下通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创业者如何利用手头现有的、很多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零散资源，进行创造性使用并以此开发创业机会呢？这是传统的资源基础理论所难以回答的。而在社会创业情境下，社会创业遵循基于商业化手段创造社会价值的逻辑（Dees，1998），与商业创业的“手段—目的”关系截然相反，按照资本逐利逻辑，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商业创业尚且面临资源稀缺，而以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社会创业如何应对资源稀缺，如何整合并利用资源等问题，更是传统资源基础理论无法回答的。

特德·贝克（Ted Baker）和里德·纳尔逊（Reed Nelson）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提出的“拼凑”（bricolage）概念，对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资源拼凑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创建了创业资源拼凑理论，对创业者在资源整合与利用方面的行为特征进行了深刻解读。

资源拼凑理论包含三个核心概念：手头资源，即创业者/新企业/市场中具备的但并未被发现或重视的资源，包括创业者不必经过搜寻，通过社会交换或非契约形式即可低成本获得的资源，以及个体层面的经验、知识、关系等无形资源；将就使用，即创业者面对资源约束时利用手头资源应对新挑战或机会的行为偏见，不纠结手头资源是否切实可行，认为“可以”比“应该”更重要，而非犹豫手头资源是否产生有益结果（于晓宇等，2017）；资源重构，即整合资源以实现新目的，指创业者根据新目的，以不同的既有策略意图及使用方式来创造性地再造资源的利用方式，既有目的需要相应的资源整合以实现，而新目的需要资源的再整合（方世建和黄明辉，2013）。

综上所述，社会创业过程的资源整合，尤其是在资源整合前的准备过程中，要明确以资源拼凑作为资源整合的方法与途径。社会创业面临的是资源稀缺与环境约束的双重挑战，需要采取创新性资源整合方式，采用资源拼凑利用现有资源来解决资源约束瓶颈，而且要在拼凑中发现资源的新用途并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因此，当明确了拼凑这一资源整合的方式后，社会创业的资源整合过程就可以三个核心概念为基础，按照“准备阶段—机会识别—机会开发—组织成立”的过程主线，划分成四个阶段。

调查研究

“修补术”——拼凑概念的来源

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种活动，它可以使我们在技术平面上很好地理解那种我们宁愿称作“最初的”而非“原始的”科学在理论思辨平面上的情况。这就是通常所称的“修补术”（bricolage）一词所表示的活动。

动词“bricolage”在旧的词意中指球戏和玩台球、狩猎和骑马，然而它总是在涉及某种附带的运动时使用：球的弹跳、狗的游荡或马的避绕障碍。在当代，“修补匠”（bricoleur）仍然是指用手干活的人，与掌握专门技艺的人相比，他总运用一些转弯抹角的手段。神话思想的特征是，它借助一套参差不齐的元素列表来表达自己，这套元素表列尽管包罗广泛，但也是有限的。然而，不管面对什么任务，它都必须使用这套元素（或成分），因为它没有其他任何可供支配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说，神话思想就是一种理智的“修补术”——它说明了人们可以在两个平面之间观察到的那种关系。

“修补匠”善于完成大批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与工程师不同，他并不是每种工作都依赖于获得按设计方案去设想和提供的原料与工具：他的工具世界是封闭的，他的操作规则总是按手边现有之物来进行的，这就是在每一有限时间里的一套参差不齐的工具和材料，因为这套东西所包含的内容与眼前的计划无关，另外与任何特殊的计划都没有关系，但它是以往出现的一切情况的偶然结果，这些情况连同先前的构造与分解过程的剩余内容，更新或丰富着工具的储备，或使其维持不变。因此，“修补匠”的这套工具就不能按一种设计来任意确定其内容。它只应按其工具性确定。换言之，用“修补匠”的语言说，因为各“零件”（即元素或成分）是根据“它们总归会有用”的原则被收集或保存的。这些零件都没有什么太专门的用途，对并不需要专门的设备和知识的“修补匠”来说，是足够用的，但对每一种专用目的来说，零件却不齐全。每一种“零件”都表示一套实际的和可能的关系，它们是一些“算子”，却可用于同一类型题目中的任何运算。

资料来源：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4.2　资源整合前的准备

在开启社会创业之前，社会创业者及其团队需要进行一些专门的准备。社会创业通常针对的是“金字塔底层”的社会需求（Dees，1998），能够直面社会痛点问题并加以解决。但是，由于社会创业过程在盈利能力方面相比商业创业存在明显不足（Pless，2012），而且其受众通常难以足额支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Nga and Shamuganathan，2010），社会创业面临更大的资源压力。因此，在资源整合之前，社会创业者及其团队需要在以下两方面做好准备。


1.个人信用水平的建立与提升


人们都处于一定的区域、社群和组织中，无论是对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还是资源整合，信用水平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创业者具备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创造性思维，而社会创业者又彰显出共享的社会价值属性，在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不同之处，显示出异质性人才资本特征。但是，信用、信任是一种市场规则，违背了这一规则，就会在区域、社群和组织中产生对自己不利的消极影响。创业过程的初始资源通常来自创业者的自我积累或亲朋好友，如果没有较好的信用水平、口碑太差，资源整合的难度会加大。特别是我国情境下的社会创业，缺乏专门法律法规的界定与监督，公众的认知程度相比成熟的国外环境仍有差距，因而社会创业者及其团队的信用水平在资源整合前的准备阶段就尤其重要，甚至直接决定了社会创业过程能否顺利开启。


2.人脉资源的审视与积累


与信用水平相关联的是社会创业者及其团队的人脉资源。从组织层面看，社会创业者的关系网络形成了新社会企业、新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企业/组织的社会资本是企业/组织通过社会关系整合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从个体层面看，很多研究发现，创业者的人脉关系对创业活动的成效，比如机会识别与开发、资源整合、获得融资、绩效水平等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人脉资源、关系网络并不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拉关系”“走后门”等寻租行为，而是基于正常的社会经历建立的如师生、同学、朋友、同事等人际关系网络，为创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因此，对社会创业者及其团队来说，要善于同其他社会创业者及其团队、社会公益组织平台、受众及志愿者等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积极参加社会创业论坛、项目路演等活动，为后续项目启动的资源整合奠定基础。

4.4.3　机会识别阶段的手头资源梳理

在机会识别阶段，社会创业已经由准备阶段的创意逐步向机会识别与定位过渡。在这一阶段，社会创业者需要全面梳理手头掌握的各种资源，并结合自己的信用水平和人脉资源情况搜寻可以控制和支配的各种资源，为识别和把握社会创业机会做准备。总体来看，社会创业的手头资源可以划分成静态资源与动态资源两类，前者是其掌握的手头资源，后者是其可以通过信用水平和人脉关系进一步支配和利用的资源。

在静态资源方面，相关学术研究与实践总结表明，社会创业者的手头资源，主要包括实物、劳动力、知识技能三方面（Desa,2012；Desa and Basu,2013）。其中，实物资源主要表现为场地、资金、设施设备、工具等；劳动力资源主要表现为社会创业者自身，以及可以调动的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等；知识技能主要表现为某一方面的知识储备，如医疗、语言、专长等各种技能。也有学者没有按照资源本身的类型进行分类，而是按照资源所处的情境将静态资源分成两类（刘振等，2018）：一是正式制度相对健全的情境下，比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以市场主导的资源，如经济收入、政府再分配和公共部门补贴、互惠性资源（如捐赠、非货币性援助等）等；二是制度缺失的情境下，比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中以关系主导的资源，如社会创业者先前的经历、志愿者及其技能（如人脉、知识等）、声誉与沟通能力等。

动态资源与静态资源有所差异。在组织成立前的机会识别阶段，社会创业难以提供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不得不依靠可低成本获得的资源（Dacin et al.，2011），以弥补其经济能力的先天不足（Austin et al.，2006），而并非是静态资源的“即刻可取”。因此，社会创业者需要依靠其信用水平与关系网络，在机会识别阶段吸引外部的静态资源加入，从而减轻由于“经济理性”而造成的资源输入瓶颈（Santos，2012）。例如，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凭借大学教师身份的良好信用，以及基于乡村留守妇女人际关系建立起的小额信贷网络，有效解决了社会创业难以将产品和服务设定高价而导致的经济能力的不足。

静态资源不需专门搜寻，是可以迅速投入使用的手头资源；动态资源需要社会创业者进一步整合，体现出资源的延展性。在机会识别阶段，社会创业手头资源体现出的是非经济理性特征，特别是信用水平和人脉资源的“可延展性”能够有效克服资源的趋利倾向（Meyskens et al.，2010），通过手头资源的共享与流动鼓励授权合作而非竞争优势构建（Maclean et al.，2013），从而建立稳定的外部网络，共同探索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创造方式。

4.4.4　机会开发阶段的资源将就使用与积累

在机会开发阶段，社会创业过程已经识别和定位了需要满足的需求和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进入准备筹建组织（比如社会企业、NPO、NGO等），在使用手头资源创造相应产出的同时不断进行资源积累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按照资源拼凑的核心概念与内在逻辑，社会创业可能无法选择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但是可以通过将就使用手头资源，不断创造经济、社会、环境和人文等方面的产出，比如生产实体产品、提供社会服务等，不断积累资源储备，特别是对新动态资源的吸引。

从资源拼凑的类型来看，机会开发阶段中，社会创业同时运用物质拼凑和概念拼凑来实现资源积累（Molecke and Pinkse，2017）。在物质拼凑方面，社会创业通过使用“现成”资源找到解决社会问题和把握机会的可行方法，帮助社会创业者与利益相关者就如何创造社会价值达成共识；在概念拼凑方面，社会创业通过重新标榜社会价值概念及与之相关的“潜在”资源，以创造新故事服务于社会价值，创造促进利益相关者转变原有“利润/产出导向”测量思路，转而关注创造社会价值过程的有效性，调动资源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值得一提的是，机会开发阶段“现成”的物质资源与“潜在”的概念资源，机会识别阶段的静态资源与动态资源是相对应的，从而将就使用手头资源创造社会价值。例如，我国第一个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太阳村”创始人张淑琴，20多年来在政府机构、基金会等各类组织机构及义工的帮助下，在全国建立了9家机构，累计帮助6 000多名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从而影响和促进其父母能够认真服刑努力改造，为社会和谐贡献了力量。

在机会开发阶段，社会创业需要重点关注资源将就使用的效率及资源积累效应（Choi and Majumdar，2014），这具体表现在社会创业对手头资源将就使用的内在逻辑上，即经济身份的手段导向与社会身份的因果逻辑。一方面，资源的将就使用，无论是手头资源的种类还是将就使用的方式，都是以社会价值为使命，即因果逻辑是将就使用的主导逻辑或基础；另一方面，经济收益只是创造社会价值的工具，尽管社会创业者总是试图创造切实可行的方案或依托所处关系网络获取必要的经济能力（Meyskens et al.，2010），但由于社会创业受众往往难以足额支付产品和服务价格（Nga and Shamuganathan，2010），以及经济能力的先天不足（Austin et al.，2006），手段导向只是将就使用的支持逻辑或工具。

4.4.5　组织成立后的资源重构与吸引

在社会企业、NPO、NGO等组织成立后，社会创业进入了手头资源的重构与吸引阶段，社会创业中的资源重构，总体上是将就使用的进一步实践化，即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外部资源吸引。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手段导向逻辑下，市场主导的资源作为“有形”要素投入到社会创业降低在市场经济中不确定性的努力之中，在经济层面创造经济收益、商品和服务销售渠道，拓展与政府、企业等部门关系（Meyskens et al.，2010），从而解决经济身份“工具属性”的非预期问题；另一方面，在因果逻辑下，关系主导的资源通过关系网络提升社会大众的认知水平，以资源重构作为应对市场功能失灵、缓解制度压力、调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共同创造社会价值的手段（Di Domenico et al.，2010），并通过特许经营等手段迅速将社会价值传播到更大范围的受众，构建可复制的系统方法实现社会使命（Sunduramurthy et al.，2016），从而致力于形成社会价值的一致性强化及常规化，以刺激社会变革和满足社会需求（Desa and Basu，2013）。例如，智耕农创始人孙学音利用新闻媒体的工作经历与资源，通过关注少年儿童的食品卫生问题，进而搭建农村弱势种植者与城市爱心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在解决了绿色农产品销售难的同时，通过给城市弱势群体（如残障人士等）提供工作机会建立了广泛的顾客及志愿者网络，基于“素生活”理念成功经营社会企业。

有人对这一阶段社会创业的资源吸引进行了研究，发现组织成立后的社会创业过程中，通过资源拼凑可以影响宏观制度变革、引领技术规范构建，以及提高社会认知水平的内在机制（Desa，2012）。Estrin等人（2013）则进一步基于制度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社会创业面临的非正式制度核心问题，社会创业能够推动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建构，通过社会创业活动能够增强创业者的技能与自信心，在非正式制度影响下有助于社会与商业创业蓬勃发展。按照Estrin等人的观点，社会创业者面临的资源稀缺性程度更高，在“经济—社会”的资源利用认同机制建立之前，难以利用既有社会资本实现外部新资源整合，需要创造性地利用手头资源来实现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进而拓展原有关系网络，而后随着社会资本积累程度的加深，才能够让社会企业在组织层面实现持续成长。

实践之窗

从一家之力到跨界协作

据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中华儿慈会”）平台运营部高级主管、E公益联盟负责人马小艳介绍，E公益联盟将从不同层面为广大非公募类NGO的公益项目提供募款平台及传播支持，并通过过程与结果管理，提升更多NGO的项目设计与管理、善款预算与执行、网络筹款等能力。联盟首批专家团队包括互联网筹资专家、项目管理专家、传播专家、企业筹资专家、志愿者管理专家、财务专家等。根据不同情况，平台还将继续扩充专家团队规模。

互联网筹款一直是中华儿慈会的强项。2015年，该基金会互联网筹款第一次超过其他渠道，达到62%，而且2015年互联网筹款比2014年增加了400%。此后，其互联网筹款额连年增长，在近三年的99公益日中表现尤为突出。成立E公益联盟则是希望分享基金会在这方面的优势，提高其他小型儿童类公益机构的筹款能力。

“我们一直在向社会传达一种开放的理念，即无论是公募资源还是平台或资质，都应该和整个行业共享。”中华儿慈会副秘书长姜莹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不单单是共享公募资质，更深入层次的共享还涉及管理思维、资源匹配以及渠道的开拓等。我们希望分享自身的经验和优势，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助力公益组织尤其是草根NGO的发展，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是我们谈联合时想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

与E公益联盟的运作模式不同，由南都公益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壹基金等16家机构联合共建的“中国好公益平台”更像是公益领域的一次强强联合。平台成立之初就设置了三大目标：促进针对真实社会需求的公益产品的规模化；提升民间公益组织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夯实公益信任体系，成为公众寻找可信赖公益产品的窗口。

截至2018年5月，中国好公益平台累计遴选出53款优质公益产品（其中因为规模化成效不够理想、产权调整等原因，有5款产品退出平台，目前共有产品48款）。该平台为这些公益产品提供品牌认证、规模化相关的专题培训、一对一咨询、推广渠道、品牌传播、资源链接以及学习经费资助等方面的支持。

同时，平台还引入了“赛马机制”，为规模化效果良好的机构（数量上扩张至50家）提供一年20万元的奖励性资助，帮助这些机构在实现规模化的同时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和项目管理成效。

以“爷爷奶奶一堂课”项目为例。最初加入平台时只有6家公益组织开展该项目，通过路演等渠道推广，现在全国共有160多家公益组织在开展此项目。该项目发起人贺永强还当选为2017年“CCTV年度慈善人物”。此外，中国好公益平台及时协助团队对接了致力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顺德双创公益基金会，为该项目提供了70万元的社会企业转型探索资助，接下来还将为它们提供更高额度的天使投资。

资料来源：节选自“从一家之力到跨界协作公益联合如何才能避免流于形式？”，公益时报，2018-6-12，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14164.html
 .


4.5　社会创业资源整合与利用的价值效应

资源稀缺是创业过程的常态，社会创业尤为明显的原因在于资源的社会价值导向而非利益驱动，而在机会识别与开发阶段，社会创业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改变资源的趋利性认知，构建跨组织的“经济—社会”手段——目的关系的资源利用认同机制（Murphy and Coombes，2009），而这有赖于社会创业资源利用的结果或效果如何。从目前社会创业的实践发展现状及趋势来看，其资源利用效应与效果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4.5.1　获得融资

社会创业基于资源积累与吸引后，最为直接的效应就是获得来自内部及外部的资金支持。内部融资是由生产和交付服务或产品的现金流提供；外部融资或是用来支付临时经营性的负现金流，或是用来资助长期投资，如建筑物、设备或基础设施（Volkmann et al.,2016），如图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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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社会创业的内外部融资

资料来源：克里斯蒂娜K福克曼，基姆·奥利维·托卡斯基，卡蒂·恩斯特，等.社会创业与社会商业：理论与案例[M].黄琦，陈晓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在内部融资中，如果社会创业受众或第三方受益人有能力支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社会创业就可以获取这种收入流，但是也有特例，比如人权或暴力预防等领域通常没有这样潜在的战略储备。此外，公共部门也是内部融资的来源之一，官方公共部门通常在法律上有义务为社会创业组织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资金，或使用它们的自由裁量权在成本基础上提供项目资金。但是，这种资金来源一般不能用于盈利，因此在融资结构中有别于其他资金来源。

在外部融资中，社会创业所获得的外部融资不能用于组织盈利。传统上，捐款在社会领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其他可用的资金流，捐款具有非常重要的安全操作性。最近，社会企业也开始在融资结构里使用股权资本、债权资本或夹层资本（夹层融资）和混合资本。不过，资本提供者必须考虑到社会使命限制了社会企业的融资功能以及融资渠道，所以需要相应地调整融资手段，比如降低投资回报率，或组合各种融资手段（Volkmann et al.，2016）。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社会企业结合了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特点，因此可以使用与传统商业企业类似的融资手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改进是关于社会企业必须支付的利息或股息金额（苗青，2014）：股本可作为“耐心资本”而不支付股息；债务资本可作为“免息贷款”而不支付利息；社会企业还能获得捐款和混合资本。总体而言，社会企业融资手段的范围取决于其还款能力。

4.5.2　实现扩张

资源整合使得社会创业能够有机会实现扩张。Dees（2008）将企业扩张定义为“扩大某种经营模式的影响……以更好地匹配社会需求的大小程度或所需解决问题的严重程度”。这个定义表明，社会创业的扩张和业务的增长不一定是相对应的：前者专注于扩大对社会的影响，而这几乎是不可测量的；后者主要侧重于经济成功或股东价值的参数变化（Uvin，2000）。因此，社会创业的扩张并不一定意味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也包含着其他人对社会创业行动的复制。参照Dees、Anderson和Wei-Skillern等人的研究成果，社会创业的扩张策略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1）传播。传播类似于IT的开源方法，通过最早成立的组织为复制其方法的人或组织提供信息和技术辅导，使得社会创新得以实现（Dees et al.,2004）。社会创业通过传播可以较快地达到规模化，从而以较低的直接成本和较少的精力耗费达到预期效果。但是，传播的缺点在于缺乏对复制者的了解，以及复制者是否有复制的能力。常见的传播途径包括出版物（如宣传册、手册、公开演讲等）、培训、咨询和对资质认证标准的解读。

（2）从属关系。从属关系是指一个母组织与一个或多个在特定领域实施该方法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关系由母组织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议来确定，协议可能包括一般的或特定的指导方针等内容，比如共同品牌名称、资金责任等（Dees et al.，2004）。与传播相比，从属关系更有助于母组织控制其合作者，但从属关系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构建，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母组织的支持。常见的形式包括合资和许可。前者指合作伙伴成立新组织，分享资源，共担风险；后者指权力的转让，比如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

（3）特许经营。特许经营是非常紧密的从属关系，目前在社会领域得到了显著运用。社会创业通过特许经营能够从特许经营者和加盟者的网络协同效应，以及系统的技术转让中获益。品牌的一致性被视为特许经营中资源调动的关键，加盟者一致的外观有利于建立信誉、信任和品牌知名度（Ahlert et al.，2008）。特许人在选择加盟者时要谨慎，除了仔细考虑他们是否值得信任外，还要设立管理机制。然而，由于加盟者的独立性被认为是社会创业特许经营的重要特征，因此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平衡的问题。而且，在早期，特许经营的审核报告和加盟者的正当性往往被忽视。由于社会创业提供的大多是服务，因而很难界定除了品牌名称和初始知识转移之外的加盟者的价值主张。

（4）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是指创建某一组织的本地或当地分支机构，类似于商业领域的一家公司拥有的连锁店或分厂，代表了组织的策略可以得到创始组织最好的控制。当成功的扩张依赖于严格的质量控制、详细的做法和隐性知识时，开设分支机构是最佳选择。各个分支的中央统一协调有助于建立公认的品牌，扩大规模经济和传播文化等无形资产。但是，组织对协调分支机构的过分注重会使其忽视日常的业务运行，导致在提供服务方面的质量下降，因而更多的资源需求和缓慢的进展会导致成本的增加。

在确定扩张策略之前，社会创业者及其团队需要考虑控制能力和资源投入两方面的能力与上述四种扩张策略的关系，如图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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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社会创业的扩张策略选择

资料来源：克里斯蒂娜K福克曼，基姆·奥利维·托卡斯基，卡蒂·恩斯特，等.社会创业与社会商业：理论与案例[M].黄琦，陈晓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5.3　产生社会影响力

社会创业在实现规模扩张之后，就更加有可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静态与动态两方面：前者关乎效率，与社会创业在特定时间点的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相关；后者强调创新，侧重的是社会创业如何改变所处的环境，如何带动别的企业或组织开始提供解决方案并提供急需的商品和服务。

在静态影响力方面，相对营利性商业和政府供给两种理想的最优解决方案，社会创业可以作为针对长期社会问题的重要次优方案。一方面，作为专注于提供与特定的社会、道德或环境目标相吻合的产品的社会创业组织，可以理解为以全力追逐市场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模式的替代者。以高品质食品市场为例，考虑到市场竞争性，商业企业可以进入，但需要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质量，但由于受众支付能力的限制而可能不愿进入，这时社会企业就可以作为次优解决方案提供相关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创业可以作为理想化的政府解决方案替代者，利用所有净利润解决当地社区的社会需求，而并非以私人红利形式分配。在当地政府不能提供公共产品（如医疗保健和教育），或者没有一个高效、民主的公共部门时，社会创业活动就可以接管并提供相应服务，作为有效的次优选择来提升社会影响力。

在动态影响力方面，当涉及创新和可持续性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时，社会创业就显示出系统性的比较优势。与慈善性非政府组织相比，社会创业更加强调自给自足，基于不断尝试、试错和反馈来优化变革性解决方案，具有更高的可持续性；与营利组织相比，社会创业更加愿意使用“耐心的资本”来发展包容性市场，为社会变革赢得时间，同时专注于社会问题，使其能够得到关键的非货币资源（如志愿者），并且拥有值得信赖的、可靠的和合法的信誉，从而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与政府供给相比，社会创业强调“自下而上”，通过动员分散的实验和反馈提高适应性效率，能够通过解决少数群体的需求长期影响公共部门决策，同时愿意尝试更具风险和创新的办法，从而逐渐实现潜在的动态影响。

在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具体途径方面，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2012）设计了评估组织增加社会影响力的SCALERS模型，从七个方面设计了组织增加社会影响力的细节和类型，具体包括：

·人员配备（staffing）：填补需要应对任何变化的职位；

·沟通（communicating）：劝说主要利益相关者，使变革战略获得采纳/支持；

·建立联盟（alliance-building）：建立联系以带来理想变革；

·游说（lobbying）：拥护有利于组织的政府变革；

·收入生成（earning-generation）：创造收入以支持变革；

·再造（replicating）：复制组织发起的项目和倡议；

·刺激市场力量（stimulating market forces）：创造鼓励私人利益的动因。

调查研究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概念比较


1.社会影响力投资与慈善捐助


如果将慈善捐助中的捐助行为看作广义的投资行为，其本质就是，这种投资行为不追求任何财务上的回报，而完全追求投资所产生的社会正效用。并且，这种正效用往往有着明确特定的投资指向，因此财务回报上的风险在投资决策中不予以考虑。而不论侧重于哪个方向的社会影响力投资，都需从财务回报上予以考虑，即存在可以预期的财务收益，这一点是影响力投资与慈善捐助本质的区别。

通过社会影响力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可以反复再投资。然而，慈善捐助需要不断地输血，这也是两者在社会效益的扩展性、效率上的不同。所以，更多有策略、有远见、关注结果和效率的慈善家、基金会也开始采用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思想，抛弃了传统的单一捐助模式。


2.社会影响力投资与公益创投


公益创投是指应用公益慈善的理念以及风险投资的专业技术协同达到公益目的，从而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及影响。就投资的理念而言，公益创投更偏向于慈善捐助，旨在产生社会影响力。但是与慈善捐助相比，公益创投把影响力的持续产生作为投资的考量之一，更关注投资企业能否利用投资将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来扩大并持续产生影响力，而不像慈善投资，将主要理念的契合作为投资（捐助）的首要决策考量。因此，公益创投和社会影响力投资比较契合，两者的区别在于公益创投在财务回报诉求方面明显更低。


3.社会影响力投资与社会责任投资


社会责任投资是指通过公开市场交易的证券来投资那些有助于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改善的公司，并避免投资于烟草、酒类、博彩、武器制造等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公司。狭义上的社会责任投资是以避免投资可能对社会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为企业首要投资决策标准，而不是以追求社会环境问题改善，获取社会正效用为必要目的。这一点也是社会责任投资和社会影响力投资最为显著的区别，前者比较被动，后者比较主动。

综上所述，影响力投资其实可以看作位于强调社会价值的慈善捐助和强调经济价值的传统投资两个极端的中间层。公益创投和社会责任投资分别作为两个极端和中间层的过渡，基于此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影响力投资的性质与特点。

资料来源：由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共同编写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2013。

4.5.4　影响公共政策

在经过获得融资、实现扩张和建立社会影响力之后，社会创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会逐步积累并持续扩散，当这种积极效应，即解决社会问题的积极作用由个体到社区再到区域范围内逐渐显现时，就会对公共政策的完善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从目前社会创业的发展实践来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建立专职办公室


培育新领域需要建立一个能够管理创新基金、宣传和推广最佳实践、召集全国可以从该领域发展中获益的行动者的专职办公室。例如，英国的第三部门办公室、美国的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韩国的社会企业促进局等，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动国内社会创业的发展。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来管理社会创业活动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机构，未来有必要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来支持国内的社会创业发展。


2.拥有召集权利


召集权利体现为对社会创业活动参与者的“聚拢”作用，通过政策、策略及管理机制等的共同协作来推动社会创业的规模化、系统化发展。例如，美国白宫的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已经主办了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影响力投资会议，主题集中在“为绩效付账”和“社会影响力债券”。我国目前类似的活动主要还是民间自发开展的，比如“中国社会创业高峰论坛”等形式，未来可以向政府和民间共同开展、协同并进的方向发展。


3.推行新规则


成功的社会创业实践有助于推动新规则的产生和实施。例如在美国，很多公共养老基金都在进行所谓的“经济目标投资”，主要对象是服务不足的区域或社区，即国内新兴市场。其中，佛罗里达州近1.5%的退休养老金被投资到州内技术或其他成长性行业。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州政府认定，以其他市场利率期权作为比较基准，这些投资既符合“谨慎”投资的标准，也符合法律信托责任。因此，这一经济目标投资的合法化行为释放了巨量资金来支持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4.授权于个人和社区


影响政府将其权利进行下放，可能是社会创业资源利用价值效应的终极目标。实践表明，如果政府赋权于个人和社区，那么大部分促进社会创业的政府工作便会获得成功。例如，美国志愿队、“邻里承诺”项目、创新投资基金和社会创新基金等联邦政府项目，为地方机构和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了资金、指导和网络等基础条件。为了进一步释放社会创业的创新潜力，需要重新将政府的角色定位（或开拓）为市场形塑者，让其引导私人资本有利可图地、负责任地服务于公共目标，从而摆脱政府和市场这一刻板的二分法，基于社会创业营造共创美好、共享繁荣的新局面。


本章小结

社会创业的资源类型分为生产性的内部资源和工具性的外部资源，这些资源来源于市场或非市场途径。社会创业的资源整合过程，包含资源整合前的准备、机会识别阶段的手头资源梳理，机会开发阶段的资源的使用与积累，组织成立后的资源重构与吸引四个方面。社会创业资源整合与利用的价值效应包含融资、实现扩张、产生社会影响力、影响公共政策四个方面。


复习思考题

1.你认为社会创业的资源类型与来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或来源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2.在社会创业资源整合过程中，各个阶段之间在衔接时的关键要素分别是什么？

3.如何评价社会创业资源整合与利用的价值效应？尤其是如何客观评价效应大小？


讨论案例　罗德里格·巴乔和信息技术民主委员会

对于我们经常使用的新词“数字鸿沟”，我们可以理解为有些人被排除在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之外，在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发达国家中都有，如移民、残疾人和穷人。信息技术民主委员会（CDI）是一个致力于帮助和服务这类社会群体的一家社会企业。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对IT基础设施和技能的需求很大，而且不仅于此。1995年，罗德里格·巴乔，一个巴西的IT顾问，在里约热内卢的圣玛尔塔贫民窟成立了第一个CDI的信息技术和公民权利的学校。罗德里格·巴乔希望CDI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使人们在自己的社区成为积极的公民：“一个人必须相信通过掌握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依靠社区的力量来改变他们的社会现实。”CDI不仅提供计算机和通信基础设施，并且为人们提供长期的教育和支持。

CDI的使命并不只是关于IT技术，CDI学校或社区中心采取措施使低收入群体融入社会。相应地，每个新的CDI学校是在社区中通过信息技术解决挑战并发展创业想法而建立的。例如，通过提供免费或低费用网吧的上网计划，或者在社区开展反对虐待儿童的公关活动。学校的学生在他们从事经济和创业活动中掌握了新的信息能力和通信技术，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CDI提供计算机和其他硬件和软件，当地社区采取进一步行动，管理学校的日常运行，并提供教学楼和设施。在教育任务上，CDI遵循“培训—教学”的理念，与当地社区的志愿者和教师密切合作。学校的学生在学习一门计算机开发和软件技能课程的同时，也完成了一个社区项目。今天，CDI每年的预算超过500万美元。基金是小型的混合体，只象征性地支付教师学费，捐赠来自“维护者”和“支持者”，他们或捐赠资金，或捐赠物资。总的来说，CDI开发了多种资金来源，目标包括公众支持和与其他特定基金会合作，这些组织帮助弱势群体（如残障人士和慢性病患者），以及囚犯和吸毒者等。

建立第一个学校时，巴乔收到其他社区对这一形式的询问，以及来自企业的电脑捐赠。在成功建立和开办第一所学校后，他选择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在巴西建立更多的学校，而后推向全球。当地社区发来CDI新学校的提案，对社区工作如何推进信息技术提出建议。然后，CDI与社区合作培训（包括技术和教育）、融资、建立新的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CDI已经在巴西和拉美国家建立了超过700所网络信息技术和公民权利学校。CDI对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包括社会和经济两方面。例如，有超过5万名学生从学校毕业，增加了就业机会。此外，许多学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接受训练，社区项目得到发展，许多社区都能够接触到计算机和互联网了。

作为一个成功的社会创业先锋企业家，巴乔和CDI作为社会企业的成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也在巴西引起效仿。特别是巴西政府在21世纪头10年，制定政策应对穷人的“数字鸿沟”。如今这一行为已经得到更大的发展。最显著的是，成千上万的计算机中心已经建立了公共基金，中心提供计算机和外围设备以供大家免费使用，如搜索互联网、撰写和打印文档以及类似于CDI的培训课程。另外，现在商业网吧和计算机公司也把目标放在那些买不起个人电脑的低收入家庭。虽然这不是以CDI的方式培训计算机技能和发展社区项目，但这些企业仍然以低成本的方式提供有竞争力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接入。事实上，现在政府和私营企业也发挥了供给作用，并且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未来的CDI可能在细分市场中扮演为低收入家庭提供IT培训和入门准备的社会企业的角色。

（更多详细信息可查阅CDI网站http://cdiglobal.org/
 。）

资料来源：克里斯蒂娜K福克曼，基姆·奥利维·托卡斯基，卡蒂·恩斯特，等.社会创业与社会商业：理论与案例[M].黄琦，陈晓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讨论题：


1.你认为巴乔是如何整合资源的？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2.案例中巴乔的手头资源有哪些？他是如何运用的？

3.如果政府主导开发了类似的项目，你认为会对巴乔的社会创业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4.假如你是CDI中的一员，你会向巴乔提供怎样的建议，以扩大资源整合与利用的价值效应？


文献研读　Optimization or Bricolage?Overcom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Glob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Resource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repreneurial venture.For ventures operat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the process of effective resource mobilization can be especially critical to the social mission.However，there has been limited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approaches used by social ventures to mobilize critical resources.We study two processe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optimization and bricolage and examine the antecedent conditions that influence a venture's selection of these processes.Our theory predicts that 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and organizational prominence have U-shaped associations with the use of bricolage and positive associations with the use of optimization.We test our hypotheses on a sample of 202 technology social ventures from 42 countries and discuss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broader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s.


【文献评述】
 本章是在资源拼凑理论视角下，对社会创业突破资源瓶颈的假设检验研究。无论是在实证检验研究匮乏的社会创业研究领域，还是在已经成为热点议题的资源拼凑研究领域，本章的研究思路及结果都具有开拓性意义。

本章的研究问题是：社会创业者如何整合关键资源，以及资源整合路径选择的先决条件/前置因素是什么？文章从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RDT）（Pfeffer and Salancik,1978）和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RBV）（Barney,1991）两种理论出发，以来自42个国家的202家技术型社会企业为研究对象（涉及健康、教育、经济发展、环境和公平五个社会创业领域；其中63家营利性组织、131家非营利性组织、8家政府企业），对社会创业者层面/情境下，选择最优化和拼凑两种资源整合方式进行了实证检验，探究影响社会创业选择这两种方式的先决条件/前置因素。研究发现，环境状况（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强调由外而内）和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prominence，强调由内而外）与资源拼凑之间呈现出U形关系，与资源最优化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核心概念方面，本章采用Mair和Marti（2006）对社会创业的定义，即通过创新性利用和整合资源以追求机会来刺激社会变革和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拼凑采用的是Baker和Nelson（2005）的定义，关注得到被低估的、被忽视的或被废弃的，通常比较便宜甚至免费获得的资源的机会，具体分为以需求为基础的拼凑和观念的拼凑（作为一种设计理念创造新东西，即资源潜在优势导向的）两类。

在主要观点方面，本章将资源最优化与资源拼凑视为互补的、同时进行的、而非排斥的关系，认为两种方式都是以需求为基础的，遵循资源潜在优势导向进行整合。作为社会创业实践，始终要面临更加严重的资源稀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创业面临更严峻的资源形势，最为突出的是机构融资机制不健全，甚至没有相关政策制度；即使是发达国家，这种社会使命与经济回报之间的不对等也会影响其资源获取。作为资源整合的途径，依据RDT理论，最优化和拼凑都可以降低资源依赖程度，如何选择取决于效率与稳定性之间的权衡；依据RBV理论，最优化与拼凑的选择，取决于成本与竞争优势的平衡。

在变量及测量方面，本章数据来源于公开的一手和二手数据，而不是问卷，这一点是值得社会创业研究者尤其是基于理论驱动的实证检验研究者学习的。因为问卷数据难以避免取样的代表性、结论的外部效度等问题，但公开数据却能实现验证，结论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本章的因变量一是拼凑，二是最优化，关注的是三种资源，即材料、劳动力和技能。两种路径下均是通过对文档数据进行内容分析的一致性检验编码得出，两个因变量的赋值分别为0、1、2、3，根据三种资源的多少确定。自变量一是组织能力，二是环境状况。组织能力包含三个方面，即组织成立的年限、组织规模（员工数量）、组织收入（来源于财务报告）；环境状况包含两个方面，即人文发展指数HDI（来源于联合国报告，体现环境的社会状况）和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包含宏观环境指标、公共体系指标和技术就绪指标，体现环境的经济状况）。控制变量包括社会企业类型、公共利益领域、创办的地区（看创办与运营是否在同一个地区）、美国企业、项目周期和经费来源。

社会创业面临的资源限制相比商业创业更难，原因在于：一是不能将其产品和服务设定高价，由于社会与财务双重使命限制了资金、经验和材料的资源获取；二是宏观环境因素，比如社会、技术、政治等的制约。本章的关键理论贡献在于，针对最优化资源配置和资源拼凑两种路径的研究很多，但鲜有研究关注两种路径选择的先决条件/前置因素，本章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社会创业者为何整合资源，哪些因素影响资源整合路径的“过程前端”的研究，有助于后续研究构建“前置因素—资源整合—效应评价”的过程研究逻辑。而且本章发现，最优化和拼凑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将设备最优化以制造高质量产品，同时通过拼凑志愿者来售卖产品，从而改变了两种方式的“零和观点”，为后续社会创业的动态跟踪调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文献出处】
 Desa G，Basu S.Optimization or bricolage?Overcom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glob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J].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3,7（1）: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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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机会与社会创业

学习目标

熟悉社会创业机会的来源和定义

了解社会创业机会的属性

掌握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过程

理解开发社会创业机会的影响因素

本章纲要

社会创业机会的两方面来源

社会创业机会的四种属性

三种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过程

影响社会创业机会成功开发的因素


开篇案例　NextDrop公司的创业故事


关注社会问题


“我今天能得到水吗？”至少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1/3家庭每天都面对这个问题。这些家庭虽然有自来水管道供应，但是却在不确定的时间供应，而且每次只有几个小时。这一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公用供水公司面临追踪配水的困难，缺乏技术监测并有效地管理的供应系统，造成水使用效率低下。


解决方案/成长故事


NextDrop公司通过使用手机从运营者那里收集实时水供应信息，再通过系统以短信的方式将公用供水时间发送至居民，以解决这一日常生活难题。NextDrop为公用事业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ICT基础设施管理和监控配水系统。阀门工作人员打电话到互动式语音应答系统（IVR），通过后台技术处理数据，实时将信息送达居民和公用事业决策者，居民接收短信得到具体的水将到达的时间，工程师收到水推迟到达的报告。这一切都是使用手机完成实时信息传送。

这个项目的想法源于一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生在印度胡布利做她的“间歇性供应”博士论文。在收集数据时她发现，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水，她认为她有这个问题，那么其他在胡布利生活的人都有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信息学院一个研究生课程的项目，创业团队基于这个项目完成的商业计划参加了2011年GSVC，并进入全球总决赛。在脱颖而出后，NextDrop利用奖金开始在胡布利试点。2012年1月它有了1 000个用户，4个月后快速增长至2.5万个用户。

目前，NextDrop在印度的胡布里市和班加罗尔地区运行，通过与公用供水公司的长期合同提供供水管理系统和服务并收取费用。NextDrop对居民仅收取每月10卢比的供水短信通知费用。

除了GSVC的2.5万美元奖金外，NextDrop的主要资金来自Knight基金会等的45万美元资金。可持续运营主要通过向公用供水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收取费用。

[image: ]



社会价值


到目前为止，NextDrop已为胡布利-达尔瓦德地区超过7.5万名居民提供服务，并已扩展到班加罗尔（印度第三大人口地区），解决了人们日常供水的这一难题。CEO Anu Sridharan因此入选《福布斯》全球30位30岁以下社会企业家榜单，未来NextDrop的服务将扩展到更多地区。

NextDrop系统非常有效地集成了现有可用技术，如开源软件、谷歌地图、手机短信、IVR（语音）以及低成本SCADA，用来监测和控制水处理和分配。基于Web的系统采用开源软件和谷歌地图来实时显示阀门和其他系统部件的状态。

资料来源：“好公司”网站，http://www.haogongsi.org/2016/11/04/global-social-enterprise-case-selection-nextdrop/
 。

社会创业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引领社会价值增加，促进社会进步。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公共问题、低效的政府处理手段完全可以成为创业者能够利用的创业机会。创业的核心是创业机会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全球诸多学者的认同（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Short et al.，2010；Suddaby et al.,2015；斯晓夫等，2016）。Short等人（2010）更是直言：“没有机会，就不存在创业。”
[1]

 事实上，创业机会在近10年的创业研究中取得了较长远的发展，如果说一直以来对于创业机会的观点认为，机会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中等着创业者去发现，那么现在创业学者所达成的较为一致的共识认为，创业机会不仅存在于物质世界中等待创业者去发现，还存在于创业者的主观内心之中，等待创业者进行机会的构建甚至创造。创业机会的构建或创造需要与社会环境不断地交织以进行迭代，从这一点来说，社会创业——这种以创新商业手段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创业行为，与机会构建或创造似乎天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一样，创业的起点均是识别出创业机会（Austin et al.，2006），但是毫无疑问，社会创业机会在机会的来源、开发机会的过程、机会对创业者的要求等方面，均与商业创业存在较大不同。基于上述分析，本章将首先介绍社会创业机会的来源、属性，然后详细讲述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过程，最后阐述影响社会创业机会成功开发的因素。


[1]
 “Without an opportunity, there is no entrepreneurship”.


5.1　社会创业机会的来源和定义

5.1.1　社会创业机会的来源

社会创业机会从根源来说源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Zahra et al.，2008），并由具有共担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的独立创业者或组织机构进行创业机会的开发（Prahalad，2006）。在市场失灵方面，主要体现在市场机制具有内在的缺陷，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企业（无论是新创企业还是非新创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创造顾客。但数十年来一般的企业常常只关注那些有足够消费能力的顾客，而并不关注那些消费能力不足的顾客。因而，Prahalad（2006）提出，企业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创造顾客，还在于帮助已经大量存在于“金字塔底层”那些消费能力不足的顾客的需求，Prahalad所提出的满足“金字塔底层”贫困民众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物品的属性特征。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公共物品既不可能通过大规模收费来收回成本和维护费用，又非常可能供应不足，市场失灵在公共物品的供应上极其容易出现。很多社会创业的宗旨即是解决社会公共物品的供应不足，它是社会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

在政府失灵方面，不仅体现在政府无法在公共物品得不到很好满足的情形进行有效回应，还在于政府的不适当介入和垄断力量。不适当的政府介入所带来的社会创业往往是由于政府改变税制、补贴以及其他不适当的政府刺激结构政策引起的（Dean and McMullen，2007）。例如，政府可能为了地方经济发展，不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优化，引入污染企业，如此产生了环保组织的社会创业机会。此外，公共政策的变化还可能加速社会创业的进程，因为有些政策不仅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还能够进一步促使新的社会创业的产生。而政府垄断力量使得纯粹的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社会需求不能通过正常的市场购买得到满足，这为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提供了契机。社会创业者可试图在垄断无法满足的社会需求与自身的技术能力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利用创新的模式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
[1]



5.1.2　社会创业机会的定义

所谓创业机会是指形成新的手段、新的目标或新的手段——目标的关系，来达到引入新产品、新服务、新原材料、新组织方式的境况（Eckhardt and Shane,2003;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社会创业机会的来源——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造成了社会两个突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公共物品在市场中的不足，以及政府不作为或“过度”作为造成的社会效率或效果的不佳。这些矛盾正是社会创业机会的根源所在。换言之，市场无法有效地分配商品和劳务，这为商业创业和社会创业均创造了机会窗口（Austin et al.,2006）。根据社会创业机会的定义，它包含普遍性、紧迫性、创新性、关联性四方面的属性。


[1]
 在垄断力量下进行社会创业，这也是社会创业常常与制度创业交织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傅颖等，2017）。


5.2　社会创业机会的属性

5.2.1　普遍性

社会创业机会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类社会美好生活需求的普遍存在。例如，世界上有将近30亿人，中国还有7 000万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贫困同时还引发了其他的系列社会问题，如饥饿、儿童死亡、文盲、预期寿命短和暴力等。数据统计，有1/3的人死亡是由于与贫穷有关的原因造成的。贫困问题以及无数其他社会问题，都是广泛而容易观察到的，这为社会企业家创造了许多机会。

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创业者很可能会发现、关注并着手解决世界上最普遍的有关人性关爱的社会问题，以图创造社会价值，比如那些关注儿童饥饿问题的创业项目、乡村地区的未成年人教育问题、地方性环境污染项目等。一定程度来说，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贫困人口，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社会创业机会便会普遍存在。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公司层面进行社会创业的举动，也从侧面反映了全球社会创业机会的普遍性。

5.2.2　紧迫性

社会创业机会常具有紧迫性的特征，如地震、台风、战争、种族灭绝等的不可预测性，或者类似灾难的发生，会造成直接的、可怕的、无准备的公民和社区的需求。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机会需要快速反应，产生了机会的紧迫感。例如，在汶川地震之后，许多大学教授立即行动，成立了类似孟加拉尤努斯一样的小额贷款帮助灾区的灾民恢复生产生活，还有组织和个人成立花卉公司，帮助灾区民众种植玫瑰，实现创业致富。同样地，对于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不足，以及上述提到的贫困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是关乎整个人类生存的问题，对社会创业进行公共物品提供的创业组织而言，早一天开始行动，就能帮助更多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民众。在中国，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贫困问题只剩下短短两三年时间，我们呼吁有志付诸社会创业理念与行动的创业者，抓住社会创业机会，宜早不宜迟。

5.2.3　创新性

创业的本质是创新，企业家是熊彼特书中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国王”，这些“国王”必须是以创新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对于社会创业活动，社会创业的宗旨在于以创新的伴有商业的手段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创业的根本目标在于增加社会的福祉，创业者所利用的创业机会，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属性。Zahra等人（2009）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创业者在社会创业中所从事的活动，社会活动的范围、受众、频率等，在综合考虑不同类型的社会创业者所识别的创业机会后，根据创新程度把社会创业者角色细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社会修理工、社会建构者和社会工程师。简单而言，社会修理工类型的社会创业者偏于具备技能创新；社会建构者类型的社会创业者具有行业或市场创新的要求；社会工程师类型的社会创业者的创新要求最高，属于熊彼特式的系统的变革式创新，因而有学者甚至提出社会创业机会的特征甚至包括激进性（Zahra et al.,2008）。同样地，Martin和Osberg（2007）指出，只有利用机会在社会中创造新的社会系统平衡才能算作社会创业者，否则只能算作社会服务者或社会活动家。

5.2.4　关联性

创业机会的关联性体现在，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不单单依托于机会本身，还依托并关联于创业者的背景、价值观、天赋、技能和资源。社会创业旨在以商业的方式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复杂问题，就像本书在第1章提到的教育问题、贫困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可以想见，其中的一些社会问题与某些社会企业家越相关，越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可能与企业家自身的专长、技能甚至经历引发的信念有关。例如，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因为从小读书少，在功成名就后投资捐建了汕头大学，同样因为在其9岁时父亲因病无钱医治，这个巨大的痛苦经历使他及其基金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人类医疗事业的发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弥补内心的苦痛。总之，相关性可能会影响到创业者对他们所处的环境做出反应，在抓住创业机会和创造社会新产品及服务时有所侧重。


5.3　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

5.3.1　机会的开发

创业属于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都研究创业。过去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可以总结为三方面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创业机会存在于客观环境中，是被创业者发掘出来的（Shane，2012），创业机会的开发是发现以及利用能填补市场的空缺，达到市场的均衡（Kirzner，1978）；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机会开发是一项机会构建活动，提出创业机会开发的重点不在于从现有手段中筛选出最优方案以实现预设目标，而在于创业者使用已经拥有的手段和资源与社会环境进行交织以构建出目标（Sarasvathy，2001；Sarason，2006；斯晓夫等，2016）；还有一部分学者指出，创业机会并非客观存在，也非先于创业者的意识，而是被创业者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Ardichvili et al.,2003;Alvarez and Barney，2007）。上面三种观点在下文中分别称为发现型创业机会、构建型创业机会和创造型创业机会。

机会是通过创新性的资源组合提供更高的价值来满足市场需求或兴趣，
[1]

 谨慎地调查和有能力的资源投入将帮助创业者开发创业机会，机会开发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仅仅有机会的感知或机会的识别不一定能够将机会完全开发从而演变为一项可行的创业活动（Ardichvili et al.，2003）。相比于机会识别，更应该关注机会开发。事实上，机会的开发已经包含了识别（recognition）。机会开发是随着时间由创业者将未完全成型（unformed）的灵感或创意逐渐与资源和外部社会环境链接而开发到成型的过程，它包含识别的（recognized）过程和链接的（articulated）过程。


1.机会的识别过程


机会的识别过程是识别市场需求或消费者兴趣的过程。一些创业者对市场需求或消费者兴趣点非常敏感，他们具备在环境中不断发现新产品（或解决方案）可能性的能力。例如，他们可以通过观察父母在管理小孩的需求发现其中的创业机会，或者通过观察老年人的起居感知到潜在的机会。感知市场需求/消费者兴趣的差异是由个体对创造新价值的敏感性造成的。换言之，当顾客以某种方式认识和阐述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不足时，创业者就会感知到机会将形成发现型机会；当顾客以某种方式认识和阐述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缺失时，感知敏感的创业者能透过其思维方式上与他人的不同，感知到顾客所表达出的需求，从而将可能产生构建型创业机会。这些创业者感知能力的差异可能来自遗传、背景和经验的变化，或者他们对特定机会所拥有信息的数量和类型。

少数思维与众不同的创业者，甚至能以感知自身的兴趣而推己及人。感知到某一特定消费者兴趣，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产品是因为某位创业者感知到的消费者兴趣而诞生的。例如，世界上第一台空调的创造是一名叫威利斯·开利的美国印刷厂工程师为了夏天印刷设备保持低温而发明的。他和几个合伙人于1915年成立开利公司生产离心机空调。最早的空调实际上不是给人用的，而是用于印刷厂、纺织厂的机器。又如，钟爱冒险的埃隆·马斯克的自身兴趣之一是探索外太空乃至移民火星，他成立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事实上很多地球人有太空旅行的兴趣。上述创业者把自身的信念和灵感与消费者兴趣相结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会，将可能产生创造型创业机会。


2.机会的链接过程


机会的链接过程是指发现特定市场需求和特定资源之间的“契合”，或者以商业的形式在当前潜在的需求/兴趣和社会环境之间创造一个新的“契合”。创业机会发现需要识别特定市场需求和特定资源之间的“契合”。机会和资源是紧密相连的，在柯兹纳（Kirzner）的创业机会发现理论中，他指出当创业者认为，如果将资源从目前的次优配置重新部署到更有希望的机会能赚取更大利润时，他们将决定开始新的业务或扩展新的产品市场。也就是说，他们将做出决策，把本身原来用于生产A产品的资源用于生产B产品；或者，不再在C地生产A产品，而是到D地进行A产品的生产。

构建型和创造型创业机会的链接过程，需要以商业的形式在当前潜在的市场需求/兴趣与资源之间创造一个新的“契合”。具体来说，此时机会与资源的链接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创业者进行资源的再配置以填补市场机会空白，而是创业者和社会的共同演进，机会不是已经存在于社会中等待创业者去发现，而是结构化的动态构建过程（Sarason，2006）。这个过程中要求创业者创建一个将市场需求与资源相匹配的新的商业概念，而概念创建可能远远超出当前资源和需求匹配的调整范围，甚至可能导致现有业务的重大重组或“激进创新”，以提供优于当前可用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总之，此时机会的链接过程不仅仅是特别创业个体匹配资源的功劳，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情境和社会的影响，它是不断试错的、不断塑造和迭代的过程开发产物（Dimov，2007）。

5.3.2　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过程


1.发现型创业机会及其开发过程


当某个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中既有需求也有供给，但在某个空间或时间的供给不足时，将产生创业机会。当有创业警觉性的创业者发现了空间或时间的需求时，创业机会被发现，创业者所识别和利用的是发现型创业机会，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创业重要的是找到和打开销路”就是这个道理。从理论上来说，发现型创业机会属于柯兹纳（1978）所提出的以创业警觉性填补市场的空缺，进行市场的套利，此时创业机会本身便是有利可图的。“套利”性质的创业机会发现，在时空上往往存在较为明显的市场缺口，多数人能发现它们（但不代表多数人能开发它们），它要求较低甚至不需要人力资本要求，只需较低的创业警觉性。举例来说，贫困居民利用小额贷款进货，沿街贩卖小商品，属于典型的打开时空缺口的发现型创业（Alvarez and Barney，2014）。

社会创业既可以是这种自己发现存在于社会中的创业机会解决自身贫困问题的“草根创业者”，也可以是具备技术和业务能力的创业者或公司。此时发现型机会虽然独立于创业者而存在，但它只能被某部分创业者发现，要求创业者根据自身的技能和行业市场进行一定的链接。举例来说，一个贫困居民敏锐地发现当地没有早餐店，并利用自身烹饪技能创办一个早餐铺或早餐店，属于机会发现型创业。又如下面实践之窗的小案例所介绍的Airbnb，作为全球著名创业公司，收购Accomable属于为大量残障旅客的租房需求的发现型机会开发。

发现型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过程如图5-1所示。发现型创业机会源于机会本身。机会本身是外生的，独立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中。在社会创业中，这些机会来自市场或政府的失灵，创业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搜寻就会发现社会创业机会，社会创业者能真实地感觉到创业机会的存在，即社会需求的存在，在此基础之上创业者将机会与自身的资源、社会网络等相链接，进行特定市场需求和特定资源之间的匹配，最终开发出社会企业的创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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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发现型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过程

实践之窗

Airbnb重视残障人士租房需求

Airbnb是一个旅行房屋租赁社区，成立于2008年8月，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用户可通过网络或手机应用程序发布、搜索度假房屋租赁信息并完成在线预订程序。2015年，Airbnb的估值已经达到200亿美元。Accomable创立于2015年，采用与Airbnb用户直接向房东租赁房子，网站从中抽成的商业模式相近，只是Accomable面向残障人士提供房源，而且只向房东收取佣金。

为了让残障人士能顺利找到合适的租住房，Airbnb正在推出无障碍选项，并宣布收购初创公司Accomable。在收购Accomable后，Airbnb将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合适的房屋。

Accomable由两个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残障人士Srin Madipalli和Martyn Sibley共同建立，他们喜欢旅行，但一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

Srin Madipalli透露，Accomable有大量的潜在客户群体，但没有足够的现金和员工扩充房源。网站目前仅能为5%的预订用户提供服务。此前，公司从投资者处筹集了近40万美元。“我们每天都有需求，这就是我们想与大公司合作的原因。”

资料来源：https://www.tmtforum.com/observe/6992.html
 。


2.构建型创业机会及其开发过程


当市场上存在潜在消费者的需求，但并不存在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市场的供给（供给缺失）时，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创业机会属于构建型创业机会。此时需要创业者与社会环境进行有效的交织以构建创业机会。举例来说，消费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有手机的需求，但是在乔布斯推出苹果智能手机前，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这样一款手机。苹果公司所发明的iPhone是乔布斯与消费者使用习惯不断交织而开发出的产品。理论上来说，构建型创业机会存在市场的潜在需求，这种尚处于潜在和不成熟的需求被有较高创业警觉性的创业者感知到。在机会识别阶段，创业者一方面进行内心主观上的机会信息加工（Vaghely and Julien,2010），逐渐将消费者潜在需求的不确定性进行降低而逐渐清晰（Autio等，2013），但毫无疑问，在面临不确定时，创业者必须在千百个方案中经过反复循环思考和评估选择其中的一条；到了机会链接阶段，创业者需要将选中的那个方案与社会环境链接。构建型创业机会因机会所生成的商品或服务的超前性，极有可能需要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和政府制度的认可，这就形成了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构建，一方面要求创业者具有高警觉性和超前的消费者需求主观感知，并将需求客观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社会习俗和/或制度之上对机会的构建（Cornelissen and Clarke,2010;Wright and Zammuto,2013）。这种构建可能是资源利用方面的机会构建，也可能是组织形式上的机会构建，还可能是制度层面的机会构建（斯晓夫等，2016）。也就是说，构建型创业机会的开发，创业机会不仅取决于市场是否有需求，还最终取决于创业者的社会化技能在资源利用、组织形式设计以及制度创新三方面的链接能力。UBER出现之前从来没有这样一款软件，但消费者有打车的需求，UBER的出现满足的是消费者常常打不到车的需求，但在让消费者接受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培养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还要不断满足政府的监管制度。

构建型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过程示意如图5-2所示。构建型创业机会源于市场机会被创业者感知的情形判断。换句话说，机会本身存在外生属性，但机会的识别尤其被市场接纳的过程极大地仰赖于创业者，需要创业者不断地克服创业的混沌情境。社会创业中构建型创业机会的开发，同样地，在机会识别阶段，是社会创业者基于潜在市场需求，进行创造性的想象，经过反复循环思考和评估选择其中的一个方案；在机会链接阶段，社会创业者通过社会化技能，达到市场与社会接受产品或服务的目标。下面小案例中提到的Avani Eco公司开发的木薯环保袋产品，市场有购物袋等塑料袋的需求，但从没有这种环保的木薯袋子，这来自创业者的创造性想象，同时一方面又需要让消费者了解，让政府支持，从而共同为美好社会服务。总之，社会创业机会存在于广阔的美好社会的需求中，受助于创业者想象与社会化技能的互动，通过创业者概念化、客观化以及实施三个过程来完成创业机会构建的过程（Tocher et al.,2015）。事实上，如果说发现型创业机会开发有明显的发展路径可循的话，那么构建型创业机会则有几分随机的成分，这种构建是不能被完全预先预计的（Luksha,2008），它的失败概率比发现型创业机会大得多，因为面对消费者的市场需求而开发出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可能并不买账，当然也可能消费者喜欢却又遭到了政府监管者的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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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构建型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过程示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创业与社会创业在创业机会构建时，一个最关键的差别在于创业者的愿景和使命感。社会创业者具有很强的美好社会价值的传递意愿，他们可能试图以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不公、贫困、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发现其中的创业机会以完成美好的愿望；或者至少这些社会创业者是出于同情心，他们通过亲社会举动的“发心”，感受到世界上弱势群体在遭受伤害时的情感（Miller et al.,2012），发现属于这些弱势群体的创业机会。

实践之窗

印尼Avani Eco公司的木薯环保袋

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全球身陷白色污染危机。全世界各地的沙滩、公路、下水道，塑料袋、食品包装袋随处可见。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的Avani Eco公司利用可食用的热带根状植物木薯为原料制作环保袋（Cassava Starch Bags）。只要将其放置在80℃的热水中搅拌30秒，就可以溶解成一杯可以直接饮用的蓝色饮品。因此，即便被动物或海洋生物误食，也不会对它们的身体产生太大伤害。在自然状态下，数月后它能完全自动分解，大大减小了对环境的负担。

来自巴厘岛的Kevin Kumala于2014年和校友一起在印尼爪哇岛创立了这家企业，2015年其产品正式上市销售，目前还生产出以甘蔗为原材料的食品餐盒及用玉米淀粉制成的吸管。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印有“I'm Not Plastic”（我不是塑料）木薯手提袋，价格比普通塑料袋贵3美分左右。工厂每天大约生产3吨的木薯手提袋，然后送至商店和酒店，大部分销往巴厘岛和印尼全境，而且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也愿意进口该公司产品。

关于创立这家企业的初衷，Kumala说：“我是潜水和冲浪爱好者，但在我有限的视野里看到的全是塑料垃圾。”在目睹了巴厘岛海滩触目惊心的大量塑料污染后，他坚定认为自己正在做一个“必须解决的事情”。

在印尼的巴厘岛地区，沙滩、公路和下水道里，塑料袋、食品包装袋随处可见，使其深受白色污染。根据美国海洋保护慈善组织统计，拥有1.7万多个岛屿的印尼是世界上第二大海洋垃圾制造国。Ellen MacArthur基金在2016年的一份报告表明，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的重量将超过鱼类。Kumala提出的这种解决方案的时间也非常关键。

但在探索以木薯为原料生产可以代替传统塑料的道路上，还是遇到了不少挑战。其一是资金，虽然在2017年年初融到了第一笔资金，但大多数投资者还是没有充分地准备应对该领域的投资风险；其二来自产品的价格因素，高于普通塑料袋两倍的价格使其在市场推广上还是遭遇了一定阻碍，尽管有一些产品（比如雨披）比传统塑料制作得更加便宜。

不过Avani Eco也从巴厘岛当地的一次活动中受益，两位来自当地的年轻女孩Melati和Isabel Wijsen为了唤起公众对于塑料污染的认识，以及呼吁政府给出表态，发起了“塑料袋再见”（Bye Bye Plastic Bags）的活动，最终成功说服政府并且获得100万印尼盾的捐款。

联合国环境署海洋问题专家Habib El-Habr表示：“如果再不限制塑料袋的使用，到2050年，海洋里的塑料垃圾将会比鱼类还要多。”同时他也提到生物塑料是“创新的解决方案”，可以成为长期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我们对这项技术的了解还不够，仍存在不少争议。”因此，在这个产品领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实践力量的投入。

资料来源：转载自http://www.haogongsi.org/
 。


3.创造型创业机会及其开发过程


当市场上还未出现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时，创业机会出现的根本原因不是环境的外生性，而是源于创业者的内心创造，这样的创业机会我们称为创造型创业机会。创造型创业机会没有历史数据可以研究，没有同行标杆可供参考，没有合适的预测模型，完全体现了创业情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创造型创业机会来自创业者不断地反复思考，进而将他们所进行的创造性想象进行迭代实践，从而形成产品或服务。创业者创造创业机会就好像艺术家通过想象创造出一件全新的作品一样，带有“艺术品”的属性（Sarasvathy et al.，2010）。创造型创业机会引导的企业创新属于垂直进步
[2]

 ，这种进步意味着要探索新的从0到1的进步道路。垂直进步的本质来自科技的发展，但科技不限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任何新方法、新工艺，使得事情能更易完成的方法都是科技。创造型创业机会需要创业者尝试从未做过的事。

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过程如图5-3所示。创造型创业机会源于创业者。具体来说，源于创业者的信念，信念是创业机会成功识别和开发的重要因素（Wood et al.,2014；Autio et al.,2013），创业者信念是创业者希望这个世界以及人们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考虑目前“我”所拥有的渴望、资源和经验（McMullen and Shepherd，2006），想象“我”是能进行（某项）创业的“第一人”（first-person）（Wood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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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过程

在机会开发过程中，机会识别阶段社会创业者努力把改变的信号（如个体接触的新信息、新条件）形成有意义的信念，这种信念能带来一些行动，但不保证最终取得净利润（Grégoire et al.,2010）。这种强大的信念所带来的创业灵感是创造型创业机会的源泉所在，信念会激发创业者的灵感（Corner and Ho,2010），这个带有创造性的灵感常常并非一蹴而就，此时创业者头脑中信息加工的关键在于把内心的主观观念，把产品或服务所在的情境和位置，在被消费者客观认识之前解释出来，经过反复的思考、评估，使创业者在千百个可能的创业方案脱颖而出，形成具体创意方案，再与潜在的社会情境和资源相链接，这个链接过程与上述构建型机会开发类似。同样地，由于机会识别阶段的灵感以及链接阶段的不可预测性，机会的创造是不能被预计的，它是在时间轴上被多阶段选择出来的（Eckhardt and Ciuchta，2008）。

即使从全球范围来看，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也是“觉悟”（enlightenment）创业者的专利，这种“觉悟”是创业者以自身的信念思考
[3]

 和判断这个世界应该出现何种满足弱势群体的产品或服务。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不仅需要创业者的悟性，还需要吸引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并把他的觉悟体现到产品或服务的设计上。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具有创业的最高不确定性，但机会属于革命性的创新变革（Zahra et al.，2009），并能够对社会新平衡的创建或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Martin and Osberg，2007）。发现型社会创业机会与构建型社会创业机会都可以通过填补市场的空缺为创业者带来经济收益，而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成功将影响整个行业价值链甚至整合多行业价值链，再产生出大量新的创业与就业机会（Zahra，2008），既影响社会层面的创业绩效，也影响企业层面的绩效。举例来说，当爱迪生发明白炽灯之后，他付出巨大努力使政府以及普罗大众接受这一从未出现在市场中的产品，与此同时，白炽灯的出现使得各地的发电厂迅速发展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对美好社会的贡献更大。

实践之窗

ThoughtWorks公司的创造型创业机会的开发

ThoughtWorks不仅仅是一家软件公司，同时也是一个社区：我们汇集满怀激情的软件精英，通过技术和客户共同应对最艰巨的挑战。同时我们寻求IT行业的革新，并致力于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家公司为了能够可持续的发展，确定了企业的三根支柱，这三根支柱中前两根是经营可持续的业务、技术卓越。第三根则是积极倡导社会和经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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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支柱部门被称作“P3”，相当于“社会实验部”。它是为了能够更有效利用我们的技术能力，然后确确实实地给社会带来一些改变。这个部门的创业故事可以分享如下几个。

（1）中国可持续渔业网站。为了让渔业变得更加可持续，P3建立一些指标体系以及渔业资源数据库。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如何可持续运营中国渔业资源。

（2）在非洲埃波拉病毒的疫区，以数字化的方式为疫区定制了一款让医生更加自由高效地在疫区和非疫区之间建立和管理病人医疗档案的医疗解决方案。

（3）在技术型公司里，女性很难就职工程师职位，科技企业里女性常从事比较边缘的角色。为了能够帮助更多女性，让她们更有效地参与到科技行业里面来，ThoughtWorks做了一个“卓越女生”计划。

ThoughtWorks本身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就是如何能够把IT技术与公益事业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面向用户挖掘需求，用做软件设计的思维，用敏捷的方式把这些软件开发出来，从而发挥技术本身最大的影响力，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ThoughtWorks属于一家IT公司的社会实验。

资料来源：改编自Thoughtworks（深圳）总经理朱晨的讲话发言，http://www.haogongsi.org/2016/09/10/thoug-htworks-a-it-companys-social-experiment/
 。


[1]
 发现型和构建型机会开发满足的是市场的（潜在）需求，创造型机会开发满足的是市场的兴趣。


[2]
 创业机会所引导的企业创新进步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水平进步；二是垂直进步（可参考斯晓夫等编著的《创业管理》）。水平进步也称广泛的进步，是照搬已取得的成功经验。


[3]
 这种思考可能不仅仅是物理思维，可能还是破界思维、生物思维，甚至宗教所说的悟性思维。


5.4　影响社会创业机会成功开发的因素

5.4.1　共同因素

对社会创业者而言，找寻到一个能够实现自身社会理想的创业机会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上述三种社会创业机会类型，开发过程各有不同和侧重，但对于识别和开发上述创业机会，有下面四个方面的共性，这四个共性也是影响社会创业者机会开发的主要因素。


1.创业信念


信念一方面能提高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另一方面能帮助创业者减少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创业拖延（McMullen and Shepherd，2006）。创业机会的开发需要创业者有“第一人”的信念，那就是为什么“我”能开发这个创业机会，进而采取创业行动。创业信念来自个体的异质性知识、经历和深层次价值观（Shepherd et al.，2007；Wood et al.，2014）。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业者，他们发现市场或政府失灵，然后找寻创业机会，他们价值观的出发点不是单纯地赚取利润，他们的信念是希望世界更加美好。也就是说，他们所想要识别与开发的创业机会，“目的不单单在于建立世界上最大的跑鞋公司，而在于为世界上所有的孩子接种牛痘疫苗”。出于同理心的感同身受，他人遭受伤害时而产生的亲社会的情绪连接，很多时候是引发他们开发创业机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Miller et al.，2012；仇思宁和李华晶，2018），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创业者个人美好社会的信念产生了创业愿望。创业的愿望是机会开发的前提，也是创业的原动力，它推动创业者去发现和识别市场机会。没有创业意愿，再好的创业机会也会被视而不见，或者失之交臂。总之创业者的信念是其选择进行社会创业的深层次动机。一个市场需求越符合社会创业者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它就越可能唤起个人的自我认知和创业愿望，也就是创业机会与创业者的关联性越强，此时社会创业者也就越可能认可它产生的社会价值，从而识别和开发这一创业机会。


2.先前知识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许多相关行业的创业机会，拥有特定先前知识和经验的创业者，相较于其他人而言，一定程度来说具有识别创业机会的先机。先前知识被公认为是创业领域尤其是创业机会识别的重要因素。例如，就先前知识本身而言，Shane（2000）提供证据显示，个体先前有关顾客、市场和如何服务顾客的知识与创业机会识别相关。先前知识的来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教育；另一个是先前经验。教育遵循学员在创业前或创业过程中身心发展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受教育者获得知识技能。一般而言，教育带给创业者机会识别的显性知识。随着连续创业者（serial entrepreneur）成为创业者的主力，先前经验成为再次创业的重要财富。创业者先前经验中积累的有关市场、产品、顾客的知识造就了创业者的“知识走廊”，“知识走廊”的存在会影响创业者机会识别的过程（Shane，2000）。实证研究显示，之前具有管理经验的创业者更可能开发高风险性的创业机会，而具有行业经验的创始人更可能开发低风险性的创业机会（Dencker and Gruber，2015）。很多社会创业者属于连续创业者，正是由于一个一个的社会创业项目经验使得这些创业者在机会开发方面更加驾轻就熟。


3.创业警觉性


创业者（尤其是成功创业者）具有特定的信息加工图式用以识别创业机会，创业警觉性是信息加工图式的反映，信息包括环境中的对象、事件和行为模式。创业警觉性尤其体现在识别用户未满足的需求以及新颖的资源组合方式上，属于“个人对可获得（但被忽视）的创业机会的敏感性”（Kirzner，1978）。它被认为是创业机会识别的不可跳过的影响要素（Ardichvili et al.，2003）。一方面，创业警觉性使得创业者具备搜寻和注意变化及市场非均衡状态的信息收集倾向，因而知识对于创业警觉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创业警觉性使创业者对不符合现有图式的信息采取一定反应，努力做到克服现有的局限，将市场供给与社会需求相匹配，进而创造社会收益。创业者的警觉性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能识别市场或政府的失灵产生的需求，并进而找寻到一个较好的社会创业机会，而有些人却不能。


4.社会网络


另一个对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是社会网络。理论上来说，在社会网络中，成员为实现其期望的目标，往往通过信任与互动交换等手段获取社会网络中的信息与资源支持（Nahapiet and Ghoshal,1998），先前经历（包括行业的和创业的）以及受教育水平将对个体的社会网络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创业者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关系强度还是结构，对于机会识别均起到一定的影响（Ma et al.，2011）（见图5-4）。总的来看，社会网络有助于其获取潜在的市场信息和资源，进而激发创业者的创业想法，识别并开发创业机会（Christensen and Peterson，1990）。在当今社会，任何一个个体都嵌入在庞大的社会网络中，每时每刻都在与周边各类人群进行互动。一些创业者或许无法第一时间意识到社会创业机会，但是这些机会却有可能由其他个体（比如顾客、员工、熟人等）提供或者暗示。有研究证明，社会创业者与社区民众接触经验越多，其机会发现的可能性越大（Murphy and Coombes，2009）。事实上，Zahra等人（2009）将社会创业者分为社会修理工、建构者和工程师，也体现了不同程度创业机会开发的社会创业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范围大小是依次递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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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社会创业机会开发的影响因素

5.4.2　开发不同类型社会创业机会的影响因素比较


1.发现型社会创业机会的影响因素


发现型社会创业机会，机会本身早于创业者存在于市场或行业中。如前文所述，不管是个体创业者还是诸如Airbnb这样的公司创业者发现残障人士租房需求，发现型社会创业机会往往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市场缺口。创业者对这个机会一方面是为了让社会美好（对个体创业者而言，他们美好社会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减少自身的贫穷），同时也赚取利润。这种具有明显市场缺口的发现型社会创业机会所需要的先前知识，相比于其他两类机会是最少的，它所要求的人力资本以及创业警觉性较低。创业者仅仅需要立足本行业的社会网络获取市场信息和资源，充当“发现和处理小规模的当地社会需求的创业修理工”的角色（Zahra et al.，2009）。当然，基于上述对创业者要求的原因，发现型社会创业机会可模仿性较高。


2.构建型社会创业机会的影响因素


构建型社会创业机会，机会本身独立于创业者而存在，它对创业者的要求较高，只能被某部分创业者发现。具体来说，构建型创业机会由于其先前并没有市场供给，需要创业者与创业机会的不断交织演进。它首先需要创业者具备更大程度的美好社会的创业愿望，也就是说，在创业者的价值观中，所信奉的美好社会愿望的价值观大于赚取经济利润。更进一步来看，构建型社会创业机会要求创业者具备高警觉性以及较高跨行业市场知识技能，要求创业者具备跨行业的社会网络以获取市场信息和资源，创业者往往充当“发现市场失灵和其他一些创业机会，通过改革和创新现有的社会系统中问题的创业建构者”的角色（Zahra et al.，2009）。


3.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的影响因素


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属于高度不确定的机会类型，难以模仿，由创业者的强大善良意念产生，他们美好社会的价值观远远高于赚取利润。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如果没有创业者，创业机会是不存在的，这种事先无法预知和估计的奈特不确定性，很多时候属于基于“直觉”“智慧”的创业机会识别（Isenberg，1986）。也就是说，在创业结果没有完全产生之前，识别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的过程均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因为其高度不确定性，它要求创业者不断地学习与思考，这种思考是对隐性知识的攻克，以消除因果模糊性。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所产生的美好社会的结果比发现型和构建型社会创业都要大，它需要社会创业者识别现存社会结构系统的社会问题，通过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去处理这些问题，充当创业工程师角色（Zahra et al.，2009）。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一旦创业成功，对美好社会的贡献将是巨大且不可限量的，好比爱迪生发明电灯并把它推广到千家万户。对三种社会创业机会，其机会开发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如表5-1所示。

表5-1　开发三种社会创业机会的影响因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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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社会创业机会源于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并由具有共担责任的独立创业者或公司机构进行创业机会的开发。

·社会创业者通过新的手段、新的目标或新的手段——目标关系，来达到引入新产品、新服务、新原材料、新组织方式的境况，以弥补现有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不足，或者以其他方式创造社会价值，从而形成社会创业机会。

·社会创业机会的属性包括普遍性、紧迫性、创新性和关联性。

·社会创业机会类型分为发现型社会创业机会、构建型社会创业机会和创造型社会创业机会。

·发现型创业机会源于机会本身，构建型创业机会源于潜在市场机会与创业者感知的交织，创造型创业机会源于创业者的信念。

·影响社会创业机会成功开发的因素包括创业信念、先前知识、创业警觉性和社会网络。


复习思考题

1.为什么说社会创业机会源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2.社会创业机会的属性包括哪几类？结合自身的理解谈谈你对其中一项或多项属性的看法。

3.你认为创业者自身的价值观和使命感在社会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讨论案例　Bilikiss和她的垃圾分类回收梦想

拉各斯是尼日利亚的经济中心，也是该国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人口约有1 800万，而且拉各斯的人口还在以每年约25万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该城市人口将达到3 500万，而其中60%生活在贫民窟。

贫民窟每天产生一万多吨的各种垃圾，由于缺少相应的基础设施，其中只有约40%被正式回收处理，仅有13%得以被回收利用，而剩下的垃圾则被人们堆放在街道边、屋外的空地上。这些贫民窟就像一座座不成型的小城市，在独立运行着。

拉各斯的垃圾管理已成为其建设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无人管理的垃圾堆不仅阻塞街道，导致洪涝，还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对当地居民健康的生活环境造成威胁。当地政府对贫民窟内无序的垃圾处理更是缺乏治理。

目前，拉各斯的市政垃圾收集系统要求居民根据住宅面积缴纳一定垃圾处理费，但大部分人都负担不起。很多垃圾只能被焚烧，或者被丢在大街上。即使大家想回收垃圾，糟糕的公路网也是一大问题。

为解决垃圾管理的难题，当地社会企业家Bilikiss Adebiyi于2012年发起WeCyclers项目并成立公司，组织和鼓励当地低收入居民使用载货三轮车，去回收可利用的垃圾，进行分类后，将这些回收物出售给加工厂。

毕竟，位于拉各斯的回收利用公司也遇到原料供应限制，其高质量原料的数量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尼日利亚最大的回收利用公司只能启动其50%～60%的生产能力。WeCyclers项目恰好弥补了这当中缺失的一环。在收集后，WeCyclers在家庭层面聚集收到的原料，卖给当地回收处理商。WeCyclers给那些生产商持续长期提供经过良好分类且质量高的可回收原料，因此解决了其原料供应短缺的难题。

WeCyclers的创始人Bilikiss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出生并成长在拉各斯。发起WeCyclers之前，她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多年，每次回国探亲，她都能感受到家乡垃圾管理的困扰。最初，关于WeCyclers项目的想法出现于她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MBA时，在那里她得到大量关于垃圾重新利用的经验。和同学们讨论之后，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必要为家乡低收入居民做些什么。

她坚信，无论对尼日利亚的商业还是居民生活而言，垃圾管理都会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2012年，Bilikiss回到拉各斯，并全力投入到WeCyclers的工作中。Bilikiss希望，居住在贫民窟内的居民也能享受对他们来说似乎遥不可及的市政服务，希望他们和拉各斯这座不断发展的城市联系起来，建立一个社区网络。

作为项目发起人之一，CTO Jonathan Kola为WeCyclers后台建立了数据中心，帮助用户整合出售垃圾的积分，并让WeCyclers各个项目的技术跟上前沿，将WeCyclers和科技界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WeCyclers通过使用短信以及奖励居民回收垃圾的激励机制，来改变杂乱处理垃圾的行为。具体做法是：WeCyclers的载货三轮车队每周有规律地在拉各斯收集垃圾，人们需要在车队上门前将可回收物品与垃圾分开，即可签约享受垃圾处理服务。每公斤可回收垃圾能换取一定积分，人们可以凭积分兑换居家用品或生活必需品，比如电器、家庭用品、手机通话费甚至现金。这些回收的物品再在家庭层面上进行分类和集中，然后再销往回收厂，作为工厂的生产原料。

据估算，拉各斯的金属与塑料废品价值约为7亿美元。WeCyclers利用成本低又环保的三轮车车队，在贫民窟的小巷子里回收垃圾，而市政垃圾回收车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成立的两年里，从载货单车回收人员到垃圾分类人员，WeCyclers雇用了80多名当地人，清理了超过525吨街上的垃圾，有6 500户家庭与其签约。

[image: ]


该项目的启动资金全部来自Bilikiss个人。目前，WeCyclers在拉各斯的工作已获得国际认可以及多项奖项。2013年，WeCyclers获得the TECH Awards-Intel Environment Award；2014年，获得“国际可持续发展工程大奖”（Sustainia Award）。联合利华为WeCyclers回收自己集团产品的包装提供资助；WeCyclers还赢得了“Pitch For Lagos”奖，获得了5.5万美元奖金。Bilikiss本人也获得不少殊荣，2013年，获得“卡地亚灵思涌动女性创业家奖”（the CARTIER women's initiative awards）；2015年，获得“seif awar-ds—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ilikiss希望将服务范围扩展至拉各斯其他地区，再覆盖整个尼日利亚，然后遍布整个非洲，实现“终极梦想”。

资料来源：改编自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2915
 ，版权归澎湃新闻所有。


讨论题：


1.Bilikiss创办WeCyclers的目的是什么？这些目的如何指导Bilikiss实现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

2.Bilikiss成功开发的垃圾回收创业机会，体现了哪些社会创业机会的属性？

3.从社会创业机会识别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为什么Bilikiss能成功？哪些因素帮助她成功？


文献研读　How Opportunities Develop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extend existing research on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in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through empirically examining this phenomenon.We used an inductive，theory-building design that surfaced patterns in social value creation across multiple case studies.The patterns showed actors seeing a social need and prospecting ideas that could address it.Data also revealed multiple，not individual，actors，dynamically engaged in interactions that nudged an opportunity into manifestation.Also，data suggested complementarities to effectuation and rational/economic processes that are diverge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to date.


【文献评述】
 本章首先梳理了社会创业机会的理论背景，指出社会创业机会与商业创业机会有两个重要的不同：其一，社会创业机会聚焦的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创业者的创业信念和使命不在于赚取最大利润，而在于美好社会，试图创造社会价值；其二，创业机会与社会、制度环境的交互不同。社会创业机会常常嵌入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之下，创业者需要以创新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又因为伴有市场壁垒、制度壁垒等问题，使得社会创业机会对创业者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更高。一方面，要求创业者建立混合组织；另一方面，在面临市场、制度壁垒时，需要创业者对创业机会进行创造。

上述的两方面不同要求创业者既要有理性（rational）的思维，又要有奏效（effectu-ation）的思维。文献采用的是案例归纳的研究方法以建立理论，作者收集了一家新西兰非政府平台组织的纵向跟踪数据。从结果来看，作者详细介绍了奏效的机会开发过程：①社会创业者开始于一个兴趣的有创意的点子，好像一个灵光闪现在头脑中，而且这个点子是社会创业者愿意去追寻的；②下一阶段则是社会创业者试图让这个灵光的点子产生价值，社会创业者可能直接进行点子的利用（即直接进行机会开发），获得环境的反馈、修正，也可能进行灵感的修正，出现机会的再识别，进而再回头进行机会的开发。如此一来，可能经过数次的机会开发、机会再识别，反复迭代后，使得机会变得明显。第二个阶段是机会创造的过程，是奏效思维下机会开发的核心。理性思维下机会开发的过程则是社会创业者开始于一个有创意、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点子，而且这个点子是社会创业者愿意去追寻的，创业者在这个点子上直接进行机会修正甚至不必修正而直接进行机会精细化，并开始对企业经营。

文献一定程度较好地展示了社会创业者对机会的开发，但下述两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思考。文章提到经济性（理性）的机会识别过程和奏效的机会识别过程是社会创业机会识别的两个极限情况，其中还有一个混合的机会识别过程，那么这个介于理性和奏效之间的机会识别过程又是什么呢？这篇文章希望重点探究社会创业机会的开发（如其标题），但不论是其文献综述部分（回顾机会识别的文献），还是最终给出的理论模型上（对于机会的开发模型的因变量是机会的精细化），都并没有凸显机会的开发，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机会的精细化是什么？“精细化”的下一步又该如何呢？


【文献出处】
 Corner，Patricia Doyle,and Marcus Ho.How opportunities develop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0,34（4）:63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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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商业模式与商业计划书

学习目标

了解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构成和特征

学习社会企业商业计划书的写作原则

了解社会企业商业模式与商业计划书之间的关系

掌握社会企业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要点和注意事项

本章纲要

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概念和构成

社会企业商业计划书与一般商业计划书的区别

社会企业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要点


开篇案例　我买网独家开售“任小米”：用创新性商业模式解决环境问题

从2015年开始，退休后的华远集团原董事长任志强，开始积极从事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的环保公益事业。“任小米”作为任志强投身阿拉善慈善事业后首次推广的粮食作物，其本身也是一个环保产物，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为了改善阿拉善地区的沙漠化环境而种植的。阿拉善是我国最大的沙尘暴来源地，地下水紧缺、沙漠化严重一直都是困扰这个地区的主要问题，而单一的玉米种植，因耗水量大，使得该区的半荒漠化、荒漠化问题更加严重。

为了改善阿拉善地区荒漠化严重的问题，自2009年起，阿拉善SEE协会开始支持当地用户种植耗水量低的谷子作物，“任小米”正是为此而生。任小米的种植，可节约相当量的绿洲地下水，从而供梭梭树等沙生植物吸收，延缓沙漠蔓延。与此同时，因为任小米较玉米等粮食作物有着较高的经济价值，农牧民通过种植沙漠小米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满足生活所需，进而推动阿拉善地区内生存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沙漠小米的上市也是一种新模式——商业化的社会创新模式正式亮相。为此，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的社会企业也快速正式成立。从阿拉善SEE到中粮我买网、大成集团，三家机构在沙漠小米的生产推广中，从不同的环节接入，形成一种闭环，最终达到用商业化的社会创新模式来解决环保问题。

资料来源：刘松.我买网独家开售任小米：用创新性商业模式解决环境问题[N].北京晨报，2015-1-16.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新的模式，它们不仅仅是对原有产品和技术的改变，更主要的是对整个企业的运营进行了更新换代。可以说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且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目前，商业模式的重要性已经逐渐得到学界和业界的高度重视。尽管社会企业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社会企业领域的商业模式概念也得到了相当多学者的重视。本章重点在于分析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企业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要点，以便读者加强对于社会企业运行规律的认识。


6.1　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

6.1.1　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概念不是突然出现的，商业模式的构建是基于战略领域经典的价值链概念和战略定位理论，同时出于对竞争优势的考虑，商业模式概念中也借鉴了资源基础理论。这主要是从企业内部运营来看的。当公司的运营越来越多地触及与外部不同机构的合作以共同创造价值时，商业模式概念也涉及了战略联盟和合作网络理论。此外，商业模式还涉及企业边界的选择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因此，由于其复杂的理论基础和概念内核，商业模式呈现出多种解读方式。

在传统的观点中，商业模式常常与盈利模式画上等号。这是因为作为最常见的商业组织来说，商业模式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获得并且维持利润（Stewart and Zhao，2000）。商业模式的存在就是用于指导组织如何确定自身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以及如何从价值链中获得利益。作为盈利模式的商业模式，其概念内核围绕着利润的产生过程，并且主要集中于企业的收入来源、定价方法、成本结构、预期销量等要素，以体现利润的产生逻辑。

也有一些研究强调商业模式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Morris et al.，2005）。正是商业模式的存在，使得企业内部各个有机模块能够凝聚在一起，并且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而这一整体正是其他企业所难以模仿和难以抵御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如此，商业模式中所强调的企业与外部其他组织或个体的积极网络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能够为企业带来的价值，也进一步加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帮助企业在长期内维持优势。

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用系统论的观点来分析企业的商业模式。这是因为商业模式的构成非常繁杂，包含企业内部各个不同职能、不同层次上的有机元素。基于不同维度或角度的界定，众多学者对商业模式的构成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例如，Slywotsky（1996）提出商业模式是包含公司如何选择客户、如何定义和设计产品、如何执行生产运作流程、如何配置资源、如何为客户创造价值并获取利润等环节在内的系统。Chesbrough（2007）的研究则将商业模式定义为，包含价值主张、市场、价值链、收益机制、合作网络、竞争战略等不同要素在内的集合体。这些研究在构建商业模式的宏大构念的同时，也加大了进一步研究商业模式的难度，因为要素繁多，难以一一甄别其作用机制。

目前，在商业模式领域，较为主流的一个观点认为，商业模式就是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Chesbrough（2007）指出，商业模式的两个核心功能包括组织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为了达到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目的，组织需要完成一系列诸如从原材料采购到满足终端顾客需求等关键环节。Amit和Zott（2001）也指出，商业模式是为了利用商业机会，对组织与外部机构或人群的交易进行设计和治理的方式，其目标是为了获取价值。Shafer等人（2005）对商业模式的构成元素进行了分类，发现大部分元素可以放入战略选择、价值创造、价值获取、价值网络四个类别中，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商业模式的价值模式。Shafer等人（2005）的分析结果如图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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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商业模式的构成模块

由此可见，随着商业模式研究的不断深入，商业模式的概念界定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局面。不过整体而言，不同视角的商业模式概念均承认商业模式并不只是组织行动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组织整体的行动特征，以及由此激发的组织不同于其他竞争者的独特优势。

6.1.2　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企业形式，不同于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这一类型的企业以社会目标作为首要目的，将盈利主要用于再投资以实现这一目的。随着世界范围内贫穷、饥饿、不平等社会问题的凸显，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群对企业的期望产生了转变。一般的商业企业由于治理结构和运营目标的限制，难以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持续性的解决方案。这种情况下，社会企业作为一种社会使命驱动的创新组织应运而生。

社会企业通过创造社会价值，并积极解决诸如教育、贫穷、饥荒之类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创造了显著的商业价值，它们不断收获了商业利润、新的知识以及多样化的社会人才（Pfitzer et al.，2013）。

由于在企业属性上社会企业与传统的商业企业存在明显不同，其商业模式也呈现出非常强的独特性。显然，社会企业与传统企业的最明显差异反应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在Shafer等人（2005）和Bocken等人（2014）的研究中，商业模式的组成中存在着以价值为核心的三大要素：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与交付、价值获取。社会企业在这三个要素上和商业企业存在着差异。

（1）价值主张。社会企业的价值主张不同于商业企业。对后者来说，它们通常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坚持成本最低和收入最高。社会企业追求的是从根本上可持续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当然，在追求社会价值的同时，社会企业仍然会寻求商业利润，不过这里利润始终是企业的次要关注点。社会企业还常常会把利润用于再投资，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2）价值创造与交付。与商业企业相比，社会企业更加依赖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人之间的网络来创造和交付价值。同时，商业企业的网络构成往往依赖于交易行为，联系双方依赖于交换来形成稳固的合作。与商业企业不同的是，社会企业的网络则通常依赖于共同的社会愿景。在同样的愿景和价值观的指引下，社会企业、营利性企业、非政府组织或慈善机构、投资者、政府、高校等不同背景的组织或个体能够整合在一起为企业克服资源短缺的问题，并且进一步吸引志同道合的消费者，形成社会规范（Davies and Chambers，2018）。除了网络关系方面的特征以外，社会企业的战略行动通常会偏保守，因为它们更倾向于企业的长期稳健发展，以实现社会价值的可持续性。

（3）价值获取。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价值诉求存在很大差异，在获取方式上也存在很大不同。在商业企业的商业模式中，企业的价值获取方式是通过有效的方式快速占领市场，将产品销售给用户的同时获得收入。社会企业当然也经历类似的环节。但是，由于社会企业拥有明显的社会价值主张，在获取商业价值的同时，它们更为关注如何实现社会价值。换言之，在企业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层面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6.1.3　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特点

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首先应当具备一般企业商业模式的特征。在现有的商业模式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成功的商业模式一般拥有以下特点。


1.全面性


正如商业模式的概念所描述的，商业模式是对企业处理和应对用户需求、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获得商业利润等环节的归纳总结，涉及了组织运营和成长的方方面面。商业模式涵盖了影响组织成长的那些重要因素。无论是在企业经营的基础层面，有关员工操作和流程设计的运行方案，还是在组织发展层面，企业的整体发展目标和战略行动，都在商业模式所囊括的概念范畴内。因此，商业模式的全面性反映了创业者是否对创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因此，从商业模式的概念也可以看出，所谓系统论或者价值创造的视角之所以能够用于解释商业模式的概念内涵，也正是由于商业模式的全面性特征。


2.独特性


成功的商业模式要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创业者要在创业行动中积极彰显自身的独特价值，这种独特价值首先体现在创业者的产品上。创业者的产品要有明确的独特性，要能够与其他同类型的产品具有很明确的区分度。除了产品以外，在运营、渠道、供应链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商业模式的独特性并不是一味地追求与众不同，商业模式的独特性必须能够创造最终的价值。在现实的案例中，常常可以看到的是，很多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奇怪，与市场上的同类企业完全不同，却难以让用户为之买单。


3.难以模仿性


成功的商业模式必须是难以模仿的。很多有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独特性的商业模式在市场上推出来之后，很快就有追随者效仿，这就削弱了商业模式的价值。因为迅速跟进的追随者很快就会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大下降。商业模式的难以模仿性，一方面来自产品或技术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有时候是其他人难以模仿的；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的商业模式中，其核心竞争要素来自特定的资源、合作网络甚至是价值理念，这同样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

除了上述特征以外，社会企业由于独特的企业属性和运行机制，其商业模式还展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1）社会性。传统企业商业模式在遵守法律和政府规定的前提下，以追求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标。与此不同，社会企业旨在满足社会需求并使社会更加有效运行，解决诸如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贫穷、可持续发展等社会问题。因此，社会价值是其首要目标，社会性贯穿于整个商业模式的始终。而为了维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需要同时兼顾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2）网络性。商业企业的伙伴关系多限于供应商、经销商、顾客。社会企业则致力于通过共同的愿景与合作伙伴建立起联系网络，因此其合作伙伴超越了传统的商业交易关系，并且能囊括更为多样化的组织或个体，包括其他社会企业、商业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府、高校、顾客等个体，都能够参与到社会价值的实现过程中。这种网络是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重要构成部分。


6.2　社会企业商业计划书

6.2.1　商业计划书

商业计划书本身也是组织计划的一种。顾名思义，作为一种计划，商业计划书的核心内容在于指明组织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方案。当然，为了使这一方向和方案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商业计划书中还要对组织的当前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因此，商业计划书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都是在对组织的经营历史和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不过，由于商业计划书的主要使用范围是创业企业，或者是尚未建立正式组织的创业团队，这种分析也是创业者非常必需的。

从创业过程的整体视角来看，商业计划书的编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步骤，如图6-2所示。因此，就商业计划书在创业过程中的角色而言，商业计划书首先是创业者对新企业创立之前的所有准备工作的总结和整合。换而言之，创业者需要将新企业组建中所涉及的机会识别和开发、团队成员组建、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要素加以系统的回顾，并且通过对自身优劣势的积极回答以明确创业行动的基础所在。其次，商业计划书也是创业者未来行动的指南。创业者需要把机会的可能发展趋势、创业者所能采取的战略行动、支持创业行动的各项资源的配置等内容反复论证以得到最为可行的行动方案。从前面所论述的商业模式的概念可以看出，上述要素实际上就是创业行动的价值创造方案。从这个意义上看，商业计划书实际上就是商业模式的书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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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商业计划书的承上启下功能

总体上看，就一般企业的商业计划书而言，创业者撰写商业计划书的目的通常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创业资源获取。显然，这是撰写商业计划书的首要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创业者想要从外部获取资源时，他们通常要向资源提供方展现一份正式的商业计划书。这里的资源不仅仅包括最常见的资金资源，在创业者获取人力资源、渠道或供应商资源时，商业计划书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面向不同资源提供方的商业计划书有其各自的特点，有时候，仅仅是一份简单的计划书也足以体现创业者的诚意。

（2）企业现状审视。在很多时候，创业者撰写商业计划书并不是一定为了获取资源。也就是说，创业者所认真撰写的商业计划书并不是给外部利益相关方看的，此时，商业计划书的读者是创业者自己。不过，即使是创业者自己阅读的商业计划书，创业者仍必须认真撰写。这是因为撰写商业计划书的过程，也是创业者重新审视自身优势与劣势、机会与战略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创业者对于创业机会和商业模式的进一步界定。此时，商业计划书的撰写是其他形式的讨论、交流、沟通、思考所不能代替的。

（3）未来发展规划。尽管创业行动与大型企业的活动存在很大差别，在后者的经营中，战略是强有力的成长工具。对创业行动来说，长期的公司战略至少是很难予以充分设计的。不过，面对创业行动的巨大不确定性，创业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未来的成长方向进行探索，对可能出现的压力进行未雨绸缪，是非常有必要的。此时，商业计划书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行动策划的作用。通过系统化的商业计划书撰写过程，创业者对于创业的设想将会更为明确。

6.2.2　社会企业的融资需要与商业计划书

社会企业的商业计划书同样服务于社会创业者的资源获取、现状审视、发展规划等目的，并且体现了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核心元素。

通常认为，对社会企业来说，融资被认为是制约其成长的重要因素（Sunley and Pinch，2013）。但是，从社会企业的长期发展来看，社会企业的发展被认为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企业要维持其多样化价值创造的使命，这一过程必须是可持续的（Chell，2016）。

传统的企业使用财务报表和商业计划书来接近不同类型的投资者——股权投资者、银行、债券投资者、风险投资者等，为他们提供不同组合的风险和投资收益。社会企业所面临的机会没这么多，它们通常难以从商业投资机构那里获得资金的支持。但是这一现状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和投资者开始认识到，各类社会企业都能够获得财务方面的回报，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开始对社会企业流露出兴趣（Bugg-Levine et al.，2012）。

一些企业可能依靠赠款和捐赠作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在企业受益者无法支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则可以尝试依靠商业的方式获得资金。从纯粹的慈善事业到商业的金融支持来源，所有企业都可以沿着这个光谱定位。社会企业的融资光谱如表6-1所示。

表6-1　社会企业的融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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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lter K.（2007）.Social Enterprise Typology.Virtue Ventures LLC.

因此，社会企业的融资模式很可能包括不同的来源组合，可能是“自愿的”或实物捐赠，可能是捐赠和赠款援助，也可能是其他营利性投资机构——它们的多样化组合有利于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从这种多样化的融资模式中获得可供社会企业发展的资源，社会企业需要积极进行商业计划书的准备。

根据社会企业的特征，社会企业商业计划书的重点与一般商业企业商业计划书略有不同。根据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特点，上述差异体现在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与交付、价值获取上。


1.商业计划书的价值主张


在价值主张方面，由于社会企业积极追求的是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创业者需要传递的是为何这一需求具有很强烈的社会价值。在一般企业的商业计划书中，有关企业所面向的用户需求和企业能够提供的用户价值部分，是通过对企业的市场和产品的描述来实现的。

市场是指创业者所要面临的行业市场特征。市场分析也是创业者组建商业模式的重要步骤。创业者的行动总是依托于具体的市场。社会企业的运行也并不是脱离开市场的空中楼阁。社会企业所面临的市场要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前景，能够实现产品的销售，也就实现了与用户的价值交换。社会企业的市场分析并不是单纯从商业价值的角度分析市场特征，它们非常重视市场需求的社会价值。那些项目社会受益面广、具有潜在拓展空间的项目才能够吸引外部的投资者。

产品指的是企业所提供的核心产品或者服务。产品是创业行动之所以能够创造价值的载体。社会创业行动同样需要通过具体的产品或者服务来传达创业者的社会价值主张。在商业计划书中，有必要对于产品或者服务的细节进行描述（在不暴露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因为，只有详细的产品论述才能够充分展现出创业者的创业主张是反复思考过的，产品方案是充分可行的。因此对于产品要素的论证实际上也是创业者的深刻反思过程。那些仅仅停留在实验室的产品雏形通常很难越过这一关。


2.商业计划书的价值创造与交付


商业计划书中需要阐明，创业者所积极主张的社会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对于社会企业领域，与用户及供应相关的合同和采购过程，以及产品或服务的递送模式是社会企业的商业计划中的主要特征（Curtis，2008）。因为创业主张是创业者的设想，如果没有可行的方案予以实施，这种设想很难成为现实。在社会企业范畴内，价值创造和支付尤其重要，因为社会企业的价值创造并不仅仅是依靠商业逻辑来考量的。这就使得创业者尤其需要审慎地提供社会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在社会企业的价值创造和交付中，创业资源的获取、运营管理的描述是必要的。

创业资源要素是创业者组建和运行整个企业所需的人、财、物等要素的统称。创业行动本身就是在资源匮乏情境下的企业成长管理。对创业者来说，资源少并不是一件坏事。创业者应当善于从不同个体或组织那里获得多样化的资源以支持企业的成长。在社会创业行动中，创业资源的获取则与通常的商业创业有所不同。对后者来说，资源获取通常是依赖于商业交易的方式。但是，社会创业行动本身并不仅仅是以商业逻辑来组织的。为了有效获取支持社会创业活动的资源，创业者需要向外部资源提供方呈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主张，以吸纳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社会价值，这些人甚至有可能成为创业者的核心团队成员。

企业运营管理是创业者对于如何维持和发展创业组织的说明。在一般创业行动的商业计划书中，运营部分的说明是非常必要的。运营就是管理者将所获得的人、财、物以适当的方式整合起来，完成企业的进货、生产、研发、渠道等方面的事务。良好的运营过程是创业者能够生产出可靠产品的保证。很多创业者提供的产品是实验室中的产物，一旦商业化开发就会遇到种种障碍，这些问题往往出在企业的运营环节，因为创业者事先通常对运营管理有着不切实际的预期。在社会企业的商业计划书中，运营管理同样需要认真撰写。因为社会企业的运营面临的困境更大，所以更需要多样化的措施来保障社会企业的有效运行。


3.商业计划书的价值获取


价值获取就是企业最终实现价值的过程。对商业行为来说，价值获取也就是企业所获得的财务收益。但在社会创业领域，价值本身具有多重含义。商业价值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社会价值也是社会创业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商业计划书中除了要汇报商业价值的获取过程以外，还需要把重点放在社会价值的获取方面。在社会企业的价值获取方面，主要涉及市场和营销，以及企业的成长预期。

市场和营销要素主要是指创业者如何向用户推广自身的产品或服务。创业者的产品之所以最终能够实现价值创造，一方面是来自创业者的精巧设计和开发，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合理的市场推广措施，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企业在获取资源时，资源提供方重点关注的。不仅如此，有些时候社会创业行动的产品由于附加了太多社会属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商业属性，这使得常规化的市场和营销手段失去了效力。此时，有针对性的营销是创业者能够实现价值获取的根本保障。

企业的成长预期是指企业未来的可能成长空间。社会企业的成长一般较商业企业略为缓慢，因为社会价值的实现需要创业者的精耕细作，社会需求的激发也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投资者往往会关注的是，企业的价值获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在看得见的未来，企业有多少的成长空间。如果企业的经营目的中带有明显的社会可持续目标，投资者更会关注这一社会发展目标本身是否有长远的存在空间。在创业者汇报这些信息时，应当基于对未来的理论判断，而不是简单的臆断。

6.2.3　社会企业商业计划书的撰写原则

为了更好地在商业计划书中阐明创业者的主张，彰显创业行动的社会价值，在撰写商业计划书的时候需要遵循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1.目标清晰明确


商业计划书的撰写目的是多样化的，无论是哪一种，商业计划书的编排设计以及文字措辞都必须与之相对应。例如，不同的阅读者在浏览商业计划书时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针对不同人群的商业计划书就要有意识地使用不同的撰写方案，以展现计划书中最有价值的观点。当然，不论是哪一类商业计划书，对社会企业来说，都必须把社会价值创造作为核心目标。


2.重点鲜明突出


社会企业的商业计划书是对其商业模式的书面总结，它将积极传递创业者的社会价值主张，并且对未来发展进行预测。企业社会价值的论证不同于商业价值，在商业企业的计划书中，有关组织未来发展的定性判断和财务状况的定量测算是并重的，尤其是后者，创业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数据测算以达到较准确的预测。但在社会企业范畴内，由于社会价值本身是难以计量的，所以对有关社会价值的来源、特征、潜力等内容的定性描述要重于定量测算。在这样的定性描述中，重点鲜明突出是计划书能够彰显其特色和说服力的有力工具。


3.形式丰富多样


实际上，不论是一般企业的商业计划书，还是社会企业的商业计划书，它们的形式都非常重要。形式是传递创业者主张的首要工具。外部投资者拿到商业计划书后，首先进入其视线范围的是商业计划书的外观。如果在形式上能够传递积极正面的信息，商业计划书的成功概率也会大大上升。在社会企业的商业计划书中，由于商业价值的比重大为下降（有些项目甚至在相对长的时间内很难盈利），多样化的形式在提升读者关注度，帮助企业成功获得资源方面则更为重要。


6.3　社会企业商业计划书的撰写

商业计划书通常有许多现成的通用模板。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模板，其内在的逻辑都是统一的——创业者的价值主张是什么，创业者的价值创造和交付是如何实施的，创业者如何获取最终价值。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6-3所示。在社会企业的商业计划书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逻辑。由于篇幅所限，本章仅仅介绍商业计划书中最为关键的几个部分，指出其关键的撰写要点。需要指明的是，这里的介绍是以融资类型的商业计划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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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商业计划书的结构

6.3.1　摘要

商业计划书的摘要往往在商业计划书最开始的部分。在很多情况下，投资者并不会对商业计划书做详细的阅读，特别是当他收到大量的商业计划书时。此时，摘要往往是投资者首先要阅读的。创业者应当紧紧把握这一难得的机会，在摘要中充分展现创业行动的亮点。如果在摘要部分，商业计划书没有迅速吸引投资者的眼球，那么即使后续部分写得再动人，这份商业计划书的价值也要大打折扣。不过，由于摘要本身篇幅短，创业者尤其需要言简意赅地阐明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让读者能够迅速理解企业的商业模式，清楚企业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然后做出是否愿意花时间继续读下去的决定。在摘要部分，应该重点向投资者传达下面几点信息：

·社会创业项目拥有充分的市场需求。

·社会创业项目的产品具有独特价值。

·社会创业商业模式具有很好的可行性。

·当前的创业团队具有很明显的合作优势，可以为创业行动提供坚实的保障。

·社会创业项目能够实现较为稳定和长期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

6.3.2　市场分析

市场分析是商业计划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创业机会和商业模式的核心模块之一。社会创业项目的市场分析具有多重维度，它既要展现出社会创业项目在社会层面所能够处理的社会需求的规模大小和成长潜力，也要充分汇报这一项目在商业方面的潜力。

在市场分析部分，创业者要阐明自身所瞄准的目标市场以及这一市场上的竞争态势。目标市场是企业所关注的终端市场。无论是商业创业还是社会创业，创业者所面向的市场都应当是一个聚焦的细分市场。因为从一开始就针对一个较大型市场开展经营具有很大的难度，也会面临大型竞争对手的压力。除了市场的界定和市场容量的分析以外，创业者还需要就当前这个市场内的竞争态势进行论证。如果已经有类似的企业在同一个市场开展运营，这会影响到项目的吸引力。在市场的界定和趋势分析上，创业者应当尽量用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些数据可以来自公开的报道、行业报告，或是创业者自身的调研数据。总而言之，在市场分析部分，应该重点向投资者传达下面几点信息：

·企业的目标市场（按照区域、人口特征、生活习惯等标准分类）。

·目标市场的发展程度和未来趋势。

·影响目标市场发展的因素分析——国家的整体经济走向、政策导向、社会文化变迁，或者是技术发展等其他要素。

·在这个市场上活动的所有经济主体的概况，包括竞争者、供应商、销售渠道和顾客等。

·进入该行业的障碍是什么，可能的跟随者多不多。

6.3.3　产品分析

社会企业的产品特征是创业者需要重点展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投资者在评估创业项目时，不仅要知道企业生产和出售什么产品或服务，还要对产品本身能否适应市场的要求做出评估，这些结果可以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关键影响。

关于产品特征的描述，应该在两个方面重点考虑。一方面是产品能否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这里的市场需求包含了社会人群在商业利益之外的需求。社会企业的产品不仅应当能够有效满足这些与健康、环境保护、关注弱势群体等内容相关的特定需求，其满足方式还应当是一种相对成本低廉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否很快会看到产品的替代品。企业的发展需要考虑其可持续性，如果随着技术的进步或者目标人群的变化，很快会出现新的产品或模式来处理企业所瞄准的社会需求，企业的成长也会受到限制。具体而言，对于产品特征的描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产品的最显著特征（性能、价格、使用条件等）。

·市场上是否已经有或即将有同类产品。

·与同类产品相比，产品的独特性在哪些方面。

·产品的价位如何，这一价位是否合理。

·产品的市场前景和竞争力如何。

6.3.4　创业团队

企业的运行依赖于具体的人员。在创业行动中，最重要的人显然是创业团队。创业行动本身包含了大量复杂的决策事务，创业者一般要依赖一个核心团队来共同推进创业行动。在很多情况下，投资者对于创业项目的评判中，对于团队的考察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创业者要在商业计划书中展示管理团队或业务经营的关键人物。在介绍这些关键人物时，一定要突出他们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那些过去拥有在相关领域从业经历的人员可以适当展现他们之前的经营业绩。另外，在展示创业团队时，创业者应当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互补性，教育背景或工作经历太单一都不利于吸引风险投资。这些不同背景、不同资历的团队成员应该被配置在特定的工作岗位上以发挥其经验和优势。创业团队展示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这些方面：

·创业团队成员的优势所在（工作经历、教育背景、行业经验等）。

·创业团队成员在产品设计与开发、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过往业绩。

·创业团队成员的职业道德、能力与素质。

·创业团队的分工，其依据是什么。

·团队决策机制和冲突管理机制。

6.3.5　生产、研发与营销计划

企业的工作计划是商业计划书的重要构成，创业者需要在这个部分展现项目的未来运营方案。一般来说，可以从生产、研发、营销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生产计划的目的在于回答创业者如何把设想中的产品生产出来。从实验室中的产品到真正能够市场化的产品，还有很长的距离。创业者应尽可能把新产品的生产制造及经营过程展示给投资者。例如，产品的原料如何采购、供应商的有关情况、员工配置、生产资金的使用、相应的厂房、土地的规划安排等。这些生产流程的工作方案将会表明创业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将产品进行量产。

研发计划反映了企业在应对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技术竞争方面的行动方案。对高新技术领域的创业项目来说，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如果没有能力在技术方面占据相对前沿的位置，创业者很容易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在这里，创业者需要介绍企业投入研发的力度，同时必须指出这些研发投入所要实现的目标，通过这些内容来表明企业在研发方面的主张。

营销计划回答的是创业者如何实现市场上的销售，这也正是前面所提的创业者如何获取价值的内容。任何一个投资者都十分关心企业在推出产品时的营销策略。营销计划是系统性的经营计划，包括产品从生产现场到最终用户手中的全过程。创业者需要就营销的每个环节进行适当的解释，以表明创业者有信心让用户接受产品。

总而言之，在商业计划书中，应该说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介绍；

·生产的品质控制和质量改进能力；

·研发计划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研发新产品的成本预算及时间进度；

·营销计划和营销人员的配置；

·预计的销量和发生时间；

·市场营销中意外情况的应急对策。

6.3.6　财务分析与创业回报

社会创业项目的价值实现最终要体现在数据化的商业利润和定性化的社会回报上。在财务分析与创业回报部分，创业者需要基于市场、产品等方面的分析就企业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特别是回答企业是否有效实现了创业者的价值主张。这一部分需要着重论述以下内容。

（1）未来的财务盈利状况。因为社会创业归根结底仍然要在商业上实现价值，才能保障企业的运行和发展，为企业实现社会价值提供支撑。创业者需要根据商业计划书中提到的企业在生产、研发、销售等方面的计划对未来的经营中发生的各项成本和费用，所能够产生的现金流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形成规范的财务报表，确保投资者相信企业未来具有良好的财务前景。

（2）项目的社会回报。社会回报是社会创业之所以不同于商业创业行动的核心差异，也是项目能够打动某些致力于社会创业领域投资者的核心内容。在项目社会回报部分，创业者应当就项目最终能够解决的社会问题、能够惠及的社会人群，以及项目的可持续性进行较详细的解说。

（3）项目的融资需求和收益。这主要针对用于融资的商业计划书。创业者可以就融资的几种方式进行设计和建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融资的某些细节进行探讨。更重要的是，创业者需要在前期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回报的分析基础上，告知投资者如果对项目进行资金的投入，有可能获得的回报。通常，创业者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未来3～5年企业的运营状况和财务预测（财务报表展示）；

·未来3～5年企业所能够带来的社会价值（定性和定量分析）；

·预计吸收的投资金额；

·可能的融资方式和一定的融资条件；

·可能的风险和投资退出方式。


本章小结

·本章讨论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特征，并且基于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与交付、价值获取三个维度，分析社会企业商业模式与一般商业企业的不同之处。

·本章探讨社会企业商业计划书的特征和撰写方案。社会企业的商业计划书实际上就是其商业模式的书面化版本，因此也在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与交付、价值获取三个维度上与通常的商业计划书有所不同。

·本章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企业商业计划书的撰写原则和撰写要点。


复习思考题

1.你认为社会企业商业模式最核心的模块是什么？为什么？

2.对社会创业者来说，商业计划书越长越好吗？为什么？

3.在撰写社会企业的商业计划书时，如果还没有成型的产品，那么如何进行产品分析？


讨论案例　“滴滴养猪”的商业模式

“精准扶贫”是这两年来非常热门的词。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并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在此刺激下，新的创业机会在这些领域涌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精准扶贫类型的创业项目，不能当成给农民简单发钱的事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创业项目就得本身在商业模式上站住脚，成为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事情。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就在不断思考这一问题。过去10年他在扶贫路上的坚守，曾创造出全国推广的“岫云扶贫模式”，他荣获过“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也曾登上2017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侃侃而谈。

如今，李君决心在四川发展类似于“滴滴养猪”的崭新创业项目模式，集合小农户的力量，以去规模化、去重量化、去中间化、定制化实现精细化养猪，保证养猪的品质，为农民增收；同时，通过创新的渠道，也让城里人享受到优质优价的猪肉。这一项目，结合了“互联网+”、共享经济、新零售等多种模式。

李君可不是一位简单的村支书，他本身就有过创业经验。李君1985年出生在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一户农家。2003年，李君考上成都的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他在大二阶段首次创业做大学生兼职中介，团队七八个人，来自四川省内各个高校，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一年挣了10万元。

一年多以后，李君和当初兼职中介的创业者在学校周围开店，做起了学生市场的电子商务，一度拿到100万元的风投。但几个月后因为风投出现问题，项目停摆。挥泪告别创业的伙伴之后，他先后去过餐饮公司、广告公司等搞策划。

“5·12”汶川特大地震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李君和父母团聚在岫云村。这里跟很多的贫困村一样，以小农户居多，山地多，搞不了规模化种养，村里年轻人大多都出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幼妇孺。这让他有了要为村子多做点什么的想法。

在很多人都梦想离开农村时，2008年他辞掉成都的工作回到岫云村，在村里找了份村主任助理的差事。2010年他全票当选了岫云村村支书。从那时起，他开始从农村特点与实际出发，规划起一条新出路。

至今，李君在农村已打拼整整10年，带领村民各种尝试。例如，让“互联网+小农经济”实现融合，首倡“远山结亲·以购代捐”的模式，变无偿捐助为有偿交换；让贫困户有尊严地参与到共赢的产业中去，破解山区小农经济发展难题。又如，他组建了岫云村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和四川一品一家农业发展公司，在成都开体验式餐厅，让市民可实地品尝岫云村的农产品。再如，前期合作1 000多农户，涉及了“时光鸡”“岁月鸭”“年华猪”等品牌。

2017年12月26日，四川年华猪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240万元，这个公司的成立运营，旨在推动养猪的精细化生产。新公司团队目前10人左右，分布在生产、流通（宰杀后配送到成都专卖店）、产品开发等领域。

在公司创立初期拿到的数百万元投资中，有意思的是，一家在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老板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早期投资，而此人正是李君当年在校创业的时候吸引的搭档之一。投这个项目不只看两人的感情，还看准了这一项目背后的商业前景和社会效益。

为什么在选品上是养猪而不是养禽类？

第一，猪肉在我国是刚需。比如温氏上市后市值2 000亿元，市场份额却只占2%左右。因为生猪有着万亿级的市场，只要产品品质过硬，就一定不愁销路。

第二，相比鸡，猪的单价更高，在成本控制上也更利于采用耳标等智能溯源。生猪产业的发展，对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变农业发展现状、甚至带动农民脱贫致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和市场痛点以及李君设想的解决方法高度关联。城里人对于绿色、健康、无公害的肉类需求量不断增加。但是，养猪业管理粗放，设施陈旧，养殖场以及部分养猪户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滥用工业饲料、激素、抗生素，以大幅缩短生猪的养殖周期，其后果就是猪肉品质的不断下降，甚至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整个模式可以概括为，建立“公司+合伙人+农户”的模式，整合村里有地、地里有菜、家里有圈且有能力养殖生猪的农户，创新性地以时间而不是重量作为“年华猪”的重要养殖标准，把农户的生产信息纳入“猪儿妞妞”App进行系统化管理，引入诚信体系和价格保护体系，在平台上实现年华猪的共享养殖。

从组织架构分工上看，农户负责养殖年华猪，合伙人负责本村农户，公司负责线上线下营销。这里的村级合伙人，一般可以由村组干部担任。要求是村级合伙人不但要熟知当地各种信息，并且对互联网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当消费者在线上选取农户下单时，合伙人通知相应的农户进行养殖，负责管理并定期上传文字、图片甚至视频记录，而这些操作，全部可以在App上完成。这样可以实现组织、监管农户生产，生产农户和消费者订单一一对应。

在建立产品标准体系方面，李君实施的养殖办法，就是摒弃传统的规模养殖，走小规模、绿色生态的养殖道路。为什么要创新性地以时间作为年华猪的重要养殖标准？因为公司收购猪不按重量计价，而是按喂养时间，一头猪必须养够300天，这样从成本上讲，农户就没有动力去搞饲料催肥、违规用药，保证了农产品的绿色环保。这一过程中会引入智能耳标，从仔猪佩戴耳标到年华猪出栏，建立完整的溯源体系，并逐渐由单纯的时间节点追溯向实时监测过渡。

在价格保护方面，改变了传统的计价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了农户的风险，保障了农户的劳动价值。只要农户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养殖标准来饲养，就能拿到2 000元/头的保底价。以底价计算，农户自购仔猪400元/头，公司补贴100元/头；养殖过程耗费粮食400斤左右，预计成本600元；由于农村养猪业的特殊性，青菜、干猪草、饲养工时均不能计入养殖成本，最终农户养殖利润不低于1 000元/头。而且，养殖规模适当增加，每头年华猪的养殖成本还会有所减少。不仅如此，评价高的农户每年收购价还会在保底价的基础上以3%叠加，直至3 000元/头。

在互联网工具端，公司开发的猪儿妞妞App链接农户、消费者。每家农户的信息都能在上面看到，消费者付出金钱，换取农户闲散的生产能力以及生产资源，在平台上实现年华猪的共享养殖，进而突破地域限制，方便并且相对价廉地认养年华猪。用户可以通过App查看认养年猪的生长情况，直至年华猪出栏。还可以选择自己进村宰杀，或者由公司专业人员宰杀、分割、包装、送货到家。预订可以采用一次性或两次付款的方式，目前正在走通付款和银行第三方监管流程。

按照推算，一个村200户，以其中150户户均饲育生猪2～4头计算，每个村每年年华猪的总量在300～600头，一个村的量，刚好就可以满足一个门店、一个社区居民的需求。仅苍溪县，这样的村子有785个。

如果销售及生产计划能够顺利推动，按照700个村子，每村每年产300头年华猪，收购价2 000元/头计算。全县农户每年生猪养殖收入预计为4.2亿元，而这仅仅是第一年的数据，随着农户养殖年限的增加，这个数字会不断增大。

从养猪出栏环节，去除给付农户的费用之后，公司平台利润只需一头猪做到100元，其中40～50元给村级合伙人，50元留给平台。

而在城市的线下猪肉店面终端，一头猪甚至可以做到2 000元以上利润。年华猪公司会介入这一流通环节，通过凌晨宰杀，在早市通过公路运输送到成都，以此加厚自身的市场。

年华猪科技公司计划首先在成都开设年华猪门店，定位中高端成熟社区底商。服务半径3千米内的，通过线下猪肉产品销售和体验切入市场，并结合新产品的售卖，比如卖卤肉、饺子、包子以及苍溪当地特产“肉和尚”等。据说，制作苍溪“肉和尚”，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出上品必有诀窍，所用之肉，选苍溪用蔬菜与杂粮喂出来的土猪腊肉为最好。

资料来源：“滴滴养猪”来了！四川村支书连续创业，互联网+精准扶贫引投资。天虎科技.罗曙驰http://www.tianhukeji.com/show-255-980467-1.html
 。


讨论题：


1.你认为推进“滴滴养猪”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2.“滴滴养猪”的商业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类型的农产品吗？为什么？


文献研读　Business Model Design in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Illuminating the Commercial Logic of Hybrid Businesses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In recent years,a new stream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nd corresponding research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businesses and entrepreneurs that pursue social and/or ecological goals while being guided by a distinct business mindset and some form of commercial orientation.Such endeavors are often discussed with terms such as hybrid businesses,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or social enterprises.Such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respective ventures are said to be of significant practical,political,and academic interest.One aspect that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research on hybrid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es is the entrepreneur's motivation.Beyond this micro perspective,there is high demand to develop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the distinctive nature of the mission,processes,and resources leveraged”.This understanding is especially relevant in the sustainable and hybrid business context，where business approaches reside somewhere between nonprofits and traditional companies to align social or ecological goals with economic ones.

Recently,the business model peculiari-ties of such sustainability oriented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Other than pur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or charities,hybrid businesses often do not rely on donations or similar sources of income to pursue their nonfinancial goals;thus,hybrid businesses regularly seem to focus 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achieve the companies'mission.Specifically,hybrid businesses implement a business model following a commercial logic as a prerequisit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for themselves and to contribute to a more sustainable society.However,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peculiarities of hybrid or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s with regard to their ability to successfully operate on commercial markets as a prerequisite of achieving social/ecological goals and research has only recently begun to dig deeper into issues of business models in this domain.

Similar to the topic of hybrid businesses and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academic focus on business model design has sharp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Research on startup firms usually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as a function that supports the firms'strategic development.This emphasis on the business model design of new ventures will help identify opportunities and creat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Various business model elements and themes have been shown to affect company performance.So far,however,insights from this stream of research have not been utilized to shed light on the commercial grounding of hybrid businesses.We thus see a missing link between the business model domain and the context of hybrid businesses.We deem this omission to be relevant for two reasons.On the one hand,the（nonfinancial）performance of a hybrid business can be directly linked to its success in achieving social or ecological goals.On the other hand,the（financial）performance of a hybrid business is relevant already because it is a prerequisite of achieving social/ecolo-gical goals.

We address this gap and build on these two emerging research streams to help explain the commercial stability of hybrid businesses as a prerequisite for achieving social or ecological goals and how these two aspects（i.e.,comm-ercial orientation and societal goals）are connected.We conduct a deductive multiple-case study that applies a business model design framework from an entrepreneurship perspective to 18 in-depth case studies of hy-brid businesses.The framework is structured along two dimensions:a)four business models design elements（novelty,lock-in,complementarities,and efficiency）and b)three business model themes（content，structure，and governance）that go beyond interdependencies among the activities or notions of network structure.This fram-ework allows us to map the various hybrid businesses?commercial business models,which serve as their economic foundation to reach different social and ecological goals.With this framework,we will shed light on our research question:How do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 strive for commercial stability in their businesses,to reach multiple sustaina-bility-related goals?In sum,we contribute empirically to the emerging research fields of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d hybrid businesses by identifying distinct business model approaches in hybrid businesses.


【文献评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一系列新的创业活动：创业者和它的组织追求社会和/或生态目标，同时以独特的商业竞争心态为企业的经营导向。这样的努力通常用“混合企业”（hybrid businesses）、“可持续创业”（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或“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等术语来讨论。这些创业者和他们各自的企业被认为具有重大的实践、政治和学术意义。

近年来，这种可持续性组织的商业模式特点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社会企业通常不依赖于捐赠或类似收入来源来追求它们的非财务目标，因此，社会企业似乎经常专注于实现公司使命的创新方法。

具体而言，社会企业遵循商业逻辑作为实现自身可持续性的前提，并为更可持续的社会做出贡献。然而，有关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研究还非常少。

本章致力于回答解释，社会企业如何在保持商业运营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社会或生态目标，以及商业方向和社会目标是如何连接的。文章进行了多案例研究，并且形成了一个商业模式设计框架。该框架包括两个维度：四个商业模式设计元素（新颖性、锁定、互补性和效率）和三个商业模式主题（内容、结构和治理），它们之间并不仅仅是传统网络结构所涉及的关系。这个框架允许读者对不同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考察，并且回答：社会创业者如何在商业竞争中争取达到客观的商业利润，以支持多目标的实现？

本章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文章所建构的社会企业商业模式框架与传统的商业企业的商业模式框架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这一框架的两个维度中，设计元素属于商业模式的优势所在，特别是当企业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发展市场竞争时，新颖性、锁定、互补性和效率上的优势可以让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主题则是区分一般企业商业模式和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关键所在。通过这两个维度，文章实际上建构了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竞争力模型。

其次，本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多案例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就本章所开发的商业模式框架的两个维度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也可以就文章中所发现的商业模式设计方面的两大类型（prevalent novelty and efficiency-related de-sign），或是两类基本的效率导向的商业模式类别（intermediary efficiency and platform efficiency）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探讨。这些内容为商业模式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线索和研究基础。

最后，文章也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文章为社会企业如何开发和形成有力的竞争工具，促进社会创业项目业务的商业化，同时实现社会或生态目标提供了见解。文章所提到的不同案例，以及案例之间所形成的不同竞争类型，说明社会企业应当注重新颖性和高效性业务，强调独特的价值主张，从而形成一种新颖的商业模式，并且在模式方面强调很强的可持续性特征。这些见解有利于实践中的社会创业者明确合理的发展方向，建构有效的商业模式。


【文献出处】
 Hahn R,Spieth P,Ince I.Business model design in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illuminating the commercial logic of hybrid businesse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8,176,43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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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社会企业的运营和管理

学习目标

理解社会企业的概念

了解不同社会企业概念之间的差异

了解社会企业认定标准的概念

了解理解社会企业认定标准的相对性的关系

社会企业与资源配置、经济发展

理解非营利组织运营与管理的特点

掌握社会企业管理的二元性

比较社会企业与中国情境下的儒商概念

本章纲要

社会企业的概念

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

社会企业与资源配置

社会企业的运营和管理

社会企业管理的二元性


开篇案例　用投资的视角看待慈善：杰德·艾默生自述

我想解释，我为何对社会企业饱含激情，以及我对社会企业的理解与其他人有何不同，在解释这些问题时，我想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不要努力成为成功的人，而要努力成为有价值的人。”在思考社会企业时，我认为当今的人们太过于关注社会企业的成功，而不是它究竟应该从世界获得什么，又应该推动什么。我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是价值与价值创造的问题。创办社会企业只不过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罢了，我害怕的是，在大量的讨论、辩论、会议、讲座和教学中，我们将逐渐失去重点，转而专注于讨论手段本身。这些手段是重要的，但在讨论进行了15~20年之后，也许我们该推动对话进入另一个阶段。

以我为例，1989年我离开拉金街青年服务中心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看透了传统非营利事业管理：它存在着人权服务机构的管理方式、慈善机构的运行理念，以及资本分配的策略和实践之间的脱节。我希望今时今日比20年前要好得多，但当时传统的慈善事业似乎建立在政治观念和游说之上，而非基于影响力、价值创造和改变。

于是我离开了拉金街，此后经历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我过去20年的事业发展要归功于乔治·罗伯茨，因为正是他说：“我欣赏慈善、欣赏公益、欣赏非营利领域，但作为一名商人，他们的运作方式令我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去探索如何用投资角度看待慈善，而不是将慈善视为顺手写张支票，然后等着一年后收到报告就完事了。”他所提出的用崭新的方式看待慈善的挑战，为我打开了眼界，我开始思考如何不同的方式参与慈善事业与非营利事业的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我于1989年下半年进行了一项6个月的调查研究。我知道，采用类商业模式进行社会工作慈善工作并不是一个新鲜主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区经济发展以及社区改良机构就已经在从事这些工作，现有的模式也有很多。因此对我来说，问题并不是你如何看待这种模式，而是其他人如何思考，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又如何能够将其推到另一个高度，不至于重复前人犯过的错误。我访问了大约125人，这些人都是经济发展领域、无家可归者就业培训或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在进行访问的时候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湾区附近的社区中进行调查，但我真正寻找的是那些不仅仅是提供一般性服务的机构，而是在此基础上寻找不同途径来提供服务的机构。

有一次在访问密西西比东部一家大型基金会的一名资深项目经理时，我经历了醍醐灌顶的一刻。该基金会是一家经验丰富、专业技能扎实的大型基金会。基金会的负责人告诉我：“在经历了30年的实践和探索之后，如果说我们对非营利领域有什么了解，那就是他们干不了商业企业，所以别把你的钱投进去，关注就业培训项目吧，如果你想对无家可归者的生活真正产生影响，这才是有效的行动”。

当时大部分人所关注的就是基于《就业培训合作方案》的就业培训项目。该法案的策略大致是这样的：我们把无家可归者送入教室，教会他们一项新的技能，30天后他们毕业并得到一份工作。问题在于，正如我们的一位投资者所形容的，我们的培训只有30天，他们却需要30个月的帮助。对无家可归者而言，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那份工作，而是良好的就业环境、精神健康培训与支援、滥用药物问题、与家人重新建立联系、学会如何与其他人进行人际交往等。由此，关键在于重建他们个人生活所需的整个空间，而工作本身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是，投资者与行动者双方都有太多人花大量精力于宣传推广他们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往往并不是真正有效的、能带来变革的项目，很多非营利组织更着重于宣传。我们经历了整个过程，现在才意识到，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法来思考这件事，我们不应该陷在传统慈善事业的思维定式中。我们不能仅凭一份策划书就批准资助，等半年到一年后再去评价项目表现。因为他们在递交策划书时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我们也不知道该期待些什么。我们不能再采取传统的资助程序。于是，我们开始与受资助的机构总监、企业经理等人每月定期召开会议，在我们资助的人群中创建一种共享学习圈。虽然我们也会投资未经实践的商业策略，但要求每周根据实际经验对之不断修改完善。

非营利组织进行慈善的传统做法是一次提供多笔资助，这虽然会让受资助机构激动不已，但资助效果并不理想。我们改变了这种做法，我们的策略是尽力帮助有潜力的资助机构发展，而不是一次给出多笔资助。我们花了4年时间与大湾区的40～50家以不同方式关注社会问题的机构进行合作。我们的最低资助是15万美元，之后我们会在商业策略的各个阶段追加投资。我们并不盲目追求地理区域的覆盖，例如，5年之内覆盖5个城市，而是想要加深与这片区域内我们真正信任机构的合作，获得更加深刻的价值和影响。

我想这又是一次令人激动的改革，我希望用我们的工作震惊所有人，而不是仅仅凭借宣传。这种扩大投资规模的方式也让我们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因为我们可以在过程中“失败着前进”。如果当时我们召开了大型媒体发布会，谈论我们的工作有多伟大，或是吹嘘传统慈善事业中常常出现的那些数字，那么如今我们必然不能享受这种自由。

我们对于非营利性资助的另一个做法是，“如果你进行资助之后发现没有效果，这没关系，但必须明白它为什么没有效果，而你必须清楚地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如果你拿15万美元打了水漂，就必须从中学到些东西，不能空手而归”。这一套做法完全来自商业投资的理念。于是，当我们在1996年出版第一本关于社会企业的著作时，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受资助者的简短案例，而书的最后一页写道：“在我拿这笔钱打水漂之前，我真希望知道的10件事。”

时至今日，这些理念已经十分流行，但当我们开始对组织表现进行评测时，甚至还没有追踪社会回报的评价手段。于是我们将其当作十分严重的问题，创造了对投资社会回报进行评估的第一个正式测评系统，我们投了一笔资金建立这一信息系统，以便让我们能够跟踪并评测机构的表现和影响。作为投资者，我们可以用评测结果作为衡量投资效果的基准，而这随之带来了在这一交叉领域的一系列探索，也促使我开始与营利机构进行同样的对话。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网络型商业企业涌现，它们希望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营利机构，于是我们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这些企业的人在一起。在与他们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他们讨论的正是我脑海中浮现的理念，他们不再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理解企业价值，而是能够兼容并包考虑。当思考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时，他们也不再因为自己是营利机构而受到限制，认为不应该考虑社会因素或环境因素。相似地，如果是非营利机构，他们也能够在评测表现时加入一部分经济表现，并将这些因素都综合起来考虑。

我们如何理解营利机构与非营利机构的组织结构？一些组织试图超越营利与非营利的分野，也发现这种分类方式会带来限制。最后我对究竟该用哪种方式不再执着，不关心它究竟是非营利、营利还是兼具，也不关心它有怎样组织结构，因为那只是躯壳罢了。非营利组织可以拥有全资的营利子公司，营利机构也可以有非营利的分支机构，这些都可以并存。尤其在今天，你能够做的比以往要多得多，关键并不在于你是非营利机构还是营利机构，而在于你作为机构领导者如何通过管理来获得最大的价值与影响力，我们怎样才能够创造，尽可能实现其潜在价值的组织。

我相信社会企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定义，它是一系列不同的形式主题和表现交织而成的矩阵，从社会企业到民间创新，从非营利到营利再到兼具营利与非营利，它包括一系列不同形式的资本和组织架构，也允许人们进行能够获得私人回报的投资。我们从基金会获得贷款，将其投入一家机构，如果它表现得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笔贷款就转变为股权；相反，如果机构表现不如人意，我们就把这笔投资当作无偿资助。这种组织架构是相当新颖的。我们有许多看待社会企业的方式，如果我们将界限划得太过清晰，或者是花太多时间争论究竟有多少社会企业家能够在一个大头针上跳舞，那么我们无异于画地为牢。将营利与非营利的界限画得是否清晰，这一点根本不重要，因为这并不是问题所在。

我还意识到一件事情，特别是在过去3～5年里，许多社会网络平台开始蓬勃发展。那就是说，社会企业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它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从东非到纽约的东哈莱姆有着不同的形式，这很正常。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并不应该为所有人制定一个统一的定义，我曾花费许多时间撰写关于“什么是社会企业”的文章，但根本没有人关注，他们只是动手想做自己想要的，因为他们是创业者。

用我自己对爱因斯坦名言的理解作为结束：“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要努力成为一个拥有深刻影响力和融合价值观的人。”这就是我们最终想要做到的。我们可以随我们的喜欢给我们做的事情起名，也可以随我们的喜欢来做这件事，但对于它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们又在做什么，我们必须拥有一种广阔全面且包容的视野，因为很多事情只不过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而真正重要的是目标本身。

资料来源：夏露萍.真正的问题解决者：社会资企业如何用创新改变世界[M].刘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7.1　社会企业的概念

7.1.1　OECD关于社会企业的观点

早在18世纪，当时就存在一类致力于“把经济资源转移到对社会更有裨益的领域”的企业家，他们被称为社会企业家，这是社会企业的源头。

1994年，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指出，社会企业是指既利用市场资源又利用非市场资源，使低技术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组织。1996年，“欧洲对社会排挤的新回答”项目组织（EMES）认为，社会企业是一种以企业战略和社会目的为共同特征的实体，它们在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名称。在欧洲，社会企业主要是由OECD于1999年提出的新概念，它指任何可以产生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动，具有企业精神策略，以达成特定经济和社会目标，而非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追求，而且有助于解决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的组织。1999年，OECD在一份报告中对社会企业提出了更完善的定义，认为“任何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私人活动，它依据的是企业战略，但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而且它具有一种为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能力”。

虽然OECD和EMES对社会企业的定义侧重点不同，并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社会企业的功能，但都强调社会问题相对突出的领域是社会企业活动的主要领域。2003年，OECD出版的《变革经济中的非营利部门》一书中对社会企业做了进一步界定，认为社会企业是介于公司部门间的组织，其主要形态为利用交易活动以达成社会目标及财务自主的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除采用私营部门的营业技巧之外，也具有非营利组织强烈社会使命的特质，社会企业的主要形态包括员工拥有的企业、储蓄互助会、合作社、社会合作社、社会公司、中型劳工市场组织、小区企业以及慈善的贸易部门，其主要活动包含两个领域：训练和整合劳动市场排除的员工；传送个人及福利服务。

欧洲委员会认为，社会企业是合作社与非营利组织的交叉组织，其中合作社包括劳动者合作社及使用者合作社，非营利组织包括生产型非营利组织和倡导型非营利组织。欧洲委员会下的社会企业网络EMES，制定了社会企业的社会指标：由一群公民首创，权力不是以资本所有权为基础，牵涉受活动影响的人们的参与，有限的利润分配，以及施惠于社会的清楚目标。这些指标对社会企业的特征进行了清晰的描述。

7.1.2　英国关于社会企业的观点

英国是现代产业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发源地，也是较早推动社会企业的国家。社会企业已成为促进英国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与现实存在。英国社会企业的存在形式有社区企业、工人合作社、住房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社区贷款基金公司、慈善教育部门等。英国政府把社会企业定义为拥有基本的社会目标，而不是以最大化股东和所有者利益为动机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再投入到企业或社会之中（Bartlett，2007）。

英国政府认为，社会企业旨在实现社会目标，将其利润盈余进行再投资，以实现企业和社区等社会目标，而不是受股东和业主利益最大化驱使。英国贸易及工业部出版的《社会企业：成功策略》一书认为，社会企业主要是追求社会目的，盈利主要是用于投资企业本身或社会，而非为了替股东或企业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沙勇，2013）。

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指出了社会企业的必要性。他认为面对经济化和全球化浪潮中的充分就业难题，福利国家的老路已不可取，而减少福利会导致更多人拥入本来已经十分拥挤的低收入劳动市场。因此，政府应该积极介入社会企业，将国家的福利投入转变为对社会企业的投资，通过促进失业者在社会企业中的就业来构建积极的福利社会。因此，社会企业的初衷是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紧密相连的，是针对社会问题的政府经济投入形式（Giddens，2000）。

英国社会企业联盟为社会企业提供的定义为“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并为定义做了如下限定：①企业导向——直接参与为社会为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②社会目标——有明确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如创造就业机会、培训、提供本地服务；③社会所有制——治理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通常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如员工、用户、客户、地方社区团体和社会投资者）或代表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实施控制的托管人或董事的参与基础之上的自治组织。它们就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向其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社区负责，收益少部分可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分红加以分配（Lipan and Yaoying，2006）。

7.1.3　其他欧洲国家关于社会企业的观点

德国认为它们的经济属于“社会市场”经济，而非仅是“市场”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积极运用劳动政策去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为长期就业困难的人提供工作岗位、解决人们的就业难题，是德国大多数社会企业的目标。德国基于工作整合机制的社会企业及其政策主要包括政府资助逐渐减少的社会企业、福利机构式的社会企业、社区创新型的社会企业和市政府建立的社会企业四种形式。多数工作整合机制社会企业的运营有一定的自主权，它们将运营所得转投社区，以创造就业机会及弥补公共需求的缺口。在这类企业中，员工多为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志愿者在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该类企业的建立者包括弱势群体、工会、私营企业、政府机构（孙柳苑，2009）。

芬兰的社会企业是指以社会企业名义注册的企业，专门为残障人士和长期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2003年，在芬兰赫尔辛基通过的《社会企业法案》对社会企业的注册条件给予了严格的限制，社会企业必须满足法案要求：社会企业中至少要有30%的残障人士或长期失业人员，以后无论公认的生产力如何，企业都有责任付给他们工资。另外，对于社会企业安置的残障人士或长期失业者，地方政府机构会给企业主相应的工资补贴。

7.1.4　美国关于社会企业的观点

美国对社会企业给出了更宽泛的定义，认为社会企业是从事非营利事务过程中可能采取不同形式的组织，包括具有社会目的的私营企业。这一定义被许多社会企业咨询公司所认同。美国学术界倾向于用“社会企业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来代替“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这一概念。在过去20年，社会企业成为美国顶尖商学院和行政学院争相研究和开课的现象日益凸显，与此同时，美国公民社会呈现爆炸式增长，全国现有200多万个民间组织中超过60%是在这一背景中产生的。美国学术界倾向于将社会企业视为一种主要以收入为基础来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

在有关社会企业的研究中，美国学者丹尼斯·杨认为，社会企业是采用企业方案和商业活动，以促进社会进步或对公共财政有所贡献为目标。若再进一步从决策结构的角度分析，社会企业包括两种界定方式：其一为营利商业组织对于公共财政的贡献：其二为非营利组织透过商业化手段赚取营收。社会企业乃是一个连续体的组织，并可区分为三种组织形态，包括企业慈善、社会目的组织，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混合组织（Young，2003）。

Dees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企业光谱概念，从主要动机、方法和目标以及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对社会企业和传统的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在他的社会企业光谱中，社会企业是处于纯慈善与纯商业之间的连续体。此概念也揭示出非营利组织商业化或市场化是转变为社会企业的途径（Dees，2003）。

在Dees的基础上，阿特绘制出可持续发展的光谱图——社会组织演进趋势图。该图表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与传统的营利企业在社会变革环境下，尽管初始的目标有所差异，但是为了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两种组织形式最终还是向中间状态“社会企业”和“社会负责企业”靠拢（Alter，2007）。可以看出，社会企业正在挑战传统公司企业的社会责任，其从事道德商业活动是出于内心的社会责任。

按照功利主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学派的观点，传统公司的社会责任是受市场驱动的、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或者说服从于公司整体利益的一种行为，并且它们的责任往往成为一种“附加责任”，常常被认为是为了改善企业社会形象、缓解商业经营引发的矛盾的一种企业活动。而社会企业的社会性目标不带有任何商业目的，纯粹以解决社会问题为追求。因此，社会企业明确的社会性目标是对传统企业以商业目标为核心的彻底颠覆，表明社会企业从事道德商业活动是出于明确的社会责任目标（赵莉和严中华，2009）。

从传统的纯营利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营利性企业和社会企业三者的区别来看：①在竞争手段上，传统的营利性企业是以价格和质量求胜，履行社会责任的营利性企业以道德和声誉求胜，而社会企业则是两者的结合；②在客户方面，传统的营利性企业是以产品交易满足客户，履行社会责任的营利性企业以道德交易满足客户，社会企业视客户为核心；③从发展目标看，传统的营利性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企业自身的发展，履行社会企业的营利性企业是确保企业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社会企业则以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实现社会目标；④从效益角度看，传统的营利性企业主要为股东带来利润，履行社会责任的营利性企业是盈利的同时提升公司形象，社会企业则是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之前确立的社会目标，提高股东和企业的社会价值。这几方面的比较描绘出了三种不同商业企业模式的典型类型，有助于区分传统的营利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营利性企业、社会企业三种模式的差别，从而为深度观察研究社会企业提供必要的参考。

7.1.5　欧美社会企业定义的差异

比较美国和西欧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企业的定义本质都是通过商业运作手段来达成社会目的，或者帮助组织实现社会使命，但欧洲与美国的社会企业由于各自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其定义展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独特性。

7.1.6　我国学者对社会企业的定义

我国学者对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在本质上和欧美是一致的，体现了社会企业的混合体特征和可持续性。王名和朱晓红（2009）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社会企业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社会企业的认识框架，包括认识社会企业的现象与本质两个维度，观察社会企业的公益、市场和文化的三个视角，以及分析社会企业的市场实践、公益创新、政策支持和理想价值的四个层次。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企业定义为一种介于公益和盈利之间的企业形态，是社会公益与社会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种表现为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双重属性、双重特征的社会组织。

潘晓娟（2011）从社会企业所具有的共同基本特征出发，认为社会企业是介于传统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以社会责任感而非利益驱动的，为实现既定的社会、环境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而进行商业交易的组织。杨家宁（2009）认为，社会企业是非营利组织面对经费紧缺及为提高自身运行绩效，以企业行为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非营利组织社会使命的组织形式。徐永光（2015）将社会企业划分为四种类型：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以民办非企业运作的NPO慈善型、在工商部门商业登记但不分配收入和利润的NPO企业型、兼具NPO投资和市场投资的混合投资型，以及纯粹地来源于私人投资但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私人投资型。

中国社会组织网认为，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社会企业透过商业运作手法赚取利润以贡献社会。它们将所得盈余用于扶助弱势社会群体、促进小区发展以及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它们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最大的企业盈利。社会企业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但又要追求盈利。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是满足社会需要，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员工发展，建立社会资本，推动可持续发展。

吕力（2017a）认为，社会企业是将社会目标与利润目标相混合或相统一的企业或公益组织。该定义强调了社会目标与利润目标相统一的可能性，它表明了这样的观点：社会目标与利润目标之间并不总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利润目标多一些，社会目标就必然少一些。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利润意味着可以聘用更多高素质人员，可以扩大规模，可以进行更好的市场宣传，因而会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而非营利组织的“时时免费”往往使得一件好事办得效率不高，结果并不理想。在当前情形下，尤其应强调社会目标与利润目标相统一的可能性。

7.1.7　中国情境下的儒商与社会企业

根据周生春（2010）的考证，“儒贾”一词的出现和流行在明朝嘉靖、万历之际。“儒商”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年间杜浚所撰写的《汪时甫家传》中，其时间在1671～1678年。“这一现象表明，在社会迅速商业化的同时，人们开始呼唤和强调士人尤其是商贾的道德和商业伦理，重建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以及中国本土企业家的逐步成熟，有关儒商的各类讨论持续升温，各种与儒商有关注的组织不断出现。然而，关于当代儒商，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定义。黎红雷（2017）总结了儒商六个方面的特征：尊敬儒家先师孔子；承担儒家历史使命；践行儒家道德理念；秉承儒家经营哲学；弘扬儒家伦理精神；履行儒家社会责任。周生春指出，“儒商是具有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底蕴，关爱亲友、孤弱，热心乡里和社会公益之事，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具有厚重底蕴的工商营业者”。吕力（2018）将儒商定义为：以儒家完美人格为追求，以创新和创富于社会为己任，并将此付诸商业实践的企业家。儒商的信念即“君子务商”与“新物、富民、止于至善”。

显然以上定义并不相同，但在“儒商将社会价值看作高于商业价值”这一点上，无论何种定义都是相同的。周生春的定义尤其强调了“关爱亲友、孤弱，热心乡里和社会公益”，这与目前很多社会企业的目标宗旨完全一致。以上表明儒商虽然是一个中国本土的概念，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世意义。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情境下的儒商在相当大程度上等同于社会企业。换言之，因为儒商根植于中国文化，西方社会企业根植于西方文化，因此它们在根源、实现路径上各有其特殊性，但在表现形式上却高度类似（吕力，2018）。

吕力（2019）认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似乎更容易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企业的概念。根据儒家的经典论述，中国文化中的责任显然不限于“君臣父子夫妇”，而涵盖“天下”之义。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平天下”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当然也是儒家的最高责任，这种责任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根据赵汀阳（2008）的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是为了创建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如果一种政治完美到万民归心，就将成为整个世界社会的政治，这个“世界性社会”就是“天下”。从中西文化关于责任的理念差异出发，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责任”似乎更倾向于“天下责任”，而非“契约责任”。西方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体”，在这一思路之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只限于契约责任。顺着此思路，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最远可以延伸到企业的各利益共同体，因为各利益共同体与企业之间存在显性或隐性契约，而很难延展到整个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将个人或团体视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作为一种团体性组织自然也应承担“天下之责任”。因此，似乎中国文化更容易理解“社会企业”的概念（吕力，2019）。将儒商与社会企业两个概念相勾连，可以在中国文化环境下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提供了世界社会企业发展的中国样本（吕力，2018）。


7.2　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

根据对各国社会企业立法的考察，各国政府主要从组织目标、收入来源、利润分配、资产处置、治理结构五个维度对社会企业进行认定（王世强，2012）。

7.2.1　组织目标维度

有些国家对社会企业的目标规定较窄。韩国的社会企业分为提供工作型、社会服务型、混合型。其中，提供工作型社会企业至少有50%的员工是弱势群体；社会服务型社会企业至少60%的服务是提供给弱势群体；混合型社会企业为弱势群体提供的岗位和社会服务占总量的30%以上。芬兰的社会企业针对的是残障人士和长期失业者两类弱势群体，如果一个社会企业30%的工作岗位提供给他们，政府将会对其给予补助。波兰的工人合作社主要支持失业者和弱势群体，其中失业者和弱势群体包括无家可归者、酒精和药物成瘾者、精神疾病患者、有前科的罪犯和难民。立陶宛的社会企业的目标是使弱势群体回归到劳动力市场，促进社会融合以及减少社会排斥，政府规定，社会企业应有40%以上的员工来自弱势群体，人数不少于4人。

1991年，意大利立法创设了“社会团结合作社”（后来更名为“社会合作社”），并区分了两种类别：“以提供社会、健康和教育方面服务的A类社会合作社”和“以为弱势群体提供工作整合的B类社会合作社”。A类社会合作社提供服务的对象十分广泛，包括长者、未成年人、残障人士、吸毒者、流浪者和移民；B类社会合作社按照法案要求，须至少雇用30％的弱势劳工，这类合作社的社会保障缴款可以免税，并获得政府补贴。

有些国家对社会企业的目标规定较宽。例如，英国规定社区利益公司应在章程中明确追求社会公益和社区利益目标，“社区”可以包括英国或其他地区的社区或人群，或者是一个可定义的部门或人群，任何个人构成的群体都可以成为一个社区。详见第2章，在此不做赘述。

7.2.2　收入来源维度

社会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产品生产和服务。各国规定，社会企业也可以接受捐赠，但不能依赖于捐赠。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各国一般都规定社会企业收入中应有一定比例来自商业活动。意大利的社会企业的主要活动是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规定商业收入应占总收入的70%以上；芬兰的社会企业至少有50%的收入来自商业收入；韩国规定社会企业申请登记前6个月的业务收入应超过工资总额的30%。

但是，也有国家不明确规定收入来源的比例构成，只强调社会企业的商业特点。例如，英国规定社区利益公司的主要活动是生产和销售产品或服务。

7.2.3　利润分配维度

各国普遍对社会企业的利润分配进行限制。有些国家允许所有者或投资人分配有限利润，只有个别国家不限制利润的分配。在多数采取合作社法律形式的国家，社会企业都不能分配利润。例如，意大利禁止社会企业的股东和管理者直接或间接分配利润；拉脱维亚的社会企业不允许分配利润；西班牙的社会倡议合作社不能分配利润，应储存所有盈余。不允许利润分配的理念基于“将社会企业视为一种非营利组织”，所得利润要全部用于社会目的。

也有部分国家限定社会企业利润分配的最高比例。在允许分配利润的情况下，对于具体比例的高低，各国的规定有所不同。英国规定的社区利益公司股东利润分配的最高上限，每股分红的最高上限是20%，利润分配的累计总额不能超过可分配利润总额的35%；法国的集体利益合作社应留存50%的利润，剩余利润允许有限分配；韩国规定应将至少2/3的利润用于社会目标，最多可以分配1/3的利润。

极少数利润分配不受限制的国家包括：芬兰的社会企业可以自由分配利润而且不受限制；在美国一些州为社会企业制定的法律形式中，低利有限责任公司、受益公司、弹性目标公司都不限制利润分配。

7.2.4　资产处置维度

各国一般都规定社会企业的剩余资产也用于社会及环境目的，创办者不能收回资产，有些国家规定社会企业可以分配一定资产和自由处置资产。例如，英国规定社区利益公司遵循“资产锁定”原则，资产只能用于社区目的，公司注销后需要其他遵循“资产锁定原则”的使命相同的机构接管，并用作社区用途。以上原则与非营利组织的规定相同：社会企业一旦成立，其资产就已经归属于社会。韩国规定社会企业在解散时应将至少2/3的剩余资产捐赠给其他社会企业或公共基金，可以分配最多1/3的资产。在法国、西班牙、葡萄、希腊、立陶宛、美国等国，对社会企业的资产处置方式未做出具体规定，创办者和管理者可以自由地处置剩余资产。

7.2.5　治理结构维度

欧洲十分强调社会企业的民主管理方式。例如，意大利规定社会企业的工人和受益者应通过信息咨询或参与机制来参与机构决策过程；希腊规定有限责任合作社员工的构成中应至少有15位是残障人士，占员工总数的35%；法国的集体利益合作社协会中，员工和受益人必须在董事会中有代表；比利时规定社会目的公司员工有权在工作一年后成为会员；韩国规定员工和客户应参与决策过程。

但这对美国等其他国家而言，并不是必须具备的。社会企业也可以是与普通企业相同的治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企业具有与公司同样的治理结构。因此，这种形式可以为社会企业在构建治理规则方面提供较大的自由度，为所有者和管理者提供法律保护，可以吸引资本投资。

2008年以来，美国许多州在本州商业公司的法律框架中，设立了“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共益公司”“弹性目标公司”“社会目的公司”四种社会企业法律形式。但是，美国的这些社会企业形式并不属于非营利组织，而仍然是营利性公司，股东有权得到公司的利润分配和价值增值。这些社会企业立法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改变了英美传统公司法中原有的关于公司董事必须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限定，使得公司董事可以在营利性公司的框架下同时实现利润目标和社会目标。美国的这些社会企业形式可以同时具备普通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优势。例如，它们既可以从传统资本市场寻求投资，也可以获得基金会的投资，而且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公司董事可基于社会利益进行决策，而不必担心遭到股东的诉讼。因为美国这些社会企业形式不属于非营利组织，因此企业本身不享受任何优惠或政府补贴，但是这些社会企业却可基于其内涵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目标，获得更高程度的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见第2章）。

7.2.6　对社会企业认定标准的评述

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与国家政策支持、税收优惠等密切相关。显然，国家政策支持、税收优惠对于社会企业的发展具有无法估量的影响。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大大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而其认定标准是税收优惠的前提条件。因而，制定社会企业认定标准非常紧迫和重要。

在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上，各国存在巨大差异。如前所述，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巨大不同，各国甚至一国内的各州在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上存在巨大差异，这充分说明，认定标准的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国家和地区的差异。

不宜将国家认定的社会企业与工商实践中的社会企业画等号。换言之，不宜认为“只有符合国家认定标准并挂牌的社会企业才是社会企业”。这是因为，不同社会企业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从本章开篇案例可以看到，企业可以灵活使用营利和非营利两种经营手段；从学术上看，营利与非营利之间存在大量中间地带；且企业可以从营利转向非营利，也可以从非营利转向营利。如果认为“凡不符合认定标准的企业”都不是社会企业，则大大限制了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可能性。

有关政策支持、税收优惠应与具体项目相结合。由于社会企业无论在时间上还是业务上都具有横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特点，因而，最好实施税收优惠与具体项目相结合的管理方法。这样，一方面鼓励了商业企业逐步向社会企业过渡，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加精准地使用税收优惠政策，达到激励企业社会责任的目的。


7.3　社会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式

7.3.1　三种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以“自利”为主要动机的市场方式作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从“利己心”出发追求自己的利益，会达到他并非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与市场方式相比，计划资源配置是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强制驱动的，即政府通过计划来确定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当前，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已不存在完全的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市场配置是一种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

然而，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的现象经常出现。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不完全竞争、负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等方面。市场失灵导致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市场很难对资源进行长时段的、可持续的、公平的配置。①市场机制主要通过价格来传递资源配置信号，而价格只能表示目前状态下的资源稀缺情况。尽管存在远期、期货等市场，但纯粹的价格机制仍然不能很好地预测未来的走向，而且远期或期货市场仅覆盖金融产品或少量大宗商品，这意味着价格对于传递较远期的需求往往是无能为力的。②市场机制通过传统企业行为来配置资源，较远期的资源投入往往意味着较大的风险，即使将风险排除在外，传统企业也必须首先考虑企业股东所要求的近期回报，因此它们往往会选择近期的投资目标。③消除负的市场外部性需要成本，而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传统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自然会将负的市场外部性控制在法律所规定的底线。从社会总体来说，这未必是长远、可持续性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④传统企业以效率为唯一导向，而效率与公平在某些情形下是矛盾的，即提升效率可能有损公平、而提升公平则可能损失效率。从而，基于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基于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是相互矛盾的。

基于以上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问题，通常的做法是“以市场配置为主、以政府调节为辅”的资源配置。政府调节方式的主要着眼点是纠正市场失灵，这意味着企业仍然坚持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但政府通过立法、政策等限制企业负的外部性、消除信息不对称；或者通过补贴的方式引导企业的长期导向；或者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的形式发展公共事业以及目前尚不盈利的高新技术。

市场配置为主、政府调节为辅是目前最主流的资源配置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存在诸多问题：要求政府具有较强的预见性，尤其是在科学技术等公共品的投资上；去竞争化，政府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本身意味着缺乏竞争，失去竞争则意味着效率的损失；要求政府承担更多责任，自然也就要相应扩大税收，增加政府雇员，从而导致政府扩张、效率降低。总之，政府调节的面越广，越需要一个大规模、高效、精明的政府，这增加了调控的难度。

7.3.2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源配置方式

根据OECD对社会企业的定义，“社会企业是指任何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私人活动”，它依据的是企业战略，但其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2003年，OECD对社会企业的补充定义为：社会企业乃是介于公私部门间的组织，其主要形态为利用交易活动以达成目标及财务自主的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除采取私营部门的企业技巧之外，也具有非营利组织强烈社会使命的特质。显然，OECD倾向于将社会企业的目标与传统企业明确区分开来，即社会企业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主的非营利组织，而之所以称为企业，主要是采用了交易方式、企业经营、战略等手段。

与OECD的定义有所差别的是，美国学术界更强调社会目标与利润目标的混合。例如，Young（2003）将社会企业定义为：社会企业是指采取企业的方案及商业活动，以促进社会进步或对公共财政有所贡献为目标的企业。它包括两种方式：其一是营利商业组织对于公共财政的贡献；其二为非营利组织透过商业化手段赚取营收。Dees（2003）直接提出，社会企业是一种多元混合的综合体，他提出了社会企业光谱的概念，指出了社会企业处于传统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宽广的空间。

实际上，并非所有情况下社会目标都与利润目标相矛盾，在某些情形下社会目标与利润目标是统一的，社会企业是将社会目标与利润目标相混合或相统一的企业或公益组织（吕力，2107）。社会企业的主要特点：一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放弃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考虑或部分考虑社会目标的实现，这是社会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的主要特点；二是使用商业的手段达到其社会目标，这是社会企业区别于传统公益组织的主要特点。因此，尽管社会企业处于从传统企业到传统公益组织之间宽广的光谱带上，但其在理论上仍然与传统企业和传统公益组织有本质区别。从企业实践来看，如果某一企业将社会责任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并成为其经营理念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企业本质上就不再是传统企业而是社会企业。

无论是从Dees的光谱说（2003）出发，还是从混合统一并行说（吕力，2017a）出发，传统企业完全可能成为社会企业：传统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化。传统企业社会化表明企业放弃或部分放弃利润最大化目标。由于社会责任的驱使，不久的将来，很大一部分传统企业将进行社会化转变。与此同时，如果某一公益组织实施或部分实施企业化运作，这种企业化的公益组织也可称为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大量传统企业社会化与公益组织企业化合并在一起将形成一种新型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如下特点：通过企业的自主行为达到社会目标，从而会减轻政府负担，提高政府效率；由于社会企业放弃了利润最大化目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市场的短视与无序，但仍保留了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优良特点，因而是一种更优的配置方式。

7.3.3　社会企业与经济增长方式

资源配置方式是与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的。社会企业与传统企业社会化既然可以改变资源配置方式，那么它也可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社会企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有以下途径。

（1）压缩粗放式资源消耗型企业的数量，提升社会资源的利用水平。全球社会企业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关资源环境方面的社会与技术创新，这方面的创新加上已有传统企业基于社会责任考虑的技术改造，将大大压缩粗放式资源消耗型企业的数量，提升社会资源利用水平，从而改变已有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

（2）促进社会公平，提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众所周知，严重不公平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全球社会企业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社会企业的大量增加必将改善社会公平状况，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3）加快前瞻性技术进步的速度。传统上，过于超前的技术投资由于风险性太大，传统企业往往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而社会企业兼顾利润目标与社会目标，对于风险的考虑自然会降低，因而相比于传统企业与社会，当然会加速技术进步的进度。

（4）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家强烈的创新精神将成为整个社会创新的先导。由于社会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因而更有创新的勇气。这种创新的勇气表现在利用创新解决社会难题、创新商业模式，以及超前的技术创新等方面。社会企业在诸多方面的创新往往成为传统企业创新的先导和风向标，其成果通过社会扩散可以为传统企业所使用或借鉴，例如，最近谷歌极富想象力的航天计划就属于此类。社会企业的强烈创新精神将带动整个社会的创新，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主流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由于“利润动机”所引致的，而社会企业引致经济增长在于其“道德动机”，这与主流经济学中因为“利润动机”引致的经济增长有本质区别，且社会企业引致经济增长的方式也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相区别（吕力，2016）。既然如此，政府有必要通过大力倡导和发展社会企业来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然，这并非一种强求，在未来社会中，既存在传统企业，也存在社会企业；既存在传统企业社会化，也存在社会企业去社会化，这应该是一种常态（吕力，2017a）。与此相对应，政府也应该采用市场为主、调节为辅、价值观为引导的经济治理方式。


7.4　社会企业的运营和管理

7.4.1　非营利组织运营和管理中的问题：以商业企业的视角看非营利管理的不足

非营利组织往往缺乏战略规划，需要不断地处理威胁和应付紧急事件。这个问题通常会有不同的借口和许多不同的形态出现，例如，“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计划，我们很忙，只要能把手边的工作做完就谢天谢地了”“哪有必要写计划书，那根本是没人看的东西，一旦有紧急的事计划书就扔到一边去了”“计划当然是好事，但是每天柴米油盐的，谁管这呀”“能领到下个月的薪水已经不错啦，做未来三年的计划，我看免了吧”。这些问题的心态和借口都不相同，但都来自同一根源，那就是这个非营利组织对它未来五年想做什么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事实上，这是可以避免的。

非营利组织往往着眼于具体项目，而忘了要从大处着眼。这个问题可能以以下方式出现：未来几年有哪些事情会影响我们的机构，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呢？眼前的计划零零碎碎，哪有什么重点和主题可言？我们只是一个劲儿地做，哪里还有时间想到后果，所以有时结果出来后我们自己也很意外！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决策方式。

非营利组织往往缺乏宣传能力，所在社区通常不了解非营利组织在做什么。通常距我们仅有几步之遥的人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更别说我们所在的社区了。非营利组织无法通过直接邮件更好地募集资金，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我们没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如果人们没有向我们捐款的理由，我们又怎么能够责怪他们不支持我们的工作呢？新闻媒体对我们的支持也好不了多少，让媒体刊登我们的消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非营利组织往往缺乏充足的资金。有谁不需要更多的钱？很难想象一个非营利组织由于有充足的资金而决定缩减它的筹款计划。令人遗憾的是，事实表明，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经济环境，总有大量非营利组织无法募集到源源不断的资金。

非营利组织往往缺乏良好的财务管理。很多非营利组织通常很难掌握到底花了多少钱，更难以对募款成效进行专业评估，也不清楚哪些地方可以再节约一些经费。由于缺乏优秀的财会人员，会计部门的报表通常只有他们自己才看得懂，因此也很难向资助人交代，向他们解释说赞助费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在非营利组织里像这样的抱怨经常可以听到，如果说存在一个所有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者都遇到的问题，那就非财务问题莫属了。如何看懂财务报表是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人员必须解决的问题。

非营利组织往往缺乏优质的人力资源。如何留住肯干又能干的人才是所有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严重挑战，这样的人才在计算机、法律、医药的营利组织中有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因此非营利组织常常遇到人才流失的问题。虽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传统价值的重要性，他们并不把赚钱当作人生的最优目标，而是希望自己能有所创新，对社会有所贡献。但是，非营利组织往往并不深入研究上述人口统计、个人和家庭价值观的变化趋势，也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激励机制。

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效率低下。非营利组织的通病之一是甲部门通常不清楚乙部门在做些什么，即使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情况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非营利组织里经常开会，但是会议时间不是过长就是过短，或是激烈争吵，以至于机构的工作人员毫无沟通可言。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沟通情形尚且如此，因而也无法和社会大众沟通。随着非营利组织规模的扩大，通常内部沟通会越来越困难。

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日常治理很不完善。志愿者理事会特别是小型非营利组织机构理事会，往往管的内容过细，从墙壁应该涂什么颜色到应该聘用什么人，他们都发表意见，有时候连买什么型号的计算机也要追问。但是，这些理事却不帮助组织去了解所在的社区，不告诉执行人员应该向哪个部门寻求赞助或者如何去找一个合适的办公地点，他们也不能提供机构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

在许多非营利组织中，传统志愿者模式作为主要运营模式效率低下。正如在后面讨论影响非营利组织的一些趋势中所提到的，非营利组织越来越难招募和留住好的志愿者。这包含以下几个问题，非营利组织需要了解自身的属性或志愿者属性的变化，并了解志愿者真正想加入什么样的非营利组织，成功的非营利组织不仅要做好招募工作，还要做好对不同层次志愿者的训练和培养工作。

许多非营利组织的员工管理水平较低下、工作满意度低。筋疲力尽是许多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大敌。的确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人手太少，挫折太多，酬劳太少，在某些工作中，例如照料和抚养残障儿童、辅助贫困潦倒的成年人等工作精疲力竭，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良好的管理会大大提高这些工作的效率。然而遗憾的是，大量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不是提升了这些工作的效率，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使得工作更加繁杂，执行人员的工作满意度日益下降，使得他们很难持续性地开展工作。

7.4.2　非营利组织运营和管理中的特殊性和难点：以商业企业的视角看非营利管理的复杂性

早期的非营利组织出现在市场体系之前，人类最早的学校、医院，其实都是以非营利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其中许多由教会创办、也有贵族创办的，但是随着市场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早期的非营利组织开始分化。学校和医院中有一部分走向了市场，另一部分则一直保留着非营利组织的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涌现出大量的非营利组织。

有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做这方面的统计，发现非营利部门在各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贡献度并不低，但是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大体来看，有的发达国家非营利部门比较发达，比如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非营利部门占GDP的比重超过5%，占就业的比重达10%左右。在印度和孟加拉国，非营利部门也比较发达。

当今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员工可能达到数十万人，收入达到千亿美元的量级，显然，还没有一个非营利组织能达到如此规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要比企业管理容易。事实上，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具有一些难以把握的特殊性和难点（王名和王超，2016）。


1.非营利组织的愿景


一般而言，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有两种动力：第一种动力是愿景的驱动；第二种动力是社会的需要。对非营利组织而言，愿景其实是人们心中的某种具有公益性的期待和梦想，这种梦想使人产生使命感。使命通常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你是谁；二是你相信什么；三是你希望达成什么；四是你如何来达成。对所有非营利组织来说，愿景和使命都非常重要，是内在驱动力的源泉。每一个成功的非营利组织都有伟大的愿景和使命。正因为有了明确的公益愿景和对其使命的驱动，才产生了非营利组织，这是非营利组织的第一种动力。例如，世界宣明会的愿景是：愿每一个孩子活出丰盛，求每一颗心灵矢志达成。

非营利组织的第二种驱动力是社会的需要。这与愿景有很大的不同，面对的是当下紧迫的社会问题，比如自闭症儿童的救助和关怀。非营利组织选择面对这样的社会问题，并积极回应这种社会需要。特蕾莎修女到印度的时候看到无数病人患病露宿街头、抛尸荒野，她深受震动，下决心要去帮助穷人，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她发起了一个叫“博济会”的志愿机构，在加尔各答帮助穷人，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来到印度加入博济会和特蕾莎修女一起帮助穷人。这个博济会就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它产生的驱动力来自印度普遍的社会问题和救助穷人的社会需要。

愿景和社会需要的结合是许多非营利组织产生的原因。公益的愿景往往能够唤起很多人的共鸣，因而也成为共享的愿景。当一个人能与他人共享愿景的时候，他就会加入非营利组织，许多志愿组织就是这样产生的。最著名的如无国界医生，作为一个由医务人员自愿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其共享的愿景是为身处困境的人们以及天灾人祸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提供帮助。这样的愿景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共享这一愿景的医生，他们加入无国界医生，可以申请做一年的志愿服务，无国界医生把他们安排到印度、非洲某国或者是世界上需要医疗服务的地方做一年的专业志愿者。公益的愿景和使命是非营利组织的灵魂。


2.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


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必备的品格，首先是正直、公益、有爱心和愿意承担，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品格。

其次，与其他领导者一样，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通常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树立和维持在组织中的威望和感召力。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当组织成员追随一个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时，也就会认同这个组织的使命和愿景，也会认同领导者本人的品格、德行、修养和信心。领导者有一系列特质，拥有心甘情愿的追随者，而不是被迫和被强制的追随者，这是非营利组织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项重要指标。

再次，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也应当是一个好的倡导者，能够把愿景和使命表达出来，让大家共享。领导者要努力创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环境或场域，使人能够在其中创造学习和产生影响，使追随者也能成为领导者，这对非营利组织的追随者来说尤其重要。每一个加入非营利组织的人都是带着理想愿景来的，希望在这里能成就一番事业、对社会做出贡献，这对一个领导者来讲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是一个非常艺术的催化者，能够催化环境、催化学习者、催化机构健康成长并走向卓越。

最后，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应该是一个终身学生，他永远能跟上社会变革的步调，他一定要是一个持续的高效学习者。


3.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


非营利组织和商业组织在治理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也与政府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治理结构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外在的，是组织使命之外的社会责任，而对一个非营利组织来说，践行公益的社会责任是内在于组织使命，因此要求其治理结构要充分体现一种对社会公益的责任。这就要求在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理事对社会负责，不仅要对财产的出资人负责，更要对社会负责。

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成员都是志愿者，没有任何薪酬，理事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基本上都是国家和国际层面一些精英和受尊敬的社会人士。在人员构成上也有一些安排和设计，目的是希望有影响的人，特别是法律界的知名专家、企业界领袖等精英，能够以志愿者身份加入理事会。

正规和大型非营利组织机构的领导者与理事会之间的关系较为清晰，通常理事会不会介入机构管理层面的事物，而更多地关注治理层面和机构大的方向。但是，大多数的中小型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职责并不清晰。


4.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


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一样，也有固定的员工。但非营利组织具有较高的理想性，员工通常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进入组织，对组织和主管有着比企业更高的期待，这使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显得更加复杂。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是吸引招募合适的潜在员工，激励员工，留住所需的员工，提高组织效率，改进工作质量，帮助员工在组织内发展。特别是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要求把人视为核心资源，非营利组织要把帮助员工在组织内的发展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以激励其发挥潜能。

与企业不同，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中包括志愿者。志愿者是基于志愿精神来到非营利组织并参与各种活动的特殊人力资源。志愿者管理鲜明地体现了非营利组织的特殊性，是非营利组织所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志愿精神是一种利他主义和慈善主义精神，志愿者是志愿精神的实践者。志愿服务，包括有组织的志愿服务和非组织的志愿服务两种形式，志愿服务的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常用报酬、收费和自愿性来界定。非营利性组织的志愿者可分为管理型志愿者、日常型志愿者和项目型志愿者，志愿者和普通员工一样，享有一定的权利并履行一定的义务，他们是不发工资的员工。

志愿项目的设计与管理是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组织管理的重大不同，志愿者的管理需要回答四个问题：需要设计和创造什么样的志愿工作机会和如何确定志愿者的责任？志愿机构根据这些如何向志愿者解释和指导工作？志愿者的招募类型是什么？评估志愿者的依据是什么？志愿者招募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一般招募，主要是招募岗位要求简单、技术性不强的志愿者；二是目标招募。目标招募的志愿者需要一定的技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胜任的。

就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而言，不仅要点燃或唤醒个人内在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创造条件，让人们去实现这样的内在价值，而且这个过程能够持续。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让他奉献一天甚至是一年，这样的短期风险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一辈子去奉献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相应的保障和支持条件没有跟上。因此，与企业组织相比，非营利组织很难招聘到专业的、高水平的，有竞争力的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人才市场上作为招聘方的非营利机构没有太强的竞争力，这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的工作成效。如果年轻人进入公益领域工作，但是又缺乏必要的保障，那么结果是他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因为每个人都要养家，如果没有物质方面的保障作为支持，人们最后只能辞掉这份工作，所以非营利组织不能永远只靠使命驱动，还必须有相应的保障性措施，提供体面的薪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只有这些措施跟上来才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5.非营利组织的营销和筹款


营销管理是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核心环节之一，营销活动对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表现在：第一，通过营销分析确认公众的需求，非营利组织可据此提供正确的公共服务，并有意识地引导公众的健康需求；第二，通过营销，非营利组织可以把自身的组织宗旨和其他信息传达给公众，从而提高其公众形象并刺激公众给予回应；第三，非营利组织可根据营销的状况决定组织目标，并拓宽组织资源的吸收途径，使任务的实现更为顺利；第四，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营销，引起公众注意，吸引非营利组织需要的各种关注和支持；第五，营销使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一般是竞争性的公共物品，而企业提供的一般是私人物品，所以非营利组织的营销不同于企业。许多非营利组织的营销活动涉及无形的社会利益与精神利益，存在评估上的困难，并且得到准确信息的难度大，这使非营利组织的营销与企业相比，显得更为复杂。

筹款是将分散的社会公益资源动员并集中起来的过程，筹款是一个需要艺术、策略、专业化知识和技巧的市场运作的系统化过程。筹款是非营利组织基于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向政府、企业、社会大众或基金会等发动筹集资金、物资和劳务的过程。

非营利组织筹款的理念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产品导向阶段、推销导向阶段和顾客导向阶段。最初的筹款战略是一种产品导向战略，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大部分的款项是由非营利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利用他们的关系网筹得，不存在专门的筹款人；有些组织还依赖志愿者友好人士得到一些捐赠，少量忠心的捐赠者提供了大部分的捐款。

随着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竞争加剧，筹款形势日益严峻，以产品为导向的筹款越来越困难，非营利组织意识到，必须走出去采取推销导向继而营销导向的手段。随着非营利组织采取营销导向，现在筹款的策略上也开始采取顾客导向，主动分析组织在市场中的位置，关注那些接受组织宗旨的人，设计使潜在捐款人满意的活动计划，甚至和潜在捐款人一起合作设计活动项目，同时也通过筹款活动培养新的潜在捐款人。


6.非营利组织的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能力是非营利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好的项目管理基本上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之道。例如，能不能筹到款，能不能持续成长下去，都取决于项目管理是否做得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关系到筹款、志愿者招募、财务管理、组织活动等重要内容。

通常非营利组织的项目管理是为回应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而出现的，比如灾害救助、灾后重建。从项目周期来看，它要求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比如一个项目周期应是从项目设计、项目的实施与监控到项目评估，最后回到最初的项目设计。对每一个周期来讲，既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对项目管理人员来讲，在整个项目周期中，项目设计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后面的项目实施和监控、项目评估都是依据完备的项目设计来开展的。

非营利组织的项目策划，应该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政策和体制层面；第二个是组织层面和战略层面；第三个才是项目层面。如果把整个框架拿出来看，政策和体制层面要与中国现实相符合，比如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这是很重要的政策环境因素。在组织层面，组织的核心是愿景和使命；战略层面的内容包括组织的定位，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如何做，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最后是项目层面。

项目管理，最关键的是项目周期管理，大致有四个周期：项目的选择和确定、项目设计、项目运作和项目评估。再有新的项目，再经历一个项目周期。这是理论上的路线，许多非营利组织常犯的错误就是面对大量零散的项目，缺少整体框架上的设计，导致很多项目不能实现组织的战略意图。

无论是非营利项目还是商业项目，每个项目都要在一定的预算和时间范围内实现目标，项目管理同样受到预算和资源的限制。但是，部分非营利项目（如扶贫和发展项目）中的一些不是用投资回报率来计算的，而用其他目标来衡量，最常见的是受助者能力的提升，这对非营利组织往往是比较大的挑战。从发展的角度讲，有的发展项目比较强调过程，认为人的发展是学习的过程，应该把项目设计成针对学习过程的催化，使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这些都是相比非营利项目管理的特有理念。


7.非营利组织的问责、公信力建设与信息公开


问责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问责是非营利组织向利益相关方负责并对其履行责任的过程及结果做出说明的义务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公信力是在评估和问责的基础上，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形成的普遍信任程度，公信力建设是非营利组织为达成社会对其的普遍信任而做出的种种努力，非营利组织的问责与公信力建设紧密联系。

（1）问责的逻辑有三种：一是代表逻辑，被问责者对其所代表的群体和利益负责；二是契约逻辑，被问责者对其所代理的活动向受托方负责；三是利益相关者逻辑，被问责者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负责。

（2）问责的主要机制包括：

·评估认证：非营利组织根据相应的框架和指标进行评估，并得到相应级别的认证，获得一定程度的公信力。

·行为准则：非营利组织在行业领域或区域层面达成共识，就公共问责制定统一的行为准则，并向社会发布。

·监督问责：捐赠者对其所捐赠对象进行问责，通常由第三方专业机构通过相应的框架、量度标准和指责体指标体系，就捐赠的非营利组织对受赠情况、项目目标及其运行、项目效果及受益情况等，进行定期内部和外部评估，形成一定的监督问责报告。

·参与问责：收益人、活动社区或社群对非营利组织进行问责，也包括非营利组织的内部员工及志愿者对非营利组织的问责，这种问责都以参与的方式进行，包括信息公开、公众参与、讨论互动和提出意见等。

·公开报告：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发布非营利组织的问责报告，接受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3）非营利组织的信息公开。非营利组织的信息公开是指非营利组织将成立申请、决策制定、财务信息、治理信息等组织信息以及已组织相关的信息（如关联交易方的信息），以章程、定期报告、临时报告、专门报告等形式向捐赠者、登记管理机关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公开披露的行为。信息公开的基本要求有三个：充分披露、持续披露、有限度的扩展披露。

7.4.3　社会企业运营与管理：盈利与非盈利的结合


1.社会企业的多重使命


社会企业运用独特的运营模式开展商业活动，通过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获取资金支持，满足了目标群体的要求，完成了服务社会的使命，可以说使命是社会企业的精神根基。一个成功的社会企业往往可以把双重底线置入使命，通过多种使命发挥作用。

第七代公司是一家销售清洁和个人护理产品的公司，由艾伦·纽曼创立于1988年。公司之所以取名“第七代”，是因为每个决策都要考虑未来七代人的影响，作为社会企业的先驱，第七代致力于用自己的实践使我们拥有一个更加美好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杰弗里·霍伦德是第七代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CEO，他认为第七代公司成功地将双重底线置入了公司使命。具体而言，第七代公司拥有如下多重使命：

第一个使命是为弱势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为此第七代公司不仅使员工通过工作达到自给自足，还努力使员工可以在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使他们有机会像正常人一样成长和发展。第二个使命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和健康的家居产品。为达成这一目标，第七代公司努力加强对消费者的环境、社会和健康问题教育，让消费者相信自己的行为可以带来改变。第三个使命是可以在社会企业运营中实现使命与利润的整合，目前第七代公司有着1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和近50%的利润率。

霍伦德试图建立一个最成功的社会企业，而且至少可以完成三个使命。在他看来，摈弃单一使命、拥有多重使命会产生神奇的作用。


2.社会企业的常见运营模式


社会企业的目的是同时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创造，根据社会企业内部商业活动和社会使命的不同关系，以及商业活动与社会项目的不同集成水平，产生了七种社会运营模式。它们描述了社会企业商业业务和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社会企业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创造过程，用创造性的方法促进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融合（Alter，2000）。

（1）创业支持模式。社会企业为目标人群（个人或企业）提供商业支持和金融服务，目标人群再向开放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此获取收入。现实中，小额信贷机构、小型企业和业务发展计划多采用创业支持模式，常见的类型有：金融机构、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

创业支持模式往往可以形成一个嵌入式社会企业，社会项目即商业活动，而该社会企业的使命是通过支持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使他们获取收入。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于其应用范围狭窄且有限，只适用于经济发展组织或就业创业支持项目。此外，由于创业支持模式的客户主要为弱势群体，这使组织生存能力受限。

（2）市场中介模式。社会企业为目标人群（个人企业和合作社）提供产品开发、市场准入和信贷服务。客户生产产品后，社会企业以合理的价格购买产品，然后再在市场上销售。在现实中，市场供销合作社多采用市场中介模式，常见的类型有食品公司、农产品公司。该社会企业的使命是帮助客户在市场上实现产品销售，社会企业通过产品销售获取收入，用于支付项目成本和运营开支。

市场中介模式的优点与创业支持模式类似，即通过自负盈亏扩大社会影响，强化组织使命。但其业务仅面向生产商，由于市场饱和、产品质量差等问题，为客户制造的产品要想找到合适的市场有时面临困难。此外，由于生产商比较分散，社会企业对产品的质量要求难以控制。

（3）就业模式。社会企业为其目标人群（存在就业障碍的人群，如残疾人、无家可归者、边缘青少年、前罪犯、妇女等）提供就业机会和在职培训，通过在公开市场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获取收入，用于支付项目成本和运营开支，包括工资和雇用导致的其他费用。现实中，就业模式被广泛用于残疾人组织和青年组织，以及关注低收入妇女、吸毒者、无家可归的组织，常见的类型有清洁公司、网吧、书店、旧货店、面包店、修理厂。该类社会企业的使命是为目标人群提供就业机会，开发目标人群的技能，增加目标人群的收入。

就业模式的优点在于，操作方便；就业模式的缺点在于，由于客户多为弱势群体，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组织的生存能力。此外，就业模式社会企业与商业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造成效率低下，也使这类社会企业的生存面临挑战。

（4）有偿服务模式。社会企业商业化其社会服务，或者直接销售给目标人群（如个人、企业、社区），或者间接卖给第三方。社会企业通过收取服务费来实现财政自给自足，盈余可以用来补贴其他社会项目。现实中有偿服务模式应用非常广泛，超越了非营利部门的界限，常见的类型有：会员组织、行业协会、教育机构、公园、博物馆、医院、诊所。

有偿服务模式的优点是易于实施，但许多组织仅仅将有偿服务作为一种创收方式，而不是作为一个可扩展的商业业务。当有偿服务模式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时，组织的逐利倾向会使其使命和利润产生冲突。

（5）服务补贴模式。社会企业向外部市场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产生的收入用于补贴社会项目，满足目标人群的需求。服务补贴模式往往可以形成一个整合式社会企业：商业活动和社会项目交叉，共享成本和收入。商业活动主要用于社会项目的融资机制，盈利收入主要用于补贴或全部支持组织的社会服务。现实中，服务补贴模式主要用于存在多种服务人群的组织，常见的类型有咨询、教育、物流、就业培训等。

服务补贴模式的优点在于其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组织，如非营利组织、企业、公共部门等。该模式还可以通过策略化地商业化其服务，扩大社会企业的影响。但是，一个组织采用这种形式，必须能够清楚地界定自己所提供的社会服务。

（6）市场联动模式。社会企业充当经纪人角色，连接买家和生产者，提供市场信息，促进目标人群（小生产者、当地企业和合作社）与外部市场之间的贸易关系，然后收取服务费用。

与其他运营模式不同，市场联动模式的客户大多是有经济实力的私营部门，因而社会企业生存能力较强。现实中，市场联动模式为贸易协会、网络组织、合作社提供各种服务，帮助它们进行进出口贸易，开展市场调研服务和其他活动。

（7）组织支持模式。社会企业在外部市场开展商业活动，销售产品和服务，获取收入，然后用于支持社会服务组织的社会项目。组织支持模式往往可以形成一个外部式社会企业：商业活动与社会项目分离。因此，社会企业根据财务优势选择商业活动，而这些商业活动并不一定与组织的使命相关。

与服务补贴模式、市场联动模式的优点类似，组织支持模式在现实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尽管商业活动与组织使命无关，但组织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商业活动，所以商业业务必须高度有利可图。在缺点方面，组织模式也存在使命与利润的冲突，并且更加严重。所以，这一模式最好由业务娴熟的组织来运行。

7.4.4　社会企业的悖论、融合与社会企业管理的二元性


1.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光谱与社会企业悖论


根据OECD在1999年的定义，社会企业指任何可以产生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动，它依据企业战略，但其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Dees（2003）提出“社会企业光谱”的概念，他指出，社会企业并非单纯为社会目标而存在，而是一种处于纯公益与纯盈利之间的多元混合的综合体。Dees提出的社会企业光谱带意味着“社会目标”与“盈利”之间的矛盾性，因为在光谱带中“社会目标”与“盈利”之间存在此多彼少的替代性——“社会目标”多一点，“盈利”就少一点，反之亦反之。但Dees忽视了“社会目标”与“盈利”之间的统一性：即社会目标与利润目标之间并不总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利润目标多一些，社会目标就必然少一些。

社会企业LLC的创始人Alter（2007）指出，社会企业具有如下九个特点：

·运用商业手段和方法达到社会目标；

·融合社会和商业的资本和管理方法；

·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

·从商业活动中获得收益来支持社会项目；

·由市场驱动同时由使命引导；

·同时衡量财务绩效和社会影响；

·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满足经济目标；

·从无约束收入中享受财务上的自由；

·在达成使命过程中融入商业战略。

从Alter提出的如上九个特点可以看到，“社会目标”与“盈利”之间相融合的可能性。“社会目标”与“商业盈利”之间不仅具有相互矛盾、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具有相互融合与统一的可能性（吕力，2017a）。可以将社会企业中“社会目标”与“商业盈利”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称为社会企业悖论（吕力，2017b）。

社会企业悖论并非指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学或修辞学悖论，借鉴管理悖论理论的提出者Lewis（2000）的观点，“社会目标”与“盈利”是“相互关联且相互冲突的同时性长期共存的要素”，因而构成社会企业悖论。管理研究中较早的悖论是Thompson提出的行政管理中变革与稳定之间的悖论，Thompson（1967）将变革与稳定视为相互关联又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的两种并行状态，并认为它是管理学的中心悖论，这一悖论因此被大量研究。

在最近的研究文献中，庞大龙（2017）系统地总结了管理学领域中曾出现的140个悖论。将社会企业悖论与上述传统悖论相比较可以发现，社会企业悖论无论是在两矛盾要素联系的紧密性还是冲突的激烈性方面都远胜于以往，属于极为典型的管理悖论。


2.社会企业悖论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社会企业悖论的核心是“社会目标”与“商业盈利”两要素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存在矛盾，而两要素一旦分开，社会企业就演变为纯粹商业组织或纯粹公益组织，而不再是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两要素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在相当多的情形下，盈利所占比重多一分，社会企业的社会性就少一分。社会企业两要素之间的联系表现在：社会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盈利，只有盈利，社会企业才可以雇用高素质员工，迅速扩大规模，才可能进行高效率的市场运作和生产经营运作等。总之，社会企业的管理要始终面对社会企业悖论，需要将相互矛盾的两要素混合或统一起来。为此，社会企业必须实施双元化管理。

（1）战略双元化。根据企业战略的定义，企业战略是组织发展的长期方向。为此，社会企业长期目标中的“社会目标”和“盈利目标”必须双元化，使得企业能够在同时并存、彼此之间相互对立的目标中寻求折中、平衡或统一。

（2）组织与激励双元化。根据组织的定义，组织是一个相互影响、互相依赖，为了达到某一共同目标的工作群体的集合。传统上，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存在很大的差别，而社会企业为了同时达到公益与盈利目标，必须实施组织与激励的双元化。

（3）领导方式双元化。领导是通过支配、控制和影响组织中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来实现组织目标的组织角色。因为组织目标的二重性，自然领导方式也应双元化。

（4）营销手段双元化。传统上，社会营销与商品营销存在很大差异，社会企业由于其根本性悖论的存在，必须在两者之间实施双元化。


3.社会企业的两种类型


根据Dees提出的社会企业光谱的概念，相当一部分企业介于传统企业与社会企业之间。从企业经营业务来说，社会经营部分与传统经营部分同时存在，两者从企业的层面来看相互混合，我们将这一类企业称为混合型社会企业。混合型社会企业根据社会经营部分与传统经营部分两者所占比重的不同，又可细分为偏社会型企业和偏传统型企业。

由于社会企业是将社会目标与利润目标相混合或相统一的企业或公益组织，因此，社会目标与盈利目标相结合的方式除了“混合”之外，还存在“融合”的可能性。我们将“社会目标”与“盈利目标”相互融合的社会企业称为融合型社会企业。


4.社会企业的四种发展路径


从静态的角度看，无论是混合型社会企业还是融合型社会企业，都存在管理双元化的问题；从动态角度看，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目标也会发生偏移。社会企业有四种发展路径。

（1）社会创业。社会创业意味着自始建立社会企业，意味着创新地利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显然，社会创业自始便面临着社会企业悖论，即“盈利”与“解决社会问题”之间的矛盾，这一悖论也可称为社会创业悖论。由于企业初创，其悖论表现得尤为突出。

（2）传统企业社会化。传统企业社会化意味着传统企业从“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向“利润与公益兼顾”的目标转化，在转化的过程，由于相互矛盾的目标，其悖论逐渐凸显。

（3）社会企业去社会化。已经存在的社会企业如果逐渐放弃公益目标，将重心放之于盈利目标，则可称为社会企业去社会化。就组织的战略、结构调整等而言，去社会化的过程同样会面临很多的矛盾。

（4）社会化循环与周期性。大部分企业在Dees光谱图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它可能从偏社会型向偏传统型转变，也可能反之，这种摇摆甚至可能出现一种循环与周期性。


5.组织整合、路径依赖与双元化管理


（1）双元化管理的三种情形，可以将悖论两元素共存的情形分为三种：

·同时但不同空间共存。例如，社会企业同时实施两个项目，其中一个是公益项目，一个是盈利项目。

·同空间但不同时共存。例如，社会企业在成立之初以公益目标为主，而发展之后以盈利目标为主。

·同时、同空间共存。例如，融合型社会企业。

对第一种情形而言，双元化管理的重点在于组织整合：虽然项目不同，但同属于一个组织，因而在组织文化、结构等方面需要一种整合的双元管理手段。对于第二种情形而言，虽然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实施重点，但上一阶段的管理方式会对下一阶段的管理造成严重影响，这就是路径依赖。基于此，第二种情形下双元化管理的重点是对于路径依赖的管理。对于第三种情形而言，则应发展一种折中的文化并一以贯之。

（2）被动使用与主动交替使用的双元化管理。从使用动机来看，双元化管理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是在混合型社会企业中，这种“被动使用”的情况很常见。造成被动使用的情况可能是以下两种：企业一味追求规模、效率，导致公益目标的逐渐丧失；企业执着于公益而不断陷入财务危机。在以上情况下，企业不得不被动调整策略而不能掌握主动权。

事实上，除被动调整之外，企业也可以主动实施双元化管理。企业如果主动在不同的时间段交替使用不同策略，可能优于被动调整，从而掌握社会企业发展的主动权。


本章小结

·比较各国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企业的定义本质都是通过商业运作手段来达成社会目的，或者帮助组织实现社会使命，但各国的社会企业由于各自发展历史和背景的不同，其定义展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独特性。

·在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上，各国存在巨大差异。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巨大不同，各国甚至一国内各州在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上存在巨大差异，这充分说明，认定标准的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国家和地区差异。

·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与国家政策支持、税收优惠等密切相关。显然，国家政策支持、税收优惠对社会企业的发展具有无法估量的影响。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大大促进社会资企业的发展，而其认定标准是税收优惠的前提条件，因而制定社会企业认定标准非常紧迫和重要。

·不宜将国家认定的社会企业与工商实践中的社会企业画等号。换言之，不宜认为“只有符合国家认定标准并挂牌的社会企业才是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的常见运营模式包括：创业支持、市场中介、就业模式、有偿服务、服务补贴、市场联动、组织支持。

·Dees提出“社会企业光谱”的概念，他指出，社会企业并非单纯为社会目标而存在，而是一种处于纯公益与纯盈利之间的多元混合的综合体。“社会目标”与“盈利目标”之间不仅具有相互矛盾、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具有相互融合与统一的可能性。可以将社会企业中“社会目标”与“盈利目标”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称为社会企业运营悖论。因此，社会企业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悖论管理”。


复习思考题

1.各国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及认定标准各有哪些侧重？

2.“是否只有符合社会企业认定标准的企业才能算社会企业？”谈谈你的理解。

3.以商业企业管理的视角来看，非盈利管理的突出问题与难点有哪些？

4.社会企业的运营管理为什么可以视为一种“悖论管理”？


讨论案例　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


一、简介


厄休拉·斯拉德克是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的发起人。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不仅是欧洲最大的生态电力供应商之一，同时也是一家最大的由公民自发运营的电力公司。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致力于电力供应的去中心化和民主化，它的网络在德国国内不断扩张，逐渐成为采用系列技术的独立发电站的核心。

在德国黑森林地区深处有一座仅有2 500名居民的小镇——舍瑙。在舍瑙的一个教堂里有一座高塔，如果你爬上这座高台眺望全城，在一天中的某些时刻，你会看到数百个太阳能电池板在太阳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仿佛在冲你眨眼，你甚至会觉得它们是在眨眼睛对你说：“是的，我们做到了，做到了，是我们打破了电力垄断，我们是电力之源，我们是黑森林之光。”


二、家庭主妇能量大


1986年，厄休拉还是一个家庭主妇，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她十分关注和担忧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给自己的城市环境以及孩子们所带来的影响。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给厄休拉的人生带来了转折，福岛核事故又成功触发了她的事业。相隔25年，这两场核事故先后将地球能源问题摆在了世人面前。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的那一年，厄休拉的股骨受伤，当放射性核物质蔓延到她的小镇，降落在大街小巷时，看着自己的孩子们在外面欢乐玩耍，厄休拉忧心忡忡。厄休拉告诉一家德国报纸，我们天真地以为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能源政策和能源工业会有改变，然而一切照旧，既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只好自力更生，大干一场了。

也就是在此时，厄休拉意识到她必须将放射性尘埃从自己的人生中赶出去，她发誓要终结这种潜藏巨大灾难性后果的能源。在丈夫和社区伙伴的协助下，厄休拉创办了“无核化未来家长联盟”——一个为儿童提供安全替代方案的组织。在接下来的13年，厄休拉和她四处吸引来的“家庭成员”们致力于向居民和政客普及减少能源消耗、推进无核能源的必要性和方法，他们在学习如何节约能源的同时也了解到如何制造能源。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最终赢得了一项全民公投，从而得以让舍瑙这个小镇从德国电网中分离出来，并自行发展可再生能源。在这漫长的成功历程之后，厄休拉意识到这项公投获得的大规模支持都归功于舍瑙的民众，因此他们有信心完成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厄休拉说，从前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家长。我曾经很害羞，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做过生意，更不是什么科学家，我只好从每次迈出一小步开始。就这样，在1991年她率先尝试收购本地电网，包括电力传输和分布系统，并组建了一家新公司以取代原有的电力公司，这是德国也是欧洲首个采用合作经营方式的电力供应商。经过6年的呼吁和努力，厄休拉和她那被媒体称为“电力叛军”的团队在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奇迹般地筹集到了用于购买电网的巨额资金。

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建造了加油站，安装了太阳能板，开始自行发电。德国的百年电力垄断历史就此终结，而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正准备影响发电和能源行业的整体结构。非常巧合的是，就在一年后，德国政府放开了对能源行业的管制，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就这样走向了全德国。


三、可替换、可反思、可改造、可再生


如果你的使命深深植根于社会变革，那么你完全可以自由地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商业模式，从而让那些能够帮助推动运动进程的人加入进来。坚守着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的分布式供电和民主化的目标，厄休拉决定将公司真正公开化，公司的投资者将自己自动成为所有者，同时拥有公司事务的投票权。这个理念非常好，然而为了动员全城居民进行投资，首先她得向大家普及关于核电、煤炭发电和可再生能源的各种常识，劝说他们参与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和发现，同时向他们说明投资电力公司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这种杂糅的社会创新模式在德国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厄休拉意识到，推进一项运动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并且要对他们加以智力上、情感上和经济上的投入。厄休拉的模式，使得人人都能够参与进来解决自身的能源需求，从而成为自己未来的主人，所有的参与者都成为变革的一分子，这是改革的重要元素，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以自己的期望和能够应对的方式成为创变者。

1997年，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在小镇成立时，只有650名当地成员，现在这个合作社发展到了拥有1 500名成员，能够向12万户居民供电，全德国有25万人受益于此。合作社的能源全部都是绿色的，大部分来自水力发电，此外源于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和小型家庭热电联产。合作社成员可使用自己生产的电能，同时将剩余的电能销售给德国国家电网。在合作社股东获得股息后，剩余的收益将可用于可再生发电厂的新建，以及有意愿建设绿色能源项目的社区的培训支持。

现在，许多受到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启发的合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德国的小型城市中，甚至一些像斯图加特这样的大城市也打算尝试自建电网、自己自主。很多城市开始和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打造自己的合营模式，并且让更多的市民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此外，舍瑙生态电力合作收到了来自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合作请求，如意大利、荷兰、日本、韩国、智利、美国、加拿大等这些国家，都曾经派出代表参观舍瑙，探求舍瑙模式在本国的可行性。每年厄休拉都会接到超过100次的演讲邀请。多年前在日本，厄休拉曾在三个星期内做了16场演讲，遗憾的是，她没能成功说服日本人减少对核电的依赖。不过，自从福岛核事故后她重新获得了日本人的巨大关注。为此，厄休拉顺势发布了《反对核电的100个理由》这个小册子的日文版。2012年她还受邀前往横滨，在当地召开的全球无核化大会上发言。


四、多赢的解决方案


有点讽刺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帮了厄休拉大忙。她开始注意到现在鲜有公民个人上门寻求复制舍瑙模式，相反，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和政治家纷至沓来，他们一直在研究舍瑙模式，以买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电网。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这么做的两个理由都令人信服：一方面，同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一样，他们希望拥有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和自主权；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如果大型电力公司一直控制着电力系统，那么自己将得不到一分钱，而如果运营自己的电力公司，这些钱就不会外流了。既然所有的社区都可以获得额外的财政资源，上述两个理由互为补充，一定能将电力生产的价值主张向着生态良好、社区所有的电力供应链方向推进。

这样一来，相关的环境管控和经济回报就能够形成强大的综合性激励作用。然而，尽管一些城市的政府部门已经做好了改变的准备，为保证变革确实有效，它们依然需要大量指导，并引进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因此，这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向厄休拉和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寻求帮助，当被询问是否愿意合作时，厄休拉提出的首要条件便是它们必须建立合作经营的模式，从而保证当地居民能够以合伙人和合作变革者的身份投入新电网的全部建设中去。

有趣的是，除了和市民一起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之外，厄休拉现在也开始和政府部门合作，从另外一个方向推进变革。她的这种模式成功潜力极大，蕴含着可观的经济回报，同时更能保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对市场政府和市民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五、动员普通人参与


在厄休拉看来，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是激动人心的。2009年，它的市值达到6700万欧元，2010年这个数字又上升至8200万欧元。厄休拉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能够为100万用户提供服务。在告别单调的家庭主妇生涯25年之后，厄休拉依然坚定相信舍瑙模式的核心是广大民众——这些所谓的普通人的参与。她明白，他们不仅投入了金钱，更从实际行动上创造和使用可再生能源。例如，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鼓励大家安装风能或太阳能发电装置，并对安装者给予实际支持。厄休拉认为，当人们投资于合营公司时，他们将会发现自己不仅能够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而且能获得环境上的巨大红利。

资料来源：贝弗利·施瓦茨.涟漪效应：以商业思维做社会公益的18个世界经典案例[M].北京：中信集团出版社，2106.


讨论题：


1.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是怎样在最初阶段以及发展阶段进行商业运作的？

2.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是怎样将社会目标与商业运作结合在一起的？

3.厄休拉是怎样看待社会企业与政府机构的合作的？舍瑙生态电力合作社在与电力商业企业竞争时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4.厄休拉是怎样将生态电力合作社发展为一种“商业模式”的？


文献研读　Can Social Enterprise Remain Sustainable and Mission-Focused?Applying Resiliency Theory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Purpose: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dapt concepts for resiliency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ocial enterprise may remain true to form and purpose or are likely to change their character.This leads us to consider issues of governance,economic incentive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or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the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o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enterprises.Three cases studies of organizations in the USA are analyzed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resiliency to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enterprises.The fact that all forms of social enterprise must reconcile the tension of social purpose and market raises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dynamics of these enterprise.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theory and case study analysis

Findings:Governance，financial incen-tives structure,organization slack and leadership influence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enterprise

Originality/value:First applications of resiliency theory to the analysis of enterprise stability


【文献评述】
 本篇文献提供了对社会企业的二元性特征进行分析的一个动态模型。

文献首先梳理了有关社会的相关概念，指出社会企业的使命、目标可能不断在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摇摆，并给出了此前文献中使用的W模型。W模型有一个有趣的推论，就是当公司处于W模型中间顶端时，是否可以保持稳定状态？这实际上是Dees社会企业光谱的一个典型情形。

文章从这一问题出发，提出了“使命漂移”“组织变迁”等概念并给出了详细定义。此外，针对组织的动态变化，还提出了稳定性的概念。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作者基于W模型，对其进行了拓展，发展了数个类W模型。这些模型包括W模型在内，实际上都可以看作对Dees光谱模型的拓展。其价值表现在：Dees模型中社会企业在光谱中处于一个稳定的点，而在W模型、类W模型中，社会企业随着条件的变化，可以动态地向两端转化。

文章详细描述了社会资企业转化的各种条件以及不同情形下，转化的速率、路径。文章使用的理论框架是生态种群理论中的“弹性理论”。

文章加深了我们对社会企业的认识，本章可以与国内学者提出的“商业企业社会化”“社会企业去社会化、再社会化”和“社会化循环”等概念进行对比。


【文献出处】
 Dennis R.Young Choony Kim,2015,“Can social enterprise remain sustainable and mission-focused?Applying resiliency theory”,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Vol,11,Iss,3,pp.233-259.

本章作者

吕力，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企业伦理管理论坛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本土管理青年论坛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与管理》执行主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企业伦理、中国本土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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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公益创投

学习目标

理解公益创投概念

理解公益创投的特征

了解公益创投分类

理解公益创投的核心内容

掌握公益创投对社会创业的作用与意义

本章纲要

公益创投的定义

公益创投的特征与分类

公益创投的运行机制

公益创投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开篇案例　社会创新机构阿育王

“公益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一词是由美国人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首创。他在1980年成立了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组织——社会创新机构阿育王（Ashoka），希望像创业投资基金一样去资助和支持那些力图以创造社会价值为主兼顾商业价值，它是以商业化运行模式解决诸如医疗、贫困、环保等社会问题的社会创业者。

该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公益创业，专门物色和培养公益创业人才，为以社会使命为目标的人提供种子基金，使他们有机会能运用自己的创新想法，对社会产生大规模而持久的改进，主要涉及领域为社会公正、社区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满足弱势群体（如少数民族、妇女、老人、残疾人和孩子）的需求等。阿育王的宗旨是激发人们采用并传播它们的创新想法，并向所有的公民表明他们有潜力成为强大的变革者，使社会产生好的变化。

作为全球领先且最大的社会创新机构，阿育王每年投入3000多万美元，从资金与专业技术上支持社会企业家创业。从成立至今，阿育王已经成功资助3000多位社会创业家，他们被称为“益创者”（Ashoka Fellows），这些创业者分布在全球70多个国家，服务人群超过300万人。与此同时，阿育王为这些社会企业家提供交流平台，建立了阿育王益创者网络。阿育王益创者热衷于服务社会，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启迪他人。作为社会的模范，他们不断地鼓舞其他人主动投身于服务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列，由此形成了一个可以不断培育社会企业家的良性循环。

阿育王将过去200年来推动商业发展的创新与创业家精神重新导入社会创新领域，推动后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和谐。随着全球各地社会创业家逐渐增多，阿育王将不断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合作与发展模式以及所需的基础支持。到目前为止，阿育王资助的社会企业家的事业范围包括扶贫、普教、医改、环保、妇幼权益、劳工权益、社区发展等诸多领域，形成了一个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2005年10月25日，比尔·德雷顿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2005年“美国最杰出的领袖”。

上述案例说明，公益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近年来蓬勃发展。公益创投就是支持公益创业的金融中介组织。公益创投旨在通过创意投标、项目运作、第三方评估等，培育和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促进其规范治理和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推进社会发育和成长。通过公益创投，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理念的提升，建立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共赢的新机制，创新社会管理。

现阶段，我国已进入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的关键期，社会结构与社会利益正处于剧烈变迁中，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不断加剧。要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推进民生为本的社会建设，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培育和发展社会公益组织，积极回应社会需要。因此，加快公益创投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益创投是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的重要创新方式，能够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帮助。

·公益创投是促进行业标准建设的重要路径，随着接受公益创投所支持的社会目标组织的数量不断扩大，公益创投的相关制度规范将逐步成为具有规范性、引领性的行业标准，对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具有很强的示范引领意义。

·公益创投是推进社会福利发展的重要助推器，运用公益创投发展模式，可以整合各方资源并实现资源的相对有效配置，有助于从提升个体服务对象的福利，转向提升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公益创投是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路径，每个社会公益项目培育成熟后蜕变转型为相应的社会公益组织，它将产生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公益创投是发展民生服务的重要融资支持机构，公益创投可以为由社会公益组织或个人根据社会需要设计和实施不同的社会公益服务项目提供财务与非财务增值服务支持，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

此外，公益创投还是建立政府购买服务体系的孵化器，公益创投作为社会服务项目的创新平台，能够不断发掘社会群体的公共需求，发现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促进行业标准的建立，培养标准化、专业化的社会组织。


8.1　公益创投的概念

8.1.1　公益创投的兴起

公益创投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同时期引入到英国并迅速扩展至整个欧洲，目前欧洲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2002年，第一只公益创投基金Impetus Trust在英国成立，同年第一支标准意义上的公益创投基金Fondazione Oltre在意大利成立。2004年，作为首个促进公益创投发展的推进机构——欧洲公益创业投资协会（EVPA）成立，标志着欧洲公益创投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截至2016年年中，在EVPA调研报告中接受调研的从事公益创投活动的机构已经达到108家（EVPA，2016），EVPA成员包括来自29个国家的超过210个机构，投入资金并提供了相应的增值服务，有效推动了欧洲社会目标组织的孵化与可持续发展。自2006年起，亚洲国家对公益创投的兴趣稳步增长，印度、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纷纷开始了对公益创投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亚洲公益创投网络（AVPN）成立于2011年年底，其业务范围覆盖整个亚太地区，截至2016年年底，已有来自29个国家370多个公益创投组织加入。

公益创投的兴起及其在全球的扩展源自传统公益方式运行的诸多不足，即Salamon（1987）所指出的“公益失灵”。由于传统慈善手段在支持社会事务方面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很多成功的社会创业者开始采用商业创投的模式来处理社会事务，即像商业创投者一样对慈善事业的每个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并追求最大化的社会影响力回报（Greenfeld，2000）。Porter等人（1999）就提出，慈善基金会要改变将私人资金低效率投资于受捐助机构的被动角色，以创造更大的价值。Wagner（2002）也强调，将战略投资应用于非营利部门，以帮助它们从投资中获取社会回报。公益创投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非营利部门的社会影响力的创造。

8.1.2　公益创投对社会创业的作用和意义

公益创投在推动社会创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①公益创投的兴起与非营利组织面临的募资困难和对社会组织支持不足等发展困境有关，传统非营利组织已有的运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创业的新背景。社会创业到了一个新阶段，传统的救济慈善需要升级到产业慈善，以适应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由此，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成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这也就使得公益创投的发展对社会创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②在鼓励包容性发展和社会创业的国际背景下，公益创投被认为是更具市场化和专业化的促进社会创业的形式。相比社会企业家依靠自身力量创办社会企业、大企业投资创办社会企业和政府支持型社会创业，公益创投推动的社会创业形式强调项目筛选的科学性、投资的契约性以及退出的可持续性，不仅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紧缺资金，而且能有效提高社会企业的运营能力。③公益创投已被欧美证明是社会企业孵化的有效形式，尽管从国内实践看，目前公益创投运行并不理想。公益创投与各类中介组织共同构建的高效生态圈与全球社会企业部门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

8.1.3　公益创投的定义

公益创投的定义，最早由美国慈善家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在1969年提出。他将公益创投定义为一种“采用风险手段投资于非主流社会事业的投资形式”（Bishop and Green，2008）。1984年，美国半岛社区基金会首次使用“venture philanthropy”表达商业创投和资助行为的结合。不久之后，REDF等机构也明确地将商业创投的一些方法和协助管理的商业模式应用到公益捐赠中（Emerson and Twersky，1996）。Lett等人（1997）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奠定了公益创投的基准，他们挑战了传统公益基金的做法，提出传统公益基金应借鉴商业创投在投资中的做法。Pepin（2005）将公益创投定义为“企业家、商业创投者、信托基金或公司将人力资源和资金投资于慈善事业，并寻求投资的社会回报”。但是上述定义没有清晰识别公益创投的价值主张，使得公益创投的目标对象难以界定（Scarlata and Alemany，2010）。Pepin（2005）进一步明确了公益创投的主要目标对象就是社会企业。在Letts等人（1997）研究的基础上，Scarlata和Alemany（2011）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的公益创投定义，认为公益创投是一种针对具有潜在社会影响力的社会企业进行的投资，其中包括：投资前进行尽职调查；投资目标是获取最大化社会影响力；投资内容包括财务支持和非财务性增值服务。

随着实践的发展，公益创投的定义和内涵也在不断演化（Buckland et al.，2013）。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已有公益创投的界定只是考虑了与传统公益融资的区别，忽视了其本质的资本属性。本书认为，任何新金融工具的出现都是金融分工和深化的产物，公益创投不仅是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更是一种从商业创投中分离出来的专门执行社会企业投资职能的独立资本形态，
[1]

 它具有独立的资本人格化代表——公益创投家，执行着独立的组织化资本职能——社会企业初期阶段投资职能，有着独特的投资目的——获取投资收益和社会影响力。只有站在资本属性的角度来理解公益创投才可能完整理解其独特运行过程。此外，理解公益创投，也应该基于包容性金融体系的视角。作为包容性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创投区别于社会天使、影响力投资等其他社会资本形态。在包容性金融体系中，社会天使、小额信贷等主要针对种子期社会目标组织，影响力投资、社会债券等主要针对成熟期社会目标组织，公益创投则主要针对初创期的社会企业。因此，本书将公益创投定义为一种借鉴商业创投方法，对初创期社会目标组织（主要是社会企业）进行投资孵化的包容性资本形态。


[1]
 创业资本运行过程也存在筹资、投资、退出的资本割裂问题，详见刘志阳，“创业资本运动机理：一个马克思主义视角”，《南开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


8.2　公益创投的特征与分类

8.2.1　公益创投的特征

公益创投和公益慈善业、商业创投紧密相关，但也形成了自身的特征（Battilana and Dorado，2010）。Letts等人（1997）首次从传统公益中区分出来公益创投，并且提出了公益创投相比于传统公益的五个特征：公益创投需考虑投资风险性；应具有明确的业绩目标和评价方式；与被投资者建立更加长期和深度的伙伴关系；能帮助被投资者获取持续投资；具有明确的退出战略。相似地，Hafenmayer（2013）提出，公益创投具有以社会企业为投资对象、进行尽职调查、量体化投资、长期投资、监督和业绩评价、优先社会回报等特性。EVPA（2016）把公益创投看作各种投资主体以寻求社会收益为目的而投资在善举上的创业资本和人力资源。EVPA（2016）认为公益创投具有六大基本特征：

·高度参与性（公益创投介入社会目标组织的运营）；

·量体裁衣的融资安排（提供定制化的融资工具，包括可转换债券、混合工具等）；

·长期资金支持（时间通常为3～5年甚至更长）；

·非资金支持（提供包括战略规划、收入策略指导等非财务增值服务）；

·组织能力建设（致力于组织的长期能力建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

·绩效评估（社会影响力的度量）。

8.2.2　公益创投的分类

公益创投综合采用整个金融工具谱（捐赠、股权、债务等）等方式以取得最大的社会影响力。图8-1所示的公益创投光谱（EVPA Specturm）体现了公益创投家与社会影响力投资者所采取的战略。它可以分为三类：①只有社会影响力战略，即预期产生正的社会影响力和负的财务回报；②社会影响力优先战略，即预期产生正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产生正的财务回报；③财务回报优先战略，即预期以最大化财务回报为目标，社会影响力次之，这种类型不属于公益创投定义范围。因此，由于公益创投以最大化社会影响力为目标，可以将现有的公益创投划分为三组，即只求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优先兼顾财务回报，以及社会影响力与财务回报同等重要三种类型。

[image: ]


图8-1　公益创投光谱

资料来源：根据EVPA（2016）报告整理。


8.3　公益创投的运行机制及与商业创投的区别

商业创业投资运行一般经过筹资、投资和退出三个阶段（Gompers and Lerner，2001；Kaplan and Stromberg，2001）。同样，公益创投运行也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Scarlata and Alemany，2010；Boiardi and Hehenberger，2015）。首先，公益创投以筹资者的身份出现在公益资本市场，获得公益创投资本；其次，公益创投以投资者的身份，对社会企业进行筛选和谨慎调查，选定社会企业作为投资对象进行投资，帮助社会企业生产出具有市场价值、能够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创新产品，公益创投依据投入资金享有社会企业的股权或债权；最后，公益创投作为卖方，再回到公益资本市场，在社会企业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时，并且自身获得社会影响力的前提下，把社会企业的股权卖出去，并将投资收益留存作为下一个投资的资本。和商业创投一样，公益创投总是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并最终恢复到原来的起点，而后随着新基金的筹集，这一过程又开始了新的循环（见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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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公益创投的运行机制

8.3.1　社会资本为主的筹资机制

公益创投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增加投资资本的数量（Buckland et al.，2013）。Grenier（2006）将公益创投的筹资来源分为四种：富人、非营利组织、公司、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Scarlata（2011）、刘志阳等人（2014）进一步补充了公益创投的筹资来源还包括私募股权机构和基金。总的来看，公益创投的筹资来源包括社会天使、非营利组织、公司、私募股权机构、基金和政府部门六类，其中政府部门、社会天使和各类基金占了主要部分（Boiardic and Gianoncelli，2016），并且，越发达的地区，筹资渠道越广泛（刘志阳等，2014）。Boiardic和Gianoncelli（2016）的报告显示，欧洲公益创投的资金来源中，除去回收的投资收益部分，各类基金（占比27%）、政府部门（占比24%）、社会天使（占比18%）为筹资来源最主要的三个渠道。

具体而言，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是公益创投早期发展中主要的推动力（刘志阳等，2014）。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通常会先发起一个公益创投组织，然后与其他类型投资者合作推进（Bammi and Verma，2014）。例如，英国政府注资1.25亿英镑建立了英格兰未来建设者基金（Future Builders England），致力于社会企业的能力建设，为社会企业获得新技术和市场提供种子基金和学习基金。刘志阳（2015）也提出，政府要建立公益创投“母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公益创投。Jing（2012）还提出，政府支持的公益创投项目可能是中国目前激励社会创新最有效的方式，并且这个效应还将持续。

随着公益创投模式的不断成熟，社会天使、私募股权及大公司等社会化筹资渠道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天使对公益创投的建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们主要是由已经通过商业创投等方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具有投资背景的人群组成（Bammi and Verma，2014）。这类社会天使会拒绝传统的慈善方式，寻求基于市场原则、借鉴商业创投的新型慈善方式（Martin，2005）。私募股权资本的进入可以为公益创投机构带来商业创投中的工具和管理经验，帮助公益创投更好地利用商业创投的方法来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并且出于回报社会和帮助社会企业发展的意图，私募股权越来越成为公益创投的主要资本来源（Bammi and Verma，2014）。基金参与公益创投主要是由于很多公益创投机构都是由各类基金设立来作为其用于公益投资或捐赠的主要子单位（Bammi and Verma，2014），但基金支持的公益创投有时也有其弊端（Larson，2002）。公司参与到公益创投机构中则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一过程参与到慈善事业和社会企业建设当中去，公益创投也是公司进行社会投资的一种形式（Cooke，2010）。例如，联想集团在2007年建立了公益创投基金，旨在为具有社会创业意向的个人以及希望获得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提供能力建设和财务支持（Lenssen et al.，2017）。

事实上，大多数公益创投的资金通常来自上述不同来源资金的组合，为公益创投活动筹集更多的资金和分散风险（Hummels，2016）。多元化资本来源已经成为公益创投的重要特征（John，2006）。这一点也得到了Grossman等人（2013）研究的支持，他们通过对公益创投实践者的访谈得知，在公益创投过程中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多渠道资本，包括富人与传统基金之间的联合。例如，EMCF的Growth Capital Aggregation Pilot发布于2007年，由19位联合投资者共同筹资超过8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者都是非公益创投者。这种资金募集的趋势使得很多公益慈善家学会通过公益创投流程分配资金，而不需要自己亲自采用公益创投模式。公益创投实践者充当各种资金的协调者，负责将其他捐赠者召集到一起。

在进行筹资同时，公益创投还需要选择合适的组织运营形式。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目前主要存在合伙制和信托制两种类型的公益创投组织形式。在合伙制下，公益创投结成的合伙制组织直接对社会企业进行投资和提供投后服务（Eikenberry，2006），公益创投组织会高度涉入被投资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的经营管理，目的是提升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与绩效，如美国的GCF；在信托制下，公益创投者不参与直接投资，而是将资本和技能投入到公益信托基金中，通过公益信托基金投资社会企业（Defourny et al.，2007），这种形式在欧洲十分普遍，如英国的Impetus Trust就是第一只公益信托基金。

在筹资阶段，已有研究揭示了公益创投的不同筹资来源以及不同筹资渠道间的组合现象。但对公益创投基金来说，不同筹资渠道的资本效用是否一样？多渠道资本如何进行协调？不同筹资形式下的投资效果如何？这些问题还未得到解答。

8.3.2　双重使命驱动的投资机制

公益创投通过投资社会企业来获取回报（Scarlata et al.，2016）。由于社会企业的组织特性本质上是双元的（Austin et al.，2006；Certo and Miller，2008；Santos，2012），公益创投必然要在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进行权衡（Zahra et al.，2009），即公益创投在选择投资对象时，需要同时追求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Zahra et al.，2009）。因此，公益创投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努力提供产品或服务来满足基本的、长期的社会需求的组织，如教育、健康或救助等领域的组织（Scarlata and Alemany，2010）。美国的公益创投机构Investors扖ircle就致力于投资那些使用创新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解决贫困问题的新创企业（Investors扖ircle，2016）。

由于没有对社会企业定价的市场，在进行投资对象选择时，公益创投难以像传统商业创投那样运用多重的评价标准对社会企业进行评价（Scarlata and Alemany，2010）。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公益创投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投资决策准则来评价社会企业的潜在效力（Clark and Gaillard，2003），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标准。

（1）解决特定社会问题。公益创投企业投资社会企业的首要目的是获取社会回报（Scarlata et al.，2016）。Miller和Wesley（2010）的研究也发现，影响公益创投机构投资决策的首要标准是社会企业的社会属性价值，并提出了从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社会变革的企业家精神，以及创业者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三个方面来评价社会企业的社会属性价值。同样，Alemany和Scarlata（2010）指出，公益创投机构选择的目标社会企业必须能够通过有效和可持续的模式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商品，以满足紧迫的、广泛存在的社会需求，以及社会企业必须具有实现社会变革的能力。Bammi和Verma（2014）则认为，公益创投会倾向于选择印度等新兴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往往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

（2）具有一定商业价值。公益创投同时也是受经济回报驱动的（Metz and Hehen-berger，2011）。Miller和Wesley（2010）指出，影响公益创投机构投资决策的另一标准是社会企业的商业属性价值，并提出了从企业创新能力、创业者的商业经验、收入能力或可持续性、社会创业者的受教育水平以及评价社会企业绩效的方法五个方面来评价社会企业的商业属性价值。Alemany和Scarlata（2010）也认为，公益创投选择的目标社会企业必须具备实现高绩效、应对挑战、有效地管理财务和建立品牌影响力的能力。

（3）可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公益创投的价值主张的基本假设是，被投资的社会企业能够创造和最大化社会影响力（Scarlata et al.，2017）。Grossman等人（2013）将社会影响力规模作为投资决策的标准，认为只有那些具有能够产生“突破式社会创新”的创新模式，具有显著的、可持续的社会影响力潜力的企业，才会获得公益创投者的兴趣。

在确定投资对象后，公益创投总体上使用与商业创投类似的投资工具，但是公益创投包括一种特殊的工具——捐赠（Balbo et al.，2008）。因此，公益创投的投资工具可以分为捐赠、债权和股权投资三大类（Boiardi and Gianoncelli，2016）。具体而言，捐赠是公益创投最常用的金融工具，即以慈善为意图，不考虑利益回报的方式（John，2007；Boiardi and Gianoncelli，2016）。并且，公益创投者的道德损害感知越小，越多地会使用捐赠的投资方式（Scarlata et al.，2010）。然而，公益创投以捐赠作为主要投资方式的格局正在逐渐发生变化，Boiardi和Gianoncelli（2016）的报告显示，虽然目前捐赠仍是公益创投使用比例最高的工具，但有超过50%的公益创投组织开始使用股权等其他投资工具。John（2007）的研究也显示，股权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公益创投的投资工具。对于股权方式的适用性，Kingston和Bolton（2004）提出，对那些债务融资不适合的社会企业来说，准股权是合适的融资工具。准股权工具允许投资者占有公司未来收益的一部分，以使投资者和被投资者共同承担风险和收益（Cheng，2008）。Pepin（2005）、Clark和Gaillard（2003）则认为，公益创投机构通常在社会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股权方式进行投资。除了股权投资工具之外，债权正成为公益创投投资工具的另一首要选择（Bammi and Verma，2014）。此外，为了鼓励退出，一些公益创投机构还探索出了一些创新性的投资工具，如混合债权和贷款（只有被投资的社会企业达到一定的目标后才需要偿还）、挑战基金（通过预测，为被投资的社会企业精准匹配资金）、担保（提供担保来促使传统金融机构投资社会企业）等（Boiardi and Hehenberger，2015）。

公益创投在解决社会企业外部融资问题的同时，与传统商业创投一样，还为社会企业提供投后增值服务（Nicholls，2010；Boiardi and Gianoncellil，2016），因为公益创投与被投资的社会企业之间往往会建立起一种管家关系（John，2007），而这种管家角色会促使它们参与到被投资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去，并会在必要的时候实施矫正措施，为社会企业提供管理支持（Scarlata and Alemany，2010）。Newman（2006）的案例研究也显示，投后增值服务是公益创投管家角色的重要内容。总的来看，公益创投为社会企业提供的投后增值服务主要包括战略咨询、公司治理、财务预算、运营管理和网络构建等（John，2007；Buckland et al.，2013），其中最重要的是战略咨询（Scarlata and Alemany，2010）。例如，Acumen Fund、REDF和Venture Philanthropy Partners等公益创投机构在为社会企业提供财务资源的同时，也提供咨询以及组织间关系网络构建等支持。对于如何提供增值服务，John（2007）发现，公益创投机构通常是通过自身员工和董事会成员来为社会企业提供其所需要的多元化技能等支持服务。Grossman等人（2013）则认为，公益创投提供的服务类型和程度可能随着组织管理需求和投资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对于早期的组织，在人力资本和管理支持上投资更多，而成熟型企业则需要大型基础设施投资。

如何评价公益创投的投资绩效也是投资过程中的关键问题，Zahra等人（2009）最早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框架，即将经济和社会绩效两方面的元素整合到一起来评价绩效。之后，Boiardi、Hehenberger（2015）和Scarlata等人（2016）也提出，公益创投组织要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两个方面来对投资绩效进行评价，但Boiardi和Hehenberger（2015）进一步指出，若使用的是捐赠工具，由于期望的财务回报是-100%，所以投资绩效完全是通过评价社会影响力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评价的；若使用债权工具，投资绩效的评价除了社会影响力评价外，还要看债务的清偿以及利息（如果有）的获取情况；若使用股权工具，投资绩效的评价包括股权出售价格、投资成本以及社会影响力获取三个方面。Scarlata等人（2016）则提出，通过加总来得到总的投资绩效，其中经济绩效采用其投资企业中实现了财务可持续的企业数来衡量，社会绩效采用其投资的社会企业的社会创新水平来衡量。

在投资阶段，已有研究界定了公益创投的投资对象，描述了公益创投的投资工资，也指出了投后管理的重要性。但不同投资工具的适用情况及其效果如何，投资的契约价格如何确定等问题还不可知。已有研究还为公益创投处理投资关系以及投后管理提供了具体的方向和措施，过度参与到被投资社会企业，可能会面临退出困难的风险。因此，如何在扮演管家角色的同时有效执行退出策略，是公益创投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8.3.3　社会影响力导向的退出机制

公益创投的目标是要保证被投资企业的独立和财务可持续性，而非成为社会企业的依靠者（Reis and Clohesey，2003），并且公益创投需要将其有限的资源运用在能够获取最大影响力的地方。所以对公益创投来说，在合适的时机退出十分必要（Boiard iand Hehenberger，2015）。

对于退出时机的选择，通常认为在被投资企业实现独立和可持续发展后，公益创投会实施退出战略（Hero，2001），即当被投资的社会企业具备了进入下一阶段发展的能力，以及能够正确利用其他资本时，公益创投可以考虑退出（Alter et al.，2001）。更加具体地，Alemany和Scarlata（2010）给出了五条公益创投退出的先决条件：具备了好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具备了坚实的组织结构；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短期目标；能够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并能创造积极的社会价值；形成了未来明确的社会使命。社会企业具备上述条件时，说明其已经能够进一步获取新的资金，能够实现长期持续发展。Boiardi和Hehenberger（2015）进一步提出，公益创投组织的退出时机除了取决于被投资企业财务可持续性和组织完备性之外，更重要的还取决于社会影响力回报。对于如何评价社会影响力，EVPA提出了影响力测量五步法，Acumen基金提出了BACO（Best Available Charitable Option）评价方法。Acumen基金在衡量社会影响力方面的努力催生了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推出IRIS（Impact Reporting&Investment Standards），让社会影响力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之后，REFD基金、EVPA等机构又相继发布了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等社会影响力衡量方法。总的来看，公益创投机构对社会企业的支持通常在2～6年，并且越来越多的公益创投组织趋向于长期支持（Boiardi and Gianoncelli，2016）。相比于传统商业创投，公益创投的退出机会更少（Miller and Wesley，2010）。

不同于商业创投有着明确的退出模式，公益创投的退出模式仍在探索中（Grossman et al.，2013）。目前，公益创投主要形成了四种退出模式：兼并或出售、IPO、管理层收购和清算（Boiardi and Hehenberger，2015）。由于退出意味着公益创投与社会企业财务关系的结束，公益创投退出模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其最初选择的投资工具决定的（Hehenberger et al.，2016）。Hehenberger等人（2016）的研究显示，债权工具下的退出模式一般是债务清偿，并且对公益创投者来说，这种退出模式往往难以执行，因为可能存在声誉风险，或者被投资企业无能力偿还，因此往往需要引入第三方。捐赠工具下的退出模式一般是，在捐赠期间结束后或时机成熟时停止捐赠，直接退出，而受助对象或独立工作，或寻求下一个投资者（Gray and Speir，2004）；股权工具下的退出模式与商业创投类似，即兼并或出售、股权出售、管理层收购以及非营利性IPO，但是IPO模式目前仍然很少使用。针对IPO模式，Posner、West（2014）和刘志阳（2014）指出，会员制平台和社会企业交易所是实现社会企业股票交易的平台，以英国2013年建立的“社会股票交易所”为代表的会员制平台已经广泛存在，但是到目前为止，真正存在的社会企业交易所只有一家，即新加坡2013年发起的“影响力交易所”。此外，Gordon（2014）还从退出动机角度将公益创投退出模式分为积极退出和消极退出（在计划退出时机之前退出）两种，如果约定的契约没有被执行，公益创投会选择消极退出，公益创投会在被投资企业发展态势很好时选择积极退出，但是，如果被投资企业没有取得发展，公益创投有保留退出的权利。

公益创投退出对公益创投的正常运行极其重要，一个好的退出计划是成功进行投资的关键。不过，由于缺乏有时间约束的退出策略和有效的退出评价工具，只有少数的公益创投成功退出（Bammi and Verma，2014）。虽然已经存在IRIS、SROI等评价社会影响力的方法，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能够完整有效地评价社会影响力的方法，这是公益创投的重要缺陷。Boiardi和Gianoncelli（2016）的报告显示，由于评估的困难，越来越多的公益创投组织开始放弃影响力评估。此外，关于获取大规模影响力的潜在路径，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8.3.4　公益创投与商业创投的运行机制比较

商业创业投资已经吸引了大量学者进行研究（Dimov and Milanov，2010；Hopp and Lukas，2014），公益创投作为融合商业创投方法的包容性资本形态，不可避免地与商业创投有着大致相似的运行机制，并且在投资过程中都重视对投资机会的评估，也越来越多地采用联合投资的方式，都会为被投资企业提供资本之外的增值服务；在退出过程中也都寻求投资回报。

然而，公益创投的双重使命的复杂特征也决定了其在整个运行机制中又与商业创投存在截然不同的特点（Mair and Hehenberger，2014），如表8-1所示。

表8-1　公益创投与商业创投的运行机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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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资料整理。

在筹资过程中存在不同特点：①筹资来源不同。相比于商业创投，公益创投的资本来源相对狭窄，并且其中政府和各类基金的占比高，而商业创投中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占主要地位。②组织形式不同。与商业创投普遍采用合伙制、公司制、信托制三种组织形式不同，公益创投主要以合伙制和信托制为主。

在投资过程中存在不同特点：①筛选标准不同。商业创投家一般根据市场前景、预期收益率、企业家能力等经济指标对项目进行初步筛选（Kaplan and Stromberg，2001），而公益创投在项目选择时必须要以社会价值为首要目标，同时考虑经济目标，不仅要关注企业的市场前景、预期收益率和企业家能力等，更要关注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社会需求或解决社会问题。②投资工具不同。相比于商业创投，公益创投采用的捐赠、担保和债权等投资工具都是低息或无息的。并且，公益创投投资工具的选择主要建立在被投资者的有效需求之上，具有量体化特色，而商业创投的投资工具选择主要建立在投资者的偏好之上。例如，欧洲大多数的公益创投组织都是针对被投资者的需求来采用投资工具（Boiardi and Gianoncelli，2016）。③投资规模不同。公益创投的投资组合规模通常比较小，会选择把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到少数的几个项目中去，这不同于商业创投通常采取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组合策略，同时投资于多个项目，投资组合规模大。④投资关系不同。在对投资对象进行投资后，商业创投者通常会和被投资企业建立起高度的合作关系，而公益创投与社会企业间的关系通常表现为深度的投资前和投资后的参与和互动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会不断地迭代，这远远超出了商业创投中的合作关系，即使最终决定不进行投资，公益创投的双方也可以实现相互增值。⑤投后管理不同。商业创投面临委托代理关系，商业创投家是委托人，企业家是代理人，商业创投家面临着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企业家的逆向选择问题以及企业家的道德危害问题（Amit and Muller，1990），而在公益创投中，管家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益创投更倾向于使用不那么复杂的治理结构，而非在传统商业创投中用利益捆绑条例来约束保证自己的股份兑现。

在退出过程中存在不同特点：①绩效评价不同。在商业创投家对绩效的评价中，比较传统的方法包括资产评估法、权益评估法、贴现现金流量评估法等，而在社会企业中，由于不存在分配限制，这种估值过程并不适用。②退出时机不同。商业创投通常选择在自身财务回报最大时退出，而公益创投则是在被投资者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并且取得一定社会影响力时退出。③退出方式不同。首次公开发行（IPO）是商业创投退出渠道中常见的也是最为成功的途径，公益创投虽然也可以采取出售股份、社会目标组织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实现退出，但公益创投的退出方式仍然不清晰，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最优退出方式。④收益分配不同。在退出投资之后，对有特定期限的商业创投基金来说，商业创投需要把投资收益分配给基金的投资者，而公益创投一般不存在收益分配问题，公益创投的投资回报一般用于再投资，以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8.4　我国公益创投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建议

8.4.1　我国公益创投发展面临的挑战

公益创投的概念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已经有8年左右，但数量仍旧较少，目前仅有新公益伙伴、恩派、南都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岚山基金等。其中，岚山基金为国内首个重点关注社会企业的公益创投基金。相较于欧美公益创投的快速发展，中国公益创投行业仍然处于起步期。公益创投在我国发展受到体制机制、制度环境和回报率的影响，以及各方参与主体经验能力的限制，主要面临以下挑战。

（1）市场化运行机制的缺失制约了民间公益创投的参与热情。真正市场化运行的公益创投，在项目筛选中往往会强调社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在项目投资中通常会结合股权、债权或可转换优先股等多种投资工具，在项目退出中往往具有清晰完善的退出计划。在实践中，我国社会创业由于尚未建立以价值为基础的合理收益分配方式和相应的退出机制，导致民间公益创投活力不足，社会创业往往在用完捐赠后就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

（2）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新型公益伙伴关系的缺乏影响了公益创投的依法自治和自我发展。多数地方政府在进行公益创投时一般是委托社会组织或与社会组织共同开展，但行政主导依然过强。并且，政府参与公益创投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民政部门的福利彩票公益金，而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导致公益创投的资金投向、使用范围、使用方式严格受限，这种闭锁性使得政府必须把公益创投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对公益创投自我发展无疑具有较大障碍。

（3）公益创投自身经验不足、人员素质不高限制了社会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公益创投对社会企业的支持除了资金注入外，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在战略规划、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志愿者管理、信息技术等方面全方位的辅导。上述辅导作用既受到现实中公益创投合同的约束，也离不开公益创投团队的实际执行。我国公益创投由于自身发展历史不长、人员素质不高，在实践中很难对社会企业发展给予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支持。

8.4.2　我国公益创投发展的对策建议


1.完善公益创投市场化运行机制


（1）从项目筛选看，公益创投应该强化市场细分。市场细分，一方面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形成核心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可打破公益创投彼此竞争的局面，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率。同时，也将对未来社会企业的社会价值评估产生巨大帮助。

（2）从投资过程看，公益创投要完善多种投资方式，建立以价值为基础的估值机制和收益分配方式。应该改变现有主要以捐赠为主的投资方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引进债权、股权和可转换优先股等方式。上述金融工具替代选择，不仅可以解决已有捐赠方式所导致的缺乏资金回报和不可持续问题，还可以对投资对象实现更高效的监督激励。要改变以往社会企业盈利不分配的做法，公益创投估值可以结合社会投资回报（SROI）方法和平衡计分卡方法，综合考虑财务价值和社会价值，也要根据社会企业的生命周期予以准确估值，允许社会投资者在法律范围内按照股权参与社会企业的收益分配。

（3）从基金退出看，要探索建立社会企业交易所，鼓励社会企业之间的并购。传统基金会由于捐赠性质，根本不存在退出方式的考虑。公益创投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退出方式。借鉴欧洲公益创投经验，可以采取社会企业交易所IPO、股权出售和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实现退出。英国、德国、南非、葡萄牙、新加坡等国分别成立或开始筹备社会企业交易所，形成了基于市场机制进行社会企业股权交换的场所。随着我国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的兴起，我国也迫切需要成立专门的社会企业交易所，为公益创投退出提供有效渠道。


2.创新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的新型公益伙伴关系


在新型公益伙伴关系中，社会组织最终应该扮演主体角色，政府要起到引导作用，企业要起到参谋和补充作用，三者缺一不可。

（1）政府要建立公益创投“母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公益创投。母基金的角色不仅可以大力引导社会基金注入创投事业，而且还可以避免传统慈善基金和政府主导所面临的管理无效等缺点。英国政府注资1.25亿英镑建立了英格兰未来建设者基金（Future Builders England），致力于社会企业的能力建设，为社会企业获得新技术和市场提供种子基金和学习基金。我国为发展科技创投也曾经建设了引导基金。当前，可仿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公益创投母基金给予四种支持方式（阶段参股、跟随投资、风险补助、投资保障），母基金对投资价值较大但投资风险也很大的社会企业先期予以资助，后期再由公益创投对这些社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2）政府要降低法律注册门槛，支持公益创投的设立。当前，制约我国公益创投发展的主要法律法规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的规定对公益创投发展产生了明显的阻碍作用，尤其是出资人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不能分红、缺乏银行贷款资格、不得免税、不准设立分支机构的“五不”政策，阻碍了民间资本参与公益创投的动力，上述限制性条款需要得到逐步改进。

（3）政府要综合运用政策优惠手段，鼓励更多的创投基金、慈善基金转型为公益创投。

（4）公益创投要重视与慈善基金、商业创投的联合投资。通过慈善基金和商业创投的联合投资，不仅有利于扩大公益创投的基金规模，而且能够在项目筛选上节约成本和精力，并且有利于为社会企业提供高效的增值服务。


3.加强社会创业教育，促进社会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


（1）提高公益创投人员的素质。当前社会企业缺乏专业管理人才的现状，对中国公益创投的人力资源专业化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借鉴欧洲公益创投的发展经验，公益创投组建时，应恰当安排内部与外部工作人员配比，可借鉴期权、股份等方式吸引更高素质的人员加入，分流部分不合格人员，以形成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2）健全社会企业的孵化机制。中国多数社会企业成立时间短暂，缺乏一定社会网络支持和专业化运作经验，因而迫切需要公益创投给予全方位帮助。在社会企业成立初期，最重要的支持是帮助其获得更多资金，接触更多的融资渠道，达成一定的投资意向；在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公益创投的孵化功能要逐步从资金提供者的角色转向帮助社会企业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在社会企业发展后期，公益创投的孵化功能体现在帮助社会企业建立可持续经营和规模化的能力上。上述孵化功能的实现，需要公益创投整合各方平台资源，也有赖于自身专业素质的提高。


本章小结

·作为包容性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创投区别于社会天使、影响力投资等其他社会资本形态。公益创投定义为一种借鉴商业创投的方法，对初创期社会目标组织（主要是社会企业）进行投资孵化，通过社会目标组织的成功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

·公益创投具有高度参与性、量体裁衣的融资安排、组织能力建设等特征。

·公益创投的运行机制包括独特的筹资、投资和退出机制。

·公益创投在我国发展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建立相应的支持体系。


复习思考题

1.公益创投有几种类别？

2.阐述公益创投的运行机制。

3.公益创投如何在我国实现良好地发展？


讨论案例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一、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的成立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以下简称“恩派”）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领先的支持性公益组织，业务遍及全国40多个城市，是民政部评定的“5A级社会组织”和“全国优秀社会组织”，致力于公益孵化、能力建设、社区服务、政购评估、社会企业投资、社创空间运营等领域，合作伙伴遍及各级政府、基金会和全球500强企业。秉承“助力社会创新，培育公益人才”的使命，恩派首创的“公益孵化器”模式成为社会建设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迄今已孵化超过600家社会组织及社会企业，其他各项业务资助及支持了超过3 000家公益机构，培训公益人才数万人，涵盖养老、教育、环保、青少年发展、扶贫、助残、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等诸多领域。恩派扶植的多家机构，如“新途”“手牵手”“青翼”“歌路营”“乐龄”“百特教育”“瓷娃娃”“雷励”“爱有戏”“益众”“十方缘”“绿主妇”“益宝”“翠竹园”“益修”等，已成中国公益领域的知名品牌。

恩派发起了“屋里厢”“联劝”“明善道”“724”“里仁”“安逸舍”“益博云天”“知行”等20余家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和社会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托管运营及技术支持约40个社会创新服务园区，承担运营约8万平方米的社区公共空间。除了公益孵化器之外，恩派及其发起机构率先在国内实施了公益创投、政府购买服务招投标平台、联合劝募平台、公益行业交流展示会、社会影响力投资平台、企业社会责任（CSR）咨询、社区综合发展、社会创新智库等一系列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的创新探索。恩派在全国设立有40多个办事处及项目点，全职员工近300名，服务网络辐射全国。


二、恩派公益创投的模式


1.“高参与度捐赠”模式

作为一个公益支持性组织集合体，恩派从注册的第一个机构——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开始，就以“助力社会创新，培育公益人才”为己任，旨在为初创期和中小型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切实的支持。

在恩派成立的早期，为了给草根组织筹资，恩派借鉴了国际上的各类创投模式，用公益创投大赛的方式让企业以项目为载体资助公益组织发展。比如‘联想公益创投’，由联想集团出资千万元，用公益创投的方式去资助草根组织的发展。这样不仅可以激励真正投身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团体，而且经过量化指标测算，公益创投在提升企业品牌内涵层面的贡献远超出等量广告费投入的效果。从2007年起，恩派的这种“公益创投大赛”的方式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同，除了最早的联想，之后又与康师傅、英特尔、淡水河谷、帝亚吉欧、招商局等企业合作，托管的公益创投资金超过5 000万元，资助的公益项目近300个。为数千家民间机构提供成长支持服务，培训公益人才过万人，为公益机构筹集超过3亿元的运作资金，涵盖扶贫、教育、环保、青少年发展、助残、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等诸多领域。

恩派前些年所开展的公益创投的做法更像是高参与度的捐赠或公益招投标，就是以扶持为主不求回报。但是，公益创投应该呈现新的动向，从传统的输血式公益向营造公益造血机能进行有益探索。

第一是和企业合作的模式。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恩派有自己的一套指标体系。事实上，一家公益组织要真正成为公益创投的资助对象，需经过项目的筛选及评审、核定投资方案、资助方决议、签订资助协议、项目跟踪管理、成果展示等流程。除了给予资金支持之外，恩派需要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帮助资助对象发展壮大，为投资对象梳理业务的同时，要帮它们在财务规范、团队管理的制度和流程优化，项目设计、能力建设、市场开发、计划完成度、阶段性评估、成果展示等方面基于“陪伴式”服务。

第二是和政府合作的模式。自2008年公益创投的做法较为成功之后，恩派将其推荐给了上海市民政局。上海民政局拿出了千万元量级的资金在2009年发起“上海社区公益创投大赛”，自此开创了民间公益组织同政府合作推动政府资金资助社会服务型机构的模式。之后，恩派又和苏州市、东莞市、深圳市、北京市等地方政府合作，同全国各地有意发展社会组织的相关部门一起掀起政府资助公益组织发展、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潮流。

无论是企业创投还是政府创投，大部分选用的都是公益创投大赛的方式。此外，还有一些公开招募或招标，分别依据资助方向，用专业指标体系测评的方式优选出被资助机构。“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希望资助到的是能够明确看到潜力、具有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社会效应更易被验证的机构解决方案，特别是已经具备一定品牌效应的公益项目或机构。”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维娜表示。

2.恩派公益创投的第三种模式

早期的恩派通过与企业及政府的合作模式开展公益创投，然而，资助对象中不乏存在一些不能够明确看到潜力且不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草根机构是企业和政府支持以外的。为了资助这类草根组织，恩派于2015年成立了非公募基金会——恩派基金会，旨在支持恩派体系创新并扶植国内的初创期社会创新型组织。

同时，考虑到处于成长期机构的资金需求，基金会下设了一个基金，该基金在推动一个公益创投计划，以社会投资的机制推动有潜力的社会企业实现快速发展。该基金为“恩派公益创投基金”，引入社会影响力投资，包括LGT影响力投资，以及其他几家投资方共同组建资金池，用恩派多年所积累的标准，资助一些真正有潜力、有价值、将来可能参与到社会问题解决、参与到市场竞争的社会型企业。这种模式便是恩派公益创投的第三种模式。

恩派计划尝试借鉴商业领域的投资视角，以参股的方式获得投资回报并回馈到基金中，使得机构形成造血机能之后保障基金本身得到可持续发展。不过该基金2015年刚成立，还处在一个探索阶段，仍需要长期打磨。


三、恩派的多元化发展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组织在生存中为了避免对环境中其他组织资源的依赖，可以选择两条途径：一是尽量将对其他组织的资源依赖最小化；二是尽量把其他组织对自身的依赖最大化。

恩派通过寻求多元化资源而逐步减少对浦东新区政府的依赖。这种多元化既包括寻求浦东新区之外的政府资源，也包括寻求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资源。

（1）将业务扩展到浦东新区之外的整个上海。除公益孵化器外，起初恩派的主要项目来自浦东新区政府。例如，2007年承担浦东新区财政局“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流程规范”研究课题；2008年，委托管理浦东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等；2009年，恩派将业务拓展到整个上海市，承办上海市民政局委托的首届“上海社区公益创投大赛”；2010年，托管“上海社会创新孵化园”；2011年，托管“上海市闵行区社会组织孵化园”等。

（2）立足上海辐射全国。从2008年开始，恩派分别在成都、北京、深圳、南京、苏州、珠海等地成立办事处。2009年，设计承办“公益项目北京交流展示会”；2010年，与成都高新区合作推动青年公寓社区服务中心建设；2011年，承办首届东莞市、苏州市公益创投大赛；2012年，托管南京市雨花台区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协办“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等。

（3）寻求政府之外的资源。恩派从不拒绝把企业资源引导到公益领域的各种尝试，从成立伊始便注意资源获取的多样性。这些资源有国内的、国际的，也有企业的、公益慈善组织的，合作伙伴包括南都公益基金会、陈一心家族基金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浦东新区老年基金会、联想集团、万科集团、安佰深公司、英特尔、诺基亚、SAP公司、世界银行、香港社区伙伴、香港乐施会、英国全国社会创业支持网络、英国大使馆文化处、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合作项目包括2007年协助世界银行推动“中国发展市场”项目，2009年与诺基亚启动“阳光生活社区重建项目”，2010年与友成基金会举办首届“新公益嘉年华”项目，2013年与汇丰银行启动中国社区建设计划等。

从资金来源看，恩派发展几年之后，很快就实现了收入的多元化，除了政府购买项目收入之外，还有企业和基金会捐赠和项目服务收入，政府资金仅占其全部收入的30%。以2010年为例，捐赠收入占全部收入的84%，而政府补助及提供服务收入则分别仅占12%和4%。可见那时恩派对政府特别是浦东新区政府的依赖程度已大大降低。


四、恩派与政府之间的资源互补性


恩派通过不断服务创新提升自身的能力来强化与政府之间的资源互补性。

恩派的迅速发展源自其强大的创新能力。2006年，它在国内首创“公益孵化器”模式，被认为是近年来社会建设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很快在北京、深圳等地得到推广。随后，恩派率先在国内实施了公益创投、政府购买服务招投标平台、联合劝募、公益行业交流展示会、企业CSR咨询、社区综合发展等专业性的业务模块，在业界产生重要示范效应。多年来，恩派还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与绩效评估、社区公共空间托管、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创业媒体平台等诸多领域深耕细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如今，恩派已经成为国内支持型社会组织中的知名品牌。

事实上，在浦东新区政府和恩派的合作初期，政府对于初出茅庐的恩派信任有加，但依赖有限。政府并不十分清楚恩派能带来什么，恩派也的确没有足够的资源，因而当时双方的合作带有尝试性质。2006年，恩派被允许登记注册后，直至2007年才正式承接两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一个是浦东新区民政局的公益组织孵化器托管，另一个是浦东新区财政局有关政府购买服务问题的课题研究。随着恩派的各种创新服务项目渐次落地，其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方面的强大能力才逐步提高和显现出来，双方的合作才不断深入，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2008年，恩派受托管理浦东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同年恩派迁入由新区政府免费提供的社会组织服务大楼，并在浦东新区发起注册“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探索社会组织托管政府社区服务中心新模式。目前，浦东新区所属的24个乡镇、12个街道已全部成为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的合作伙伴，浦东新区政府对恩派的倚重从中可见一斑。

显然，随着自身的不断成长壮大，恩派与浦东新区政府间最初的依附关系发生了改变，加之双方合作的竞争程度不断提高，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开始从管家关系朝着伙伴关系转变。正像吕朝所说：“恩派通过坚持作为一个本土NPO支持性组织的‘主体意识’，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和尊重。”


五、创投行为本身并不存在100%的成功率


恩派在公益创投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像新途、手牵手、青翼、WABC、歌路营、乐龄、百特教育、瓷娃娃、雷励中国、爱有戏、益众、十方缘、绿主妇等机构已经成为中国公益领域的知名品牌。有些机构甚至在国际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以致联合国的有些项目都在向它们抛橄榄枝。

但是，创投行为本身并不存在100%的成功率。一般情况下，委托恩派运营的政府创投及企业创投的周期为12～18个月，经过这个周期，机构都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其中不乏一些不成功的案例。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会为创投行为带来不确定性：一是创业者对自身及外界压力的承受能力；二是创业过程中不可抗风险；三是机构的业务未经市场验证，对需求的预判失当。因此，恩派只能通过多年的实践不断总结出未来创投操作规避这些风险的方式和手段，将这些风险降到最低。


六、公益创投为行业带来的影响


首先，恩派改变了企业投入公益慈善的方式。和联想的持续合作，发掘出大批的年轻社会创业者。以往的企业选择公益的方式大多类似希望工程、大灾大难捐款等，而这种资助草根组织的行为是从大规模做公益创投开始的。

其次，恩派还跟电视台合作，如上海东方卫视、旅游卫视、中央电视台等，一方面挖掘出了很多好的项目及组织，更重要的是在行业内起到了很好的传播及倡导的作用。

最后，恩派和上海民政局的合作开辟了政府购买草根组织服务的先河，此后，财政部委托民政部投了2亿元来做全国范围内的政府购买服务，如今政府购买服务已在全国各地蔚然成风。


讨论题：


1.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的公益创投模式是怎样的？

2.请从资源依赖的视角分析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如何实现资源的多元化。

3.如何降低公益创投失败的风险，提高公益创投的成功率？

4.从公益创投的角度看，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对我国发展公益创投的启示是什么？


文献研读　Deal Structuring in Philanthropic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Financing Instrument，Valuation and Covenants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Philan-thropic venture capital（PhVC）is a financing option available for social enterprises that，like traditional venture capital,provides capital and value added services to portfolio organizations.Differently from venture capital，PhVC has an ethical dimension as it aims at maximizing the social return on the investment.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al structuring phase of PhVC investments in terms of instrument used（from equity to grant）,valuation,and covenants included in the contractual agreement.By content analyzing a set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thereafter surveying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PhVC funds that are active in Europ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non-distribution constraint holding for non-profit social enterprises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align the interests of both investor and investee.This makes the investor behaving as a steward rather than as a principal.Conversely,while backing non-profit social ventures,philanthropic venture capitalists structure their deal similarly as traditional venture capital,as the absence of the non-distribution constraint makes such investments subject to moral hazard risk both in terms of perks and stealing and social impact focus.


【文献评述】
 本篇文献为第一个分析介绍了公益创投投资交易结构阶段的文章。文献分析了从所使用的融资工具（从股权到捐赠）、估值和合同中所包含的契约来评估公益创投的交易结构阶段。通过分析一系列访谈，然后调查在欧洲和美国活跃的公益创投的全部人员，结果表明非营利性社会企业的非分配约束，即非营利组织不能把获得的净收入分配给对该组织实施控制的个人，包括组织成员、管理人员等，这种方式是调整投资者和被投资者利益的有效工具，使得投资者作为一个管理者而不只是一个委托人。文献以不对称信息框架为基础，旨在理解公益创投公司的融资行为，同时界定融资条件。

（1）公益创投者对道德风险的认识越低，运用捐赠融资的频率就越高。公益创投纠正了在商业决策中将利润最大化放在优先位置的做法。这与传统的风险投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公益创投的重点在于投资者的保护，而不是投资者的有效需求。前人的调查显示，频繁使用捐款的融资方式可能存在于营利性社会企业（存在非分配约束），也可能存在于营利性社会企业（不存在非分配约束），这可能是显示其道德风险低的一个指标。理由是，因为公益创投的投资者知道这些赠款可能是涉及代理问题的捐赠，如果还使用这些捐款，那么这些公益创投者并不关心他所支持的社会企业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

（2）公益创投者拥有的管理权越高，估价模型的使用越少。管理理论是以服务为中心，而不是以控制为中心，首先是从愿意为一个比自己体量大的集体负责的意愿开始。这也表明，这种情况下的公益创投管理者在他们的利益与其所支持的社会企业的利益一致时，做出的决定才更有效。如果公益创投者掌握管理权，那么可以推测他们使用管理相关的会计信息比与估价相关的会计信息更多，这意味着公益创投者往往具有特定需求的估值，而不是企业估值。

（3）公益创投者对道德风险的看法越低，使用约束性合约的规定就越少。由于较低的道德风险认知，也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公益创投者偏好较少使用捆绑条款的治理结构，而不是以像风险投资的方式那样来激励支持的企业家在公司中表现良好并留在公司。此外，风险投资家还试图尽量减少创业者出售公司的意愿，以此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的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投资（重新谈判）的价值。管理机制的出现是为了保护交易各方免受不可预见的事件或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这些行为可能对经济福利产生不利影响。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与使用约束性治理结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4）公益创投者对道德风险的认识越低，重新谈判条款的使用越少。在一个动态的道德风险背景下，重新谈判条款，即反稀释保护，可以确保合同方通过约束重新谈判来对企业进行有效的事前投资。反稀释的作用是抵消更加便宜股份的摊薄效应，在没有这个条款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当事人权益的改变，可能会扭曲当事人在公司收益的份额，从而扭曲他们的事前投资。

（5）公益创投者的管理水平越高，信任相比正式合同条款的重要性就越高。这里提出的讨论可能表明管理理论而不是道德风险更能够解释公益创投者的交易结构行为。学者认为，如果授权者之间存在利益分歧，则可以应用代理理论。尽管代理理论似乎能够解释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但代理理论似乎不能很好地解释公益创投者与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由于在管理理论中，委托使管理者能够为组织的最大利益行事的这种约束关系，是建立在信任机制的基础之上，因此管理者可以做出使组织的长期回报最大化的选择。事实上，严格控制管理者会显著地使其失去动力，这对管理者和组织会起反作用。

文献发现：首先，最重要的是，非营利性社会企业的非分配约束是调整投资者和被投资者利益的有效工具。事实上，公益创投公司往往不太经常正式监督它们所资助的社会企业，它们往往更重视相互之间的信任，而不是正式的控制手段。本章分析的数据表明，如果一个公益创投者和支持的社会企业之间的利益趋同，当公益创投所支持的组织是非营利组织时，管理者能够更好地描述公益创投投资的交易结构阶段。

其次，道德风险确实是一个相关的问题，营利性社会企业融资不适用于非分配约束，更类似于传统的创业型企业，相比而言公益创投更像是传统的风险投资。一方面，营利性的社会企业家可能会追求福利——偷窃策略。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影响最大化上。同样，数据显示，与管理相关的会计信息比正式的会计估值使用得更多，因为公益创投者们大量使用传统的估值方法来估计在信任它们时的价值。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同时重视社会企业的需求，因为没有一个市场可以对社会组织进行定价，因此没有可比性的东西可以像传统的风险投资那样应用多种估值。结果表明，代理理论的主导可以减少分析私募股权的多样性和深度的范围。


【文献出处】
 Scarlata M,Alemany L.Deal structuring in philanthropic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Financing instrument,valuation and covenant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5.2,（2010）:12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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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社会创业及其可持续发展

学习目标

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了解社会创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

理解社会创业提供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理解社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章纲要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社会创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社会创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困境

社会创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开篇案例　老爸评测
[1]



2015年春季开学前，正在为女儿的新书包书皮的魏文锋被书皮刺鼻的气味震住了。十余年在检测行业的工作经验告诉魏文锋，这种带胶水的自粘包书皮肯定有问题。为了保证女儿的安全，魏文锋从市场上买来了7款畅销的包书皮，却发现没有一款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想到数以万计的孩子都在使用这样的包书皮，魏文锋自掏腰包近万元将包书皮送至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检测结果显示，7款包书皮均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如化学致癌物多环芳烃（PAHs）和具有生殖毒性的邻苯（DEHP）。

为了降低包书皮等产品对中小学生带来的安全隐患，魏文锋通过微博、电话、亲自走访等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全国家长宣布检测结果。一时间，魏文锋成了“网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问题的解决需要魏文锋付出更多的努力。在众多家长的鼓励下，魏文锋于2015年6月自筹资金100万元在杭州创办了“老爸评测”，以一名家长的名义决心与“有毒包书皮”等危害孩子们安全健康的物品死磕到底。

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老爸评测”拍摄了一部检测有毒包书皮的纪录片，随后CCTV、《人民日报》等媒体纷纷转发和报道，使得该纪录片获得百万次以上的视频播放量。魏文锋因此被中国数万名家长亲切地称为“魏老爸”。为了与家长们形成一股力量并促进产品标准的建立与完善，魏文锋和团队成员建立了十余个家长群，其中还包括政府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烧钱”的检测终归迎来了“生死抉择”。2015年10月底，魏文锋团队的初始资金马上要消耗完毕。家长们源源不断的检测需求、宣传活动所需的巨大投入让“老爸评测”的资金难以为继。魏文锋在家长群里坦言，老爸评测可能要在年底资金全部耗尽时关闭。出人意料的是，家长们“不许”魏老爸关门，并纷纷给予魏老爸经济上的支持——“魏老爸，你一定要不忘初心，为我们检测更多的东西，我们永远支持你”。最终，“老爸评测”通过聚募网平台向112名家长成功募集200万元，这些家长共同持有老爸评测10%的股份。为了让检测项目可持续，“老爸评测”放弃“自筹”，坚持检测产品、检测费用从家长中“众筹”而来。截至2016年年底，“老爸评测”微信端众筹检测平台上有4 640人筹集金额240 472.16元，赞助了23个检测项目。

“众筹”事件让魏文锋开始深入思考“老爸评测”的可持续性。怎样赚钱、怎样实现组织的造血功能，成为摆在魏文锋面前的首要难题。这种文章打赏和众筹检测费的模式只能收到很少量的收入，一年下来还不够两个员工的工资开销。无疑，检测仅仅停留在发现问题的层面，而更多家长关心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如此看来，“众筹”也很难为企业长久发展持续“造血”。“一天到晚告诉我们这个有毒、那个有害，吓都被你吓死了，你倒不如告诉我买哪个是合格的。”一个家长的抱怨给了魏文锋全新的思路——做商务。

但是，做商务有两种选择：一是面向企业，为其检测产品、颁发证书，进而收取费用；二是面向终端用户，解决他们的痛点。考虑到为企业评测并收取费用的模式很难保持公平公正，与创业最初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相悖，魏文锋最终决定直面消费者，将经过检验视为合格的产品销售（或推荐）给“粉丝”和大众。通过这种方式，一是可以帮助家长买到安全可靠的产品；二是在销售的过程中获得的利润可以反哺检测这一公益事业上来，从而实现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在2015年包书皮事件中，为了应对开学季，魏文锋走访数家包书皮生产厂后和一个厂家签订协议，对方同意使用食品安全级材料生产包书皮，但前提是魏文锋要订购10万张。2015年秋季开学前一周，魏文锋的包书皮通过微信平台开始销售，得到广大家长的积极抢购，短短一周便收到了5 000多张团购订单。就这样，名为“老爸良心推荐”的网上微商城于2015年年底开张了，品类包括学生文具、母婴用品、厨房用品和美食生鲜等。创办初期，店铺上还公开了进货成本、包装成本、检测成本以及检测报告等信息。2017年1～4月，“老爸评测”微商城的月营收基本稳定在200万元以上；其消费用户达到19 770人。2017年3月，“老爸评测”的淘宝店也正式上线，月营收达到20万元。

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魏文锋坚持初心，不断创造社会价值。例如，包书皮事件引起了政府监管部门的关注，江苏和上海质监局于2016年年初更新了包书皮的检测标准。又如，在众多家长的要求下，“老爸评测”对全国不同城市的14所学校的合成跑道进行取样、检测，发现7种有毒物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地方的教育厅派调查组去调查，一些学校发现问题后立即铲掉了问题跑道。教育部于2016年1月更新了塑胶跑道标准，加入了更多有害物质检测要求。再如，为了解决由于家庭装修甲醛含量超标测量不准而带来白血病儿童日益增多的问题，老爸评测利用众筹的资金购买了三台高精准甲醛检测仪。来自全国各地的有需求的家长可以排队依次免费使用该仪器，无须支付押金仅需在“漂流日记”上留言。魏文锋将这次甲醛检测仪漂流项目成为“一场互联网信任的传递实验”。

在“老爸评测”成立两年之际，其月营收达到了200万元，魏文锋将2018年的全年营收目标定为7 000万元。对于一个肩负着社会使命的新创企业，“老爸评测”的成绩令人欣慰。然而，面向未来，“老爸评测”作为一个社会企业要想取得更持久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做检测，是裁判员，家长、消费者作为观众，会相信你；做电商，是运动员，赚的是家长和消费者的钱，如何持续赢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魏文锋很清楚，“老爸评测”的初心是为了解决消费品安全这一社会问题，而非以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电商只是实现我们目标的手段，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

上述案例告诉我们，尽管社会创业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其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时常面对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具体来讲，由于同时兼顾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社会创业实践常常面临合法性缺失、资源匮乏、经营不善等问题，进而阻碍其可持续发展。我国绝大多数的社会企业仍处于发展初期，仅有少量能够自我造血、持续提供社会服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与“老爸评测”一样，面临着可持续发展困境的社会企业不在少数，它们急需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如何跨越前进途中的障碍。本章将对这一议题进行阐释。


[1]
 开篇案例根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老爸评测：一家社会企业的两难抉择》（编号 CI-817-060）改编而来，内容得到“老爸评测”的授权确认。


9.1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9.1.1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词最早在1972年于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被正式讨论。它的文字形式最早出现于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的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以布伦兰特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该报告首次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对此做出较为系统的解释。此概念一直被沿用至今。1991年11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INTECOL）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联合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发展并深化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自然属性。1992年，中国政府也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随着人类对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各国在努力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也致力于丰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目前该概念已涵盖环境保护、公共关系、经济发展、企业成长等各领域。

9.1.2　社会创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正如Caldwell（1984）所说，“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受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众多因素影响的发展过程，也应该特别重视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作用”。由于可持续发展涉及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等不同方面，学者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不尽相同，我们在表9-1梳理了六条经典的“可持续发展”定义供读者参考。

表9-1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image: ]


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核心是需求的满足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等政策支持下，中国创业人数和创业企业不断增加，而创业失败事件也随之猛增。究其原因，新创企业在业务拓展及商业模式开发过程中往往做出较为冒险的决策，而忽略了如何打造自身在VUCA时代
[1]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商业创业不同，社会创业致力于创建具有一定商业模式的社会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刘志阳和李斌，2018）。商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聚焦在商业模式盈利的可复制、可移植性，即如何实现“基业长青”；社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社会企业是否具备“造血”功能、实现自负盈亏，是否能够持续提供产品或服务，从而解决传统社会建设模式中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三重失灵”所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

社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社会企业能持续地存活和发展；其次，社会企业能够立足于社会需求提供产品或服务，从而可持续性地创造社会价值。


[1]
 VUCA 指的是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VUCA 原被用作军事术语，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普遍用于商业、教育等领域。


9.2　社会创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一系列诸如贫困、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社会问题相继涌现，并在全球范围内困扰着各国的发展。市场失灵、政府与第三部门力量的有限性又使这些问题长时间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加剧、现有解决机制的不足，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为社会创业的兴起提供了土壤。由于在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蕴含着巨大的能量，社会创业可以解决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为人类的福祉提供社会价值。作为新生事物，中国的社会企业尚处于探索阶段，仍存在很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找到稳定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获得可持续发展将有助于社会企业更好地投入到社会问题中，并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具体来说，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弱势群体能力的发展，完善社会主动型福利机制


在发达国家，社会创业因其在帮助弱势群体摆脱不利地位中的独特作用而受到人们的关注（Alvord et al.，2004）。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意识到，“能力发展”而非“经济救助”才是帮助弱势群体摆脱不利地位、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社会创业提供了构建主动型福利机制的有效途径，即帮助弱势群体发展自身能力。社会创业通常以“授人以渔”的方式，鼓励服务对象主动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不是把福利当作一种权益。这种机制在当前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未得到完善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社会企业得到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更持久地服务弱势群体，并使这些受益者参与到社会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有效推动主动性福利机制的构建，使社会福利持续并最大限度地关注到需要帮助的群体。


2.整合社会资本，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社会创业采用创新性方法，整合资源去解决贫困及边缘人群面临的社会问题，从而创造社会价值。创业性特征要求社会企业采用商业手段整合利用社会资本和其他资源，加速社会资本的循环利用，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避免组织官僚化、低效率等问题，让整个社会充满创业精神和氛围。通过建立合作网络，社会创业者可以调动那些通常被遗忘的资源，解决那些处于孤立状态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能够持续整合社会资本，以创业和创新的精神努力发现和满足那些未得到满足的社会需求。因此，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构建社会资本有效积累的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社会企业不但创造经济利益，还能实现社会效益，有助于构建基于信任和合作的更为强大、自立的社会共同体（邬爱其和焦豪，2008）。


3.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稳定创造社会价值


社会创业的社会性要求社会企业的商业活动要以社会价值为依归。社会创业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常见方式是，在坚持创造社会价值的前提下引入创新的商业手段来获得盈利，进而为其提供社会服务，提供保障。显然，社会创业能很好地解决商业与公益、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使得创业活动能够同时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创业范式（邬爱其和焦豪，2008）。因此，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将能够更好地填补商业和慈善事业之间的鸿沟，从而使创业精神得以应用和服务于更多社会领域（Roberts and Woods，2005）。这样，社会创业也能够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增强人际信任、激发创业激情等方面发挥更持久的作用。此外，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稳定持续地创造社会价值，这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价值与作用。


9.3　社会创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困境

9.3.1　社会创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特殊性

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难题和解决可以从管理学的“悖论”理论和组织的双元能力的角度来解释。悖论是指长期存在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的因素（Smith and Lewis，2011）。关于悖论的研究多是探索组织如何同时满足不同的需求，认为组织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多种不同的需求（Lewis，2000）。社会企业的双重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悖论，其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两种不同目标的冲突，这需要组织具备不同的能力，即双元能力（ambidexterity capability）。

双元化是指组织在复杂情境下，同时具备两种不同能力解决二元悖论的探索和开发性任务（Stettner and Lavie，2014）。组织双元能力是指企业为了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提升企业不同能力（如研发、营销等），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动态能力（欧阳桃花等，2016）。组织双元能力有三种主要机制：结构型双元是指两种相互矛盾的业务或行为分离到不同的事业部；情境型双元指建立有效的组织情境或文化，鼓励员工同时进行两种矛盾性的行为；领导型双元是高管团队在意识、战略层面平衡两种矛盾的业务和行为。组织双元能力是创造较好的社会价值的决定因素（Hahh et al.，2016）。相比商业企业，社会企业获得双元能力的难度往往更大。

第1章简要描述了Alter（2007）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光谱图：为了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平衡，以盈利为导向、收益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的传统商业企业通过“行善得福”的方式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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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来获得各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关注和认可，实现企业、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社会使命为驱动、收益全部（或绝大部分，如70%）投入社会项目的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则选择运用商业的手段来支持社会性项目。前者的CSR行为对很多成功的商业企业来说，虽然带来了经济成本，但却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对CSR的投入可以帮助其提升商誉，反哺商业利益的获得；相反，后者因社会使命的驱使得以创立，同时开展或者后期开展的商业活动虽然带来了经济利益，但是很多时候也带来了隐形的成本，比如丧失社会认同、带来“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使得很多社会企业面临着比商业企业更为严重的社会负担和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9.3.2　社会企业的“先天缺陷”

作为新生事物，社会创业在实践过程中面临很多困难与未知，如启动资金的获取、人员的招募、商业模式的开发等。如何在制度范围内创造社会价值，如何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前提下满足投资人的期望，这些都是令我国社会企业感到头疼的问题。社会资源的约束也使社会创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遇到比商业创业更多的障碍。例如，傅颖、斯晓夫和陈卉（2017）发现，创业导向、社会企业过往烙印、市场能力、调动资源的能力都会影响社会企业的成长。在对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研究中，项继权和耿静（2014）发现，需求空间和制度空间、能力、资源、认同对社会企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需求空间是指在各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的需求与机会，而制度空间是指与社会企业相关的政策法规；能力包括经营、创新和资源整合的能力；认同则包括政治认同与社会认同，前者指政府部门对社会企业的认可，后者则指大众（公民、媒体、第三部门等）对社会企业的评价与认可。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企业要取得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合法性障碍、自身资源约束与盈利能力不足的困境。我们将分别对这三个企业层面的困境进行阐述。


1.社会认同度低


不同于商业创业和公益慈善，社会创业既不以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也不是单纯靠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维持生存，而是利用创新的商业手段同时实现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由于社会创业既要兼顾经济目标又要致力于社会目标的实现，其所需要的能力有所不同，运营逻辑也有差异，甚至会出现冲突。例如，在“老爸评测”案例中，当扮演“裁判员”（提供公平、公正的检测）的“老爸评测”同时扮演“运动员”（和其他商家一样销售商品时）时，其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将有可能遭受质疑，因此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此外，社会企业还需顾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包括政府、社会公众、投资人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社会企业的要求与期望也大相径庭（Tracey，2011）。因此，社会企业在成长中极有可能出现“目标偏离”的现象，从而使可持续发展变得举步维艰（Dacin et al.，2010）。

社会创业在我国仍属于新生事物，在实践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困难与不确定性，存在着不被顾客、政府、投资人等利益相关者认同与接纳的合法性问题，从而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Santos，2012）。合法性反映了社会企业的行为方式与现有标准、规范、文化的符合程度，意味着社会系统对社会企业的认可程度。例如，社会企业大都面临资源局限，需要外部资源支持以渡过生存期和发展期，而合法性则是外部对社会企业能力、效率、价值观及规范性等判断的基础，进而决定是否投入资源（厉杰等，2018）。可见，获得社会认同和合法性是社会企业获取资源的前提，已成为横亘在社会企业面前的一座大山，而社会企业只有取得必要的资源，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2.资源不足


市场失灵、政府与第三部门力量的有限性是社会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然而这些问题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创业者难以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开发社会创业机会。社会创业通过交易获取收益，支撑其社会目标或环境目标的实现，这种以社会价值为最终目标的创业活动使得资源获取的成本与一般创业活动相比更高（Domenico et al.，2010）。我国多数社会企业难以取得外部资源或依赖现有资源承担高投入、低创收、漫长的社会创业活动，也造成多数社会企业始终挣扎在起步阶段。因此，资源的获取对社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资源也是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若想将社会创业机会成功转换为实践，资源可得性与资源异质性是关键，只有获得资源支持才能产生产品或服务交易，并更好地实现社会目标（王晶晶和王颖，2015）。这就要求社会创业者能够创造出创新的方式，调动想法、能力和社会安排，改善或弥补现有社会福利系统的不足。


3.造血能力较弱


社会创业兼具盈利与非盈利活动性质，拥有创收业务、市场、客户及合作伙伴等经济价值系统，社会创业者将所得的经济收益再投入于社会价值创造，而经济与社会的双重目标对社会企业提出了更高的造血能力要求。社会创业者往往对获取的经济收益看得很轻，而倾向于将财务收益用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回报社会。与商业创业相比，社会创业在商业开发和盈利方面具有先天的劣势。此外，由于社会企业经营所得多用于社会价值再创造，社会企业往往规模较小且获利能力较低、自身“造血”能力较弱（刘振等，2015）。因此，商业模式开发能力、市场能力等都会影响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学者提出，组织的创新能力、资源开发及内部运作与管理能力是其完成预设目标的必要因素，而社会企业既要具备经营管理能力，又要具备资源整合与社会创新能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项继权和耿静，2014）。

9.3.3　解决方案“治标不治本”

在成长的过程中，社会企业不仅面临“如何实现自身的可持续生存”问题，还面临“如何提供可持续性解决方案”的问题。如图9-1所示，社会创业应提供可持续性解决方案，从而维持受助群体长期的生机与活力。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社会企业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短暂的，如一次性捐款或帮助，而无法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长久的服务。解决方案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社会企业应提供长久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image: ]


图9-1　创业减贫途径分类

资料来源：斯晓夫，等.如何通过创业来减少贫穷：理论与实践模式[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7:29（6），1-11.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创业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正在逐步正规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的社会创业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仍存在缺乏长久性、难以提供根本性服务、受众范围较小等问题。


1.缺乏长久性


目前，我国的社会创业主要分布在教育、养老、社会服务等领域，大部分都处于探索阶段。虽然社会创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服务或产品实现盈利，但由于其利润率远远小于商业创业，大部分入不敷出，这就造成其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往往是短暂的，无法实现长久稳定的社会价值。以“慈善超市”为例，慈善超市起源于美国，扮演“爱心中转站”的角色。超市将大众捐献的物资转赠给生活贫困的群众，以维持他们的日常所需。然而，慈善超市在中国的运行现状并不理想，大量破旧的捐赠衣物占满了仓库，超市只能通过拍卖较为有价值的物资艰难维持本组织的运转。究其原因，慈善超市既缺乏政府的补助又没有造血功能，很多慈善超市沦落为“花瓶”而无法持续发挥功效。在“老爸评测”案例中我们看到，它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是参照国际先进标准提供公平、公正的公益检测服务，这在中国检测标准尚待完善的阶段的确能带来社会价值。然而，当若干年后中国官方检测的标准能够媲美国际水准时，“老爸评测”创造的社会价值当如何得到体现呢？因此，许多社会企业都应当思考其所提供服务的长久有效性。


2.难以提供根本性解决方案


社会问题本身的异质性造成有些社会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例如，残友集团、嫣然天使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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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通过为残障人士提供工作岗位、资助家庭贫困的唇腭裂儿童手术的方法解决受助群体的需求。而有些社会问题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并与其他问题紧密相关，很难解决，例如，我国部分地区的贫困问题。相应地，社会企业很难为受困群体提供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从而彻底解决这类社会问题。

以“脱贫”为例，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致力于“脱贫战”。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如中国扶贫基金会。起初，扶贫的主要手段是政府为贫困人口办理低保，非营利组织以活动的方式给予贫困人员一定的物资帮助，这些举措虽然对于减缓贫困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贫困人群摆脱困境。只有通过构建主动型福利机制，帮助贫困人群主动自发地摆脱贫困，才能实现该问题的根治（斯晓夫等，2017）。


3.受众范围较小


社会企业所提供解决方案的受众较小这一弊端是受社会企业局部作用的限制。大部分社会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由于其能力和资源有限，很难将“善举”铺开进行，比较普遍的形式是在局部地区进行。以“海角公益组织”为例，其宗旨是通过创新的公益模式为偏远地区的孩子带去优质的教育资源，成立至今，它已经服务超过5 000名学生。但是，由于该组织采取远程在线教学，而真正贫困的地区由于基础设施的缺乏，很难享受到这种帮助，这意味着，最需要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却偏偏享受不到这些帮助。除此之外，即使是资源相对雄厚的南都基金会，其资助的新公民学校主要阵地在北京，也存在受众范围较小的问题。再如，本章文末案例企业残友集团的成功源于它用创新的商业模式推动了残障人士的集体就业、高端就业，就“解决残障人士就业”这一项服务来讲，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它能够持续带来社会价值。残友集团也在思考将其模式复制到更多省份和国家，但是，其高层经常面临的一个困惑是，面对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劳动能力较为低下的残障人士，残友集团目前阶段还无法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因此，如何扩大社会企业提供服务的受众面，也是其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1]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环境、消费者、社会的贡献。


[2]
 嫣然天使基金会，http://www.smileangelfoundation.org/about/intro.aspx。


9.4　社会创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9.4.1　社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


1.谋求社会认同


社会创业谋求合法性等社会认同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历程，这关乎公众的判断与理解，以及企业战略行动间的彼此作用与联系，企业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能否获得适当的社会认同将会影响社会企业的生存与成长。只有突破社会认同的门槛（legitimacy threshold），社会企业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并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大多数社会企业可通过“精心设计”的管理举措和组织实践活动来谋求社会认同（Sarpong and Davies，2014），例如，在跨部门伙伴关系管理中，通过与政府部门、行业内外部、顾客间建立伙伴关系，分别提升其规制、规范、认知合法性结果；通过社区参与实践，彰显社会企业与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的一致性，进而谋求规范合法性；借助印象管理策略操纵或顺从公众的期望来影响公众对社会企业“社会性”的认同。然而，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社会企业一定会取得预期成果，该过程还受到组织构成、组织内部稳定性等内部环境，以及制度环境、竞争环境、行业属性、市场不确定性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对那些具备较高社会声誉的社会创业者来说，其创办的社会企业本身就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例如，壹基金从成立初始就获得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支持。此外，有些社会创业组织形式本身就具备天生的社会认同优势，无须额外付出大量精力采取合法化措施即可获得合法性，如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等社会目标组织，它们比社会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及公众的认可，更容易获得外界的支持。因此，社会企业应当在“社会性”方面对标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但还要比它们更加注重利用创新性商业手段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


2.实施资源拼凑


资源整合能力是影响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创业者在争取外部合作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的资源获取、整合与创新应用能力（Liu et al.，2015）。社会企业是一个“多资源”组织，需要充分利用包括资金、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等各种市场性和非市场性资源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其中，社会企业的运作资金可来自不同的渠道，例如，通过提供商品或服务等商业活动获取资金收入，通过公益创投获取资金支持；人力资源是社会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社会企业的可持续运营离不开那些有着创新能力、奉献精神的人才支持；社会资本是社会企业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市场关系网的建立有利于降低社会企业的交易与生产成本。然而，面对资源稀缺性，社会企业该如何突破资源约束，获取异质性资源呢？有学者提出，资源拼凑和构建社会网络关系是社会企业应对资源紧缺的有效措施（Meyskens et al.，2010;Miller et al.，2010）。

所谓资源拼凑，是指为了达到新目的而对现有资源的重构和利用（Baker and Nelson，2005；于晓宇等，2017）。拼凑需要社会创业者重新审视手头资源的功能与价值，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组合来满足社会企业的资源需求（张秀娥和张坤，2018），对手头现有资源作用的重新审视能够深化对自身资源禀赋的认知，提高资源的易获得性和利用价值，冲破了资源限制对社会创业成败的影响，尤其对资源匮乏的社会企业有着重要启示。资源拼凑能使社会企业摆脱对特定资源或资源持有者的依赖，通过资源重构与组合提高自身能力，甚至开拓新的组织能力，以较低的资源成本获取相对满意甚至意料之外的成果。此外，资源拼凑不仅对解决社会企业资源桎梏有启示意义，也为企业创新和机会识别提供了契机。


3.构建社会网络关系


在中国制度情境及经济转型背景下，社会网络关系对社会企业获取资源和合法性认同至关重要，甚至会产生代替正式制度的效用（杜运周和张玉利，2012）。社会企业与政府部门、行业内、行业外其他组织的关系，能确立企业的合法性地位，并拓宽企业获取资源的渠道路径（郭毅和李芳荣，2009）。例如，企业与政府部门、管制机构间的政治网络关系能为企业带来政府信息、资金支持、政策扶持等资源（Li and Zhang，2007）；社会企业通过在行业外建立网络资源，寻求供应商、银行、媒体、大学、科研机构、认证机构、行业协会、审计部门、专业社团等接纳与认可，借以扩大企业声誉，提升其合法性水平，以及整合企业外部资源（Zimmerman and Zeitz，2002）；与行业内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其他组织建立网络关系，具有“溢出效应”。社会创业创业者应重视社会网络的构建以及与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借此谋求社会创业的社会认同和资源支持（Nicholls，2010），通过与政府及其代理者、行业组织、顾客建立积极的关系网络与互动平台，对社会企业获取社会认同，进而获得相应的关注与资源支持产生重要影响。


4.提升经营能力


经营与管理能力是社会企业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创造收益的重要能力。为此有学者指出，社会企业应学习商业企业的运营与管理技巧，或者采取与其他组织进行跨部门合作的策略，创造共同价值的同时，提升自身的运营与管理能力（Weber et al.,2017）。近年来，商业领域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创业领域，即通过公益创投的方式投资社会企业，并对社会企业实施投资后管理，在社会企业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后撤出（刘志阳和李斌，2018）。公益创投有利于解决社会创业资金短缺问题，是社会企业获取资金支持的来源之一。成长阶段的中小型社会企业在获得资金投入后，更加需要系统性地规范管理能力，保证自身的可持续运营。在此背景下，学者提出投资后管理（post-investment activities），即公益创投除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提供系统的经营管理支持，尤其是在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管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以及价值实现等方面，例如，帮助社会企业制订完善的战略计划，帮助社会企业建立品牌形象，培育其提升市场营销能力，帮助社会企业吸引优秀人才，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等。这种为社会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与管理支撑的公益创投模式，通过参与并指导社会企业的运营，拓展社会企业的价值并提升其发展潜力（钟承运，2013），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创业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提升企业的二元能力，有效平衡和结合企业的商业目的和社会目的，将能大大提升企业的社会价值创造，进而获得可持续发展（Hahh et al.，2016）。例如，残友集团通过“基金会+非营利社会组织+营利社会企业”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型双元机制，将不同目的的行为和业务分在不同的事业部；以“家训”为代表的组织文化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它在情境型双元能力的构建，鼓励员工有效实现双重目标；集团高层中95%是重度残障人士，出于同理心和道德感，高层在战略制定和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平衡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进而保证了残友集团在稳定的双元能力机制下持续向前发展。

9.4.2　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1.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合作


在提供解决方案时，社会企业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展开合作，不仅能将本企业内部资源效用最大化，还能获得许多额外的益处，例如，获得其他组织的经验和能力、资金支持、社会认同等，从而优化自身提供的解决方案。

例如，为了解决进城打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南都基金会以1亿元在各地建立新公民学校作为解决方案。作为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南都基金会的能力和财力毕竟是有限的。为了更好地解决进城打工人员子女的教育这一社会问题，南都基金会不仅展开与当地政府的合作，还陆续与其他商业企业、媒体、学术界等展开合作。与政府的合作不仅使新公民学校的建立获得“名分”，还获得了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以及在政府带动下的部分非营利组织的资助。与商业企业的合作，使新公民学校获得企业资助，有效解决了部分资金缺口；与媒体的合作，使农民工子女教育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进而扩大了新公民学校的知名度；与学术界的合作，使南都基金会在政策制定中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为在人大附中享受免费入学待遇的新公民班的成立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南都基金会与中国社工协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中科院心理所、腾讯公益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组织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关注。

通过与不同社会群体的合作，南都基金会成功地调动了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资源，实现了多方力量的整合，促进了“新公民学校”这一解决方案在各地的复制与推广。南都基金会的经验为社会企业解决方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可以使社会企业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与利益相关群体联系起来，而不是孤军奋战，从而引发社会的关注，避免社会企业昙花一现的宿命，进而获得长久的社会效应。


2.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


社会企业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找到其根本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社会企业要基于切实的社会问题与市场需求，为社会问题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及对策，推动社会变革（舒博，2010）。这就要求社会企业明确受助人群最核心的困难，从根源出发，提供最有力的帮助。在上文提到“减贫”这一社会问题中，以往的做法多停留在如何为贫困群体“输血”以维持其基本的生存之需。但是，简单的“输血”并不能彻底帮助贫困群体脱贫，反而会增加政府和社会企业的经济负担。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创业者意识到，只有帮助贫困群体“造血”，才能彻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因此，现有扶贫类的社会企业可以激励贫困群体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贫，并为他们培训必要的技能；帮助他们识别商业机会，提供配套的创业服务等，实现脱贫战从“输血”向“造血”模式的转化。


本章小结

·社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

·社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可通过谋求社会认同、实施资源拼凑、构建社会网络关系、提升经营能力等途径来实现。

·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才能提供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复习思考题

1.你怎么理解社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

2.阐述社会创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困境。

3.社会创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讨论案例　残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一、残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1997年，为了让残疾人换一种活法，能够有尊严地活着，身患血友病的郑卫宁先生和另外四位残疾人朋友在深圳自发成立了一个电脑学习兴趣小组。郑卫宁将母亲留给自己的30万元投入其中，购买电脑及相关图书，并请来培训老师为他们传授相关技能，而学习的场所就是郑卫宁的家。为了证明残疾人同样可以在高科技行业立足，郑卫宁带领残疾人兄弟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升级，不断打造企业的模式、链接各类资源、培养员工的能力和素质。

21年后，这个电脑兴趣小组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拥有一个基金会、14家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和44家营利社会企业的大型集团——深圳市残友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残友”）。这44家营利性社会企业的业务范围包括软件开发、电子商务、动漫、智能建筑、电影特效等科技行业。残友所雇用的5 000余名员工中，95%以上都是残疾人，均可享受正常的社会医疗保险等福利待遇，其衣、食、住、行等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需求大多可以通过残友集团下设的社会组织得到保障。残友推出了“基金会为组织顶端，社会组织与社会企业为发展双翼”的“三位一体”模式，使得其事业拓展至中国十余个省市地区，比如新疆喀什。

坚守“感恩、奉献、自助、助人”的核心价值观，“推动残友的平等参与、融入共享”的使命，以及“让全世界残友团结起来、用自己的行动改变命运”的愿景，残友的事业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残友集团曾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际社会企业大奖、中国社会创新奖等荣誉。


二、残友发展过程的几次关键抉择


1.面临倒闭风险，拒绝千万元级别的投资

电脑小组成立之后，五位创始人废寝忘食，积极学习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不到一年便可以制作简单的网页，开始承接一些外包项目。为了提升能力，他们还招聘了近10位对计算机网络技术感兴趣的残疾人朋友。1999年，残友网社成立，并独自开发了中华残疾人服务网（www.2000888.com
 ），随后成为残疾人点击率颇高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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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中华网向郑卫宁发来了收购的邀约，出价1 000万元购买中华残疾人服务网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同时，为了经营的专业化和有效性，要求所有在职的残疾人员工必须离职。

当时，虽然残友承接一些网页制作项目，但其收费远低于市场水平，而且来源均限于郑卫宁的个人资源，所以难以带来利润，而初始投资30万元很快要消耗完毕，团队面临着很大的财务压力。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郑卫宁也没有将大家辛苦建立起来的中华残疾人服务网卖掉。在他看来，他们做这件事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残疾人能有新的活法，有一份可以受到他人尊重的、可以持续发展的事业。于是，郑卫宁带领大家寻找新的机会来为组织“造血”。

2.拒绝网吧盈利诱惑，坚持做软件开发

2000年前后，郑卫宁所在小区的物业将一楼的公共区域的使用权捐赠给残友网社。郑卫宁把握机会，在此处开了一家“爱心庇护网吧”，生意格外火爆。由此，网吧的收入反哺到残友网社，支撑网页制作等技术性含量较高的研发工作。此时，在残联支持下有很多类似的残疾人创办的网吧在市场上兴起，业绩也非常好。其中一家网吧因得到政府授权的连锁经营牌照一口气开了30多家网吧连锁店。但郑卫宁被问到是否愿意接受政府连锁授权时，他陷入了沉思。

“做网吧是赚钱，但毕竟是一种相对低端的服务业，跟常人相比，我们残疾人并不擅长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做这件事，主要是为了支撑网社的研发工作，不是为了拿到牌照去挣钱。”郑卫宁说道。在网吧经营格外盈利的情况下，残友网社坚持把主要精力放在软件研发上面，守住了初心。
[3]



3.争议面前，坚持员工利益为先

2002年，曾以物理满分和浙江省理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的李虹加入了残友网社。患有渐冻症的他励志成为“IT界的霍金”。事实上，李虹的加入打开了残友的新局面，大大提升了残友网社网页制作项目的收费水平，并使得残友网社开始向软件开发领域进军。然而，就当软件开发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时候，李虹的身体已无法再继续工作。

为了体现对残疾人的终极关怀，郑卫宁向其他几位创始人建议推出退养机制，即对不能继续工作的残疾人员工照常发放工资及生活补贴，发放标准为其过去连续三个月的最高收入，一直发到其生命结束。当时几乎所有人提出质疑，担心未来申请退养制度的人多了之后怎么办。郑卫宁认为，残疾人选择就业就是为了避免过接受施舍的生活，而选择退养制度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是对企业做出贡献之后的状态，残友需要支持他们。

最后，郑卫宁利用自己的大股东决策权在企业推出退养机制。截至2017年年底，约15人申请并享受了该项制度。

4.去郑卫宁化运动，成立基金会

2007年，残友软件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从一个电脑学习小组发展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残友用了10年时间。然而，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郑卫宁看到了个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他开始有些担心，因为他很清楚自己随时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为了确保自己的离开不会影响企业的持续发展，郑卫宁开始推行“去郑卫宁化运动”，第一步就是成立了深圳头号基金会——“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郑卫宁将其持有的公司所有股份以及“残友”和“郑卫宁”的驰名商标品牌价值等通过法律公证的形式全部裸捐给了基金会。从此，郑卫宁不再是公司的大股东，基金会成了日后残友集团及其下属分公司的最大股东。

基金会的成立让郑卫宁看到了企业持续发展的希望，残友“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也得以创立：残友在深圳民政局注册了14家非营利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向基金会申领资金，所申领的资金服务全国40多家社会企业。

5.不畏困难，企业文化推动技术升级

残友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其对高科技的追求和员工的关怀和尊重吸引了全国各地高水平的残疾人朋友加入。在2008年取得国际CMMI三级认证之后，残友软件的高管和员工都非常自豪，因为残友软件的技术成熟度得到了国际认可。然而，当郑卫宁及其请来的技术咨询师提出要向CMMI五级认证（最高级别）冲刺的目标时，残友软件的部分员工有一些不理解甚至有抵抗的情绪。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残友软件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再进行技术改造必将迎来没日没夜的加班。

“罗马建成非一日之功”，为了让大家齐心协力，残友软件在企业内部推出了共同书写家训的活动，每个员工提出一条家训供集体商议。这场运动使得大家对企业这个大家庭有了更多的思考，对自己为什么来到残友，要和残友一起走向何方有了更成熟的考虑。2012年，奋战三年多后，残友软件顺利通过了CMMI五级认证，其技术操作流程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升级，在市场上的认可度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客户的水平和客单价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后来，残友软件将这套家训及文化推广到了集团下面的其他子公司，得到了员工的认可。

6.前进无止境，积极推动上市

纵然客户水平和客单价提高了，也依然难以支撑残友居高不下的成本，员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务出行等都需要支持，都会带来成本。相比其他科技型公司，残友软件以及其他集团下属子公司似乎只有做得更多才能在竞争中取胜。2015年年初，残友软件以及残友电子善务有限公司（即“残友电商”）开始准备上市，目的是让残友的品牌形象再上一个台阶，证明残疾人朋友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创造价值。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残友软件和残友电商分别于2015年12月和2016年2月在新三板成功上市。

上市之后，残友内部的核算制度更加规范，在市场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很多企业开始主动与残友合作。未来，残友还将在坚持基金会控股的前提下，推动更多企业成为公众公司，成为A股市场的优秀公司，进一步扩大残友的影响力。


三、残友模式成功路径分析


以上几点是残友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的体现，也很好地反映了为什么残友事业能够持续发展，取得今日的成绩。概括来讲，残友取得长期不断发展，其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郑卫宁及其他四位创始人创办残友的初心是为了让残疾人有个新的活法，不再为社会和亲人带去负担。他们渴望接触新科技，渴望证明自己，渴望受到尊重，正是这份渴望与激情驱使着他们不断向前。对初心的坚守让残友能够在发展初期拒绝中华网的收购、抵住了网吧盈利的诱惑，让残友能够心怀远方，为更多残疾人朋友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需求，从而支撑企业走得更远。

（2）基金会的成立以及“三位一体”发展模式的确立，为残友能够持续创造社会价值提供了重要保障。作为残友集团的最大股东（90%股份），基金会规定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招收的残疾人比例不低于75%，规定经营利润将作为慈善公益基金与企业再发展资金，保证企业不会走向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利益分配制度。基金会依靠40多家社会企业输入的资金，为14家非营利社会组织提供资金输出，进而保证残疾人员工无障碍出行、无障碍读写、生活便利等。此外，基金会规定“不做残友的分公司，而做当地的残友”，在残友将事业拓展至其他省市的过程中（比如“残友智建”在上海、河南等地区成立合资公司），残友虽然占股51%（主要目的是控制合资公司招收的残疾人比例合乎规定），但是并不要求经营利润回到残友总部，而是鼓励利润留在当地为当地的残疾人提供更多服务。

（3）残友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面临资源约束，但是他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发挥残疾人的优势，获得了持续增长。残友注重和政府、社区、客户、员工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2008～2010年，郑卫宁被授予“中华最具慈善行为楷模”和“全国自强模范”荣誉称号。他积极走访深圳相关政府机构，推动了“郑卫宁基金会”的设立。残友的社会组织格外注重与志愿者组织、义工联的合作，旨在为员工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客户资源方面，从早期创始人个人关系、到政府推荐、再到能力提升之后的客户主动上门，残友的客户资源获取方式经历了多次升级。对于员工的招聘、培训和提拔，残友也非常注重优势资源的互补。在残友内部经常看到的是因人定岗，很多新业务的拓展也是围绕某些优秀人才的核心能力来展开的。

（4）残友不断挖掘员工的能力，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残友的员工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尖子生，他们虽然四肢残疾，但是头脑健全，求知欲强。在计算机面前，他们行动不便的劣势成了优势，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刻苦钻研，能力得到充分挖掘。残友软件申请国际CMMI五级认证是另外一个例子。为了实现企业的长足发展，企业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从各个方面提升企业的文化软实力和技术硬实力。

总之，本着创造社会价值的初心，残友拒绝初期发展的各项诱惑，“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保证了残友作为社会企业的合法性，为企业源源不断获取优质资源提供了保障。残友善于整合资源、不断学习以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是国内很多企业学习的对象。


四、残友的发展模式对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残友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坚守初心，不断创新

我们对国内外社会创业者的访谈和观察数据显示，社会创业者在介绍自己的事业时常常会以自己的创业故事开场，而非像选择商业创业的创业者那样先分析产品或市场。社会创业者所分享的创业故事里是他们动力的源泉，是其初心的体现。残友几位创始人都是重度残疾患者，他们选择社会创业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像他们一样的残疾人的就业问题，而且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在高科技行业证明残疾人的价值，从而赢得社会尊重。这是同理心的驱使，而同理心影响着人们的亲社会行为（Eisenberg and Fabes，1990），也影响着社会创业的动机（Lee and Battilana，2012）。正如残友案例，这种初心能让社会创业在初期抵住经济利益的诱惑。然而，面对长远发展，考虑到社会企业在很多情况下盈利性低于商业企业，社会企业一定要不断思考如何创新，包括在产品、市场和商业模式等各个层面赢得突破。

2.以人为本，合理合法

为了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的因素格外重要，人是重要的资源，也代表着企业能力的高低。在残友案例中，残疾人是员工，是这家社会企业的直接受益者，因此它的合法性更容易得到认可。但是，残友的合法性和社会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解决残疾人就业”这一社会目的上，更重要的体现在残友解决这一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其一，残友规定残疾人员工的比例不低于75%（实际残疾人员工的比例为90%），并在其培养和发展的机制上基于充分的考虑；其二，残友不仅关注身边的残疾人目前面临的问题，还非常关心更广阔地域的残疾人长期可能面临的问题。例如，即使在2004年前后资源格外匮乏的情况下，残友坚持推出了退养机制；依托“三位一体”的模式，残友为员工的生活和事业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使残疾人朋友在生活上也没有后顾之忧；不顾一切远赴新疆开拓事业，在新疆成立分公司，并派高管亲自“指挥作战”。因此，残友的离职率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低于3%）。相比其他高离职率的技术型企业为客户带来的不稳定感，残友稳定的团队优势使其能够为客户提供稳定而持久的优质服务。由此可见，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心为本”，据此推出适合企业发展的模式。

3.义利结合，模式创新

不论是残友还是“老爸评测”，我们都可以看到社会创业者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他们希望扩大社会影响力，心怀他人，有博爱精神。为了解决某一社会问题，他们甘愿自掏腰包、不计代价，发展自己以达到帮助更多人的目的。如果外部环境很难改变，他们就先改变自己，然后慢慢影响周围环境的改变。很多社会创业者都是精致的利他主义者。但是，为了保证持续创造社会价值，很多社会企业，或者自创立时便主动选择，或者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引入带着商业目的的活动，这导致很多企业质疑社会企业是否有坚守初心，是否具有合法性。因此，为了可持续创造社会价值，并赢得公众认可，社会企业应当采用适合自身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保证其社会目的和商业目的的实现。例如，残友融合公益基金会、非营利社会组织和营利企业的“三位一体”的模式，以及背后的利润分配和运行制度，值得很多社会企业借鉴参考。我们看到，很多社会企业有着类似的实践：同时注册民间非营利组织和商业企业两种性质的组织，商业企业的一部分利润以捐赠的形式回馈到非营利组织，供其创造社会价值。此外，社会企业可以借鉴采用共益企业（B-Corp）的认准标准来完善企业的运营模式，成为一家符合社会与环境影响力、公信力与透明度，以及法律责任等高标准的企业。


讨论题：


1.残友最初想解决怎样的社会问题？它是如何解决的？其合法性是如何得到保证的？

2.残友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上文提到的社会企业提供服务所存在的困境？为什么？

3.残友是如何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残友模式存在哪些潜在威胁？如何应对？


[1]
 本案例根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残友集团：如何进行可持续的社会创新？》（编号 CI-718-042）改编而来，内容得到残友集团的授权确认。


[2]
 目前，该网站网址改为 http://www.bcwr.com.cn/，已成为全球点击率最高的福利网站。


[3]
 2004 年，残友网社将网吧转让给他人经营，将所有精力转向软件开发。


文献研读　Building Sustainable Hybrid Organizations:The Case of Commercial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new types of hybrid organizations（also called“novel hybrids”）can build and maintain their hybrid nature.The authors conduct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n how two pioneering commercial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BancoSol and Los Andes）combining banking logic and development logic.These two novel hybrids had similar histori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but they overcome the same challenges of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their hybridity differently with varying success.

Like many for-profit spin-off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NPO）,BancoSol and Los Andes were founded to provide services and generating profit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eir beneficiaries.However，such commercial activities may jeopardize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helping the beneficiaries，so as to cause“mission drift”.Given there doesn't exist any research uncovering the approaches to forming and sustaining hybridity，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identifying the nature of their hybridity and how to build and maintain the hybrid nature.In this case，the hybrid nature of the two commercial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lies in their different logics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organizations，development logic and banking logic.The development logic drives the two commercial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to retain their mission of providing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poor who were excluded from the conventional financial sector，while the banking simultaneously drives them to fulfill the fiduciary obligations of commerci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In general，such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logics is common among many social enterpris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hiring policies（on both employees and managers）and socialization（i.e.,training,incentives,and promotion）at the two novel hybrids,this case study finds that,to be sustainable,a novel hybrid needs to build a common organization identity that strikes a balance between the logics being combined.In more depth,hiring and socialization policies are crucial early levers for developing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 members in novel hybrids.Two approaches were identified by this study.The apprenticeship approach（adopted by Los Andes）combines a tabula rasa hiring approach with a means-focused socialization approach;and integration approach（adopted by BancoSol）is the combination of a mix-and-match hiring approach with an end-focused socialization approach.Either of these two approaches i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risks and advantages.For the apprenticeship approach:on the one hand,a novel hybrid hire people with few preconceptions regarding the functioning of organizations,thus minimizes the risk of tensions and conflicts and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operational excellence;on the other hand,apprenticeship approach may require disciplined control of organizational growth for employees and managers to learn necessary skills to accomplish tasks,yet it requires continuous vigilance to assure that，thus operational excellence does not become an end in the long run.For the integration approach,it focuses on forming a single integrated group committed to the same superordinate goal,thus may enable the novel hybrid to grow fast;however,this approach may cause the conflicts between subgroups who have different identities.The study suggests that a socialization approach that focuses hires抋ttention on operational excellence may be more effective in developing a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that strikes a balance between the logics they combine.


【文献评述】
 本篇精读文献分析了新创的混合型组织（hybrid organizations）在不同逻辑（使命）的指导下，如何处理各种冲突，并取得长期的发展。作者对两家位于玻利维亚的小额信贷组织BancoSol和Los Andes进行了比较案例研究。这两家小额信贷组织均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都是为了向穷人提供更好的贷款服务，而从原来的非政府组织剥离出来经营商业活动的混合型组织，有着相似的组织结构。然而，这两家组织建立并长期保持“混合性”（hybridity）向前发展并取得成功的路径却不尽相同。具体而言，两家组织同时面临着发展逻辑（即原生组织最初创立时的社会使命——为穷人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与银行逻辑（即信托义务——有足够的利润来支持组织存续和业务发展）。

类似这种逻辑冲突存在于很多社会企业当中。相较于传统的商业创业，社会创业是为了解决某一社会问题（如教育、儿童、医疗、环境等）从而创造社会价值，而非商业利润。然而，企业的运营和发展需要资源的支持，与传统的非政府组织（NGO）或者非营利组织（NPO）主要依靠捐赠而获得资源的形式不同，社会企业往往通过“自我造血”来支撑其创造社会价值。如同本研究中的两家小额信贷组织，很多社会企业都会在原生组织中孵化出一个盈利的部门、业务或独立公司，来为原来的业务带来收入来源，使得企业具有了“混合性”，进而也带来了不同经营逻辑的冲突。正如“老爸评测”案例以及残友集团案例中提出的，社会企业的社会目的和商业目的存在着潜在的冲突。

本研究为社会企业解决这种“混合性”所带来的不同逻辑的冲突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混合型组织需要在组织中建立共同的组织认同，其实现路径有两种：其一，Los Andes的“师傅带徒弟”（apprenticeship）方式，即不要求招聘来的新员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相应地，对这些员工的培训、激励和提拔也会采用一种更加注重过程和手段的方式；其二，以BancoSol为代表的“整合”（integration）方式，即在招聘时便考虑员工的多方面能力以及不同的工作逻辑，在培训、激励和提拔方式上遵循目标导向的原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例如，“师傅带徒弟”方式能够增强员工对员工，以及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个体间的冲突，但是长期来看工作绩效提升并不显著；“整合”方式虽然注重双重目标的实现，但是在真正运行过程中有可能使得不同细分组别间出现潜在冲突。但是从长远来看，在新成立的混合型组织中，虽然“整合”方式存在短期的矛盾，但是其长期发展绩效优于“师傅带徒弟”方式。

这篇文献从一个典型的现象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并采用严谨的比较案例研究法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一篇值得细读的经典文献。


【文献出处】
 Julie B,Silvia D.Building sustainable hybrid organizations:The case of commercial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0,53（6）:1419-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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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社会创业环境

学习目标

了解社会创业环境的概念及其作用

了解社会创业环境构成

掌握社会创业环境分析方法

本章纲要

社会创业环境概述

社会创业环境的构成

社会创业环境分析


开篇案例　400多万人争着为一家倒闭巧克力工厂投钱

在新西兰，发生了件有趣的事。一家巧克力公司倒闭后，几乎整个新西兰450万人都在为一家倒闭的巧克力工厂捐款，不是为了继续吃巧克力，而是为了参加一场比赛。甚至在短短两天内就募捐到了430万新西兰元，硬是把公司救活了。大家这么做的原因并非这家公司的巧克力有多么独特、好吃，这背后其实和公司举办的一场巧克力比赛有关。

这场比赛到底有什么魔力？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奇妙的巧克力比赛到底是怎么玩的。比赛在新西兰的但尼丁举办。而比赛规则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花1新西兰元购买一颗Jaffa圆形巧克力就能参加。每颗糖果都会被标上独一无二的编号。

巧克力豆会被集中放在但尼丁最陡的鲍德温街上。比赛开始时，裁判一声令下，装有巧克力豆的盒子会被打开，上万颗巧克力豆争先恐后地从大街的最高处奔跑出来，飞奔而下的巧克力海，非常壮观。不过你还是很难盯紧属于自己的那颗巧克力豆，因为据统计，最快的巧克力豆“跑”完全程仅需15～25秒。2016年的巧克力豆大赛有超过1.5万人参加！共75 000颗巧克力豆参与比赛。参赛巧克力豆一共三种颜色，被分为三组，每组25 000颗豆子。红队、绿队、黄队前5名豆子的得主可以获得奖励，一共15个人。在高速摄影机的帮助下，工作人员们会认真记录下最早到达终点的“巧克力豆选手”信息。去年的奖项据说非常丰富。第一名获得了价值1 000新西兰元的食品券、750新西兰元的加油券还有一篮子价值250新西兰元的巧克力！当然那些“跑”偏了的巧克力豆，活动主办方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清理。不过，若是你气不过，也可以把它们吃掉。

举办比赛的鲍德温大街其实也小有名头，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证为世界最陡的街道。短而直的街道，总长约350米，倾斜度达到惊人的35°。因为陡峭的地形，这里常有活动、挑战举行，游人不断。自1988年起的每年2月，鲍德温街大挑战（Baldwin Street Gutbuster）竞跑比赛，也会在这条街道上举行。据说最快纪录为1988年的1分56秒。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极限运动玩家聚集此地。

然而就在大家都等待着今年的巧克力比赛时，这家巧克力公司却突然宣布因为资金断裂，被迫倒闭。一直由其承办的巧克力豆奔跑大赛跟着被终止。厂主也出面跟大家道歉，表示因为经营不力、资金出现问题导致公司破产，对大赛的终止感到十分抱歉。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巧克力比赛也不过是个新西兰人的狂欢活动，停了就停了。但真正让这场比赛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所有收入都是用于慈善的。这也是大家热爱这家巧克力公司的原因。

在每次巧克力比赛结束后，巧克力公司会在官网上发布收入。上一年的比赛一共筹集到11.9万新西兰元的善款。从2002年起，巧克力比赛就获得了超过90万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432万元）新西兰元的善款。巧克力公司将这些钱分给当地慈善机构，来拯救绝症儿童、老人、海洋生物等。同时，巧克力公司还会邀请那些患病的儿童免费来参加比赛。希望这份纯粹的快乐可以减少一些病痛带给他们的折磨。将比赛收入全部捐出并不容易，然而巧克力工厂厂主坚持去做。因为从小作坊到被吉百利公司收购变成大巧克力公司，一直以来，都少不了整个地区的人对巧克力工厂的支持。

被收购后的厂主还是公司的负责人。为了感恩，他想为这个地区回馈点什么，为孩子做点什么。将当地最有特色的鲍德温大街和大家喜欢的巧克力结合起来的想法就诞生了。于是从2002年起，巧克力工厂就发起了这样一项慈善活动：Jaffa Race，巧克力豆奔跑大赛！不只是比赛，还是爱。

因为这份巧克力里的独特善心，巧克力公司破产的消息在小镇里一天内就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为了拯救这家一直给大家带去欢乐的巧克力公司，小镇人们自发组织募捐活动。短短的时间，就募集到超过430万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2 062万元）的澳币。这相当于几乎整个新西兰450万人口每个人都捐了钱。曾有媒体采访小镇的居民，当问到为什么会愿意给巧克力工厂捐钱时，他们质朴地回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市场规律，只是想着这个比赛能为孩子做点事，这家善心公司要活下去。”捐款活动越演越烈，甚至有许多国外的网友加入其中。有网友留言说自己的女儿听到巧克力大赛不再进行了，非常伤心，把自己的零花钱也捐出来了。

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巧克力厂长非常感动。就连帮忙募捐的议会议员JimO扢自己在看到募捐金额时，也激动地表示：“太兴奋了！大家的支持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热情！”得到帮助后的公司表示，他们会尽全力让公司重新经营，今年的巧克力比赛又可以继续进行了。

善心以另一种善心得到回报，这样的世界，真的挺美好。

资料来源：大风号，http://wemedia.ifeng.com/19112701/wemedia.shtml
 .


10.1　社会创业环境概述

10.1.1　创业环境

创业活动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且受到环境中各种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创业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日益明显，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创业活动的特殊性，关于创业环境的定义具有一定的争议，总的来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类。

（1）“平台论”，即创业环境是社会和政府为创业者创办新企业所建立的一个公共平台。例如，叶依广等人（2004）认为，创业环境是一个公共品，政府在提供这个公共品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同时指出创业环境要体现“社会的创业关怀”，其终极目标是“以环境造就创业”。

（2）“因素论”，即创业环境是影响创业行为的各种因素的有机组合。Gnyawali和Fogel（1994）将创业环境定义为创业者在实现其创业意愿，进行创业活动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和能够利用的各种因素的有机总和，主要包括政策环境、融资环境、创业服务环境、创业文化等环境要素。Deborah（2002）认为创业环境是由社会文化氛围、公共基础设施和政府支持构成。张玉利（2004）认为，创业环境是在创业活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组合，它既包括影响开展创业活动的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还包括获取创业支持和帮助的可能性。

（3）“系统论”，即创业环境是一个包含各种创业环境要素的复杂系统，创业者周边的经济、政策、技术、文化等境况，是创业者与其企业建立、成长的基础，该系统是多层面的有机整体。目前比较经典的创业环境定义是由Gartner（1985）给出，创业环境是由可获得的资源、政府的干预、周边大学及科研机构、人们的创业态度等因素组成。他还表明创业环境就是在创业者创立企业的整个过程中，能够对企业成长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外部因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该定义的核心来源于组织环境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创业活动中的资源可获得性命题，同时引入三螺旋创新模型（即企业或创业者、政府和科研机构）的核心思想。蔡莉等人（2007）在分析Gartner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创业环境是在企业创建的整个过程中，对创业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外部因素及其组成的有机整体，包括政策法规环境、科技环境、市场环境、融资环境、文化环境和人才环境。

10.1.2　社会创业环境的定义、类型和特征


1.社会创业环境的定义


社会创业环境（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SEE）就是存在于一个社会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能够影响社会企业目标实现的所有因素的总和。也即社会企业在社会创业过程中，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的动态性和组织内部所拥有的资源对于社会创业活动的支持性的综合。社会创业是一种社会性活动，社会创业与环境的关系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创业的结果实际上就是通过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双向构建而得以实现的。社会创业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在社会创业过程中，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在碰撞中形成了现实的社会创业环境系统。参考Gnyawal（1994）的研究，我们把社会创业环境划分为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和管理技能、政府政策和规程、社会创业资金支持、社会创业实物支持这五个维度（见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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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社会创业环境的五维度模型

资料来源:Gnyawali D R,Fogel D S.Environments for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Key Dimensions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J],Entrepreneurship:Theory&Practice,1994,18:43-62.


2.社会创业环境的表现形式与类型


社会创业环境的基本状况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总体条件决定。社会创业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地域环境、人际环境和物质环境等，它们在社会创业过程中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环境系统，构建了社会创业的活动平台。社会创业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环境，大约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1）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主要指国情，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科技环境、文化环境等宏观因素的综合。自然环境是指由水土、地域、气候等自然事物所形成的环境。它们作为开创活动的宏观背景，对社会创业活动有着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影响。

（2）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主要是指社会创业组织内部所拥有的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以及这些资源与其社会创业活动之间的匹配程度和对社会创业行为的支持程度。内部环境是创业者的家园，是社会创业活动的根基。外部环境指社会创业组织外部的各种创业条件的总和，如市场环境中的消费者、竞争者、产业特征等。

（3）融资环境与投资环境。融资环境是社会创业者为了扩大创业实力而聚集大量资金的社会条件，社会企业从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筹集资金，是资金运动的起点。投资环境指的是社会创业者资金投向的项目、行业及地区的情况。

（4）生产环境与消费环境。生产环境是指社会创业者的资金转化为产品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要素，消费环境是指社会创业者的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

社会企业的社会创业环境，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根据社会创业环境要素的物质形态属性不同，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其中硬环境是指社会创业环境中有形要素的综合，如有形基础设施、自然区位和经济区位，软环境是指无形的环境要素总和，如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环境等。从感知角度来分，社会创业环境可分为感性环境和理性环境，其中感性环境要素包括社会认可、社会规范和标准以及创业楷模示范等；理性环境要素包括融资的可期望度、商业机会的可获性以及五类资源（技术、资金、人才、社会资本、市场的接近）的可用性。按照社会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分，主要分为政治和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科技环境、营商环境、教育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等。按照社会创业环境的层次来划分，主要分为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在社会创业过程中，创业者既要了解微观环境，也要了解宏观环境，更要掌握中观的行业环境。还可将社会创业环境分为一般环境和任务环境，其中一般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任务环境包括与社会创业活动相关的融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


3.社会创业环境的特征


（1）整体性。社会创业环境是一个由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创业环境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在研究社会创业环境时，必须要用系统的原则和方法，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创业环境，不能仅仅孤立地研究社会创业环境的某一个方面。

（2）主导性。主导性指社会创业企业在某一阶段的发展中，总有一个或几个要素规定和支配着其他要素。此时，该要素在社会创业环境的各要素中居于主导地位。

（3）动态性。动态性指的是一种“稳定——不稳定”性特征，主要是社会创业环境变化的速度与幅度。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不断发展，社会创业环境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竞争者、顾客、市场趋势变化率、增长机会和创新研发的不可预测性等，都极大地影响着社会创业环境，社会创业者需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研究社会创业环境，适时调整社会创业活动。

（4）宽松性。宽松性指的是环境支持可持续增长的能力与容量环境中可供社会企业使用的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企业获取资源的竞争程度。即社会创业环境中的资源与社会企业所需资源的匹配情况，是短缺还是充裕。

（5）异质性。异质性描述的是社会创业环境中各要素之间是否存在相似性或者说其中的某些环境要素是否有别于其他环境要素。也就是社会创业环境中不同的细分市场产品需求以及市场差异。

10.1.3　社会创业环境的作用

创业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业条件，在社会创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创业环境包含经济、文化、自然等环境方面的要素，不直接参与社会创业活动却时刻影响着新创社会企业的成长（Gartner.W.,1985）。社会创业环境是社会创业存在与演化的必要条件和土壤，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对社会创业机会、资源等外部条件产生作用，而且通过外部作用对社会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创业项目选择等产生影响。


1.社会创业环境对创业资源利用的作用


创业资源是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必不可少的资源与条件，是实现创业梦想的物质条件与基础，是创业机会落地的桥梁（Alvarez，2001）。Hitt等人（2008）认为创业资源既涵盖物质资源，也包括非物质资源。社会创业资源既有一般创业资源的共性，也有社会创业本身的特点。蔡莉等人（2007）将环境分为直接和间接匹配环境要素。直接匹配环境要素包括技术、资金及人才，它们直接提供创业企业所需的资源；间接匹配环境要素分为政策法规、中介服务体系、文化、市场、信息化等，它们保障创业企业所需资源的获取。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背景下，鼓励社会创业作为大众创业的一种重要形式，积极的创业环境使更多优质资源涌现。社会创业本身就是社会创业者发现、整合并利用资源的一系列社会创业活动的过程。新创社会企业所处的社会创业环境优劣，获取社会创业资源的难易程度、风险大小、途径等决定了创业成功与否。


2.社会创业环境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


社会创业环境在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Javier Monllor,2010），因此创业者准备创业计划之前，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分析，主要包括技术环境分析、市场环境分析和政策环境分析。

（1）技术环境分析。创业者应对所涉及行业的技术变化趋势有所了解和把握，应考虑因政府投入可能带来的技术发展。

（2）市场环境分析。市场环境分析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来进行。在宏观上，主要是对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的分析；在中观上，主要是对行业需求的分析，根据波特的竞争模型，潜在的进入者、行业内现有竞争者、替代品的生产者、供应者和购买者是主要的竞争力量；在微观上，包括社会企业的人员、资金、技术、设施、管理模式和营销渠道等各种内部要素与资源。

（3）政策环境分析。政府的政策规定，法律法规等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创业的活动。例如，孟加拉国法律政策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以确保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的独立自主，促进了农村社区金融生态模式的成功。

完成环境分析之后，可以根据分析结果识别出创业机会。一般来说，有关市场特征、竞争者等的可获数据，常常反过来与一个创业机会中真正的潜力相联系，也就是说，如果市场数据已经可以获得并清晰显示出发展潜力，那么大量的竞争者就会进入该市场，市场中的创业机会就会随之减少。因此，对社会创业环境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推动社会创业机会的搜寻、感知、评价和利用，识别真正的社会创业机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3.社会创业环境对创业能力培养和观念转变的作用


创业能力包括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创业动机等。创业环境是影响大学生创业动机形成以及大学生创业活动实际展开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教育和培训、研发转移、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等能够比较科学、全面地反映中国国情下大学生的创业环境，且是影响创业动机的最显著因素（段利民等，2012）。因此，在中国社会创业环境下，强化社会创业者的社会创业动机和社会创业意识非常重要。另外，社会创业是“舶来品”，我国社会对其认识还非常有限，应积极建立良好的创业文化环境与制度环境，使社会创业活动成为人们发展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所需的自主行为，帮助社会个体认识到创业不仅是为了个体生存和成长，积极的社会创业环境有利于推动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4.社会创业环境对创业项目选择的作用


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着创业项目的选择。在当今市场环境下，信息和知识快速变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社会创业是兼顾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创新立业活动，道德准则是社会创业者的基石，信任、合作、互助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推动社会创业活动的发展。对创业者来说，社会创业项目目前仍是一片“蓝海”。


5.社会创业环境对创业战略的作用


现有研究从环境、组织架构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分析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因素（Child,1972），同样社会创业环境对创业战略的选择也具有重大影响。社会创业者通过对社会创业环境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进行创业战略的制定和选择，社会企业战略应该高度适配社会创业环境，并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战略的调整。Wallace（1999）指出，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企业形式，不同于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其企业战略选择也呈现出非常强的独特性。


10.2　社会创业环境的构成

任何创业活动都是产生于一定的环境，又在一定的环境中发展变化。对于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Gnyawali和Fogel（1994）认为，创业环境是创业过程中，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和管理技能、政府政策和规程、创业资金支持、创业非资金支持等多种因素的有机结合。

Korsching（2011）提出，创业环境包括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规范环境。其中，市场资源环境包含资金、技术、人才等创业必备的初始资源，是创业活动产生的基础条件；制度规范环境包含政策、规范等制度要素，影响新创企业获取资源、合法性以及创业者的社会认同。市场资源环境与制度规范环境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见表10-1）。

表10-1　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规范环境的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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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orsching P F,Peter G,Hunger J D.Founder Motivation and Community Context Interaction in Entrepreneurship for Small City Smart Growth[J]，2011.

高建和邱琼（2003）认为，创业环境是由政府政策、政府项目、商业环境、金融支持、市场开放程度、研发转移、创业教育和培训、文化及社会规范、有形基础设施等九个方面构成。

张玉利（2004）认为，创业环境是在创业活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组合，它既包括影响开展创业活动的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还包括获取创业支持和帮助的可能性。

全球创业观察（GEM）认为，影响创业活动的创业环境因素主要是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教育与培训、研发转化效率、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有形基础设施、文化和社会规范九大方面。

本章从层次划分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创业环境的构成，根据影响范围的大小，将社会创业环境分为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三个层次。宏观环境指来自行业以外所有对社会创业有着重要影响的外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政府政策支持、有形基础设施、社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创业文化氛围、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等；中观环境是指企业所处的行业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和作用的各要素，主要根据波特五力模型进行分析；微观环境指社会创业组织内部的各种创业要素和资源，主要包括人员、资金、技术、设施、管理等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各种因素。

10.2.1　宏观环境


1.经济环境


社会创业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经济环境包括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周期、国民收入及其变化趋势，以及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它们决定了企业潜在市场的大小。

社会创业会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从国家整体经济环境来看，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经济增长与创业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但总体来看，创业活跃的地区往往也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而创业活动较少的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通常比较缓慢。而从个人经济条件来看，经济富裕者更愿意通过创业来体现自身能力，他们的创业动机来源于抓住机会的强烈愿望，表现出超常的进取心，并把创业作为实现某种目标（如实现自我价值、追求理想等）的手段。


2.政府政策支持


政府政策支持，指的是政府鼓励社会创业的政策，包括对社会创业环境和安全的规定、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税收的规定、创业政策的执行等。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领域的支持政策与财政投入、区域环境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情况与制度环境等，直接影响社会创业者开展社会创业活动的积极性。当个体感知到政府政策法规对社会创业活动有利时，如创业扶植、申请审批程序简化、税务负担较轻等，较低的创业门槛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社会创业。

英国早在17世纪初，就颁布了规范非营利企业和行为的法律规范，在1601年出台了《慈善用途法》和《救济法》。多样化的法律形式，一方面赋予了社会创业组织地位的合法性，保障了其社会公益性质，使其相对容易得到英国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允许社会企业采用灵活的商业化运行形式获取资源，增强了社会创业组织筹集资金的能力，拓宽了其业务范围。2001年，英国贸易和工业部（DTI）成立了社会企业小组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2002年，英国社会企业联盟建立；2005年，英国确立了社区利益公司（CIC）的法律形式，以利于社会企业注册；2009年，英国卫生部设立社会企业投资基金；2010年，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影响力债券（SIB）在英国出现。英国的主要政党都宣布支持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发展，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大社会政策”，2012年，“大社会资本”启动；2013年，英国公共服务（社会价值）法案出台，社会股票交易所在伦敦成立，卡梅伦启动了八国集团社会投资专门小组（韩君，2014；Han,2017）。

自2008年以来，美国各州在商业公司的法律框架中，先后设立了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共益公司、弹性目标公司、社会目的公司四种法律形式，这些形式是对非营利组织和商业企业两者的融合（王世强，2013）。为了适应社会创业发展需要，美国对社会创业提出了支持性政策，推出相关税务优惠计划，这些措施为社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王世强，2013）。

近年来我国也不断出台创新创业的利好政策。例如，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号）提出简化创业企业工商注册手续，为创业者提供优惠的服务和财政补贴以及要加快发展创业孵化服务，大力发展创新工场、车库咖啡等新型孵化器，做大做强众创空间，完善创业孵化服务；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国发〔2017〕37号）进一步系统性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强化政策供给，突破发展瓶颈，充分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潜能，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些政策文件的发布，对于鼓励社会创业有着积极影响。


3.有形基础设施


有形基础设施包括可利用的有形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可获得的程度，如土地和办公空间、水电资源、通信设施、交通等公共设施、互联网等。有形基础设施是社会创业活动的物质载体，有形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获得成本高低，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创业的效率。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有形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但由于地域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的有形基础设施还有待完善。


4.社会创业教育培训


社会创业教育与培训指各个层次的教育与培训系统对创立或管理社会企业的社会创业者的支持，包括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创业教育等。在社会创业教育与培训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创业者知识技能不足，创业教育和商业管理教育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创业者创业实践的需求。

随着我国对“双创”的大力支持，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成为创新创业高素质人才培养的不容忽视的部分。高校进行社会创业教育和实践，可以有效培养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强化创业意识、增强创业技能，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当前，多数高校已经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并将其纳入学分管理体制，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引导学生培养创新意识、成为国家高素质人才。

社会创业的成功率较传统商业创业成功率较高，且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和影响力，在大学生中应该倡导和鼓励。社会创业教育在国外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验证，如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都已经开设了社会创业课程。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乔治城大学还建立了相应的研究中心。目前国内开设社会创业教育的高校不是很多，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


5.社会创业文化氛围


社会创业文化指个人或集体社会创业中表现出来的基本特性，包括社会习俗和传统价值观。文化和社会规范是影响社会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社会创业行为的产生有一定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大多数发达国家从小培养个人的创业意识，创业理念深入人心。在很多发达国家，创业失败并不能说明什么，比如美国社会崇尚和强调个人奋斗、机会均等的平等思想观念，个人创业在美国是较为普遍且引以为荣的事，以至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氛围。在过去的30多年中，美国个人创业者的数量有了巨大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创业意识相对薄弱，对创业失败不够宽容。因此，一些人在创业时，就会选择风险较小的项目或行业，从而丧失可贵的冒险精神，不利于创业的发展。

倡导和尊重社会创业、宽容社会创业失败的文化氛围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创业风气，促进个体参与社会创业活动。良好的社会创业文化一方面要鼓励个人冒险精神，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发扬团队合作精神，从而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型社会。


6.国家对外开放程度


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一方面指国家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程度，另一方面指放宽政策，开放或取消各种限制，不采取封锁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场所的保护政策，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程度。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能营造一种宽松的市场氛围，进一步放宽经营领域，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自主创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从而促进社会创业活动。

10.2.2　中观环境

中观的行业环境是直接影响社会创业的外部因素，行业经营现状和发展趋势密切关系到社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社会企业所处的社会价值链（Han et al.，2018）也属于中观的行业环境。当今社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行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剧，深入分析行业环境，有助于社会创业者了解行业竞争状态，制定自身经营战略。

迈克尔·波特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五力模型（见图10-2），具体分析行业中的关键因素，认为行业中存在着决定竞争规模和程度的五种力量，分别为同行业内现有竞争者的竞争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威胁、替代品的替代能力、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购买者的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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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波特五力模型

资料来源：Porter M E,Competitive Strategy: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M].New York:Free Press,1980,（Republish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1998.）.


1.同行业内现有竞争者


行业内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最普遍的竞争，但社会创业作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方式，既要满足社会目标，与同类型社会企业竞争，又需要与传统商业企业同台竞技，这无疑加大了社会创业的难度，对社会企业的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创业作为舶来品，目前在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赵莉和严中华（2012）指出，我国社会创业主体的合法性审查缺乏统一标准，社会创业组织的监管机制也同样缺失，其身份的尴尬导致难以被公众、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认同的合法性障碍（Santos,2012）。同时，社会创业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颠覆了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不能共存的固有观念，社会公众无法理解甚至怀疑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王晶晶和王颖，2015）。这些严重影响了社会创业过程中的资源获取，使社会企业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阻碍了社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解决社会创业合法性认知困境，提高在同行业内的竞争力，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社会创业者自身要做出努力，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源获取认可，通过选择行业内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利益相关者影响社会公众对社会创业的理解等。


2.潜在进入者


潜在进入者进入后，会引发新一轮市场竞争。这种进入威胁主要取决于行业的吸引力和进入障碍的大小。对社会创业来说，主要面临的是进入问题，进入的最大障碍来源于资金。社会创业初期很难拥有全部资源，社会创业又是高风险行为，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王飞绒和池仁勇（2005）提出初创企业有两类重要的资金来源：一是来自亲朋好友的非正式融资；二是创业投资资金。社会创业在我国处于萌芽阶段，价值诉求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创业投资资金的获得。社会创业双重价值属性要求专业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指导与支持，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公益创投机构进行过这项工作，如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构建多元化的社会创业融资体系，才能帮助社会企业进入市场并高效运作与成长。同时，为了减少市场竞争，社会创业者可以捕捉市场空白，站稳脚跟后不断发展自己。


3.替代品


整个行业都面临替代品的威胁，社会创业是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并重的创业活动，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仅面临商业价值的替代品，同样也面临社会价值的替代品。因此，社会企业需要不断通过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形成核心优势和规模优势。

10.2.3　微观环境

微观环境是社会创业活动的根基，包括社会企业的人员、资金、技术、设施、管理模式和营销渠道等各种内部要素与资源。其中，人员、资金、技术是社会创业必备的三种初始资源。


1.人员


推动社会创业过程的动力有三种：社会创业者和社会创业团队、社会创业机会、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创业者和社会创业团队，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新企业形成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整个社会创业过程的多个方面。影响创业者追求新企业发展倾向的个人因素包括个性、技能、价值观、受教育背景和培训经历（Herron and Robinson,1993）。社会创业活动也更可能集中出现在具有明显人才优势的地区。在人力资源集中的区域，个人之间会产生知识外溢，个人生产力也会随之提高（Glaeser,1992），进而刺激社会创业活动。


2.资金


创业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私人权益资本；二是创业资本融资；三是上市融资。社会创业通过商业运作模式来实现社会价值，通常社会创业者在创业初期最需要资金支持，但由于社会创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企业相比商业企业而言，筹集资金更为艰难。


3.技术


社会创业动机和社会创业行业与国家、区域和个人的技术条件有关，但创业与技术的关系更多地表现在创业行业的选择上。技术需求往往会影响到资金需求和人才需求，如企业在早期要通过自主研发来获得技术，则必然会对资金和研发人才有较大需求。

社会创业的微观环境因素是可控的，如社会创业团队人员构成与素质、管理水平、销售渠道等，社会创业者可以通过调整这些内部环境要素，创造性地整合资源以满足社会企业发展需求，形成自己的优势。由于社会创业微观环境的相关因素在其他章节均有涉及，在此不做赘述。


10.3　社会创业环境分析

10.3.1　社会创业环境分析的意义

良好的社会创业环境是保障和促进社会创业活动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与关键。营造适合社会创业的优质外部环境，有利于激起更多人的社会创业动机与意愿，促进社会创业的诞生，推动社会创业活动的顺利实施。

社会创业环境的基本要素对社会创业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了社会创业机会的产生且增强了社会创业能力。社会创业机会与社会创业能力相结合，就会产生社会创业活动。社会创业总是在一定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中进行的。社会创业者必须对环境有深刻的了解，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为创业活动的成功提供保障。


1.通过研究社会创业环境，指导社会创业


社会创业活动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社会创业活动和其所处的环境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创业者获取资源以及在市场上竞争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环境背景。通过对社会创业环境的研究，以了解社会创业环境为什么能影响社会创业活动，从而为社会创业者评估自己的社会创业能力和环境因素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2.通过研究社会创业环境，规避创业风险，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创业者社会创业活动的成功率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较低的。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创业者自身的能力有限、创业资金不足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受到社会创业环境的影响，例如，政府服务意识不强、法制环境不健全、社会服务化程度低，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影响社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通过对创业环境的研究，阐明社会创业环境是如何影响社会创业活动的，有助于规避创业风险，提高社会创业的成功率。


3.通过研究社会创业环境，完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创业环境支持体系


社会创业环境对社会创业的影响最终表现在创业的成功率上。在社会创业的过程中，一部分创业者取得了成功，很多的创业者却失败了。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创业环境的各个方面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影响程度较大。并且，不同的因素对社会创业的影响程度不同，同一环境因素在社会创业的不同阶段，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正确评估社会创业环境的影响程度，可以完善社会服务功能，从而建立有效的社会创业环境支持体系。

10.3.2　社会创业环境分析的内容

虽然社会创业环境分析产生于社会创业活动之前，但它将伴随着社会创业活动的开展，一直持续下去。对于社会创业环境的分析应当是一个不间断的循环，具体流程如下。

（1）环境扫描。环境扫描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Francis Aguilar在1967年提出的，他认为环境扫描是指获取和利用外部环境中有关事件信息、趋势信息和关系信息的行为，以协助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制订其未来行动的计划。通过环境扫描，创业者可以进行直观分析，并做出初步的社会创业计划。

（2）环境监控。环境监控是对社会创业环境的变化进行持续监测。环境监控要求持续跟踪影响未来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的变化。前期扫描的信息被输入到监控过程中，应该对所识别的与新企业相关的变化和实践进行实时监控，这样可以使创业者制定一个可行性强的较为理性的创业计划或战略。

（3）环境预测。环境预测是根据监测到的社会创业环境变化情况，对未来环境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如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利率的变化、通货膨胀等的预测。

（4）环境评估。环境评估是指评价和估量社会创业环境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影响，这是环境分析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为困难的环节。社会创业者主要从企业建立和成长的角度对社会创业环境提供的机遇或威胁进行全面的考量，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0.3.3　创业环境分析的方法


1.机会分析


在机会分析中，可以采取归纳统计的方法对各种环境因素对于机会的影响大小进行图标定点分析，并从各种环境因素定点的区域来认识各种环境对于机会的重要程度，如图10-3所示。横坐标表示机会的吸引力，即成功后能带来的利益的大小；纵坐标表示机会出现的概率，并将机会出现概率和利益大致分为大小或高低两档。根据各环境因素的相应数据在坐标平面上的定点，就可以区分其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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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机会的吸引力与出现概率分析矩阵

·区域1：机会出现概率高，而且机会出现后会带来较大的利益，因此对创业者的吸引力大，是应该尽量利用的环境。

·区域2：机会出现概率高，但机会出现后带来的利益较小，是创业者应该注意开发的环境。

·区域3：机会出现概率低，但一旦机会出现后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利益，因而创业者应该注意创造条件，力争成功。

·区域4：机会出现概率低，并且机会出现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较小，是创业者应该注意回避的环境。


2.威胁分析


采取归纳统计的方法对各种环境下威胁程度的影响进行图标定点分析，并从各环境因素定点的区域来认识各种环境对威胁的影响程度，如图10-4所示。

如图10-4所示，横坐标表示威胁对企业经营影响的严重性，即威胁出现之后所带来损失的大小；纵坐标表示威胁发生的概率，并将发生的概率和严重性大致分为高低和大小两档。根据各环境因素的相应数据在坐标平面上的定点，就可以区分事件的影响程度及其性质。

[image: ]


图10-4　威胁的严重性与发生概率分析矩阵

·区域1：威胁发生的概率高，而且发生后将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创业者要予以特别关注。

·区域2：威胁发生的概率高，但发生后带来的负面影响有限，创业者应该予以必要的关注。

·区域3：威胁发生的概率低，但一旦发生会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因而创业者不能掉以轻心。

·区域4：威胁发生的概率低，并且发生后给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业比较有限，是可以基本忽略的环境。


3.机会和威胁分析


通过市场机会和环境威胁矩阵图的分析，可以判断创业者所面临的市场机会和环境威胁的位置，以便找出主攻方向。同时，对市场机会和环境威胁进行比较，还可以预测对社会创业者来说机会和威胁哪一个占主要地位。把两个方面的分析结果重叠，就可以形成新的矩阵图，如图10-5所示，横坐标表示机会水平的高低，纵坐标表示威胁程度的强弱。这样，业务项目就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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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机会和威胁分析矩阵

·区域1：威胁程度高，机会水平也高，两相比较，难分上下，处于这一区域的是风险型业务。

·区域2：威胁程度高，机会水平低，是最差的环境状态，处于这一区域的是困难型业务。

·区域3：威胁程度低，机会水平高，是最佳的环境状态，处于这一区域的是理想型业务。

·区域4：威胁程度和机会水平均低，虽然盈利能力不高，但也没有多大风险，处于这一区域的是成熟型业务。


4.优势和劣势分析


判断社会创业者在机会与威胁出现时自身有何种优势和劣势（见图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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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优劣势矩阵

·区域1：机会多、优势明显；最佳创业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创业环境。

·区域2：机会多、劣势明显；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前创业环境。

·区域3：威胁高、优势明显；风险较大，适合自信的创业者。

·区域4：威胁高、劣势明显；最差创业环境，不值得考虑。


5.社会生态系统环境条件模型


我们采用的关于社会生态系统环境条件的模型，是Paul N和Bloom在哈佛商学院潘卡吉·盖马沃特（Pankaj Ghemawat）确定的四类重要的环境差异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所得出的类别。这些类别可以满足社会企业家的需求。社会企业家应该考虑每个类别的现状和潜在变化。这四种环境条件如下所述。

（1）政治与行政结构。这一类别包括规则和条例以及社会企业家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政治动态。它还包括影响这些规则的过程和程序，包括政治家和执法官员的腐败程度。例如，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和1994年的《里格社区发展和监管改进法》，在塑造美国社区发展融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Selp-Help
[1]

 和其银行合作伙伴。

（2）经济与市场。这种环境状况包括社会企业家经营和寻求资源的地区的整体经济健康状况，以及该地区的财富和收入分布、经济前景、企业活动水平和相关市场。抵押贷款证券市场的增长为Selp-Help提供了机会。不幸的是，其他人利用二级市场来帮助推动次级贷款爆炸式增长。

（3）地理和基础设施。这一类别不仅包括实际地形和位置，还包括社会企业家在交通、通信和其他运营需求方面的基础设施。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有效的工作，可能不适合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在一个拥有广泛的医疗诊所网络的国家治疗艾滋病，与在主要城市地区以外的诊所数量很少的农村治疗艾滋病，是完全不同的挑战。

（4）文化与社会网络。这种环境状况涵盖了该地区居民的规范和价值观、社会网络和人口趋势。虽然不那么具体，但这些条件与基础设施、政治和经济一样重要。许多小额信贷机构的服务针对的是女性，这项工作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妇女在经济中的作用，随着文化规范的不同会有很大差异。

界定这些环境条件，对在单一的、界定明确的地理和政治管辖范围内运作的社会企业家来说是最容易的。在多重法律、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工作的社会企业家，则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模型，能够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蓬勃发展，或者他们需要仔细选择不同的环境，以确保与模型更好地匹配，或者需要调整模型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


[1]
 Self-Help 是由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马丁与妻子邦妮于 1980 年创办的，该机构最初为康涅狄格州的工人所拥有的企业提供管理援助，但很快将其重点转移到帮助弱势居民，通过家庭和企业所有权来创造财富。


本章小结

·社会创业环境是存在于一个社会企业内部和外部能够影响社会企业目标实现的所有因素的总和。

·社会创业环境分为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指来自行业以外所有对社会创业有着重要影响的外在因素；中观环境主要是指行业环境，即企业所处的行业中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和作用的各要素；微观环境指社会创业组织内部的各种创业要素和资源。

·社会创业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在社会创业过程中，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在碰撞中形成了现实的社会创业环境系统。


复习思考题

1.社会创业环境有哪些方面的作用？

2.行业环境是怎样影响社会创业的？

3.社会创业环境分析的方法有哪些？请分别做出阐述。


讨论案例　Change Please：一杯改变命运的咖啡

街头流浪者是繁华都市中的异类，他们狼狈而颓唐，同时也十分孤独；但是也有人关注他们，并用实际行动帮助他们获得体面的生活。The Big Issue杂志是专门为流浪汉创办的杂志，它帮助不少街友自力更生。

如今，纸质读物衰落，可是The Big Issue的创办者帮助流浪汉的热情却不曾衰减，他们看准了人们对咖啡的热爱这一巨大的市场，联手咖啡餐饮社会企业Old Spike Roastery一起创办了社会企业Change Please，把街友培训成咖啡师，让他们有体面的工作、有住处，有收入，告别流浪汉的身份，让他们的生活从一辆流动咖啡车开始，有了盼头。


目的：让流浪汉过上体面的生活


在伦敦这个国际大都市，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奢侈品牌、高档餐厅随处可见，国会、大本钟、威斯敏斯特宫等百年名胜静静耸立，熙熙攘攘的人群、色彩斑斓的霓虹灯，似乎很少人注意到，这光鲜亮丽的光景背后，还有他们……

身在被遗忘的角落，城市的绚丽华彩中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食不果腹、衣衫褴褛，夏天靠着点点树荫乘凉，寒冬裹着薄薄的衣衫在街头巷尾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他们为什么成天在街上流连、无瓦遮头？楼价高、政府削减资助、婚姻破裂、受不了家暴……这些年，伦敦无家可归的人正在成倍地增长，而根据相关统计，英国向当地政府申请游民补助的街友高达8万人。

然而，谁都不想过这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只要拉上一把，他们就能融入社会改变命运。

The Big Issue这份专门让街友们在街头售卖的杂志，又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解决这个社会问题。The Big Issue已经创刊20多年，遍及世界各地，而现在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对纸质杂志的需求大大减少，街友们仅靠卖杂志，生活越来越艰难。

就如街友马利根（Mulligan）所说：“（卖杂志）很难100%确保我能熬过一天。”

咖啡餐饮社会企业Old Spike Roastery和The Big Issue一起创办了社会企业Change Please，它们发现，英国平均每个人一天要喝两杯咖啡，正是这份对咖啡执着的热爱，催生了帮助流浪汉的一个契机。

Change Please，起源于英国街头涂鸦画家、社运活跃分子班克西（Banksy）的作品，就是这一张“I want change”。

用艺术作品凸显社会问题，从而引发大家的思考，是他的风格。

杂志销量下降，但咖啡依旧供不应求。如果让街友们成为咖啡师，有了这份有尊严的工作，他们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还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有了新的人生方向。


方法：让街友成为咖啡师


那么问题来了，Change Please怎样将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培养成专业的咖啡师？他们学成之后，又能到哪里工作？

要成为合格的咖啡师，就要熟悉制作咖啡的每一个细节。从选豆、烘焙到冲泡，每一个步骤，Change Please都给街友们详尽地培训。

Change Please不但教给街友们制作咖啡的技能，还给他们提供住房补贴，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会露宿街头，而是可以和其他普通人一样，体面地工作和生活。

掌握了基本的咖啡知识，他们就可以在流动咖啡车旁，给客人们提供服务了。

成为Change Please的咖啡师之后，街友们一个星期要工作五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他们都要在移动咖啡车旁给大家做咖啡。

在工作中，他们能够获得10.2英镑的时薪，这笔工资足以支撑其在伦敦的生活开销。不仅如此，Change Please还会在开银行账户、医疗保障及重返就业等方面给街友们提供帮助。

若有的街友英文不好，Change Please便会安排的专门的语言课程，帮助他们克服语言障碍。

小小的咖啡车里，配备着不同口味的咖啡豆，只要2.5英镑，你就能买到一杯卡布奇诺。

当Change Please咖啡师笑着给你递上一杯醇香的热咖啡，这份暖意定能让你带着美好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

渐渐地，许多人都成了Change Please的常客，他们都说：“Change Please咖啡师的服务非常热情，这样的笑容，在哪家连锁咖啡店都看不到。”

再看看Change Please的咖啡杯，每一个都是用百分百可回收的材料制成，从而有效减少了资源浪费。

店里咖啡豆的供应商，全都来自支持当地社区的农场，其中秘鲁的主要协助家暴受害者，而坦桑尼亚的供应商则专门为被地雷炸伤者提供支持。

Change Please的合作方餐饮社会企业Old Spike Roastery，则会将其部分盈利用于投入更多的咖啡车。购买了The Big Issue杂志的顾客，还能在Change Please得到一杯免费的咖啡。

每一个环节，社会企业Change Please都以别样的方式做着对社会有利的事情。


行动：一杯咖啡让流浪汉有了盼头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咖啡店，彻底摆脱流浪汉的过去。”

露西是Change Please的第一位员工，来自罗马尼亚的她刚开始英语并不太好，经过Change Please的培训后，现在已经可以自如地和顾客沟通了。

积累了一定咖啡烘焙经验后，露西开始带领Change Please的其他员工一起运营咖啡车。在她的动员下，丈夫马里安也通过培训成为咖啡师。

19岁的马利根在刚成年时，家人就把他赶出了家门，让他自食其力。

在成为咖啡师之前，他一直以为冲咖啡很简单，只要咖啡粉加水就成了。直到参加Change Please的培训后，马利根才深深感受到，原来选豆、研磨、烘焙、冲泡每一个步骤，都大有学问。

“我非常喜欢做咖啡！我们现在都有熟客了！”他做的卡布奇诺和热巧克力，一直深受人们欢迎。

几个月后，马利根攒下了一定的收入，租下一个小小的房子，再也不用在街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了。

为了打消房东们的戒心，Change Please为像马利根这样的街头咖啡师做担保，说服他们接纳更多自食其力的街友。

如今，马利根已经给自己立下了小目标：成为世界最好的咖啡师！递给客人的每一杯咖啡，都经过他精心调制，每一天似乎都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Change Please的咖啡师不仅仅是街友，还有一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和生活有困难的人。

玛丽昂在大学修读健康和营养专业，为了支付高昂的房租，她到零售店做兼职，可仍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她唯有向学校就业中心求助，然后被引荐到Change Please工作。

在Change Please的帮助下，玛丽昂不仅有了住处，还能够赚取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一步步实现她的助产士梦。

“如果我们能改变一小部分消费者选择买咖啡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改变世界。”当更多的人愿意到Change Please咖啡车前购买咖啡，无家可归的街友也会越来越少，青年的失业率和犯罪率也会大大减少。

在Change Please项目运作的前4个月，街友们就卖出了7800杯咖啡。而这个品牌的咖啡豆也在各大超市上架，大家购买这些咖啡豆的同时，也为关注流浪汉群体项目提供了帮助。

在今年的Chivas创业大赛上，Change Please获得了英国最佳社会企业奖，并将参加5月举行的全球决赛。

一杯充满善念的咖啡，也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为在夹缝中生存的人点燃生活的希望。

资料来源：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https://mp.weixin.qq.com/s/n0GlLpZY1O-70nei5D4ADrA
 .


讨论题：


1.尝试分析案例中Change Please的社会创业环境。

2.分别阐述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微观环境对案例中Change Please所起的作用。

3.结合当下社会创业环境，你认为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进行创业？


文献研读　Cultivate Your Ecosystem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Social entrepreneurs not only must understand the broad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work,but also must shape those environments to support their goals,when feasible,Bor-rowing insights from the field of ecology,the authors offer an ecosystems framework to help social entrepreneurs create long-lasting and significant social change.


【文献评述】
 这篇文献以一家名为“自我帮助”（Self-Help）的社会企业为例，提出了生态系统框架（ecosystem framework），并用这一框架分析了“自我帮助”这家机构所处的生态系统环境。之所以选这篇文献，是因为这篇文章把社会创业的生态系统里的要素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进行了较为全面详细的分析和梳理。我们将这些要素归类，即可发现一家机构所处的内外部的环境要素。

本文献提出，社会企业家不仅要理解他们所处的大环境，还要在可行的条件下去影响、塑造这些环境因素，以实现系统性社会变革的目标。作者将生态环境系统分解为以下这些要素：资源提供者、竞争者、互补机构和盟友、受益者和客户、反对者和麻烦制造者、旁观者。

·资源提供者：包括资金、人力、知识、网络、技术的提供者，以及引导这些资源提供的中介机构。

·竞争者：包括与组织竞争资源和竞争相同受益人群的机构。

·互补机构和盟友：促进社会企业家产生影响力的组织或个人，包括合作伙伴、支持相同事业的个人和组织，以及提供重要补充服务的人员。

·受益者和客户：包括客户以及其他从社会企业家活动中受益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付费客户可能不是最终受益者。

·反对者和麻烦制造者：这些参与者增加了社会企业家所面临的困难，削弱了机构实现和维持其预期影响力的能力，或者在政治上反对他们的努力。

·旁观者：那些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机构的影响或可能影响机构成功的其他组织或个人。

这些机构生态系统里的要素，可以理解为微观环境和中观组织环境的要素。同时，这篇文章还给出了以下四种宏观环境因素：

·政治与行政结构：包括规则、条例以及社会企业家所在行政和司法管辖区的政治生态，还包括影响这些规则的过程和程序。

·经济与市场：包括社会企业家经营和寻求资源的地区的整体经济健康状况，以及该地区的财富和收入分布，经济前景，企业活动水平和相关市场。

·地理和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实际地理和位置，还包括社会企业家在交通、通信和其他运营需求方面的基础设施。

·文化与社会网络：涵盖本地区居民的规范和价值观、社会网络和人口趋势等，与基础设施、政治和经济一样重要。

这篇文献提出的生态系统框架可以用于分析一个机构所依赖的环境因素，通过帮助其梳理这些环境因素，培育自己的生态系统，以达到促进系统性变革的目标。这些环境因素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微观和组织层面的环境因素；另一类是宏观环境要素。将这两者融合和管理好，一个组织将会迎来规模化的发展。


【文献出处】
 Bloom P,Dees G.“Cultivate Your Ecosystem”,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EB/OC],2008,6,47-53,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cultivate_your_eco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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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社会创业与减少贫穷

学习目标

了解什么是贫穷

了解贫穷产生的多种原因

理解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层次

理解与掌握通过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途径与模式

了解国内外社会创业与减贫的相关研究

本章纲要

如何定义贫穷

贫穷产生的原因

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层次

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途径与模式

国内外社会创业与减贫的相关研究


开篇案例　哈佛教授揭秘：穷人翻身为何这样难

美国一个跨学科团队近期完成了一项贫穷研究，结论是：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这项研究是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者协作的典范，研究的主导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

这个研究源于穆来纳森对自己拖延症的憎恨。他7岁从印度移民美国，很快就如鱼得水，哈佛大学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经济学，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后被返聘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而立之年就几乎拥有一切，他觉得唯一缺少的就是时间，脑袋里总有不同的计划，想把自己分成几份去“多任务”执行，结果却常常陷入过分承诺、无法兑现的泥潭。一般人遇到这个问题，会去找各种时间管理“圣经”反复研读，但“天才”穆来纳森把正在做的国际扶贫研究和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竟发现他和穷人的焦虑惊人的类似。穷人缺少金钱，他缺少时间，两者内在的一致性在于，即便给穷人一笔钱，给拖延症者一些时间，他们也无法很好地利用。

在长期资源（钱、时间、有效信息）匮乏的状态下，人们对这些稀缺资源的追逐，已经垄断了这些人的注意力，以至于忽视了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因素，造成心理的焦虑和资源管理的困难。也就是说，当你特别穷或特别没时间时，你的智力和判断力就会全面下降，导致进一步失败。研究进一步解释，长期的资源稀缺培养出了“稀缺头脑模式”，导致失去决策所需的心力——穆来纳森称为“带宽”（bandwidth）。一个穷人，为了满足生活所需，不得不精打细算，没有任何“带宽”来考虑投资和发展事宜；一个过度忙碌的人，为了赶截止日期，不得不被看上去最紧急的任务拖累，而没有“带宽”去安排更长远的发展。即便他们摆脱了这种稀缺状态，也会被这种“稀缺头脑模式”纠缠很久。

穆来纳森的研究，对社会阶层理论和国家政策、技术发展模式乃至个人时间管理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启示。以下试举几例。

例一：美国共和党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民主党认为，贫穷根源来自社会不平等，国家应主持再分配来支持穷人。穆来纳森却证明两党都错了：穷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长期贫穷，失去了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这种状况不变，再努力也是白费；如果仅是简单地分钱给穷人，穷人的“稀缺头脑模式”也会导致无法利用好这些福利以脱贫。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流动方式应当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体系，同时保有社会竞争上升通道，资源入口向全社会开放，使得个人能保持正常思维，有尊严地奋斗。

例二：时间不够怎么办？传统时间管理原则是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穆来纳森研究发现，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判断问题的心力不够；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解决方式，反而因分心加强了焦虑，导致无法专心处理主要任务，加剧拖延。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办法是，减少多任务干扰，求助外界辅导，分割问题，从而淡化处理问题的焦虑。

例三：我们每天都处于信息过载中，很多人被微博信息轰炸得无法判断问题，所以一些人开始用“戒网”的方式来摆脱信息过载。事实上这不是信息过载，而恰恰是“有效信息”匮乏的恶果。在一个严重缺乏公开信息的社会，一旦技术带来部分的信息开放，会造成“饿汉吃自助餐不知如何选择”的问题。同样，我们的头脑还处于有效信息稀缺的时代，有“看到字就觉得很重要”的毛病，尚无法处理高浓度信息。最好的解决方式不是回到信息匮乏状态，而是建立辅助性信息筛选机制，帮助自己挑选重要信息。有趣的是，微信因为是同仁、同事间的互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信息筛选作用，所以微信在中国的发展会慢慢超过今天的微博。

穆来纳森的研究刚刚开始，他关于“稀缺头脑模式”的警示，是我们这个信息和人口爆炸、平均时间和资源都加速减少的时代的一盏指路明灯。

资料来源：管理智慧，2014-08-23。

贫困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因为穷人不努力、素质低，一切都源于穷人本身；又或者源于没有公平的教育机会和发展机会，主流社会制度设计不合理。开篇案例认为：穷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长期贫穷，失去了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这种状况不变，再努力也是徒劳；如果仅是简单地分钱给穷人，穷人的“稀缺头脑模式”也会导致无法利用好这些福利来脱贫。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流动方式应当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体系，同时保有社会竞争上升通道，资源入口向全社会开放，使得个人能保持正常思维，有尊严地奋斗。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贫穷，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


11.1　如何定义贫穷

贫穷的定义

贫穷仍是世界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贫穷问题也是世界性问题。当今世界，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全球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不断减少，但贫困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Bruton，Ketchen and Ireland，2013），它不仅严重阻碍了贫穷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是造成贫困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蔓延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如何定义贫穷？对贫穷的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看，贫穷是多维度的，还包括经济以外的其他不同挑战，包括能力的剥夺、边缘化、歧视和健康问题等（Amorós and Cristi，2011；Misturelli and Heffernan，2012）。以缓解贫困为主题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可以从收入、健康和教育程度三方面来定义贫困。但目前的减贫研究与实践，对于贫穷的定义主要还是采用从经济方面来衡量的狭义定义。2015年10月4日，世界银行宣布为反映近10年来全球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一人一天收入1.25美元上调到1.9美元。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17年6月，全球仍有7亿极端贫困人口，其中1/2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3在南亚。也门、南苏丹、索马里和肯尼亚四国有2 000多万人正面临饥荒，为“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中国曾经也是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7.7亿（按现行我国农村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年2 300元算），贫困发生率为97.5%。实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并逐步明确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方向，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3～2016年，我国农村累计脱贫5 564万人，即平均每年脱贫1 39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年底的4.5%，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7%。联合国发布的《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成功脱贫的公民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中国的脱贫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借鉴。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末的9 899万人减少至3 046万人，累计减少6 85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年末的10.2%下降至3.1%，累计下降7.1个百分点。
[1]

 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全部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但要注意的是，在现有的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文件/研究报告中，虽然有一人一天1.25美元、1.9美元等这些衡量贫穷的标准，但总体上来说，贫穷的标准无论是世界还是某个国家，都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从经济方面来衡量的贫穷的定义也是动态变化的。

贫穷作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过去几十年一直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机构都有具体的研究项目研究减少贫穷，并动员各国采取具体扶贫行动，宣传和促进全世界的消除贫困工作。例如，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确定每年10月17日为“国际消除贫困日”，并提出与消除贫穷相关的具体主题（见表11-1）。

表11-1　过去10年“国际消除贫困日”主题

[image: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201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新发展议程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就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下设7个具体目标，其中第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在世界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穷”。2017年10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为纪念消除贫困国际日发表的视频致辞中表示：“特别是要求解决贫困的根源性问题，全面消除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并为此听取贫困人口的意见和指导，与他们共同采取行动。”
[2]

 对于全球减贫问题，中国成功脱贫的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中国的脱贫经验与方案值得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借鉴。


[1]
 2017 年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3046 万人，同比减少 1289 万人 . 新华网 . http://www.xinhuanet.com/finance/ 2018-02/01/c_129803536.htm. 2018-6-22.


[2]
 消除贫穷国际日：秘书长敦促采取行动 解决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 | 联合国 |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zh/news/social/international-day-address-poverty.html. 2018-6-22.


11.2　贫穷产生的原因

11.2.1　穷人的思维方式

贫穷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有人总结，贫穷者本身有以下九大根本性原因：①总找借口；②恐惧；③拒绝学习；④犹豫不决；⑤拖延；⑥三分钟热度；⑦害怕拒绝；⑧自我设限；⑨逃避现实。为什么穷人会一直穷？仅仅是因为他们缺钱，所以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了吗？真相并非如此。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了解穷人是怎样思考的。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相关要素来解释穷人的思维方式与成因。

（1）稀缺。它指“拥有”少于“需要”的感觉。例如，你手头上拥有1万元存款，但遇到急事，需要5万元救急，你会出现金钱上的稀缺；再如，领导交给你一大堆任务，至少得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而他却只给了你3天时间，你就会出现时间上的稀缺。以此类推。

（2）稀缺心态。在稀缺状态下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你缺什么，这种所缺乏的东西就会在潜意识里牢牢俘获你的注意力，并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影响你的决策和行为方式。例如，你原本想好好挑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不想再走弯路了，但在缺钱的压力下（比如下个星期就要付房租），你可能会放弃这种想法，转而随便选择一份工作（比如电话销售），尽管这份工作并不适合你，但可以解燃眉之急。相反，不缺钱的人则会花时间认真挑选一份适合自己的好工作。

（3）带宽。带宽即心智的容量，也就是同一时间内我们思考问题的数量。其包括两种能力：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在稀缺状态下，我们的带宽往往是降低的，因为被眼下的紧急事务占据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思考就会缺乏前瞻性。例如，在选择工作时，前瞻性的思考逻辑应该是：①这份工作是否能够充分发挥我的优势？②它能够给我带来怎样的能力提升？③这家公司的晋升空间怎么样，是否值得长期发展？④这家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力如何，是否是一个值得加入的平台？⑤我是否认可这家公司的价值理念，能否融入这家公司？而在缺钱、下个月就要付房租的情况下，你只会关心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份工作的薪水有多少，能否够我付房租？

（4）管窥。管窥即短视，以极窄的视野去看待和思考问题，从而让我们忽略了其他可能更重要、更长远的事情。例如，我们为了生计而选择一份电话销售的工作，但你可能不会想到，6个月之后再次跳槽时，这份工作会为你的职业发展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同样，只考虑薪水而不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优势匹配度、晋升空间、公司/行业选择等），也属于典型的管窥表现。

（5）认知能力。认知能力是指我们解决问题、获得信息、进行分析和决策的能力，这属于智商的一部分。在稀缺状态下，它会导致我们认知能力下降。如前例所述，当他有时间回顾自己从事电话销售的这一经历时，他自己都会觉得当时的选择很蠢。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当他们在回顾既往的工作经历时，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当时的选择并不明智，并为此而后悔。这属于典型的由于稀缺而导致的智商降低状态下做出的短视行为，并在现实工作中屡见不鲜。

（6）执行控制力。我们管理自身的能力，包括计划、关注、行动和控制。在稀缺状态下，我们的执行控制力也会下降。例如，在职场上你往往会发现，那些对工作抱怨越多、越不满意、天天想着要换工作的人，往往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很难通过高效的计划及执行来改变现状。

（7）杂耍。杂耍是指时刻忙于处理紧急事务的状态。你就像一个杂技演员，马不停蹄地处理一项又一项紧急任务，从而导致你更没有时间来思考重要的事情。你刚刚辞去了一份十分糟糕的工作，再也不想重复那种工作状态，于是希望好好规划一下未来的职业生涯。但你下个月要交房租了，要用到钱；好朋友要结婚了，又要准备礼金；晚上睡觉不小心冻着了，去一趟医院又要花去你几百元；手机欠费了，又要充话费……总是有各种各样紧急的事情进入你的视线，你无法摆脱。于是，你又在思考着得抓紧时间再找一份工作，投了一个星期的简历都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你着急了。好不容易有一份电话销售的工作，要不要接？算了，急用钱，接吧。以后的职业生涯怎么办？先不管了，以后再说吧！

（8）借用。借用也可以理解为透支，无论时间还是金钱，皆可以透支。在稀缺状态下，我们可以通过借用来应对突发事件，但从长远来看，这会进一步加剧稀缺的状态。例如，你每个月薪水3 000元，是个月光族，只够养活自己，但某一天家人突然生病，需要5 000元救急，但你没钱，只能从信用卡上透支。

（9）余闲。我们可以用来支配的多余资源。余闲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让你有能力应对突发事件，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例如，当我们手头上拥有10万元存款时，即使当下因病急需支出5万元，我们依然可以游刃有余，从容应对；当我们拥有过硬的一技之长时，就不怕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随便接受一份稳定但并没有前途的工作。

（10）稀缺陷阱。当你的某种行为会导致或加剧稀缺的形成时，这种行为就是稀缺陷阱。例如，当你因为要付房租而随便选择一份电话销售的工作时，一旦这份工作不适合你，你半年或一年后再次跳槽，就会跳入早就埋下的陷阱。因为用人单位会根据你以往电话销售的工作经验，只给你销售方面的职务，你想转行的想法也最终无法实现。而避免落入稀缺陷阱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拥有余闲，这样才能建立起应对突发事件时的缓冲机制。各种类型的稀缺都会让你搁置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务。它不仅仅会令我们入不敷出，不知如何分配资源，而且还会让我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手足无措。稀缺会使人变笨，变得更加冲动。我们不得不在流体智力和执行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依靠更为有限的脑力去勉强度日。生活就这样变得举步维艰起来。以上就是穷人的思维方式。

11.2.2　非贫穷者本身的原因

除了上述贫穷者本身的原因，贫困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是因为穷人素质低、没文化、愚昧、穷人的思维方式，自然环境条件差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往往忽视了贫困与政府、制度和主流人群之间的关系。尤其在中国，从原来的7亿多贫困人口到现在的3 000多万贫困人口，主要发生在农村。深入结合实际思考这一问题，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不合理制度等因素。鲁国平（2014）调查中国农民真正贫困的原因，他说：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贫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这是我们政府需要重新检讨。如果制度上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老百姓和当官的、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公平的，农村也不会这么穷！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自以为是基础上的，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形成的。所以，要认真反思反省，找出有效的方案来进一步减少贫穷，使我们的社会发展更加平衡、更加美好。


11.3　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层次

11.3.1　微观层次


1.社会创业者


社会创业者往往具有较强的同情心和亲社会动机，这是他们从事社会创业的核心影响因素。具有同情心的个体会综合地思考亲社会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对受苦受难者缓解痛苦的承诺。Katre和Salipante（2012）更为细致地归纳了个体层面社会创业的心理动机，包括乐于给予、偏爱发问、利他主义、同情心、骄傲感、责任感、互利性、乡愁等，而年龄、种族、收入、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情感、税负等也可能成为社会创业者的潜在创业动机。Hockerts（2017）的实证研究显示，先前的社会组织经验、同理心、道德责任感、自我效能感、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均对样本的社会创业意向有支持作用（傅颖、斯晓夫和陈卉，2017）。社会创业者关注如何通过社会创业来改善穷苦人群的生活，这是他们的动机和激励因素，穷人生活的逐步改善进而又反过来激励他们继续投身到社会创业中，也为社会创业者本身带来幸福感和满足感。


2.贫困人口


社会创业减少贫穷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贫困人口。社会创业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可分为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短期影响一般是由社会创业企业连同政府部门等进行援助或其他形式的慈善活动等外部途径给予的金钱帮助，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减轻贫困人口的生活和经济负担，甚至直接解决部分极端贫困人口的温饱和生存问题。但这些方式往往治标不治本，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长期影响则更多的是从贫困人口的内部入手对其进行引导与培训，使其获得生存技能或启动资本，进一步帮助其实现就业或创业。例如，社会创业者雇用弱势群体人员，使其获得工作岗位，这样不仅能使其持续获得收入，还能从精神上让其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并且使其家庭成员也能获得经济和精神上的鼓励。社会创业者还可以通过必要的技能培训使贫困人口学习到创业的基本知识与能力，让其自力更生、自主创业；还可通过建立专门项目，指导和带领贫困人口进行创业，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11.3.2　中观层次


1.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一般融合了社会福祉与商业利益的双重愿景（傅颖、斯晓夫和陈卉，2017）。社会企业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把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要作为自己的目标。对那些致力于减少贫穷的社会企业来说，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就是企业发展的使命之一。这一目标的达成不仅可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从宏观的角度也改善了整体的经济情况。并且，社会企业往往可以通过搭建中间平台，联结参与创业的贫困人口与创业所需资源，引导贫困的创业者更好地进行创业，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回报。社会企业也可通过设立专门项目，与贫困的创业者共同创业，共享创业成果。另外，社会企业往往可以从帮助减少贫穷等有益于社会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等行为中，获得社会对其企业形象的正面评价，甚至获得诸如金融、人力资源和治安保障（在暴力冲突频发的贫困地区）等方面的利益优惠（傅颖、斯晓夫和陈卉，2017）。


2.行业发展


减少贫穷不仅对贫困人口以及社会企业有利，对于不同行业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贫困人口其实也是一种潜力巨大的资源，只是由于所处条件的限制，未能发挥其作用，但若条件改善并加以引导与帮助，贫困人口对于推动产业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巨大的作用。在中国，目前很多农村地区的创业扶贫项目大多与当地现成的自然、人文和经济条件相结合，尤其是近年来各地乡村兴起的“农家乐”“生态旅游”等项目比比皆是，均以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或人文底蕴为特色，大力发展相配套的休闲、娱乐、饮食、住宿等旅游项目，使得各地乡村的旅游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还带旺了如手工艺品、农产品等行业的发展。以浙江省各个县市为代表，如义乌、金华等地，发展出了以小商品为主的区域集群产业，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商品品类集群，实现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不但使原本穷苦的当地农民通过创业摆脱了贫困，还使大部分当地居民、农民实现了共同富裕，并且使相关的行业（如制造业、批发商、零售商以及外贸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11.3.3　宏观层次


1.国家发展


正如上文所说的，帮助贫困人口改善条件并加以引导和培训，从而使其通过创业改善其生活，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和行业发展有利，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减少贫穷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贫困人口实现早日脱贫，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解决最后一部分贫困人口的贫穷问题，国家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进一步改善农村环境、教育和医疗等条件中，改善贫困人口的就业和创业条件，从而帮助贫困人口解决温饱，进而继续提高生活水平，从而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


2.世界和平与发展


贫穷是世界性的问题，虽然中国在减少贫穷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仍然无法有效解决贫穷问题，甚至有些国家因为经济衰退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重新退回贫困线以下（比如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巴西将有360万人重回贫困线以下）。贫穷也是导致某些国家和地区常年爆发冲突、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原因之一，因此寻找有效的途径减少贫穷，仍然是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关注的重点问题。逐步减少贫困人口，提高世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对于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11.4　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途径与模式

11.4.1　小额贷款

金融财务资本是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所能拥有的财务资源是有限的，小额贷款为贫困人口提供了资金渠道，是贫困地区开展创业活动的一个常见且有效的工具（Chliova et al.，2015），因而有学者提出，小额贷款是促进贫穷地区人们创业的主要因素（Bruton et al.，2011），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是脱贫最关键的环节。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小额贷款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国际商务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话题。研究小额贷款如何帮助贫困人口减贫，是创业减贫的一个重要分支（Bruton et al.，2011；2015）。小额贷款一般额度较低，主要用于帮助和资助小型新创企业的发展（Khavul，2010；Ogbuabor et al.，2013）。然而，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单纯使用小额贷款，对减少贫穷来说并不能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Bruton et al.，2015；Duvendack et al.，2011）。尤其是其额度往往较低，不足以支撑贫困人群创造出剩余的资本供未来更多的诸如资本投资、雇用家庭成员外的员工等的后续发展活动，但这些后续活动往往才是贫困人口能继续创业的关键（Bruton et al.，2011）。另外，Roodman（2012）指出，很多小额贷款提供者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解决贫穷问题，例如，对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来说，只不过是宗教信仰令他们希望做出一些行动来帮助贫困人群而已，至于贫困人群是否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并不关心，因此这与小额贷款提供者的目标和愿景也有关系。小额贷款对社会创业减少贫穷来说的确是重要且常见的工具。但是，在使用小额贷款时需要注意考虑贫困人口的未来发展规划，而不能仅仅止步于短期的资金补助。

11.4.2　社会创业者的帮助与引导

总结现有的社会创业减贫研究，可以有两种减贫模式：一种是由外部的创业者帮助贫困人口减少消费支出较少的BOP模式；另一种则是贫困人口依靠自主创业增加收入的本土居民创业模式。BOP模式主要依靠外部力量，例如，社会企业甚至其他成熟企业，通过为穷人提供价格更为低廉的产品，使其能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获得生活甚至生产的必要资源，从而改善生活水平，谋求进一步的发展（Bruton et al.，2013；Prahalad and Hammond，2002）。当然，在这一方面，社会企业相比起其他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的的企业可能更有倾向性，但薄利多销的产品也会吸引到部分经济导向的企业通过这种途径来实现商业利益。第二种本土居民的创业则是贫困人口自己通过自主创业谋求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模式比较具有长远的发展效果，若是成功，贫困人口往往不只解决温饱，甚至可以彻底改变家庭的生活条件，达到小康甚至富裕水平。但这种模式的实施难度较大，既需要外部力量的帮助和指导，又需要贫困人口自身具备一些内生性条件，如对创业的积极态度与行为、基础的创业知识以及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把握等。在这一模式中，社会创业者可以从多方面有针对性地帮助贫困人口，使他们获得创业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获取创业的资源，激发他们创业的积极性，指导他们的创业过程等。还可设立专门的创业项目让贫困人口参与，从而提高创业的成功率，而社会企业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作为回报。

11.4.3　创业机会与减少贫穷

创业帮助减少贫穷，关键之一在于发掘创业机会（Murphy and Coombes，2009）。Alvarez和Barney（2014）把与创业减贫相关的创业机会分为三类，分别是自我雇用的创业机会、发现型创业机会和创造型创业机会。他们指出，贫困人口以自我雇用形式的创业是全球各地较为常见的创业形式，但自我雇用的创业机会对贫困人口而言很多情况下只能改善生计，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从可持续性角度而言（Bruton et al.，2015），发现型与创造型创业机会可能更为重要。而创业教育和引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识别和利用发现型与创造型创业机会的成功率。但是，在实践中可以发现，贫困人口由于条件所限，往往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对于创业更多的只是直觉上的认识。例如，浙江省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地瘠人贫、自然资源匮乏（陆立军，2008），其地势既不适合农业的发展，又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政府和外界的资助。但是，义乌人自明清时期起就已出现“敲糖帮”，人们肩挑货担走街串巷进行以货易货的买卖，用糖来换取鸡毛等废弃货品以获取小利，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交换其他小商品，进而发展成今天世界著名的小商品批发中心。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接受过商业的教育，却凭借直觉和当地文化的影响，敏感地抓住了创业的机会。并且，他们对于所在地区的深入了解是他们独特的优势和财富。当然，对其他一些创业者来说，帮助他们学习创业的基本知识，可以增加他们对于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把握的。

11.4.4　创业环境与减贫

创业环境是指创业者在进行创业活动和实现其创业理想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能够利用的各种因素的总和，一般包括创业服务环境、政策环境、融资环境等环境要素（Gnyawali and Fogel，1994）。创业的环境条件既包括自然环境条件也包括社会环境条件，前者主要聚焦于“当地有什么”，后者则强调“政府已经做了什么和要做什么”。创业的环境条件，无论是自然环境条件还是社会环境条件，都可以是创业机会的丰富土壤。正如上文提到的，目前中国很多的农村创业扶贫项目，都是依托当地特有的自然环境条件来进行开发和利用，从而发展起旅游、农产品、手工艺品等创业项目。尤其是近年来各地乡村的“农家乐”“生态旅游”等项目如火如荼，既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创业机会，同时又以更绿色的途径发展当地经济。社会环境条件所带来的政策优惠等，可以为制度创业提供很好的创业机会和创业条件。

另外，政府在创业减少贫穷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与鼓励，可以极大地推动创业减贫的发展；反之，政府的不支持或不作为，将会极大地影响创业减贫的效果。


11.5　国内外社会创业与减贫的相关研究

11.5.1　国际上创业与减少贫穷的研究

目前，国际上主要的减贫措施包括：提高经济增长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素质；设立特殊就业项目，建立减贫制度。

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是摆脱贫困的一项长期战略。从地理分布的角度看，全球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对发展中国家减贫来说十分重要，否则再高的经济增长率不一定能达到减贫的效果。人口素质特别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减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农业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如果不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可能会加剧贫困程度。在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设立特殊就业项目，建立减贫制度是直接有效的大规模减贫办法。发展中国家常用的减贫制度有两种形式：一是建立自营职业制度；二是实施公共工程项目制度。建立自营职业制度，主要是以贷款形式，使贫困者有能力购买基本生产资料，并向其提供相应的教育和技术、产品销售渠道，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公共工程项目制度，是指在发生饥荒、自然灾害以及经济调整和萧条等紧急情况时，农村或城市出现大量临时性的贫困者或失业者，政府组织实施公共基础工程项目，为贫困者提供短期就业机会，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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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arez等人（2015）总结减贫的模式，包括外国援助、所有权释放、地区工业化、BOP模式、小额贷款等多种形式。对鼓励经济增长和减少贫穷来说，研究经常关注规模经济和最大化生产（Galbraith，1967；Leff，1979；Naim，2013）、提高生产率（Joness and Romer，2010）、纯粹的资本积累（Lucas，2002；Van Zanden，2009），以及国营部门或小范围的企业岗位创造（Abzug，Simonoff and Ahlstrom，2000；Ogbuabor，Malaolu and Elias，2013）。然而，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和经济学家意识到，创业和创新对世界范围内的贫穷减少都是重要的解决方法（Ahlstrom，2010；Alvarez et al.，2015；Baumol，Litan and Schramm，2009；Bruton，2010；Bruton et al.，2013；McCloskey，2010）。

研究表明，许多政府措施和慈善方法尽管花费大量的努力和金钱，但都没能达到显著的效果（Easterly，2006，2008）。近年来，学术界针对创业减贫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并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例如，比较多的学者关注诸如制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如Boso等人（2013）对加纳的创业者进行了研究，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验证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对于创业者成功的影响；Tobias等（2013）把创业理论延伸至变革和贫穷的情境；Sutter等人（2013）探究了犯罪在贫困地区对于创业者的影响，以及创业者如何应对这样的环境；McMullen（2010）明确解释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减贫途径，尤其关注制度在创业减贫中的阻碍或辅助的角色。还有关注贫困的创业者与小额贷款者之间的关系的，比如Alison等人（2013）验证叙述故事的方式如何影响贫困的创业者得到小额贷款的概率和速度。还有另外几位学者也关注了制度对于创业减贫的影响（Kent and Dacin，2013；Khavul et al.，2013；Kistruck et al.，2011；Mair and Marti，2009；Webb et al.，2010）。但是，贫穷环境中的创业者不仅要应对明显的制度空白，同时还面临合适资源的匮乏以及对失败的严重惩罚（如无法支撑家庭的生计）。因此，这些创业者的战略选择和组织过程可能与成熟的企业是完全不同的。总之，不少学者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办法，如创业，是在贫穷环境中创造大量和显著积极变化的最佳机会，因此应该要把了解如何帮助穷人创造他们自己的收入来源作为减少贫穷的方法，这样才可以长久地解决贫穷（Ahlstrom，2010；Bruton et al.，2013），而不是治标不治本。

11.5.2　国内创业与减少贫穷的研究

从中国减少贫穷的经验来看，最重要的一条减贫途径和解决方案是，通过创业来减少贫穷（斯晓夫等，2017）。由于贫穷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典型的社会问题，因此针对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商业创业与社会创业很难区分，往往是两者朝一个共同的目标协同解决问题。从研究的主题来看，目前国内关于创业减贫的大量研究主要是把创业作为一个地区就业的出路，帮助当地人口进行就业和自我雇用，以减少贫穷。最近，尤其是在2010年以后，国内关于创业减贫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1）从实际问题出发，试图从贫困人口的个体微观层次找到激发其内生性创业力量的方式方法，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蒋艳，2008），如提供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和颖，2010；王玺玮，2017；魏毅和彭珏，2012）。

（2）从政府宏观层面出发，从政府的视角提出创业减贫的诸多举措，包括用政府治理的方式促进农民创业（李博，2016），以多方共同建立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邵希等，2011）以及农民创业园产业化，促进农民创业（黄承伟、覃志敏，2013）。

（3）从理论出发，比如张大维和郑永君（2014）、周晔馨和叶静怡（2014）分别以贫穷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了贫困人口自身的脆弱性和社会资本情况对创业减贫绩效的影响。斯晓夫等人（2017）梳理现有研究发现，创业减贫的效果受以两个重要因素影响。

（1）贫困人口是否自发地选择创业行为，即减贫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以往的贫困研究往往关注政府及社会组织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减少贫困人口，即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来减贫，但也有自下而上由贫困者自发创业减少贫穷，进而促使区域制度变化的案例。贫困人群掌握创业的主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脱贫成功的可能性：贫困者只有积极通过自身努力和不断尝试，探索创业减贫的有效途径，才能够更好地整合资源打造竞争优势，从根源上消灭贫困。

（2）创业行为的可持续性，即贫困人群是否能长期有保障地通过创业行为获取经济收益。在贫困地区，非正式经济体与小额贷款蓬勃发展，这些创业减贫方式存在资金来源的局限性，若不转型则难以持续发展。创业减贫活动的可持续性是其核心要素，如缺乏可持续的操作途径，贫困群体只能享受短暂的脱贫机会，通过非可持续手段创业造成的外部依赖性很可能对之后的脱贫成果造成负面影响。以这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加上创业行为的主体是单独的个体还是处于社会网络作为划分创业减贫途径的三个维度，可以将创业减贫途径划分到不同的象限中（见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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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创业减贫的三个维度

但是，以创业视角来研究减少贫穷的方法在我国仍然相当缺乏，对于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显然有待加强。斯晓夫等人（2017）梳理出社会创业减少贫困的几种可能途径，包括：①解决社会问题，如艾滋病、精神疾病、失业、文盲、犯罪和吸毒等。这些社会问题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帮助这些被疾病、失业等问题困扰的群体，能够有效减少贫困人数。②增加就业机会和产出，创造社会资本。与普通的商业创业活动相似，社会创业活动能增加社会组织数量，增加就业机会，提供产出。③构建主动型福利机制，社会创业可以通过调动社会资本解决社会问题。主动型福利机制能够鼓励贫困者主动采取脱贫行动，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例如，尤努斯作为小额贷款的创始者，在2011年建立了孟加拉国银行帮助穷人自主创业摆脱贫困，这类型的主动型福利机构是社会创业发展的方向（Khandker，2005）。


[1]
 国际消除贫困日：全球贫困状况及减贫措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0/17/c_128328219.htm. 2018-6-22.


本章小结

社会创业区别于商业创业的显著特征在于其社会性方面，社会创业源自于发现一些未被解决的社会问题或者没有满足的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创业者的使命和终极目的，社会创业者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创造的产品或服务是直接与他们的使命相关的，比如社会创业者雇用弱势群体人员，或者销售与使命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减少贫穷也是社会创业的关键目的之一（Narayan，2000），因此在所有的创业类型中，社会创业对于减少贫穷更为关注。由于社会创业更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需要的满足，因此在减少贫穷方面，社会创业可能发挥的作用更大，因为这符合社会企业发展的愿景。本章通过从三个层次分析社会创业对于减少贫穷的影响，深入讨论了社会创业减少贫穷在不同层次对不同对象的积极意义。最后，本章归纳总结了目前国内外研究中所讨论的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途径与影响因素，分析了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内在机制。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贫穷？

2.贫穷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

3.社会创业减少贫穷主要分为哪几个层次？

4.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途径有哪些？

5.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

6.讲述一两个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例子，试分析其内在机制。


讨论案例　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减少贫穷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目前在世界上，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有了极大的减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减少贫穷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Clark（2011）指出，在过去20多年，中国已经成功使5.5亿极端贫困人口脱贫。中国的经验通过总结、提炼，可以为其他国家所学习和借鉴。义乌是中国大幅度减少贫穷的成功范例，回顾义乌发展的历史，可以把义乌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一、义乌发展的三个阶段


1.鸡毛换糖阶段

30多年前，义乌还被看作浙江省赤贫地区的代表。当时中国的农民大多生活在农村地区，并且耕种分配到户的田地。但义乌所在的山区条件更为恶劣，不沿边、不靠海、地瘠人贫、自然资源匮乏（陆立军，2008），其地势并不适合农业的发展。加上没有矿产，没有工业基础，也没有政府和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农民迫于生计，只能想其他办法增加收入。其中典型的就是“鸡毛换糖”，人们以红糖、草纸等低廉物品，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以获取微利。早在明清时期，义乌就出现了“敲糖帮”，卖糖人肩挑糖担，除了在城镇集市活动之外，还深入到偏僻的山区和乡村。因为旧时人们生活水平低，几乎没有多余的钱，因此与卖糖人交易时大多不以现金交易，而是以鸡毛等废旧货物交换。后来卖糖人也不仅仅卖糖，有的还出售针线、小玩具之类的生活用品（王一胜，2015）。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早期，很多义乌的农民沿袭敲糖帮的做法，“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过山访村以售卖小商品或以货易货的形式来赚取微薄的收入。这部分人可以看作最早的一批创业者，他们识别到了市场机会。尽管1949年以后政府管制严格，不允许“投机倒把”的现象出现，但像义乌这样的贫困农村地区，管制也并不能完全覆盖。为了养家糊口，义乌农民冒险从商，并且想尽办法抓住机会，“鸡毛换糖”依旧兴盛。这从客观上来说，也使得贫困的村民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物资和服务。“鸡毛换糖”需要翻山越岭，极为辛苦，但利润微薄，可正是这一艰苦的创业过程，培养了义乌人坚韧不拔，不以小利而不为，善于发现、识别和抓住创业机会的创业文化与特质，也使义乌人积累了一定的商业经验，为后来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陆立军，2008）。

2.路边摊阶段

在此阶段，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等交易仍然被视为不合法的行为。尽管如此，义乌的农民们还是通过诸如破坏性创新等创新方式，来克服困难并进行各种创业活动。1981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允许农民参与到多种经营，于是义乌稠城、廿三里等镇的农民抓住机会，自发地在路边摆起了地摊，出现了第一批由“鸡毛换糖”货郎担转变而来的小商品摊位，摆脱了以货易货的束缚，专门从事小商品的销售（王一胜，2015），并逐步形成了交易地址和时间相对固定的交易市场（陆立军，1999）。“鸡毛换糖”最初开始的廿三里镇出现了几百个经营小商品的地摊，并于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了中国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这样的非正式经济加速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并建立了农民家庭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另一方面，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关注焦点在于鼓励农民参与党的活动，当地的干部会打击农民创建的工厂、商店或其他企业形式，但对于小规模的货摊还是部分默许的。这样的默许给义乌农民的创业活动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如果说“鸡毛换糖”的交易目的是为了生存，那么在这一阶段农民参与创业的动机就由原来的只求温饱变成渴望积累和分享财富了。

3.小商品市场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1982～1990年在政府和个人层面上的小商品市场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各级政府开始同意小规模交易活动的存在，这使得一部分男性劳动者参与到创业的活动中。1982年9月，经县委、县政府同意，由工商部门兴办了第一代仅705个摊位的小商品市场，并对刚刚萌生的个体、私营工商户采取了五项优惠政策（陆立军，2008）。1984年10月，当地政府明确提出推动农村发展并把商贸交易作为地区发展的龙头产业。在这样的政策鼓励下，义乌农民开始积极创业，以家庭所有制的小商品交易形式创建新企业。与西方现代企业不同的是，这种小型的家庭所有制企业并没有明确区分家庭的财产和公司资产；生意是在一个以家族为基础的高度相互信任的创业团队环境中发展的。家庭成员愿意推迟获得自己的劳动报酬，直到新创企业可以创造出足够的利润。1988年，义乌的行业结构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三产业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农民的创业动机在这一阶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追求小的收益，以及拥有自己小企业的所有权。

义乌农民通过逐渐参与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创业活动中来，使义乌的经济增长迅速，人均收入提高，行业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许多人完全脱离了贫困，甚至进入了富裕阶层。根据《义乌统计年鉴（1978～2012年）》，义乌当地的个体户数量由2004年的75 087户激增至2012年的164 683户。这些个体户大部分都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务、制造业、房地产和餐饮行业。在私营企业方面，义乌最早的一个私营企业在1981年成立，由于很多破坏性创新的驱动，义乌的私营企业数量也由2004年的6.975家激增至2011年的18 163家。大部分私营企业是在批发零售行业和制造业。批发零售行业私营企业的数量在2004～2011年年增长率达到了28.2%。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对义乌的减少贫穷和财富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如今发展起来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拥有43个行业、1 900个大类、170万种商品，几乎囊括了工艺品、饰品、小五金、日用百货、雨具、电子电器、玩具、化妆品、文体、袜业、副食品、钟表、线带、针棉、纺织品、领带、服装等所有日用工业品，物美价廉、应有尽有、特色鲜明，使义乌在国际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二、义乌通过创业来减少贫穷的主要启示


义乌农民通过创新和创业发现了一系列商业机会以脱贫致富。但是，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其实并不理想。首先，农民从政府、银行或其他机构得到贷款的概率很低；其次，农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最后，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可能得到制度上的支持，因为当时商业或创业活动是被官方禁止的。在这样一种不理想的情况下，在坚持不懈地探索、发现以及与制度环境的互动中，义乌农民富有开创性地选择了一系列创业方法和破坏性创新来脱贫；此外，这些原先贫穷的农民企业家还通过国家范围的活动来鼓励和帮助其他穷人脱贫。因此，从义乌的创业减贫案例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在态度和行为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以往对于减少贫穷的研究往往关注外部因素（如政府和制度的帮助或支持、小额贷款等），并没有把创业看作减贫的重要途径。而贫困人口在态度和行为上由被动变为主动，对于他们追求创业成功和进一步减少贫穷来说至关重要。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可以驱使人们更积极地克服困难达到目的，有着积极态度和行为的农民企业家也可以通过他们工作上的反馈而得到学习和提高。义乌的例子是独特的，在过去穷苦的阶段，国家和当地政府都没有援助贫困人口的项目，当地人只能选择自己寻求脱贫的方法，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义乌模式的产生不是外生性的，而是内生性的。这种“内生性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充分挖掘“本土资源”，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包括当地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现有的人力、物力、技术、财政、资源及其区情所特有的限制，自主寻求发展路径。这种内生性不否认外因的重要作用，但其核心认为发展最终必须是从内部激发和创造出来的，而不能单纯依靠外部力量（鲍洪俊，2008）。因此，减少贫穷不能只想着靠外部的支持和帮助，主要还是靠穷人自身主动通过创业活动去发现和利用商业机会。

2.脱贫范例的引导和鼓励作用

在义乌的案例中，农民企业家利用脱贫范例的模式来作为其他渴望通过创业途径脱贫的农民的启示和模板。客观上来说，地区的贫困人口和那些当地已经脱贫的人口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因为在我国农村，许多地区与义乌有着大致相同的经济条件，具有相同的贫穷背景，这样的创业范例更容易在相似的情境中作为一个样板进行部分替换和应用，从而有效地影响和驱动现在依然贫困的人在态度和行为上积极地参与脱贫。更进一步来说，已经脱贫的农民企业家可以把自己原来的社团联结嵌入到贫困地区，既在当地销售又启发其他人成为供应商。这样的互动还产生了相互学习和相互帮助，以及帮助持续地在这种环境动态中发现和创造新的创业机会。

3.追求小的利润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义乌的农民企业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获得基本能令人满足的小利润。小商品种类繁多，但利润空间很小，要在微利中长久经营，必须凭借长期不断积累的商业经验，从而能敏感地意识到各种商品供求之间微小的盈利空间。也只有在义乌这样条件恶劣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和环境优势下挣扎求存的农民企业家，才愿意从事这样极不起眼的创业活动（陆立军和白小虎，2000）。另外，他们还开创了一种“蚁商模式”，企业只有几个人，通过家庭所有制的形式来保持成本的最低——家庭成员只能拿到很少的报酬，并且都要完成相应的销售任务。在极度贫困的地区，这种蚁商精神影响和形成了人们对脱贫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并且让农民企业家通过关注小的但是较容易把握的商业机会而不断积累财富，而不是仅能维持温饱。对这种蚁商模式来说，创业追求的是满意而不是最优，不以小利而不为。

4.通过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来减少贫穷

采用破坏性创新的商业模式的企业，其产品往往在主流市场的消费者所看重的属性上不如现有企业的产品，但是在其他一些主流市场并不看重的属性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如价格更低、更方便、更容易操作等，因此会吸引低级市场或边缘市场的消费者。破坏性创新往往会给市场引入新的评价标准，如便利性或便携性、低价、容易使用等。农民企业家对于当地市场很深的了解和专门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创新，使得他们在采取破坏性创新的商业模式时更容易成功（陆立军和白小虎，2000）。他们最初通过“鸡毛换糖”的商贩形式把当地未被服务到的消费者和生产商联系了起来，而之后建立的小商品城作为一个平台，把低价的破坏性产品提供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从而吸引了低端市场和边缘市场的客户。这种模式对于贫困的“金字塔底层”的人们有着重要的启示，即破坏性创新可以作为农民创业的重要途径，帮助创造新的机会和工作，并为穷人提供负担得起的低价商品。破坏性创新也转变了原来只是期望得到外界帮助的被动态度和行为，变成了积极投身于基于贫困地区现状的积极创新和创业活动中去。并且，贫困人口在不断参与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中，发展了独特的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破坏性创新可以有助于生产商开发和生产新的和有用的产品，同时又为贫困消费者在他们可负担得起的价格范围内提供更简单、更小或更廉价的商品。

义乌通过创业减少贫穷的成功经验在中国被高度肯定和广泛学习。例如，2006年，浙江省政府发布两条重要政策，规定浙江省的其他地方政府在发展当地经济时要学习和实践义乌经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义乌小商品市场及其支柱产业对于促进整个浙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义乌还大力推进与浙江中西部地区许多县（市、区）的产业分工协作，目前周边地区已有6万多家中小企业与义乌市场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陆立军，2008）。并且，2011年义乌已经被国务院批准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为全国提供市场国际化经验和示范（陈文玲和周京，2012）。另外，义乌减少贫穷的实践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减少贫穷有着积极的影响。2005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公司等世界权威机构公布的一份中国发展报告，将义乌市场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陆立军和杨志文，2009）。义乌也为外国人提供了很多创业机会，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商品辐射超过212个国家和地区，远销东南亚、中东、欧美等地，年出口量已达总成交额的60%以上。其中，工艺品、饰品、小五金、眼镜等优势行业商品出口量占行业销量的70%以上；市场内60%以上的商户从事外贸出口业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义乌从事创业和商务活动。2003年，有来自189个国家的49 513名外国友人来到义乌做生意。期间，来自36个国家的257家国外商业中介机构在义乌成立。在义乌的外国居民人数从137个国家的8 000人增加至2012年的13 000人。2012年，在义乌的外国商人总数达到了417 000人。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外国人来自中东、印度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因此，义乌对世界的贫穷减少也做出了贡献。“义乌经验”可以成为世界减少贫穷的宝贵经验。


讨论题：


1.义乌人是如何从“鸡毛换糖”发展成今天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

2.请从社会创业的视角总结义乌创业减少贫穷的不同层次的影响。

3.请总结案例中社会创业减少贫穷的过程及关键因素。

4.从社会创业者的角度看，义乌模式对中国乃至世界减少贫穷的启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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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读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A Case Study of Yiwu,China.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desperately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A great deal of that reduction in poverty can be attributed in China.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for new insights for scholars,in looking more deeply into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term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This paper employs an in-depth case study of how poverty was reduced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the eastern Chinese city of Yiwu.This study is a response to some scholars?call for more direct examination of businesses?involve-ment with the poor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emerging topic of the roles of business in poverty reduction.Moreover,this study reports on key factors,new insights,and experiences which have led to succ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and contribut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is area.


【文献评述】
 本篇文献是创业减少贫穷的一篇经典文献，它提供了一个详细又深入的案例分析，用义乌的案例讲述如何通过创业和创新来减少贫穷。

文献首先梳理了与创业减少贫穷相关的理论，包括贫穷理论、BOP理论和破坏性创新理论等，并且介绍了目前在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中是如何减少贫穷的。接着就义乌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的剖析，作者通过对义乌的农民创业者以及政府官员的访谈、焦点小组访谈以及因子分析等方法，将义乌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总结和归纳了这三个阶段的关键因素，对义乌的创业减少贫穷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这篇文献的贡献主要在于：①在普拉哈拉德（2004，2005）BOP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并结合了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理论和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为底层草根阶层的创业减贫提供了新的洞见和思路。破坏性创新理论的使用解释了在创新的商业模式中，创业者如何使穷人在他们可负担的水平上获得更简单、更小或更便宜的产品，从而获得创业机会和商业利润，这也对初始创业者如何从低端市场开始竞争业务有所启发。②义乌的发展过程为穷人自己如何通过创新和创业识别和开发独特的市场机会提供了证据。原有的早期研究往往关注的是穷人如何从外界获取诸如小额贷款或其他形式的政府援助等的支持，但这样的理论并不能和贫穷理论中的创业机会概念结合起来。这篇文献发现，贫困地区的穷苦农民主要依靠自身的能力来发现和利用创业机会，从而通过一系列的创业活动来获利，而并非希望得到外部资助。③这篇文献发现，贫困人口的态度和行为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是他们追求创业成功并进一步减少贫穷的关键。④从案例的分析发现，农民企业家要获得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追求的是小而稳定的利润，而并非利润最大化。⑤过往的研究只是把“金字塔”底层的穷人看作还没有被开发的购买力，但这篇文献提出，农民企业家可以通过他们的创业活动以及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把当地未被开发的消费者与生产商连接起来。⑥这篇文献还揭示出，已经脱离贫困的农民企业家与希望脱离贫困的潜在农民企业家之间存在着互动，并且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些已经脱离贫困的农民企业家可以通过贫困地区原有的社区纽带，帮助仍未脱贫的人。由于背景条件相似，成功农民企业家的创业实例往往容易被当作模板去模仿或者通过情景化的调整来使用。


【文献出处】
 Si S,Yu X,Wu A,Chen S,Chen S,Su Y.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a case study of Yiwu，China[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5,32（1）,11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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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社会创业的国际维度

学习目标

理解社会创业的国际差异

了解美国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

理解英国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

掌握中国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

本章纲要

基于国际视角的社会创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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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案例　“一村一园计划”荣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

2018年7月17日，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在官网上宣布，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的“一村一园计划”（OVOP）荣获2018年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WISE Awards），成为自该奖项创办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中国项目。

WISE教育项目奖由卡塔尔教育科学与社会发展基金会发起，是一个旨在鼓励和倡导世界范围内教育创新实践的国际性大奖，被BBC等国际主流媒体誉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WISE的评奖标准极其严格。根据其章程，入选项目必须证明已为应对本地区教育挑战提出创新解决方案，并已产生积极社会影响。此外，财务状况稳定、发展目标清晰、运作模式可复制和可规模化也是必要标准。自2009年创办至今，已有来自150个国家共计3 000余个项目参与奖项角逐、60个项目获奖。

“一村一园计划”缘起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山村幼儿园计划”。2009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下，通过和当地政府、捐赠企业、机构和个人及非营利组织的深度合作，充分利用各村现有闲置校舍和公共场所等资源，招募当地幼教志愿者，为偏远贫困村落3～6岁儿童提供低成本、保质量的免费学前教育。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说：“‘一村一园’是我们的愿景，希望到2020年年底，贫困地区每个拥有10个以上适龄儿童的行政村都能有一所‘公办+公益’幼儿园。”“村庄既是为农民家庭提供卫生医疗和学前教育服务的前沿，也是脱贫攻坚的主阵地，‘一村一园计划’瞄准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贫困及偏远农村困境儿童，有效填补了农村儿童的学前教育空白，是缓解城乡儿童发展水平差距、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的助推器，也是助力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役、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卢迈说。

目前，“一村一园计划”先后覆盖青海、云南、湖南、四川、山西、新疆、贵州、甘肃和河北9个省的21个贫困县，惠及17万贫困地区儿童。“一村一园计划”的成效已得到了实践检验。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基金会追踪了8 531名山村幼儿园受益儿童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的学业表现，研究发现，全区排名前40%的学生中超过七成曾就读于山村幼儿园，这些孩子曾经面临留守、贫困等不利境况，他们中的大部分原本没有机会上幼儿园。

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产生积极社会影响之余，“一村一园计划”也展示出了强大的可复制性和规模化发展前景。作为中国扶贫攻坚工作的一部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依托自身及其主管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强大的科研能力，运用循证研究方法，在各地政府已有资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低成本、高效率并能在偏远及贫困农村有效推广的“一村一园”发展模式，并获得了相关部门关注。

“历经10年，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名至实归。”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用16字总结了“一村一园计划”所获成绩。李伟表示：“‘一村一园计划’为偏远贫困农村儿童提供普惠、优质的公办学前教育，其成果与项目逐年发展壮大的事实表明，该模式具有可行性、可及性与可复制性。”

“一村一园计划”获奖消息公布后，WISE首席执行官斯塔夫罗斯·伊恩努卡（Stavros Yiannouka）先生表示：“2018年WISE教育项目奖总共收到了413份申请，经过严格评估和激烈选拔后选出的这6个项目可以有效地解决来自全球范围内教育领域中的各种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一村一园计划”此次获奖实至名归、可喜可贺：“祝愿此项目得到更大范围推广，为实现2020年农村人口脱贫目标和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做出更大贡献。”

“此次获奖将激励我们与各级政府、捐赠企业、机构和个人、志愿者老师及项目官员们一道，继续努力，将各方资源投入贫困地区儿童学前教育，为中国可持续脱贫、为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可行的‘中国方案’。”卢迈说。

案例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BVY_GRotb-Pmzdf2ziWZg
 。

正如上述案例中所提到的，社会创业由于其社会性和创业性的两大内涵特征，近年来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地区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在中国和谐社会背景下研究和推动社会创业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邬爱其和焦豪，2008）。

社会创业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它的兴起与市场在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密不可分（胡馨，2006）。随着社会创业浪潮的不断涌动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国际创业”“国际社会创业”“社会创业国际化”等名词也愈发受到学界的关注，由此可见，基于国际视角的社会创业的研究在当今时代环境下是必要的（焦豪和邬爱其，2008）。社会创业会在不同的市场环境、经济体制和文化环境之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影响这些特征形成的因素，除了个人层面、组织层面、流程层面和环境层面等的因素之外，也会因国别而有所侧重和不同。因此，本章在梳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美国、英国和中国的社会创业进行了国际比较，并从个人层面因素、组织层面因素、流程层面因素、环境层面因素等方面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价，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与思路；最后，本章还对影响不同国家社会创业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希望对我国进行社会创业活动有所启示。


12.1　基于国际视角的社会创业比较

美国著名基金会汤姆森路透基金会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社会创业发展条件最好的前15个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韩国等。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对人才充满吸引力的条件、可观的工资，以及对社会变革需求的把握等利于社会创业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其中，最活跃的社会创业方向主要聚焦于维持健康、教育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等方面。但是在共性之外，国际环境下各国的社会创业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情境化（contextualizing）在创业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Welter（2017）将情境化定义为，界定某种研究现象的客观环境、存在条件、面临的形势和自然环境的总称，并将创业的研究情境分为企业（business）、社会（social）、空间（spatial）和制度（institutional）四类。作为现象驱动的研究，社会创业植根于情境化之中，因此本节基于国际视角的社会创业的比较也将紧密围绕美国、英国、中国三国的情境背景进行分析（见表12-1）。

表12-1　美、英、中三国社会创业活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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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社会创业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不仅是社会创业教育最早期的实践者，更是国际社会创业发展的领导者。在社会创业教育方面，Dees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学教书时，将社会创业的理念与案例融入了传统的创业管理课程之中，开创了社会创业教育的先河。在社会创业教育的第二次浪潮中，美国也作为领导者，在MBA学院中开设社会创业课程，并招收社会创业博士，形成了由商学院主导，迈向跨学校、跨学科，项目更深入、受众更广泛的教育方式。除此之外，社会创业所涉及的专业也不再为商学院所专属，它被推广到了工程、设计、法律、社会工作、教育等领域。在社会创业的商业领导方面，社会创业联盟（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是商业领导努力解决社会问题最积极的国家。在美国，约有1.4万个社会创业企业获得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收入，并为1 000多万公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是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结合的良好体现。美国社会创业在政府支持方面，也位居世界前列，政府在刺激社会创业方面创造了有利的支持条件，促进了社会创业思想的传播与发展。除此之外，社会企业联盟在支持美国社会创业方面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英国也具备发展社会创业的最佳条件，SEUK的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英国有67万～70万家社会企业，雇用了大约100万人，并通过经营活动产生了约240亿英镑的收入，其中约18%的收入来自国际活动。在英国的企业构成中，社会企业所占比例高达50%，其中2/3的社会企业表现出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支持，对弱势群体的雇用率高达44%。这些成就离不开与社会创业相关的坚实法律基础、政府当局的支持以及合理的监管制度。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政府对社会创业最有效的支持方法是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通过国家融资对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例如，创建社会创业发展的投资基金，以及在贸易产业部门设立与社会创业相关的部门，以更好地促进公共当局与非公共组织的交流和互动。

我国已有一些非营利组织与个人、相关新闻媒体从事社会创业活动，成为中国社会创业活动的先行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大众商务》和《小投资》杂志，从创刊以来始终把介绍小型投资项目、帮助下岗职工和贫困人口小本创业，作为杂志的服务内容和办刊宗旨，多次免费为下岗职工和弱势人群举办就业项目推介会，不少下岗职工和弱势人群像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施贷的受助者一样走上了劳动创富的道路。2007年，浙江大学联合英国牛津大学和亚洲创业学院举行了“社会创业国际论坛”（IFSE），来自英国、美国、韩国、日本和西班牙等世界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政府、企业界人士出席了会议，在中国首次正式研讨宣传社会创业理念。但是，在我国还没有像国外那样的专门组织结构来统筹承担社会创业活动的普及和开发，相关的资源没有进行有效整合，我国还没有一个系列的短、中、长期规划并有效实施的机制，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社会创业活动在我国的全面普及和有效开展。因此，相对而言，我国的社会创业活动还需要多方进行推动和支持。


12.2　美国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

美国作为社会创业开始的先锋与发展过程中的领导者，其市场环境、法律制度等建设已较为成熟和完善。因此，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的前景性创意能否转化为成熟有效的商业模式以及运营流程的合理化，成为美国社会创业的主要影响因素。

12.2.1　前景性创意发展为成熟商业模式的概率

Guclu、Dees和Anderson（2002）在社会创业机会发展二阶段模型中认为，社会创业者及其团队能否将前景性创意发展成为有吸引力的创业机会，对社会创业的成功起决定性作用。Guclu、Dees和Anderson（2002）认为，机会创造和发展的过程不仅包含了创意般的灵感、洞察力与想象力，而且还融合了严密的逻辑分析与客观研究。创新性想法必须被系统性地创造生成，过程的背后基于翔实仔细的观察与推理，以及不可或缺的创造性（Drucker，1985）。在基于机会识别、创造与发展的社会创业二阶段模型中（见图12-1），他们将社会创业中的业务机会创造过程分为两个主要阶段：阶段一是社会创业者产生一个有前景性的创意；阶段二是社会创业者尝试将这个前景性创意发展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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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社会创业机会发展的二阶段模型

在第一阶段产生前景性创意的过程中，会受到个人经历、社会需求、社会资产和变革等因素的影响。

（1）个人经历。通常是激发前景性创意的基础。

（2）社会需求。个人经历是有价值的，但毕竟是有限制的或者是具备异质性的，可靠的社会创业想法是对社会真正需求的及时响应。这里的社会需求主要是指社会中所期待的梦想和现实实际存在的差距。

（3）社会资产。社会资产是产生前景性创意的支撑。社会创业者已有的有形或无形资产可以引导那些前景性创意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社会创业者不能拘泥于已有的一些资源，要不断地开拓新的社会资产。

（4）变革。变革可以创造一些新的需求与资产，可以开拓一些新的可能性，从而促使社会创业者去产生一些新的前景性创意。

只有当社会创业者采取机会导向的思维模式，并积极地寻求引发重要社会影响的新的可能机会时，个人经历、社会需求、社会资产和变革四因素才有可能刺激产生前景性创意。因此，社会创业者应该将这种机会导向贯彻到随后的机会发展过程中，持续创新、适应、分析和学习。

第二阶段是将前景性创意发展成具有吸引力的机会。机会发展框架里面包含了社会影响理论、运营环境、商业模式、资源战略、运营模式等要素。其中，社会影响理论是商业模式未来航向的指南针，决定着商业模式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大小。同时，在利益相关者市场、产业结构、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商业模式的两大要素资源战略和运营模式共同将社会影响理论运用到社会创业中，资源战略不断地培育符合实践的运营模式，实现社会创业者与环境的匹配，从而创造持续社会价值与影响力，实现社会创业的终极目的。

该模型清晰地描述了在美国进行一场成功社会创业的过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决定一个前景性创意是否值得投入使其转化成机会时，社会创业者有必要清楚地阐明一个令人信服的社会影响与社会价值以及可行的商业模式。此外，发展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需要设计一个有效的经营模式，并打造一个可行的资源战略，以上这些要素必须有机匹配在一起，并且社会创业者有意识在特定的环境中去运作。最后，还要考虑社会创业者自身的因素，如个人承诺、以往资历和年龄。当所有这些元素都是可行的并且统一到一起时，社会创业成功机会才会比较高，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并产生正向影响。

其他学者也讨论了机会如何转变为成功的运营模式。例如，Robinson（2006）在基于机会识别和评估的社会创业过程模型中认为，社会创业活动是一个逐步发现机会并克服各种障碍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出现偏差，那么社会创业的最终结果就会偏离其初始目标。了解为谁服务是确保服务效率和真正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关键因素。

Robinson（2006）基于机会识别和评估的社会创业过程模型，详细地对社会创业机会进行了审视，并且通过深度案例研究对这类社会创业机会的识别与评估过程进行了描述。他认为，社会创业机会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并不会被每个人所感知。具体原因为，社会创业机会是独特地嵌入在社会市场结构中的，并且社会市场也是高度受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社会制度因素影响。一些人认为这些因素是进入障碍壁垒（如经济进入壁垒、社会关系进入壁垒、规则进入壁垒、正式制度进入壁垒、文化壁垒等），而其他人则不然，所以社会创业机会只能被少数人感知并发现。

接着，Robinson（2006）提出了三大问题：为什么社会创业机会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机会？什么使社会创业如此独特？社会创业者如何发现社会创业机会？然后，运用基于机会识别和评估的社会创业过程模型进行了解释与分析（见图12-2）。具体为：由于社会创业机会高度受市场和（或）社区中的社会制度结构影响，所以对社会个体产生了进入障碍壁垒。因此，社会创业被认为是一个逐步发现机会并解决障碍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创业者通过不断探索由独特市场和（或）社区所决定的进入障碍壁垒，最终使社会创业战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最后，社会创业者是否发现机会取决于个人以往的经验和工作经历，以及他们想进入的市场和（或）社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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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基于机会识别和评估的社会创业过程模型

Robinson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成功的社会创业者总是从他们最熟悉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中识别和发现社会创业机会；当成功的社会创业者评估能够创立社会型企业的社会创业机会时，他们总是考虑社会与制度因素；在探索与开发新的社会型企业机会时，成功的社会创业者总是直接考虑适应并满足那些嵌入到独特市场和（或）社区中的社会与制度因素。

通过对Robinson（2006）基于机会识别和评估的社会创业过程模型的分析，我们发现，Robinson把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创造性引入了社会创业研究领域，从而使社会创业成为可以研究的领域。具体体现在：Robinson对六个早期阶段社会企业的纵向时间分析从广度和深度上对将来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框架；Robinson应用了商业计划分析和深度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基于机会识别和评估的社会创业过程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有利于抓住现象实质；Robinson引入了市场的社会学视角，从认知维度和战略维度对社会创业者克服社会与制度障碍进行了导航分析。

12.2.2　社会创业决策过程的合理化

除上述前景性创意发展为成熟商业模式的概率对美国的社会创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外，流程层面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创业是一个多阶段的动态发展过程，社会企业能否建立起有效的运营流程对于其创业绩效水平影响较大。现有研究也高度重视流程方面的因素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影响，这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创业机会的形成与发展、目标客户的认同度、服务能力等。

Dees、Emerson和Economy（2002）认为，社会企业要深刻了解自己的目标客户，分析他们的爱好和需求，在此基础上运用创新性手段构建内部运营流程，满足目标客户，才能实现社会创业活动的目标。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们认为社会创业具有三个动态过程，即过渡型阶段、变革性阶段和稳定性阶段，其中过渡性阶段包括由社会创业者组成的创业团队的创立，进而形成组织雏形，这个创业团队包括来自相互具有分歧与矛盾原则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个体（如来自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组织的个体）；变革性阶段包括通过协商、沟通，进而制定某种制度来平衡、支持和接受可能相对异常的组织形式和结构；稳定性阶段包括社会创业者和团队成员一起相互制定决策，实施运作，以及积极互动来提升社会企业的内在能力，进而解决社会问题并且防御组织的外部挑战（见图12-3）。因为这三个动态过程由社会资产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所定义，所以这个过程主要是社会性的，因此这个过程被定义为基于过程模型的社会创业。只有让这三个阶段实现无缝衔接，社会创业活动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和创造社会价值。提供高效率和真正需要的服务才能保证社会创业活动为社会所需，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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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社会创业三阶段过程模型

Dees、Emerson和Economy（2002）等人的社会创业三阶段过程模型，只是划分了社会创业者在社会创业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分析了这三个阶段的特征，并没有为社会创业者如何在这三个阶段无缝衔接提出建设性的指导建议。因此，社会创业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演进过程，通过对社会创业过程中不同要素的特征状况，以及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特征问题进行识别和有效的管理，可以为社会创业的成功实施提供有益的指导。尽管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创业过程模型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散，彼此之间的关联度不是太大，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性，这为相关研究成果的扩散和继承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可见，在美国情境下，社会创业的成功更加注重社会创业者具有明确的创业机会，还要科学设计组织的内部流程，并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12.3　英国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

对英国而言，环境层面因素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发起和实施都有重要影响，具体包括社会创业精神的普及教育、公众对社会创业的认知度、政府部门的支持、基金会和企业的财务支持、其他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对社会创业企业的监督和评测体系等。

12.3.1　社会环境因素：社会创业环境是前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主要发达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直接资助经费逐年减少，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资助也大为削减。新自由主义经济导致的“市场失灵”引起了许多社会问题，导致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服务需求有增无减。在这样的情况下，非营利组织面临着改善运作效率和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需要借用市场化运作技术来提高自身的效率。因此，社会创业在西欧等国家蓬勃兴起，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创业环境和氛围孵化和哺育了社会创业活动，基金会、研究机构、公司等机构都为社会创业理念的传播和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一些基金会挑选有前途的社会创业家，并专门接受社会创业者带着项目计划书申请创业资金，基金会提供创业初期的技术支持和培训。具体支持表现为，向选中的社会创业家每年提供3万～10万美元的创业资助，并资助2～3年；数个基金会都评选杰出的公益企业家给予奖励；此外，还有著名的大咨询公司为一些社会创业产生的公益企业免费提供咨询。

此外，西欧地区关于社会创业的研究机构已经不胜枚举，在该领域的出版物和数据库也越来越多。Dahle（2004）统计研究发现，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至少有30个商学院教授“社会创业”课程。世界著名商学院基本上都建立了相关的研究中心，如英国牛津大学的Skoll社会创业者精神研究中心等，这些中心的网站往往也可以作为取得相关研究数据库的端口，从而促进了社会创业在全地区内的普及和传播，促进了社会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

因此，无论是基金会还是研究机构，都为社会创业理念的传播和实施贡献了各自的力量。归纳起来，社会创业活动之所以能够在北美和西欧地区盛行，可以发现是因为这些地区具备了以下社会环境因素：

·宽松的社会创业环境，如基金会和商业企业的鼎力支持；

·社会创业精神的普及教育，如相关研究机构的不懈努力；

·充足的社会创业资金；

·有完善的对社会创业企业的监督和评测体系。

12.3.2　体制环境因素：制度、政府和公共机构的支持是基础

除基金会和研究机构等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外，公共政府机构的支持对社会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也非常关键。英国的社会创业活动非常活跃，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创业活动，这与政府的支持息息相关。例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位期间曾呼吁政府支持社会创业者的活动，他认为社会创业者解决了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创造了社会影响与价值，就如同商业企业家创造商业财富一样，都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不仅政府领袖人物倡导社会创业活动，英国政府在2002年也专门推行了一项政策来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到社会创业活动中，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民众参与社会创业活动的热情。在很多领域，如帮助弱势群体、扶贫、戒毒和环境保护方面，社会创业者都积极参与，这为英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努力。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以市场作为调节资源主要机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导致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直接资助经费逐年减少，政府对福利事业的资助大幅削减，而“市场失灵”导致人们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需求却有增无减，于是非营利组织急剧膨胀（Johnson，2000）。Reis（1999）认为，在这种传统资源不断减少而获取这些公益资源的竞争又加剧的情形下，非营利组织面对着改善运作有效性和持续发展的强烈需求和压力，非营利组织需要开始借用商界专业化操作和市场运作的技术来提高自身的效率，更好地进行公益服务，这也推动了社会创业活动的蓬勃开展。


12.4　中国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

12.4.1　社会创业者的个人价值观与特质

对中国而言，其社会环境与商业环境均处于发展阶段，因此中国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更多地体现在个体层面。社会创业活动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其中社会创业者是核心利益相关者。社会创业者在社会使命的激发下，在非营利领域应用商业领域的专业手段，追求创新、效率和社会效果，积极推动社会创业活动。社会创业者的人格魅力、理想、社会使命感和开创性等个人特征影响着社会创业活动的开展，是社会创业能否实施的关键因素。

社会使命感、人格魅力和坚定信念是社会创业者的一个显著个性特征，这些特征是社会创业者开展社会创业活动的动力源泉和保障因素。社会使命感促使社会创业者持续推动社会创业活动；社会创业者的人格魅力有助于吸引志同道合的同伴一起进行社会创业，保证了创业过程中人员的充足性和持有共同的信念，保证了社会创业活动的顺利进行。因为只有企业家具有使命感才能有激情。激情会使社会企业家全身心投入创业活动，用各种各样的创新方式去推广宣传，带动他人来关注社会创业，从而引起社会对社会创业的兴趣，开拓市场，进而不断积累影响力，获得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支持。Leadbeater（1997）认为，成功的社会创业者具有六种品质、乐于自我纠正、乐于分享荣誉、乐于突破自我、乐于超越边界、乐于默默无闻地工作、具有强大的道德推动力。Dees（1998）认为，社会创业者与企业家的关键区别就在于，社会创业者奉行和遵循着创造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的使命，而不是单纯追寻个人私利。同时，社会创业者在追求社会使命时不是一般的扶贫救困，也不是简单地将商业模式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之中，而是要对社会部门的某些行事方式进行基础性变革。正是由于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使得社会创业者主动去深刻了解所要服务的目标人群，确保社会创业活动能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和产生社会价值。

善于整合利用资源是社会创业者的另一个重要特质。社会创业者的资源整合能力保证和促进了社会创业活动，是社会创业的实现机制。Davis（2002）认为，社会创业活动不会受资源约束，社会创业者要能够主动动员别人的资源来实现社会创业的目标。Dees（2003）在比较社会创业者和政府行政人员时发现，与行政人员不同，社会创业者不是依照已有的经费行事，而是致力于开拓事业。社会创业者总是在不断地创新、调整和学习，这个特征推动社会创业活动的蓬勃开展和顺利实施。可见，社会创业者的社会使命感、人格魅力和信念是社会创业活动的动力源泉，社会创业者的资源整合利用能力是社会创业活动的实现机制，这两个方面共同促进了社会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

12.4.2　社会创业者的个人创业意向形成决策

学者们还研究了社会创业者的认知因素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影响。Mair和Noboa（2006）研究了社会创业者的社会创业意向的形成过程，他们发现，社会创业者的创业意向受到社会创业者自身的认知愿望和认知可行性的影响。认知愿望指社会创业者感知到的进行社会创业的价值大小，它主要受社会创业者的个人感情、态度等因素的影响；认知可行性指社会创业者感知到的创办社会事业的可能性高低，主要受社会创业者的自我效能和得到的社会支持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指出，社会创业者对社会创业的认知态度会影响其对社会创业的行为意向，最终会对是否实施社会创业活动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可见，社会创业者个人的内在感知因素会影响到社会创业的发起情况，而个人的感知情况受到个人自身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

Prabhu（1999）认为，由于社会创业者的独特个性，以及他们所追求机会的特殊性，还有他们追求结果的社会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双重属性，所以社会创业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独特领域。在进一步的研究基础上，Mair和Noboa（2006）认为，社会创业是社会创业者通过实施社会创业行为创办了社会企业的一系列流程，也就是说，社会创业是创新性地实施资源组合进而追求机会，最终是为了创造产出和持续社会福利的组织和/或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地，由于行为意向是行为发生的有效预示指标，特别是对有目的性的、计划性的和目标导向性的行为（Bagozzi，Baumgartner and Yi，1989）。

所以，Mair和Noboa（2006）为了进一步深入探索社会创业的一般流程，他们聚焦于社会创业意向形成这一重要方面（见图12-4）。简言之，在Mair和Noboa（2006）的社会创业意向形成模型中，社会创业者的社会创业意向受社会创业者自身认知称许性（desirability）和认知可行性（feasibility）的影响，前者主要衡量社会创业者内心认为社会创业行动值得去做的程度，后者主要衡量社会创业者个人是否相信它能创办社会企业的程度。此外，社会创业者的认知称许性受感情态度（如移情等）和认知态度（如道德判断等）的影响，认知可行性由一些使能要素（如自我效能和直接社会支持因素等）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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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社会创业者个人创业意向形成过程

该模型较好地印证了中国的社会创业形成过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创业意向的形成是一个多阶段过程，受个人认知心理等各方面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和决策者可以通过对个体社会创业意愿过程的剖析，对各个影响因素采取正向的鼓励与疏导，促成社会创业行为的产生，最终使社会企业成功创立，从而增进社会价值与人类福祉。此外，Mair和Noboa（2006）的社会创业者个人创业意向形成过程模型剥离了情形变量因素，专门选取了个人变量因素研究社会创业意向形成的过程机理，并且从社会创业者个人认知过程的角度进行分析。

12.4.3　社会创业者社会网络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创业中，除创业者个体层面的特征之外，社会网络也是社会创业活动是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当决定进行社会创业活动之后，组织层面因素对社会创业活动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组织层面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企业或社会事业（social business）所拥有的资金、社会企业的组织结构特征、高层管理团队的构成情况，以及社会创业者的社会网络的稳定性、可拓展程度等。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嵌套在社会关系中的，并且这种关系会影响到商业的建立和经营艺术。社会创业依赖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并建立在信任互惠基础上的一种资源，如嵌套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一些研究发现，一些社会问题由于积重难返，光凭政府单方面的力量来解决往往难度很大，社会企业家之所以能够不受缺少资源的限制，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用积极改变社会现状的激情来感召大家，并以此建立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关系，从而调动种种社会关系和资源，最终达到社会创业的目的。Sharir和Lerner（2006）基于文献综述归纳出，社会企业创立初期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员工构成、高层管理人员的绩效，会影响到社会创业的顺利实施。他们在对以色列33家社会企业进行探索性研究后发现，社会企业的资本累积情况、创业团队的组成、社会创业者和核心团队成员的社会网络，都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企业的运营情况。

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扩展社会创业的组织能力，必须关注资源之间的网络关系，能够创造性地安排这些关系（Dees，1998）。对社会创业而言，商业网络是很重要的资源，政治的、社会关系型的网络对社会创业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依赖的很大部分资源是不可以直接控制的，社会创业者必须依靠更具创造性的战略来使社会资本良性循环，用以招募、维系和激励员工、志愿者、会员和创立者。因此，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是社会创业成功的基础要素。社会企业组织的发展分六个阶段，这个完整的过程起始于对社会资本的继承，终止于社会资本投资的回报，这就是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过程。例如，在社会创业的第一阶段主要是继承并创造社会资本，之后开始积累更多的资本，然后又将这些资本投入到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创造上。最后阶段，如果投资成功的话，项目将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利益回报，这些回报可以建立一个永久的、对社区来说具有很大价值的基础设施，如重建社区中心、医院、体育活动设施等。这些创业活动将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表现为社区和合作伙伴及资助者之间形成更加牢固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日益广泛的人际关系网成为社会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因此，社会创业成功的关键就是使这个循环得以运转。

有学者专门对社会创业活动中组织成员的社会网络做了进一步的研究。Leadbeater（1997）在《社会企业家的崛起》一书中认为，蕴含在社会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能否良性循环，是社会创业能否成功的基础因素。因为成功的社会创业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从合作伙伴、资助者那里获得不同的技能和支持。所以，社会创业者必须借助其社会网络才可能保证社会创业的成功。每一阶段社会创业的成功，都将进一步巩固与社区、合作伙伴和资助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日益广泛的人际关系网成为社会创业活动进一步发展的基石。Dees等人（2002）也认为，社会创业者必须关注社会创业活动所需资源与网络之间的匹配关系，社会网络是影响社会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因为社会创业活动所依赖的大部分资源不是社会创业者直接控制的，必须依靠社会创业者的社会网络来获取。

社会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中，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是社会创业活动成功的基础要素（Leadbeater，1997）。社会创业活动要继承、创造和投资社会网络中的资本要素，使之良性循环。成功的社会创业者要经历一个相互关联的成长周期。在每个阶段，他们都有可能失败，他们的组织也有可能陷入衰退。因此，在每个阶段，他们都需要从合作伙伴以及资助者那里获得不同的技能和支持，他们必须借助社会网络才可以保证社会创业活动的成功。社会创业活动每一个阶段的成功将在社区和合作伙伴及资助者之间形成更加牢固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日益广泛的人际关系网成为社会创业活动进一步发展的基石。

Bornstein（2004）在《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中描述了社会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巨大帮助作用。例如，印度贾维德·奥贝迪推动的残障人士维权运动和彼尔·德雷顿建立的阿育王。贾维德·奥贝迪作为一名残障人士领袖，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他出身印度名门，具备先天的社会网络，特别是与甘地的女儿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从她那里得到了帮助。丰富的社会网络是帮助贾维德·奥贝迪取得社会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见，以社会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为代表的组织层面因素，对社会创业者开展社会创业活动、改善社会创业活动的组织运营模式等都有着重大影响，改善了社会创业活动的组织运营模式，促进了社会创业活动的成功。


本章小结

·社会创业活动经历了创业机会的识别、探索、开发与实施等一系列过程，社会创业者个人、组织、流程和环境等层面的因素都会对此过程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创业活动的最终结果。

·美国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前景性创意能否转化为成熟有效的商业模式，以及运营流程的合理化，具体包括社会创业机会的形成与发展、与其他组织的长期合作、目标客户的认同度以及服务能力等。

·英国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外部环境层面，包括公众对社会创业的认知度、政府机构的支持、基金会和企业的财务支持、其他非营利组织的支持等。

·中国社会创业活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个人层面，主要包括社会创业者的社会使命感、人格魅力、坚定信念、以经验和经历为基础的资源整合利用能力，以及对社会创业的认知态度等。此外，还包含高层管理团队的构成、组织结构、各个阶段从家庭和朋友方面获得的支持，以及社会创业者社会网络的稳定性、利用程度和可拓展程度等影响因素。


复习思考题

1.以中国为例，你怎么理解社会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在社会创业中的作用？

2.根据美国社会创业的情况，阐述基于机会识别和评估的社会创业过程。

3.以英国为例，你觉得社会创业精神的普及教育、公众对社会创业的认知度、政府机构的支持、基金会和企业的财务支持、其他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对社会创业企业的监督和评测体系等因素，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发起和实施的重要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讨论案例　香港银杏馆：为长者创造就业机会的典范

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香港65岁以上的人口达80万，其中只有5%即4万人就业。目前劳动市场开放给长者的职位并不多，主要是看更和清洁之类的工作。事实上，时至今日，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的改善，不少长者即使过了退休年龄，仍是身壮力健、精力充沛，绝对有应付工作的能力。他们即使没有经济压力，也可以通过工作多一份精神寄托，促进身心健康。无奈目前能为长者提供就业的机会实在太少。

更不幸的是，在当前金钱挂帅，汰弱留强制度下的香港社会，长者往往被视为社会负累的一群。为了讲求效率，雇主大多不愿意雇用长者，即使经验丰富，仍然有工作能力的长者也要被迫退下来。政府政策中也未有为长者提供就业辅导或再培训等服务。在此背景下，刻意为长者提供就业机会的“银杏馆”之创立及成长，增添了特殊的意义及启示。


一、银杏馆初露锋芒


银杏馆创办于2006年9月，是一间供应意法菜色的西餐厅。地方不算很大，两层共有40多个座位。位于中环歌赋街，不属于核心商业地区，但在中环上班一族的步行范围内。同一条街还有多家颇有名气的食肆。所有员工除了主厨及传菜员外，皆为60岁以上的长者，目前共有20名长者员工，占总员工人数超过90%。

开业仅一年，它便荣获2007年汇丰银行“营商新动力”奖励计划钻石奖，在158家参赛公司中脱颖而出，获得该计划的最高荣誉。

银杏馆并非慈善事业，而是一家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它有鲜明的社会使命，但同时是一门生意。生意做得不好，社会使命也得落空。它是否应该叫作“社会企业”也有点争议，因为创办者不希望它被人看作政府所鼓吹及资助的社会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靠政府资助来维持，经费用完，要不结业，要不申请另一个资助计划，在社会上已产生负面效应，不少行内人士觉得它们只是“福利企业”，而非“社会企业”。事实上，银杏馆创办人深信，必须要生意做得好，营商有道，才能实现社会使命。银杏馆创造的收入及利润，扣除成本后，全部用作服务长者用途。从这个角度来看，银杏馆是一家社会企业，只是太多政府支持的所谓社会企业经营效益不佳，有点像变相的福利事业，令社会人士感到混淆。

虽然所有服务员皆为长者，但银杏馆并不以此招揽顾客。他们深信，顾客来光顾，不是因为银杏馆只聘用60岁以上的长者——他们根本未必知道这安排——而只是因为食物质量高、服务好才来帮衬。事实上，银杏馆的西餐水准确实一流，比起大酒店及高级餐厅的菜色毫不逊色，价钱则便宜得多。所以开业以来门庭如市，平日午餐及晚餐，如无订座，便有向隅之虞。银杏馆开宗明义是以“五星级美食、五星级服务”为宗旨，力求做到一丝不苟，为顾客提供意想不到的优质服务，做到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二、关键在餐饮质量


银杏馆深明餐饮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即必须要搞好餐饮质素。所以，即使成立的社会使命在于提供长者就业，但在最关键的岗位上，不坚持以长者为主力。银杏馆的主厨、二厨等都是年轻小伙子。主厨Rico曾在五星级酒店及高级意法餐厅任大厨，具有丰富的高级西式餐饮经验，更有心不断钻研食材的配搭，风格创新，还善于结合传统及新派厨艺思维，突破口味的层次，使银杏馆慢慢地建立起一种独特的风味，既获顾客好评，又获多种传媒广为推介。

银杏馆开业初期沿用一般宣传方式，如街头派传单、寄发单张给社会服务机构、邀请饮食杂志采访等。好的服务会有广泛口碑，这是现时银杏馆最佳的宣传推广策略。


三、成本较高一样有竞争力


不可否认，银杏馆坚持为长者创造就业机会，整体运作成本不可避免地会比其他餐馆高。最主要的额外开支在于员工培训。银杏馆聘用的长者服务员，绝大部分以前从未涉足这个行业，需要从最基本的训练入手，但这正是银杏馆的社会使命，所以成本稍高也值得。此外，银杏馆虽然设有工作表现评核制度，鼓励员工不断进步，但由于本着“以人为本”的经营信念，即使员工表现稍有失准，也不会严苛责备，更不会有“实时解雇”的做法。相反地，由于要照顾长者员工的全面需要，还在母公司借调社会工作者为有需要的员工做辅导，如员工的工作协调、面对健康的焦虑、人际沟通问题、生活安排及与家人相处等。同时，所有长者员工每天工作五小时，以不致令他们过分操劳，以及多些工余时间。凡此种种，虽令成本有所提高，但也无碍发挥竞争力。

一般人对雇用长者都有很多疑惑和保留（长者手脚慢、记忆力较差、固有想法难改变），但是长者也有他们的优点，例如，长者员工肯虚心学习、守时、对工作投入，态度认真而严谨，处处尽显细心及用心，令不少顾客对银杏馆留下“亲切而温馨”的评语。

现时长者员工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25～50港元，按经验而定，比市场工资高。


四、同时创造利润及长者就业的生意


银杏馆的成功，在于一开始便把它作为一门生意来看待。创办人拿出真金白银，冒着风险来创办这间餐馆，投资额约为180万港元。由于之前从未做过餐饮生意，所以创办人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创办这个事业。为了为长者就业杀出一条生路，创办人清楚衡量过失败的代价与成功的社会效益。失败风险当然存在，但成功的机会也不能抹杀。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银杏馆开业不到一年便做到收支平衡，“同时创造利润及长者就业”的双重目标完全在望。


五、不靠政策倾斜的优惠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创业过程中银杏馆并未申请或获得政府的任何资助，也不靠“政策倾斜”的优惠，完全是在高度竞争环境下靠自身的实力做到持续经营的境界。同时值得指出的是，政府目前支持社会企业的方式往往顾虑到是否会对中小企业构成竞争，因为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这些企业，好像对其他中小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竞争。但像银杏馆这样有鲜明公益使命的企业，绝对不用为这个问题而操心，它本身就是一个中小企业，既有商业竞争能力同时又有公益使命，何乐而不为？它正是我们需要的社会企业。


六、创办人的社会企业精神


什么人会创办这样一个企业？我们走访了银杏馆母公司乐天集团发展有限公司的主席黎明辉先生。公司名称已突显了商业味道，与众不同的是它的社会使命。

原来乐天集团发展有限公司的两位创办人都是资深的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服务界工作多年，拥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和缤纷的梦想。也许就是这些梦想令他们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终于在1998年毅然辞去社工的职务而去开创自己的生意。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想做到“营商创福利”。他们希望创办一所能灵活变通、充满活力、富有创意且具盈利能力的民办社会服务机构。当时，香港还没有社会企业这个概念。现在看来，银杏馆充分体现了社会企业的精神。

集团成立以来，先后创办了四所私营安老院及四所复康中心，专注为长者及复康人士提供全面的服务，全部以商业运作模式来经营，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自负盈亏创造收入及利润，整体经济效益异常理想。2000年，集团运用所得收益创办了一个慈善事业——乐天关怀行动，致力于为不幸或贫困人士提供辅助及服务，特别是处于困境的弱势群体。

银杏馆的前身是一间附设于乐天关怀行动温情轩小区中心的凉茶铺，创办的目的就是为长者提供就业机会，但经营了一年多便停办了，原因是没有经济效益又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总结经验后，决定集中资源进军餐饮业，直接造福长者，于是在中环创办了银杏馆。


七、创业精神不可或缺


银杏馆的创办人对于长者就业的热忱，配以创意及干劲，再加上集团其他业务创造的利润，令银杏馆可以在毫无外界资助的情况下创办起来，这就是创业精神的威力。没有这种精神，企业就像没有灵魂一样，这也是大部分政府资助的社会企业不能持续经营的原因。

目前银杏馆已取得初步成绩，还要在这基础上不断改进，精益求精。现在银杏馆由一位长者资深餐饮从业人员担任馆监，正稳步前进。创办人现在又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银杏馆的基础上，建立下一家甚至更多的餐馆。黎先生表示绝对有可能开办第二家餐馆，但银杏馆的经验令他们更加谨慎行事。他认为人才最重要，没有好的人才，什么也不能开展。但另外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租金。银杏馆开业不足两年，所处地段的租金已节节上升，大部分收益为租金所蚕食。如何面对租金不断上升的压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创业者不断要面对的问题。

创业难，守业更难，不断创业更难，创业者与创业家的分别就在这里。银杏馆今后的挑战是如何不断扩大规模。相对于80万65岁以上的长者来说，银杏馆提供的二三十个职位实在是杯水车薪。黎先生相信，银杏馆已成功地证明，以商业模式运作同时实现社会使命，并非是不可能的事。集团会珍惜及运用这个经验，不断探索进一步扩展的可能性。但是，也希望社会人士以及有志于公益创业的朋友，可以借镜银杏馆的经验，在不同的行业开拓公益创业的商机。


文献研读　Gauging the Success of Social Ventures Initiated by Individual Social Entrepreneurs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identify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ccess of social ventures ope-rating in social settings in Israel.An explo-ratory qualitative field study included 33 social ventures,founded in the 1990s by individuals acting independently of their positions in other organizations.The study demonstrates eight variables as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 of the social ventures,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their value:①the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②total dedication to the venture's success;③the capital base at the establishment stage;④the acceptance of the venture idea in the public discourse;⑤the composition of the venturing team,including the ratio of volunteers to salaried employees;⑥forming cooperations in the public and nonprofit sectors in the long-term;⑦the ability of the service to stand the market test;and⑧the entrepreneurs?previous managerial experience.


【文献评述】
 本篇文献是基于国际视角研究影响社会创业因素的一篇经典文献，它提供了一个详细又深入的框架，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流程层面和社会/环境层面等相关研究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四个层面研究分析它们对社会创业的影响传导机制，以期为社会创业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指导，为社会创业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做出贡献。

Sharir和Lerner（2006）引进了一个社会创业过程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认为，新创社会事业一般会历经创业机会的识别、发现、探索与开发等一系列发展阶段，社会创业者个人、组织、环境和流程等层面的因素会影响社会事业的创业过程。其中，个人层面因素包括社会创业者的经验和经历、社会创业者对创业成功的献身精神、创业初期社会创业者从家庭和朋友方面获得的支持；组织层面因素包括创立阶段企业所拥有的资本和员工情况、高层管理人员的绩效水平等；环境层面因素包括公众对社会创业的认知度，政府机构、基金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对社会创业的支持；流程层面因素包括社会事业所具备的社会网络的稳定性和可拓展性、创业创意的计划、社会事业与其他组织的长期合作关系等。

这篇文献的贡献主要在于：基于对以色列33个社会事业的探索性实证研究，归纳出了影响社会创业成功的八个影响因素：社会创业者的社会网络，社会创业者的献身精神，社会创业者的管理经验，创业组织初期的资本累积基础，公众对创业理念的接受度，创业团队的组成，创业组织与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创业组织的服务能力。其中，社会创业者的献身精神和社会网络是社会创业成功最为关键的两个因素，而且这两个因素的作用贯穿于社会创业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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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精益社会创业

学习目标

发现社会问题

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

设计相应的假设和最简可行产品

选择合适的社会组织形式

测试和调整产品与组织形式

本章纲要

精益社会创业的PISO模式

精益社会创业和问题驱动

社会创新和解决方案

价值假设和最简可行产品

产品—组织组合图（POM）

假设测试和调整

深度理解精益原理


开篇案例　Worldreader

Worldreader（世界读者）是一家非营利组织。该组织于2010年确定了清晰的使命：为弱势儿童及其家人提供电子图书和相应的阅读器。仅仅用了五年时间，该组织就将业务扩展到54个发展中国家。如今，它以43种语言提供了4万本电子书，已经拥有650多万读者。

Worldreader不仅处于国际教育和技术的前沿，它的业务增长是非营利社会创业组织采用“精益创业”的成功典范。精益创业最初是为营利性商业企业开发的，慢慢地开始被一些社会企业采纳。精益创业方法的重点是迅速将产品或服务的新想法带入实验。精益实践者开发称为“最简可行产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MVP），即进行快速实地实验的简单的产品原型，以便从潜在用户那里获得反馈，然后基于这些反馈进一步改进和开发产品。

Worldreader的创始团队从第一天开始就采用了精益实验的理念和方法。他们没有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推出一个完整的网上阅读平台，而是开发了一个小规模平台先进行测试。在2010年3月开始的实验中，他们向加纳一所学校的16名六年级学生介绍了亚马逊的Kindle电子阅读器。他们的假设是：孩子们会接受电子阅读器，他们会阅读更多书籍，并且他们的识字率会提高。

只专注一所学校看起来可能效率非常低。但是，这种高度接触的MVP方法使Worldreader能够在小规模的实验中找到意想不到的漏洞和问题，并在投入更多时间和资源之前解决这些问题。例如，Worldreader团队发现，Kindles阅读器的屏幕经常被打破，因为孩子们在休息期间坐在电子阅读器上。“我们教会学生如何照顾电子阅读器”，Worldreader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戴维·里舍（David Risher）说，“同时我们把破碎的屏幕带到了Kindle工厂，并要求下一代的Kindles屏幕更耐用些。”新款的Kindles屏幕确实更耐用。

Worldreader快速实验方法最重要的测试是在2011年年底，当时该组织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变化和挑战——具有基本功能的普通手机正在发展中国家激增，远远超出了Kindle阅读器的增长。在智能手机时代，这种普通手机被称为“哑巴手机”或傻瓜手机。但是，这种手机能不能为Worldreader在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呢？如何能利用这个机会？怎样调整？

对大部分非营利组织来说，面临这种机会可能会开始一系列的战略规划和设计。他们首先会就公司战略进行一系列内部辩论，然后集中精力制订工作计划，向董事会汇报和准备筹资建议。Worldreader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他们没有启动庞大的战略规划和开发工程，而是通过一个小的实验来测试一个关键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学童会在普通手机上看书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Worldreader团队与普通手机阅读App开发人员合作，开发了简化版本的手机阅读App，仅包括书籍列表和简单的文本阅读器，没有书籍封面、描述、评级、评论或书签，但它具有足够的功能允许团队测试其假设。

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的用户下载了这个App并开始用它阅读书籍。经过实验验证了用户需求的假设之后，Worldreade与其App开发者签订了正式合同，并开始对产品进行改进。如今，每个月有超过185 000名用户在Worldreader移动平台上阅读书籍。不断快速的实验以及专注于为儿童及其家庭建立解决方案，使Worldreader的增长模式获得巨大成功。Worldreader因此获得一系列社会创新和社会创业的奖项。

资料来源：根据Murray和Ma（2015），维基百科相关条目和Worldreader公司网页整理编写。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名词叫“精益创业”。精益创业借鉴了精益生产的理念，但不是照搬，而是有所发展，并切实应用到创业领域。与精益生产的理念类似，精益创业方法旨在消除不必要的投入，并在产品开发阶段增加创造价值的活动和功能，这样创业公司可以在开始的时候无须大量的外部资金投入，不一定需要详细复杂的创业计划和完美的产品，同时会有更大的成功机会。本章将介绍如何把精益创业应用到社会创业领域，即精益社会创业（lean social startup，LSS）。


13.1　精益社会创业的PISO模式

精益创业是一种以较少的投入快速开发业务和产品的方法，旨在通过采用业务假设驱动的实验，迭代产品和验证学习的组合来缩短产品开发的周期，进而缩短创业的准备时间，减少时间和资金的投入，降低创业的风险。精益创业方法的核心方法是假设、实验和改进。如果创业公司用迭代的方式开发简单的产品或服务以满足早期客户的需求，它们可以降低市场风险，并避免需要大量初始项目资金和昂贵的产品启动和失败（Ries，2011；Penenberg and Adam，2011）。

精益创业的核心原理是按照开发—测量—学习的循环迭代快速开发产品。团队或公司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实现想法的能力，快速开发该想法成为一个最简可行产品，衡量其在市场上的有效性，并从该实验中不断学习和改进。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将创意转化为产品的循环学习的过程，以便衡量客户对产品的反应，然后决定是继续这个想法还是修改这个想法；该过程根据需要可能重复多次。具体循环的阶段是：想法—开发—产品—测量—数据—学习，如图13-1所示（Ries，2011）。这种快速迭代使团队能够发现适合产品和市场的可行路径，并在达到产品与市场的适合度后继续优化和改进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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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精益创业的循环和迭代示意图

精益创业是企业家总结实践经验提出的，特别强调实用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精益创业不仅提供了一套系统实用的创业工具和方法，也符合成果导向的教学（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和行动学习（learning by doing）等教学理念，尤其适合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在精益创业的循环和迭代过程中，有三个动词（开发、测量和学习）和三个名词（产品、数据和想法）一一对应，开发的结果是产品，测量的结果是数据，学习的结果是想法，这是成果导向的学习目标的最佳样板。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精益创业适用所有的领域，也不是说它没有局限。

2013年，Steve Blank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何精益创业将改变一切》的文章。Murray和Ma（2015）认为，这个标题显然有些夸张，精益创业在商业领域也许在开始普及和渗透，但是在社会创业领域并非如此。虽然精益创业的“想法→构建→产品→测量→数据→学习”的循环迭代过程看起来清清楚楚，步步到位。但是实际应用并没有那么简单，尤其应用到社会创业等领域。精益创业应用到社会创业依然很缓慢，还有一些局限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精益创业的一个关键问题或局限是，迭代和循环的原始想法是哪里来的？这在精益创业里面是没有充分论述的（Mueller and Thoring，2012；张凌燕，2015）。因为精益创业的大部分早期应用案例来自经验丰富的IT人士，他们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但是，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大学生和没有经验的社会创业人士，精益创业的循环和迭代方法并不容易启动。如果没有原始想法，怎么设计产品和测试客户？如果原始想法完全脱离实践，第一步就大错特错，根本就没有必要测试，如果勉强测试反而是浪费时间和投入，无数次的小浪费其结果可能是很大的浪费，这和精益创业少投入的理念恰恰相反。切记不是所有的想法都值得测试！想法的评估和筛选在测试前是必要的。

精益创业的很多案例都是IT软件产品，测试环境是网络平台，没有物理空间和距离的概念。产品是程序代码，容易测试、修改和迭代，测试数据自然产生和自动收集，测试成本不高。但是，社会创业的产品非常复杂，有实物产品，也有需要密切人际接触的服务，存在物理空间，交通费用可能很高，即便是简单的产品测试也可能是很昂贵的并需要时间。而且，社会效应不是短时间就可以测试出来的。有的社会效果测试很难量化（Murray and Ma，2015）。另外，社会创业的组织形式比商业企业多很多，不同产品和不同组织形式的组合使得产品设计更加复杂。

融合设计思考和精益创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精益创业的一个新发展趋势（Müller and Thoring，2012；张凌燕，2015）。在开始的环节可以利用设计思考的同理心和问题导向来产生原始的想法，尽量做好充分的调研和准备，尽量了解客户和受益人的真正需求，避免没有必要的测试，降低成本。这样也许比多次循环和迭代更好，成本更低，而且更快速地接近用户需求。本章以精益创业的循环和迭代原理为基础，结合设计思考的同理心、社会创新的方法和社会创业需要解决社会问题的特点，提出了一个精益社会创业的PISO模型，如图13-2所示。PISO代表精益社会创业的核心环节和成果：问题（problem）、想法（idea）、服务（service）和组织（organization）。PISO模型包含了精益创业的循环迭代的核心内容，增加的社会调查和发现问题，社会创新和组织选择三个社会创业的独特环节。下面将详细介绍PISO模型各个阶段的概念、工具、方法和案例。必须指出的是，精益创业的迭代和PISO模型看起来是一步一步的线性过程，其实在应用过程中并非线性的，也不是只有一个大的循环，每一步都可能调整和修改，每一步都是先发散后收敛的菱形思维。设计思考的代表形象是双菱形，PISO模型融合了设计思考和精益创业，扩展到四个菱形，把发散后收敛的“钻石思维”（diamond thinking）融入精益社会创业的整个过程。PISO模型主要针对创业的准备、实施和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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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精益社会创业PISO模型


13.2　精益社会创业和问题驱动

13.2.1　发现社会问题对社会创业的重要性

13.1节我们曾经讨论过，精益创业迭代和循环的原始想法没有充分的论述。精益创业的大部分应用对象是有经验的IT人士，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大学生，尤其是对社会创业没有经验的人士，精益创业的方法是不容易启动的，或者原始想法完全脱离实践。精益社会创业就是利用精益创业的原理和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所以，精益社会创业的第一步不是设计最简可行产品，而是寻找和发现社会问题。明确问题比找到答案更重要。

如果社会问题不清晰，在商业模式开发的环节也会出现问题。本章重点讨论问题导向和商业模式画布。商业模式画布（Business Model Canvas）是由Osterwalder和Pigneur（2010）提出来的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或记录现有商业模式的模板式工具。它是一张描述公司价值主张、基础设施、客户和财务状况的可视化图表。它通过说明潜在的权衡关系来协助企业调整活动、资源和伙伴。商业模式画布以苹果、Skype等技术驱动型企业为案例，缺乏客户问题等要素。Maurya认为，“大部分新创企业会失败，并不是因为它们没能生产出它们原本计划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而是它们浪费时间、金钱和努力生产了错误的产品。我认为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从一开始就对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Maurya，2012）。所以，Maurya修改了伍斯特瓦尔德的商业模式画布，提出了精益画布（lean canvas），增加了“问题”和“解决方案”。精益画布是Maurya专为初创公司改编的商业模式画布版本，专注于解决广泛的客户问题和解决方案，并通过独特的价值主张将其交付给客户群体。社会创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Maurya的精益画布已经成为精益创业的主要工具之一，自然也是精益社会创业的主要工具之一。

社会问题不清晰，社会企业的认定就有问题。社会上有很多人甚至社会企业家自己，都会怀疑一个企业到底是不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与传统业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每个企业不都是在解决问题吗？但是，仅仅解决问题并不一定是社会企业。关键是，你是在为谁解决问题？你是如何为他们创造价值的？回答这些问题，社会企业家必须知道客户、用户和受益人之间的差异。

在创业领域，与“客户”（customer、clients）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用户”（end user）。付钱和采购的客户也许是用户，也不一定是用户，甚至是中间商。反之亦然。例如，很多儿童用品的客户是父母，而学生用品的客户是老师和学校。所以，产品测试和客户开发必须考虑客户和用户两个方面。在社会创业中，还有一个相关者，那就是受益者（beneficiaries）或服务对象。客户是愿意向你支付满足未满足需求的产品或服务的人或组织，因为你的产品或服务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受益人是从你的产品或服务创造的价值中受益的人或组织，尽管他们可能不一定是支付的人。受益者可能是客户或用户，也可能都不是，而是单纯的第三方受益者或组织。有些公益企业和受益者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把钱捐献给慈善机构而已，有些社会企业是把产品交给学校。所以，社会创业的客户开发比一般商业创业要复杂。社会创业的客户开发和商业模式既要满足客户也要满足受益者，甚至要满足股东。所以社会创业家更伟大，更受人们的尊重。社会创业应该先确定和开发客户还是受益者呢？

有一个“超生游击队”的故事。1994年3月，在广东做建筑工的49岁的农民梁二与从贵州省平塘县过来打工的19岁陆红兰相识。那时候还没有搅浆机，梁二就安排陆红兰在建筑工地帮忙搅拌砌砖用的砖浆。陆红兰见梁二砌砖手脚麻利，比一般人砌砖砌得好、砌得快，心里十分佩服，渐渐地便产生了好感。相识，相恋，最终梁二和陆红兰水到渠成修成正果，并在1995年有了水灵灵的第一个女儿。现如今，72岁的梁二和老婆共生了15个孩子！梁二毫不掩饰地对记者说：“我违反了计生政策，但是政府依然对我不离不弃。我的15个孩子已经全部上了户口。3个子女在读卫校，两个孩子正读初中，全家列入了教育资助、低保政策扶贫对象，每月有2 000多元的特困户补助。”自从媒体报道了梁二的故事之后，梁二一家成了名人，受到爱心人士的关注，隔三岔五就有爱心人士前来送衣服和食品，还热心地聊天照相。在这个案例里面，爱心人士关注的对象是谁？解决了什么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的精准扶贫都有启发和借鉴。

13.2.2　发现社会问题

怎样发现社会问题？社会创业的机会和商业创业的机会不一样，到处都是。只要我们有爱心，真正关心社会，就会发现大量的社会问题。阅读社会创业的案例也会从其他地区的社会创业得到启发而找到本地区的社会问题。很多社会问题是世界共有的。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United Nations，2015），其中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纲要建立在“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基础上，强调实现所有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方案。2016年签署的《巴黎协定》就是这份纲要其中的一个项目。这17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大部分涉及社会问题，包括：

目标1：消除贫困（No Poverty）；

目标2：没有饥饿（Zero Hunger）；

目标3：健康和福祉（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目标4：教育质量（Quality Education）；

目标5：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

目标6：健康干净的水资源（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目标7：廉价干净的能源（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目标8：有尊严的工作和经济发展（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目标9：工业化、创新和基础设施（Industry,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目标10：减少不平等（Reduced Inequality）；

目标11：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和社区（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目标12：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模式（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目标13：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Climate Action）；

目标14：海洋生态（Life Below Water）；

目标15：陆地生态（Life on Land）；

目标16：和平和公正的机构（Peace and Justice Strong Institutions）；

目标17：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Partnerships to achieve the Goal）。

可持续发展原本包括经济、社会和环保三个方面。现在社会创业把社会问题和环保问题都统称为社会问题，可谓是广义的社会问题。所以，很多社会创业的案例实际涉及的是环保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Hall et al.，2010）。读者可以登录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署的网站详细阅读以上17个目标，对社会问题有更详细的了解。也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寻找更具体的社会问题。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造就了很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出现了很多相对和绝对的贫困社群以及相应的社会问题。地域的巨大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常见的社会问题包括：

·贫困家庭问题；

·贫困家庭儿童失学问题；

·环保问题；

·食物浪费问题；

·精神健康问题；

·孤寡老人、空巢老人；

·偏远地区儿童亲情和心理问题；

·恶劣气候问题；

·残疾人就业问题。

解决社会问题，只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知识，需要对社会的关注，也需要因地制宜，立足国情、省情和地区特点。一个地方的社会问题，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不是什么问题，不同地区的社会问题也可能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社会企业关注的社会问题就有不同（官有垣等，2012）。香港社会企业关注的社会问题前五位分别是：妇女问题（50%）、低收入人群（45.2%）、智障人士（42.9%）、失业人士（35.7%）和慢性精神病患者（33.3%）；台湾社会企业关注的前五位社会问题分别是：智障人士（62.8%）、多重障碍人士（48.8%）、自闭症人士（39.5%）、肢体障碍人士（34.9%）和慢性精神病人士（27.9%）。在北欧国家，妇女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也有不同的特点（谢家驹和蔡美碧，2017）。例如，钻石是昂贵的奢侈品，怎么可能和社会企业有关系呢？“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是钻石巨商戴比尔斯于1947年创作的广告词。这句话让钻石自此成为订婚和结婚戒指的指定珠宝，令全球钻石需求飙升。然而，一部《血钻》（Blood Diamond）的电影几乎改变了钻石的命运。全球钻石市场总值814亿美元，涉及劳动人口大概1000万，非洲占了钻石出口市场的65%。《血钻》讲述了非洲一些战乱国家非法开采和走私钻石的故事，揭示了美丽的钻石背后充满了战争、混乱和血腥的故事。在非洲内战地区，钻石的开采主要是用于战事双方购买所需武器。军队购买了武器后又用来抢夺钻石开采权，再以暴力发动战争。这些在战争地区开采并销往市场的钻石被称为“冲突钻石”。至此，西方富裕的人们良心发现，开始寻找干净的非冲突钻石。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格斯坦（Gerstein）发现，市场上根本找不到干净的良心钻石，没有任何珠宝商能证明他们的钻石是来自没有冲突的国家，并且合乎道德和环保标准。即便是国际钻石认证组织也备受争议，战争双方到底哪一方的开采是合法的常常具有政治倾向。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的另一个学生格罗斯伯格（Grossberg）做了一份关于非冲突钻石的研究报告，证明良心钻石首饰大有市场，有钱人愿出高价购买良心钻石。于是二人一拍即合，于2005年共同创办了一家珠宝网店，确保生产的产品不是来自非洲内战地区，而且符合环保、人权、公平交易等条件，为顾客提供清白的良心钻石。他们首先采用来自加拿大的钻石，稳定后逐渐扩展到非洲和平稳定的国家，比如纳米比亚。接着，为了突出自己的企业是社会公益企业，他们用5%的利润资助冲突地区的学童重新入学。

总之，社会创业的首要问题是找到你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关注社会、因地制宜、深入调查是精益社会创业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13.3　社会创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想法

在中文文献中，精益创业和创新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很少有人知道，《精益创业》这本书的英文版副标题是“今天的创业者是怎样用持续的创新快速地创造成功的商业”，很遗憾中文版本没有这个副标题。精益创业并不是沿用老的方法，而是快速地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精益创业恰恰是一种加速创新的方法。所以，精益社会创业不能没有创新，社会创业和社会创新是不可分的。从下面两个社会创业的例子可以看出，创新对社会创业是多么重要。

13.3.1　自闭症治疗方法的创新

在西方世界，儿童自闭症是发展最快的一种疾病（Banks，2016）。50年前，每1万个儿童有不到一个儿童患自闭症；2000年，每500个儿童就有一个自闭症患儿；今天，每45个儿童里面就会有一个自闭症患儿。这个数字还在增加。自闭症的症状在两岁之前就可能出现。这种儿童会回避任何身体的甚至眼神的接触，不接受任何社交和沟通。他们会不停地重复一些奇怪的行为，难以应付任何环境的变化，个人成长严重缓慢，通常的安慰或沟通完全不起作用。家长们发现很难做好家长的本分，大部分焦头烂额，一般自闭症儿童家长的压力是普通儿童家长的四倍。这样的儿童到学校之后，因为个人能力发展的延缓、沟通障碍和行为的怪异，完全影响了他们的学习以及与其他同学的相处。更麻烦的是，医学界现在还不知道自闭症的成因，也不知道自闭症怎么治疗。自闭症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将导致患儿终生残疾。家长、教师和医学界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这些患自闭症的孩子。

西方医学目前都在采用心理学的方法治疗自闭症儿童，但是成效甚微。还有什么新的方法可以尝试呢？路易莎·席尔瓦（Louisa Silva）是学医的，她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不幸得了自闭症，家长和孩子都很痛苦。她看到后非常同情她们。她回想起在医学院实习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来自中国的针灸气功代表团，他们不用药物而是用针灸给手术的病人麻醉，让她感到非常神奇，印象深刻。这些中国的中医用针灸、草药及气功按摩给病人治病。她想，可不可以用气功按摩来治疗自闭症儿童呢？于是，她成立了气功敏感训练研究所（QSTI）。气功按摩治疗自闭症儿童果然效果明显，4天的时间患者就可以接受眼睛的接触，可以自己玩皮球。现在QSTI每年接受上千的自闭症患者前来接受治疗。

在正统西医的环境里敢于采用中医气功疗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路易莎·席尔瓦在南非生活过，曾经在印度、爱尔兰和肯塔基郊区工作过，她的人生和工作经历让她更加能够接受不同的事物和想法。气功按摩法不是她发明的，但是把气功按摩应用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是创新。

13.3.2　“黑暗中对话”的创新

“黑暗中对话”（Dialogue in the Dark）是社会创业领域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张瑞霖，2011）。设想一下，在一片漆黑中，用眼睛以外的感官活动和生活，你会觉得很难吗？会不知所措吗？别害怕，“黑暗中对话”有一系列活动，让你在“暗”中作乐、学习和生活。早期的“黑暗中对话”体验馆只是一间厨房，参访付费之后可以进去体验在厨房里准备一杯咖啡或者准备一套三明治等。人们会很容易地亲身体验到盲人的艰辛和不容易，因而产生对残障人士的关心和爱护。“黑暗中对话体验馆”几乎是瞬间获得成功，很快覆盖40多个国家，获得1000万人次的体验。中国的上海、成都和深圳也有这样的体验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验过一次的人们一般不会再去体验第二次，很少有回头客。体验馆的可持续性就成了个问题。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观，体验馆也在不断创新，从原来的厨房扩展到很多其他的范围。例如，现在的体验馆设计成独特的公园、渡轮、市场、戏院和咖啡室等场景，让访客在黑暗中感受独有的质感、声音、气味甚至味道，用其他感官去探索周围的环境；其他活动还包括爱家乐体验之旅、暗中生日会、暗中夜宴、暗中品酒等。不断创新是企业生存的保障。利用创新方法，你能不能拓展出最少五款“黑暗中对话”的新产品？

有些社会创新借鉴了其他成功的社会创业，这就是类比创新。例如，有些残障人士腿脚有问题，走路不方便，不得不用轮椅。有些是手动轮椅，条件好的是电动轮椅，无论哪一种，你能体验到残障人士的艰辛吗？为了让普通人能够体验和了解这部分残障人士的不容易，某大学的学生申请到一笔经费，开发了一款电动体验轮椅和相应的轮椅体验馆。开发者利用虚拟环境系统让体验者可以在轮椅上体验怎样转、停车、问路、等待其他车辆等情况。目前这个项目虽然已经完成了技术功能的设计并进入产品试验，但是还处在实验室阶段。你觉得轮椅体验馆还要有什么新的产品或服务？

社会企业创新的例子很多。虽然精益创业和社会创新都非常重视创新，遗憾的是精益创业文献（Ries，2011；Fan，2012；Maurya，2012）和社会创新文献（Paramasivan，2016；Banks，2016；Douglas and Grant，2014）并没有系统地介绍创新的过程、方法、影响因素、环境等。篇幅的限制和分工的原因，本章不能对此一一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创造思维和创新培训的文献，并应用到精益社会创业（Wallis，1926；Couger，1995；孙洪义，2016）。


13.4　价值假设和最简可行产品

精益创业的产品开发方法是从价值假设和最简可行产品或最简可行产品开始。最简可行产品是指以最低成本尽可能展现核心概念的产品策略，即指用最快、最简明的方式建立一个可用的产品原型，这个原型要表达出产品最终想要的效果，然后通过迭代来完善细节。最简可行产品不是产品模型或图纸，而是具有核心功能并且可以使用的产品，它允许团队以最少的努力收集大量有关客户意见的有效学习，类似于试验性实验。最简可行产品的目标是测试基本的商业假设（或者对客户来说是价值假设），并帮助创业者尽快开始学习和改进的过程（Ries，2011）。举一个例子，Zappos创始人Nick Swinmurn想测试这样的假设，即客户已经准备好并且愿意在线购买鞋子。Swinmurn并没有建立一个网站和一个大型的鞋类数据库，而是走近当地的鞋店，拍下了他们的样品，在网上张贴了照片，在出售后以全价从商店里买了鞋子，然后将它们运出去直接邮寄给客户。经过试验，Swinmurn推断客户的这种需求是存在的，Zappos最终根据在线销售鞋子的模式发展成为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网上业务。

在精益创业世界中，找到解决问题最佳方案的唯一方法就是客户反馈。按照精益创业，创业者不应把自己当成独来独往的英雄和闭门造车的工匠，而应成为认真倾听客户的伙伴。这是最简可行产品的重要部分，即潜在客户参与产品和业务的开发。最简可行产品是一种产品原型，具有足够的功能以满足早期客户的需求，并为未来的产品开发收集反馈。最简可行产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测试，因此必须具备核心功能，否则没法测试。最简可行产品的目的包括：

·能够用最少的资源测试产品的假设；

·加速学习；

·减少浪费工程开发时间；

·尽快将产品提供给早期客户；

·是进一步开发其他产品的基础；

·积累和培养初创企业开发相应产品的能力。

最简可行产品中很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是假设（hypothesis或assumption）。最简可行产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测试和检验价值假设，以便不断修改和开发产品。没有价值假设，最简可行产品就没有设计指引，测试就没有清楚的目的。精益创业的假设范围分为两类（Fan，2012）：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

（1）价值假设（value hypothesis）。产品对用户来说是否有价值，用户是否会使用，是否会付费？

（2）增长假设（growth hypothesis）。产品提供的价值是普遍需求吗？用户规模能够快速增长吗？

Facebook刚推出时，只为有限的几个大学社区提供服务，也没有做任何市场推广。但一个月以后，它已经吸引了3/4的哈佛大学本科生注册，而且超过半数用户每天都会访问Facebook，这两项数值充分说明了该产品满足增长假设和价值假设。这就是精益创业循证认知方法（evidence-based learning）（Frese et al.，2012）。

对于社会企业，除了客户价值和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更重要，尤其在问题发现环节和社会调查环节关注。如果调研和采访可以验证假设，就没有必要实验，因为任何实验都是有成本的，社会创业的实验有时候成本更高。Worldreader团队从美国到非洲去验证那里的孩子会不会使用阅读器，从寻找对象，确定国家、飞机、酒店、吃饭等费用要几十万美元，对于一般的社会创业实验是不现实的。如果早点了解一下非洲采用普通电话激增，何苦测试Kindle阅读器。

对社会创业来说，主要问题是大部分案例根本没有分析一列产品然后选择一个最简可行产品。大部分只提出一个产品，根本不知道是不是最简的，只能说是唯一可行产品。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经典的辩论，有人说你能设计出来的是一个最简可行的汽车吗？如果你设计一款汽车的话，它一定是有轮子、有方向盘、有动力系统、有照明系统、有冷气系统等。精益创业的拥护者会说，我可以设计出了一款最简单的汽车，而不是豪华型汽车，是新材料制成的只卖几千块钱的汽车。其实，这根本不是最简可行产品，而是针对特定客户群的产品。这样的产品是不会用产品原型来测试和迭代的，了解机械和电子制造的人会知道，制作单件小批产品的工具和模具的成本太高，即便是3D打印和快速原型技术也不会降低制造汽车模具的成本，因此前期的市场调查和客户访问是开发产品的关键。不同款式的设计是选择最简可行产品的基础。社会创业很多时候没有实物产品，而是服务，没有物理原型的服务。服务产品怎样测试？什么样的服务是最简可行产品？这些都是精益创业还没有涉及的问题。下面，我们用贫困家庭的孩子用电脑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来了解精益社会创业怎样设计和开发最简可行产品。


1.简易电脑设计计划


在城市，电脑已经成为很多家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但是在贫困偏僻的山区，电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孩子们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电脑。电脑可以让千里之外的孩子和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经常视频聊天，可以让孩子浏览世界各地的风景，查找他们需要的知识，开阔眼界，学习技能，好处多多。但是，怎样才能让贫困偏僻山区的孩子用上电脑呢？几位香港企业家发起一项简易电脑捐赠计划（Dino计划），也叫“100美元计划”。他们委托一家企业设计了一款很简单的电脑，只具有上网等简单的功能，使得成本很低。任何人如果捐赠100美元，这个协会就可以送出两台这样的Dino电脑。Dino电脑似乎非常符合精益创业和最简可行产品的理念。但后来发现，山区根本没法上网，只能将电脑搁置。如果提早了解一下山区是否可以上网，根本没有必要做这款简易电脑。


2.电脑捐赠计划


为促进社会共融及推广资源循环再用，新家园协会（新家园）在中国银行的全力支持下推出“中银香港新家园计算机捐赠计划”，捐赠500台再生电脑给新来港人士、少数族裔、本港基层家庭及长者。新家园协会与中银香港联同支持机构“互联网专业协会”和“青年IT网络”派出义工队伍，提供免费计算机教学课程，以协助受惠人士学习使用电脑，身体力行关爱社会。计划启动仪式在华德学校礼堂举行，约200名受惠对象参加了启动仪式。500台电脑按贫困人口计算微不足道，这个方案能够持续吗？下一次捐赠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怎样才可以让这样的计划持续下去呢？这个活动是测试吗？这是最简可行产品吗？


3.电脑重生计划


国际十字路会（Crossroads Foundation）是一个非营利的国际慈善基金。该基金收购旧电脑，翻新之后以成本价卖给有需要的贫困家庭。这样的项目可以复制到各地各类的组织，甚至是学生创业计划、公益计划、公益组织、公益企业等。这个计划不仅具有社会公益的性质，还具有环保和可持续性的特征。

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很多社会创业的产品和服务并没有最简可行产品的概念，基本是唯一可行产品而已，也没有测试的想法。下面我们用精益社会创业工作坊的真实例子、普通市民访问项目，来说明怎样确定社会创业的价值假设和最简可行产品。

香港一些社会工作者偶然了解到来香港的有些游客很想了解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有些游客从媒体听说过香港的围龙屋、地铺、棺材房等，但是完全想象不到，人均收入几万美元的香港高楼林立，一片繁华景象，可普通市民或底层市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他们想做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旅游产品：让游客去参观普通市民的社区和家庭，用这个收入帮助这些贫困的市民。对于这样的原始想法，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成立一家旅游公司？尽快招募员工？租一间办公室？调研？都不是！他们和旅游公司合作，在游客自由活动期间安排有意愿的游客额外支出费用参访当地居民家庭，重点是生活比较贫困的街区。扣除费用以及和旅游公司的分成，剩余的留给接受参访的市民家庭，用以补助这些贫困市民的日常生活。目前这个项目只雇用几个社会学科的学生做兼职导游，没有办公室，沟通主要靠手机和电子邮件以及旅游公司提供的信息，使成本降到最低，等待未来发展和市场需求的进一步验证，再决定是否成立正式的公司和雇用专职导游。这个公益项目的设计完全是按照精益社会创业的理念设计和运行的。其实这个项目就是香港精益社会创业培训计划孵化的项目，该项目要验证以下假设：

·到底有多少游客有意愿了解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

·有多少香港普通市民愿意接受陌生游客来访？

·被访市民收到多少钱才愿意接受访问？

·这个模式能盈利或财务平衡吗？

这些问题不是通过简单的访谈就可以验证的，所以才需要实验，这就是精益社会创业的最简可行产品的验证和实验。这里的重点是，要先有假设，然后才能确定最简可行产品，因为最简可行产品的目的是为了检测和验证假设。这就是精益创业的循证认知理念。另外，以上电脑的例子和参访香港普通市民的例子都说明了组织形式的不同，产品和服务的形式也不同。下一节将结合组织形式对产品设计进行进一步讨论。


13.5　产品—组织组合图

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组织形式。商业创业一般都是以注册的商业组织来实现创业计划，以求得可持续性和商业可行性，以及法律方面的合法性。但社会创业有很多不同而形式，繁简程度，成本高低，投资大小都不尽一样。与社会企业有关的组织形式包括：公益项目、公益企业、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正式注册的社会企业、科研活动/科研机构、政府扶贫职能部门甚至教育活动等。有些组织的性质既有不同也有交叉。

因此，精益创业在社会创业中除了考虑产品的繁简程度，也要考虑组织形式的繁简程度，以及产品和组织的不同组合。产品和组织的不同繁简程度会有很多不同组合形式，因此社会创业的模式会比商业创业选择性更多、更复杂。表13-1介绍的产品—组织组合图（product-organization map，POM）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社会创业的简单测试模式。确定了产品和组织形式之后，才可以比较准确地进行产品测试或者讨论商业模式。POM说明了创造思维的重要。只有通过发散性的创造思维，才会探索不同的解决方案和不同的产品设计，才有机会选择一个最简产品可行，避免唯一的可行产品。表13-2是以解决贫困家庭孩子没有电脑的社会问题为例来示范POM的用途。

表13-1　产品—组织组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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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2　解决贫困家庭孩子拥有电脑问题的产品—组织组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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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3是某大学二手书籍回收的产品—组织图的真实例子。教师和学生每年都要处理一些旧书，这些旧书的处理方法既涉及环保问题，也涉及社会问题和人文关怀，但不同部门的组织形式迥然不同。他们共同的假设是：会有教师和学生愿意捐赠图书吗？会有人来购买所捐赠图书吗？什么样的人购买二手图书呢？

如果你的学校有同样的问题，你会选择哪一种POM方式呢？

表13-3　旧书回收的产品—组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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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业的分类很多（Zahra et al.，2009），但是，就选择和确定最简可行产品设计来讲，与社会创业的组织形式和经济来源的关系非常密切。就社会企业的经济来源和慈善事业的关系而言，社会创业至少有四种主要组织形式。假设心形代表公益或慈善活动，圆圈代表商业活动，小方块代表其他组织（如政府部门、学术单位、商业企业或有爱心的个人），四种社会创业组织形式如图13-3所示。第一种（a），代表单纯的慈善企业或慈善活动，本身没有经济收入，依靠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长久一些的设立基金，但是没有恒常的商业业务和固定的经济收入。这种叫外部输血型社会创业组织。第二种（b），有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但是和社会活动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公益或慈善事业，或者捐给其他组织做慈善事业。具有社会责任心、关注社会问题的商业企业或共益企业也属于这一类。这种叫内部输血型社会创业组织。第三种（c），是商业活动和慈善活动紧密结合的社会企业，企业的业务本身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完成慈善或公益活动。这种叫内部造血型社会创业组织。第四种（d），是第三种的延伸，是广泛依靠合作伙伴的社会企业，尤其是融合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2000），结合政府/科研机构和其他商业企业的社会创业企业。很多成功的社会企业都经历了从单纯的没有收入的慈善组织到建立广泛合作伙伴的拥有商业业务的社会创业企业，甚至可以孵化出更多的社会企业和稳定的基金。这种叫内外合作造血型社会创业组织。北京乐平公益基金等比较成功且可持续的社会创业组织就是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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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社会创业的几种组织形式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于2010年成立，由中国具有公信力的学者和商界人士共同发起。基金会的愿景是让人人享有平等发展机会，主要关注缺乏机会的贫困人群，致力于促进改善这些弱势群体的福利，增加平等发展机会，以及促进社会公益发展。基金会的前身是在2002年创办的北京富平学校，现在已经是一家成功的社会企业。透过孵化和帮助富平学校找到运营模式之后，乐平公益基金开始致力于社会企业投资和培养社会创新者。

透过乐平公益基金孵化的社会企业有：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专门培训家务助理和提供家政服务；北京谷雨千千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为儿童提供早期教育；北京富平创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展生态信任农业和小额贷款；大邑县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专门提供微型金融服务。

有鉴于此，基金会尝试运用集体影响力的方法连接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企业家、社会投资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等，并于2013年推出社会创新合作伙伴项目。该项目将义工服务和捐赠相结合，集中和强调伙伴的资助，以陪伴的方式利用义工个人的时间和专业技能来长期支持慈善组织的发展。十多年，乐平公益基金希望能够帮助这些社会企业的发展，用规模化的成果来改变整个社会系统和生态，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基金会也希望通过这种规模化的活动，让更多人看到创新思维和社会创业可以改变社会。

当你设计一个社会服务产品时，无论是开始时的测试，还是将来的运行，都要有一个组织形式。也许在测试阶段也可以选择一个最简可行组织，而长远运行的组织形式应该是造血型的社会创业组织。

实践之窗

食物浪费和食物短缺

人类社会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奇怪现象——食物浪费和食物短缺并存，英国、美国、中国等都是这样。联合国报告指出，全球食不果腹、营养不良的人口2016年有8.15亿，占全球人口的11%。与此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生产40亿吨食品，但是约有30%大约13亿吨的粮食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被浪费或损失，总价值达1万亿美元。如果这些粮食中有25%得以保留或回收，就足以养活全世界8.7亿的饥饿人口。中国的粮食浪费情况也非常严重。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显示，全国一年餐饮浪费的粮食折合成蛋白质高达800万吨，脂肪300万吨，这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加上食堂、家庭的食物浪费，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可养活2.5亿～3亿人。呼吁大家想办法减少食物浪费并充分利用这些粮食帮助饥饿的人群或用于其他用途。请用POM探讨怎样充分利用和回收剩余或多余的食物和粮食（见表13-4）。

表13-4　多余食物收集的产品—组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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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社会创业的测试和调整

2013年，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说，精益创业方法学是从探索式计划方法（discovery-based planning,McGrath and MacMillan,1995）中得到灵感。探索式计划方法的核心是没有固定的目标结果，而是根据阶段结果不断调整，这就是迭代和调整理念。

简单来说，目标调整就是对实现设计好的路线进行修正，以便测试产品、策略和增长机制的基本假设。应用目标调整的经典例子是2008年在美国芝加哥创立的网上团购公司Groupon，这也是精益创业和最简可行产品的经典案例。当公司刚初创时，它只是一个名为The Point的在线促销平台。在几乎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创始人开设了一个博客，并为位于大楼大堂的一家比萨店推出了第一张促销优惠券。虽然它只获得了20次购买，但创始人意识到他们的想法很重要，可以成功地促成人们协调团队采购行动，并帮助客户降低价格。到2010年10月，Groupon在北美的150个城市以及欧洲、亚洲和南美的100个城市上线，拥有3 500万注册用户。截至2015年3月底，Groupon在全球超过500个城市服务，拥有近4 810万活跃用户，并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超过42.5万项活跃交易。三年后，Groupon成长为10亿美元的业务，覆盖餐饮、旅游、住宅商品等行业。史蒂夫·布兰克把目标调整定义为改变该计划，而不是执行者，比如销售主管、市场营销人员甚至CEO。

在本章开篇案例中，Worldreader也是经历几次转型和调整。原本计划采用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却因为市场发展改用普通手机；原本计划面向贫困家庭，后来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些都得益于不断的实验和迭代。Facebook原本是哈佛大学内部的校友网页，最后变成了开放的社交平台。每次迭代结束，创业者可以有两个选择——继续或转型。如果分析结果表明之前的假设基本正确，在学习过程中实现的小改变让产品越来越趋向于假设中的理想状态，那么自然应当保持。Maurya（2011）的书《精益开发：精益创业实战》特别适合用来描述精益创业的修改和调整，也就是要一直迭代到一个可行的模式，如果不行尽快放弃。所以，精益的精髓就是两句话：低成本试错（fail cheap）；快速试错（fail fast）。

如果数据不理想，是继续坚持改进，还是放弃转型？决策应该取决于你是否通过这次精益迭代获得了有价值的“经证实的认知”。如果没有得到经证实的认知，就盲目放弃无疑是错误的。但如果再怎么努力，假设还是与现实渐行渐远，则可能需要通过转型对假设做一些本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涉及创新的各个层面：核心技术、应用模式、目标市场、目标需求、增长模型、推广渠道等。至于到底哪些因素的改变会带来最佳效果，可以在下一轮迭代中验证。

为了处理有太多新想法需要验证的情况，创业者可以用之前某个较为稳定的产品版本作为基线，在此之上升级出多个平行版本，展开多个循环，分别验证新想法的合理性，剔除其中不佳的部分，并将较好的想法合并到下一个基线当中。修改和改型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以下几个方面可供创业者参考：

·市场放大转型；

·市场缩小转型；

·客户细分市场转型；

·客户需求转型；

·平台转型；

·组织形式转换；

·商业模式转型；

·价值获取方式转型；

·增长引擎转型；

·渠道转型；

·技术转型；

·受益人的转型。


13.7　深度理解精益原理和方法

精益社会创业是个新名词，案例和文献都不多。在创业领域，特别是来自非营利领域和创业领域的专业人士，对精益原则还有些反弹。精益创业的“构建—测试—认知”的思维方式对某些熟悉创业和产品开发专业人士来说，可能既没有什么新奇也不算是什么革命。客户参与的产品研发、客户反馈、产品测试、产品修改、并行开发、产品成本评估等在很多商业管理和产品开发的教课里面都有，一点也不新奇。精益管理就更不用说了，已经是管理领域家喻户晓的概念和知名方法。那么精益创业的贡献到底在哪里？精益创业把这些方法系统地整合起来，并且专门应用到创业领域，做到实用、具体、系统，而不是停留在理论和科研的阶段，这是精益创业的一大贡献和特色，也是人们推崇精益创业的原因。就算把精益创业当作一个系统的提醒和模板也是有益处的，按照精益创业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创业者以正确的思维方式系统地解决社会企业的各种挑战，这对一个初次创业者来说无疑是一套难得的工具和思维方式。精益创业提供的系列创业工具和方法对于没有经验的年轻创业者尤为重要，对于大公司也有帮助和提示的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精益创业的缺陷和不足，或者局限性。针对不同的行业，因地制宜，不断改进。精益创业失败和成功的案例都有；对精益创业拥护的和反对的人士都有。对于精益创业，我们必须公正客观地来看待，有必要深入地了解精益原则和精益思想。精益创业失败的案例往往是掌握了精益创业的方法，但是没有吃透精益原理和精髓。另外，精益创业的重点是用于创业阶段，其实精益原则在守业阶段的作用远远大于创业阶段，意义更大，更有价值。创业难，守业更难，很遗憾精益创业在守业阶段被忽视了。了解精益原则，包括精益制造、精益管理以及来龙去脉，对进一步认识精益原则，全面准确地开展精益社会创业实践、教学和开展精益创业领域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都有帮助（Hines et al.，2004）。

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丰田英二考察了美国底特律的福特公司的轿车工厂。当时该工厂每个月能生产9000辆轿车，比日本丰田公司一年的产量还要多。但丰田在他的考察报告中却写道：“那里的生产体制还有改进的可能”。丰田英二和大野耐一结合福特大批量生产流水线原理，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形成了独特的丰田生产方式，使日本的汽车工业超过了美国，产量占世界汽车总量的30%以上。1990年，麻省理工学院（MIT）沃麦克教授的团队经过5年的国际比较研究，在《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首次使用“精益”（lean）一词来形容丰田的制造系统（Womack et al.，1990）。精益制造（精益生产，lean manufacturing,learn production）因此得名，并成为当时全世界制造业学习的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理念由最初的生产系统的管理方法，逐步延伸到企业的各项管理业务，并形成比较完整的精益管理体系。应用领域包括精益服务、精益营销、精益软件开发、精益创新、精益产品管理、精益项目管理、精益建筑、精益品牌管理，精益创业，以及最近的精益社会创业等。丰田的精益制造和后来逐渐完善的精益管理包括十多条原则和方法，其中和精益创业有关的理念和方法包括以下几种（Womack et al.，1990；Naylor et al.，1999；Abdulmalek and Rajgopal，2007）。


1.关于创造价值和减少浪费的理念


精益制造理念认为除非为客户创造了价值，否则任何投入和运作都是浪费资源。其节约程度令人震撼，完全颠覆了传统制造理念。例如，一个工件从A点搬运到B点，如果没有创造价值就是浪费。所以，生产过程必须尽量缩短。研究结果表明，和欧美相比，丰田用一半的时间生产出双倍的产品，因而效率是欧美汽车行业的四倍。精益制造认为客户的需求和价值第一重要，因此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投入，减少浪费，精打细算，使得企业得获经济价值。这一理念在精益创业里面运用得淋漓尽致，包括客户价值、价值假设、缩短产品研发周期等，这对新创企业尤为重要。


2.关于质量和不断改进的理念


精益制造特别重视质量的不断改进（continuous improvement,CI）。精益制造认为次品不仅没有价值，还浪费了资源，因此必须杜绝，这就是零容忍、零次品的理念。精益制造的流水线上的实时质量控制检查点可以尽早发现组装过程中的错误并及时改进，以确保出错时间减少到最短，次品数量最少，浪费最低。精益制造不仅在制造过程而且在企业的方方面面实施不断改进的理念，这就是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包括产品的设计和开发。精益制造在质量改进方面的一个主要工具是知名的PDCA循环。PDCA循环的含义是将质量管理分为四个阶段，即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和调整（action）。这一不断改进和循环的理念在精益创业的迭代模型和目标调整里面都有很明显的体现。但是，质量管理的概念在精益创业里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日后有待改进的。很多新创企业死在产品质量上。中国流行一句话叫“不创新则死，创新则死得更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虽然产品很有创意，但是开发成本很高，产品质量很差。


3.关于需求拉动和及时生产的理念


精益管理系统的另一个重点是与客户保持紧密联系，准确及时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并根据需求信息逆推来安排生产，这样就可以减少整个装配线上的库存，并提高生产率，这就是著名的“准时制”（just in time,JIT）理念。这种需求拉动的理念在精益创业里面也有应用。不过我们必须知道，需求拉动只是创业启动的一种方式，还有技术推动、资源推动等方式。


4.关于并行工程和迭代的理念


丰田的产品开发时间是欧美同行的1/2～2/3，这主要是利用了并行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CE）的理念和方法。并行工程是一种新的产品开发的方法。并行工程取代了传统的产品顺序设计流程，把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的设计工程、制造工程和其他功能整合在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时进行，以减少将新产品推向市场所需的时间。在并行工程中，产品开发从用户需求开始，并逐步迭代或集成，这就是精益创业里面迭代思想的来源。虽然并行工程并不是丰田精益制造独有的方法，波音等公司很早就在用并行工程的概念和方法，但是丰田的产品研发完全符合并行工程，而且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和工具，比如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QFD）、实验设计（design of experiment,DOE）、价值分析（value analysis）、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等方法。精益创业借鉴了并行和迭代的理念，尤其是从客户出发和产品迭代的融合，但是精益创业主要集中在产品开发和客户开发的并行，很少涉及产品制造工艺和业务流程的内容，另外精益创业的迭代和并行的具体方法和工具还是相对欠缺的。目前创业教育中的商业模式画布最缺乏的就是业务流程，缺乏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具体描述。核心伙伴、核心资源、核心技术和核心活动都是在业务流程上具体体现的，这是精益创业可以提高和改进的一个地方。


5.关于团队合作和学习的理念


团队工作法（team work）要求每位员工在工作中不仅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更重要的是积极地参与，起到决策与辅助决策的作用。团队成员强调一专多能，要求能够熟悉团队内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保证工作协调地顺利进行。团队人员工作业绩的评定受团队内部评价的影响（这与日本独特的人事制度关系较大）。团队工作的基本氛围是信任，以一种长期的监督控制为主，从而避免对每一步工作的稽核，提高了工作效率。团队的组织是变动的，针对不同的事物建立不同的团队，同一个人可能属于不同的团队。

精益制造的基础是跨部门的团队合作。授权、人性化、激励、学习氛围等文化要素是保证团队合作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质量管理学者在访问日本和学习日本质量管理的时候了解到，日本的团队有借鉴中国的老中青三结合小组或技术攻关小组方式。这说明团队合作在中国文化环境是可行的。创业离不开团队，精益创业是为创业团队设计的武器系统，而不是个人单打独斗的单兵武器。创业开始阶段松散的团队能否密切合作，才是保障精益创业的关键。

精益管理要求企业的各项活动都必须运用“精益思维”。精益思维的核心就是投入最少资源，不断改进，最终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为顾客提供新产品和及时的服务，这是管理学，经济学和任何运作模式的基本理念。无论是社会企业还是商业企业，抑或是政府部门、教育部门都适用，无论创建企业，还是运营企业都适用。


本章小结

精益社会创业就是用精益创业的原理和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精益创业是一套系统实用的工具包和方法论，但是在社会创业领域的应用还很缓慢，没有成熟的模式。精益社会创业的PISO模型把精益创业的方法、设计思考的理念和社会创业的独特要素系统地整合起来用以指导社会创业实践。PISO模型的核心要素包括问题（problem）、想法（idea）、服务（service）和组织（organization）。PISO模型主要集中在创业准备阶段。商业模式和执行阶段参见其他章节。

精益社会创业的第一步是社会调查和发现社会问题，问题驱动是精益社会创业的一个特点。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的一个主要区别是解决了“谁”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了“什么”的问题。商业创业关注的是客户的问题和股东的利益，而社会创业关注的是受益人的问题和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既有社会利益也有经济利益。

精益社会创业需要社会创新，其想法和解决方案需要创造思维、发散思维，需要天马行空，需要新的想法。创新想法不都是灵感一闪，还有经验的积累、过程、系统、方法和工具。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才有社会价值。

精益创业循环迭代的核心是提出假设和设计相应的最简可行产品（或服务）。社会创业中服务更重要，即便有实物产品，最后也会落实到一项服务。最简可行产品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成本，更是为了尽快进入实验阶段，了解潜在用户或受益人的反馈和需求，缩短产品开发时间。最终的产品不一定是最简可行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产品和服务。对于社会企业，除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更重要，尤其在问题发现的环节和社会调查的环节更需要关注。另外，对于社会企业，不是所有想法都值得测试，不是所有的假设都需要实地实验，如果能够在调研阶段以访问的方式验证一个假设，就没有必要实地实验。任何实验都是有成本的。

社会创业的受益人可能是客户，也可能不是客户，因此社会创业会有不同的组织形式。社会创业的产品和服务往往和组织形式相匹配。产品—组织组合图（POM）可以帮助创业者设计产品并选择相应的组织形式。输血型社会组织更适合开始时期的精益实验，内外合作造血型组织是可持续发展的形式和社会企业的最终目标和理想形式。

创业难，守业更难。精益创业不仅仅适用于社会创业的准备阶段，它的真正作用在于守业阶段。理解精益创业的精髓和原理是成功应用精益创业的根本。精益社会创业落地、可执行，强调实用性，虽然相应的研究还很少，也有很多局限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它有潜力成为一个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域。精益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来自企业一线的实用方法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路径。


复习思考题

1.精益社会创业的PISO模型哪部分借鉴了设计思考的方法？

2.社会创业往往是社会问题驱动的，既然已经有社会问题和对象，还需要客户开发吗？

3.怎样评估客户意见反馈和产品测试的成本？

4.最简可行产品模型和原型有什么区别？

5.设计最简可行产品的目的是什么？

6.价值假设和最简可行产品哪个在先？

7.价值假设一定要现场测试吗？

8.举例说明组织形式对产品设计的影响。

9.精益社会创业需要考虑哪些中国文化和社会因素？


讨论案例　新生精神康复会

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人的精神健康未必得到提升，甚至恶化并造成重大社会问题。例如，根据2015年一份有关香港人精神健康的调查报告，平均每七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患有精神方面某种程度的疾病。香港新生精神康复会（原称“新生互助会”）由一群离院精神病康复者于1959年创办，并于1961年正式注册。新生互助会于1965年改组，易名为“新生精神康复会”。1968年，新生会根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为有限公司。1969年成为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的联会及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会员，其后于1970年成为香港公益金会员。多年来，新生会的服务不断发展，康复的目标也由简单的照顾服务，演变为重视个人优势、自我管理、充权、互相支持、维护人权。创新、创意、共融和专业一直是新生会坚守的工作态度。新生会初期旨在帮助精神病患者在心理方面得到康复，然后结合心理和生理健康，实践从精神康复到整个身心灵健康的理念，最终成为全面推广全民精神健康的平台。该平台是一个具有吸引顾客的独特卖点的平台，并最终成长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社会企业。

新生会社会企业的成长与沈琳娜（Salina Shen）的传奇经历和阴错阳差分不开。沈琳娜于1980年被香港大学社工系录取，她原本计划攻读临床心理学专业，就在报名截至当天的最后一分钟，她取回了申请表，改为社工专业，希望服务社会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在她毕业的那一年，香港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幼稚园血案。一位精神病患者拒绝服药，与家人争执后乱刀斩杀了自己的母亲、妹妹和幼童，然后跑到幼儿园，造成6死44伤的特大惨剧。沈琳娜大学是学习社工专业的，原本申请进入政府的社工福利署工作，但是由于惨剧的发生，同界的社工系同学全都要求到精神病服务诊所或机构工作。她不太情愿地来到新生会，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家访一位患重度抑郁症的母亲。她发现这位母亲和三个孩子住在一间像棺材一样狭窄的出租屋里，家徒四壁，桌面上的食品盒子已经生了铁锈，小朋友拿死去的昆虫当玩具。原来这家的父亲是一个赌徒，连妻子的身份证也拿去典当，母亲无法承受家庭的压力患上了精神病。

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患者，让沈琳娜心情非常压抑，她开始抗拒和不愿意承受这种工作，并一度想放弃在精神病领域工作。就在她提交辞职之际，她的上司患了癌症住院，上司在病床上语重心长地对沈琳娜说：“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来认识你自己，也许精神康复者会改变你！”沈琳娜勉强留了下来，慢慢地她了解到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息息相关，因此坚持了下来。这一坚持就是30多年！

2009年，沈琳娜接任新生会行政总裁一职。除了专业服务之外，她带领大家走上了社会创业的商业发展道路。2010年，新生会重新检视了机构的愿景和使命，把企业的目标从原来的精神健康扩展到公众的全面健康，满足香港人对健康的渴求。沈琳娜策划了一系列社会企业以便支持公司的使命。首先以身心健康的产品为主。与当地的设计师合作，帮助下属社会企业理解机构的使命，改革品牌和形象，并开始注重全面健康的元素，主打有机健康产品，选用含有丰富维生素B、维生素D和欧米伽3等可以稳定情绪的食材，更坚固了原有的客户群体。新生会社会企业的产品不少都打入了主流市场，甚至获得五星级酒店的采购，并在高级连锁超市出售。其中有品牌的有机豆浆，价格比一般豆浆稍贵，但由于健康的卖点，以及特殊设计的耐高温瓶子不会释放有害物质，因此建立了品牌知名度并成功打入了中高端市场。

主打产品具有竞争力之后，新生会近年来集中发展零售及餐饮业务，凭借服务素质和特殊的商业模式不断取得成功。首先，新生会主要雇用精神病康复者，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也巩固了社会企业的根本形象和宗旨。在运营方面，新生会的零售及餐饮业务采用垂直整合策略，运用自设农场及工厂的优势，控制原材料成本之外，确保了食物的质量。目前，新生会已经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社会企业。新生会已经在零售服务、餐饮服务、直销服务、生态旅游、清洁管理和物业管理六个领域拥有15家企业。这些商业企业的收入足以支付它的主要核心服务。新生会目前提供八大类的社会核心服务，包括：临时住宿服务、职业康复服务、社区支持服务、家庭困难服务、自闭症服务、临床心理服务和经验分享服务。这八类服务在香港有上百个服务中心和办事处。此外，新生会还开办有两家培训学院。

沈琳娜和创业团队也会定期评估每个生意是否有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如果两种表现均欠佳，就会忍痛结束这个项目。香港的社会企业和其他中小企业一样，经营困难很多，往往是抵不过租金的增长，所以只能不断创新寻找更有商机的经营模式。

社工人士创办社会企业，一向被质疑缺乏商业知识。沈琳娜的秘诀是和当地企业合作，帮助企业了解精神问题对企业和员工的伤害，以及精神康复的方法，举办工作坊、培训班，请康复者现身说法，效果明显，因此企业乐意参与。洲际酒店、KO连锁店等知名企业都积极参与，并在人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支持新生会的工作。结果，新生会的创业团队一半来自商界，还有财务、零售、企业管理甚至科技等跨界的顾问团队出谋划策。新生会帮助企业了解和预防员工精神问题，提升的知名度，并借助企业的力量发展自己的社会企业。新生会已经和几十家企业建立了伙伴关系。2017年，新生会成功提名48家合作企业及机构获得“商界展关怀”或“同心展关怀”公益企业标志。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合作促进了社会企业发展，同时带动了更多的商业企业关注社会，可谓是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双赢的典范。

资料来源：根据谢家驹和蔡美碧（2017）以及香港新生会公司网页整理编写，https://www.nlpra.org.hk/default.aspx
 。


讨论题：


用PISO模型简要介绍新生会的发展历程：

1.新生会主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2.新生会强调创意和创新，它的创新点是什么？

3.新生会早期的最简可行产品是什么？

4.新生会早期的最简可行组织是什么？

5.用POM图分析新生会的产品和组织形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6.新生会与商业企业的合作属于哪一类社会创业组织类型？对其他社会创业有什么借鉴意义？


文献研读　Design Thinking vs.Lean Startup:A Comparison of Two User-driven Innovation Strategies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wo different strategies that both aim at creating innovative design or business concepts based on a user-centered approach:design thinking and lean startup.Both approaches involve customers,potential users,or other stakeholders into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Although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oth strategies,there are also several similarities in methodology and process design.This article compares process models for lean startup and design thinking and highlights the specific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based on a structured literature review.As a result specific modifications of both strategies are suggested.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both—design thinking and lean startup,and it may help to improve either of the two strategies to foster innovative concepts.


【文献评述】
 本章分析了两种创新创业的不同策略：设计思维和精益创业。这两种方法既有显著差异，又在方法论和流程设计方面有相似之处。这篇文章通过结构化的文献综述比较了精益创业和设计思维的流程模型，并突出了两者的具体差异和相似之处。最后提出了两种策略的具体修改建议。本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设计思维和精益创业，也有助于改善两种方法并提升创新概念，尤其两种方法的融合。

精益创业和设计思考两种方法都是以用户为中心，都遵循不断测试和循环迭代的开发过程，两种方法都是企业界开发总结的实用落地的方法。但是，两种方法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尤其是起点、终点和目的各有不同。设计思维和精益创业的根本差异在于其目的。根据创业的起源，创新创业和产品开发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市场拉动（market-pull）和技术推动（technology-push）。设计思维属于市场拉动型的方法，而精益创业早期的例子大部分是技术推动型的方法，尤其是网络技术和IT技术推动。设计思考的特点是问题驱动，更适合社会创业。市场导向的创业一般准备过程无外乎包括PIPE四个部分，即发现问题（problem）、提出解决想法（idea）、开发产品（product）和制订创业计划（enterprise plan）（孙洪义，2016）。设计思考的强项在前三个部分：发现问题、产生新想法和设计开发产品。设计思考有很多具体的工具和方法。但是，设计思考是解决问题和创新的通用性方法，严格地讲，设计思考不是创业的专门方法，里面没有创业计划、商业模式和创业团队等内容。精益创业的特长是后面的最简可行产品设计、快速测试，以及商业模式、创业的规模化和创业团队等。精益创业的特点是技术驱动，对社会创业来说其主要缺陷是问题发现和想法产生部分不足，这就是为什么精益创业在社会创业领域应用缓慢的原因，因为社会创业是经典的市场拉动或者问题拉动型。简言之，设计思考的起点是实际问题，终点是解决方案，所以一直是企业咨询的重要方法；精益创业的起点是比较成熟的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商业想法，终点是商业企业和规模发展，是典型的创业工具。设计思维希望通过解决方案的设计创造性地解决特定人群的问题，关键词是“人”“问题”“解决方案”；精益创业关注的是如何把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变成一门生意，关键词是“商业构想”“市场”“顾客”（张凌燕，2015）。

这篇文章的重要贡献是提醒我们这两种方法的异同以及可以合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过文章只停留在讨论阶段，没有讨论其合并模式的具体应用。精益创业和设计思考的结合是社会创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在企业界已经有很多讨论，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起源、不同的目的，所以目前还没有成型的模式，学术文献也很少。本章介绍的精益社会创业PISO模式和产品—组织组合图（POM），就是精益创业和设计思考相结合在社会创业领域应用的一个初步尝试。


【文献出处】
 Müller R M,Thoring,K.Design thinking vs.lean startup:A com-parison of two user-driven innovation strate-gies[J].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Design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Conference,Aug 8-9 2012,Boston,MA,USA.p.15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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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公司社会创业

学习目标

理解公司社会创业的概念

了解公司社会创业的作用

理解公司社会创业的前因

掌握公司社会创业的测量

本章纲要

公司社会创业的定义

公司社会创业与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创业的特征与维度

公司社会创业的价值与意义

公司社会创业的测量量表


开篇案例　新城环保
[1]



长兴新城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环保”）成立于2000年，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县夹浦轻纺工业园区，早期是一家从事垃圾综合处理及开发利用的民营企业。2007年年初，面对各地日益增多的城市生活垃圾带来的环境污染，湖州市环保局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或个人积极参与投资全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相关部门也承诺对竞标成功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在了解政府的需求以及相关政策后，新城环保果断参与竞标，并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上马了新型垃圾焚烧项目。

新项目于2008年5月正式投产，总投资1.7亿元。新城环保投入2 000多万元与浙江大学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进行技术开发合作，改进处理方式，显著提高了垃圾处理的效率和质量。经过综合化的处理之后，企业排放的气体已经远超国家气体排放标准要求，甚至已经达到欧盟要求。公司对环保数据进行了实时的监测，即时发给政府及县环保局，并在公司门口的数据屏幕上滚动显示，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

自该项目运作以来，新城环保的垃圾处理效率和供热能力逐年提高。现年处理生活垃圾14万多吨，发电2 700多万度，供热节约煤炭16万多吨。新城环保通过这一项目全面承担起长兴县全县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及夹浦区集中供热任务，为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完成阶段性节能减排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新城环保的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已跻身国内同行业前茅，成为国内该领域的一个示范项目，创造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同时也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上述案例表明，在位企业内部的创业活动也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在本章中，我们将在位企业通过内部创业创造社会价值的现象称为“公司社会创业”。

随着企业对自身与社会关系理解的深入，践行企业社会责任逐步成为一种潮流。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接踵而至。为了从根本上缓解甚至消除社会问题，以慈善捐赠等为代表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模式亟须“转型升级”。2011年，迈克尔·波特和克雷默提出“共享价值”的概念，强调企业有必要将社会问题作为机会，通过开发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无独有偶，创业领域涌现出“社会创业”理念，强调“创造社会价值为主、经济价值为辅”的社会企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在此背景下，不少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启了社会创业的新旅程。例如，法国达能集团为解决孟加拉国贫困儿童的营养不良症，推出了“格雷米达能”项目，在当地建立一所酸奶工厂，开发并生产一种廉价（售价7美分）但营养得到强化的酸奶，所有利润用于满足企业持续运营的需要。

类似现象也在我国出现。例如，2014年，我国万达集团在国内首创“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新模式，对口帮扶贵州省丹寨县。其切入点是，万达选择丹寨两个优势产业——硒锌茶叶种植和土猪养殖——进行投资，开发建设年加工1万吨茶青的茶叶加工厂、年出栏30万头土猪养殖场、年屠宰加工30万头的土猪屠宰加工厂以及年加工饲料20万吨的饲料加工厂。丹寨贫困人口自动获得上述产业的股权。万达招募当地居民从事生产，并协助企业通过万达商业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产品销售，所获利润留给企业扩大再生产或分发给当地贫困人口。不仅如此，为提高劳动力素质，万达将建造一所规模为3 000人的万达职业技术学院，加强职业培训。此外，万达每年从丹寨招聘约1万名农民工到万达战略合作伙伴旗下施工企业务工……可以看出，万达丹寨扶贫是一个综合产业投资、教育培训、就业促进等手段的新型扶贫项目。这是一个有别于以往“输血式扶贫”的“造血式扶贫”项目，是一个给当地居民植入“致富基因”的工程。这一项目的出现，不仅表明万达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踏入更高境界，也表明近年来国外学术界热议的“公司社会创业”现象在我国的兴起。

“既不是简单捐款，也不只是投资建厂”，万达董事长王健林也意识到，他们正在从事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万达丹寨扶贫项目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型模式。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目标是满足与企业直接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而“公司社会创业”是大型企业内部孵化社会企业或社会项目的行为，其主要目标在于惠及企业当前关键利益相关者之外的群体（戴维奇，2016）。从全球范围看，很多以盈利为目的的在位企业开始着手建立一些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社会企业”（戴维奇，2016），从而使得“公司社会创业”个案不断涌现。


[1]
 本案例改编自王晶晶，郭新东 . 企业社会创业动机的探索性研究 — 基于三家企业的案例分析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5（4）：340-351.


14.1　公司社会创业的内涵

作为横跨创业与企业社会责任两大领域的构念，“公司社会创业”是指在位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通过商业化或市场化手段创造社会价值、解决社会问题、培育和孵化社会企业或社会项目的创业活动（Ghauri et al.，2016）。作为创业的一种具体类型，公司社会创业可被视为“公司创业”和“社会创业”的结合体。作为一种创新型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式，公司社会创业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研究领域归属、行为的表现和结果、行为特征、主动性以及主体和客体五个方面存在差异。

14.1.1　“公司社会创业”是创业的一种具体类型

为理解创业的本质，以下三点值得强调。第一，创业的本质是机会的识别和利用。“创办新企业”只是创业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狭义的创业概念。创业的关键词是“机会”，只要人们识别了机会，利用了机会，并且创造了价值，那么不论其是否创办新企业，都是在创业（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第二，创业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包括在位企业在内的组织。创新经济学鼻祖熊彼特曾预测，组织凭借资源优势将有可能替代个体而成为创业的主力军。第三，创业目的有“商业性”和“社会性”之分。“商业创业”以获取商业价值/经济价值为主，兼顾社会价值创造；“社会创业”以创造社会价值为主，兼顾商业价值（Austin et al.，2006）。

如图14-1所示，如以创业主体和创业目的两个维度为基础，对创业进行细分，则可得到一个四分法。个体层次创业体现在第一、二象限，前者主要追求社会价值，即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创业，其主体是“社会创业者”；后者主要追求商业价值，即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创业。组织层次创业体现在第三、四象限，前者是以创造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公司创业”（魏江等，2009），而后者就是以创造社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公司社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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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基于主体层次和目的两个维度形成的创业分类

从创业研究的总体来看，个体创业、社会创业和公司创业都已有超过20年的历史，相对较为成熟。换言之，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的是第一、二、三象限内的创业活动。迄今，学界对第四象限内的创业活动——“公司社会创业”——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戴维奇，2016）。

表14-1展示了以往研究对“公司社会创业”或“公司社会创业者”的界定，可以看出，这些界定基本上具有一致的内涵。其中，Bode和Santos（2013）的定义具有代表性，他们指出“公司社会创业”由三个独立词汇构成，因而其内涵可逐词分开解释：“公司”刻画了这一举措发生的实际情境——正式的营利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社会”一词表示这一举措的宗旨具有社会意义，是为了给企业现有利益相关者之外的群体创造价值；“创业”一词表示企业以创新的、商业化的解决方案解决特定群体的社会问题或满足其需要，其最终可引致社会企业/社会项目的形成。

表14-1　“公司社会创业”或公司社会创业者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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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创业相较，“公司社会创业”具有更为明显的“利他性”或“社会性”。公司创业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新产品、新业务或新市场的开发，实现创新和战略更新，突破企业发展瓶颈，实现绩效的提升和成长（魏江等，2009），因而，其落脚点是企业自身经济价值的创造；“公司社会创业”侧重于解决社会问题和创造社会价值（Bode and Santos，2013）。因此，两者关注的焦点是不同的。

与社会创业相较，“公司社会创业”的主体是不同的（Zahra et al.，2009）。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创业，是指以社会创业者（个体）为行动主体，以满足社会需要、推动社会变革为根本归宿的创新与资源整合过程（Mair and Martí，2006）。“公司社会创业”是由在位企业完成的。尽管归根结底“公司社会创业”也是由个体来完成，但此时的个体是身处企业内部、得到组织资源支持的个体，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创业者”存在差异。已有研究将这些处于企业内部的社会创业个体称为“社会内创业者”，从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创业者相区别。

14.1.2　“公司社会创业”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

Austin和Reficco（2009）提出，“公司社会创业”是企业以一种更为高级和有力的形式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这一理解强调了“公司社会创业”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联系，但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公司社会创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存在差异。

（1）从研究领域的归属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是管理伦理领域探讨的重要概念，强调企业要在顾及股东利益的同时，满足其他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社会创业”是创业和战略管理领域讨论的概念，强调企业将社会问题视为创业机会并用商业化的方式加以解决。

（2）从行为的表现和结果来看，“公司社会创业”的主要表现是为社会问题提供商业化的解决方案，结果是形成了具有自主“造血”机制和可持续运转的社会企业或社会项目。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则表现为履行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结果是贡献一次性的或周期性的社会价值。

（3）从行为特征上看，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做好事”，是在获得商业利润之后将其中一部分返还给社会，它不涉及市场机会的识别和利用，因而与“创业”并无重叠之处。“公司社会创业”是将企业的资源用于社会创业机会的识别和社会价值的创造，是创业行为的典型表现。行为特征上的差异也引致了不同的风险：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仅仅是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因此并无多少风险可言；“公司社会创业”改变了企业资源的投向，对企业其他业务或多或少存在影响，因而风险相对较大。

（4）“公司社会创业”是企业对于社会创业机会的一种积极的搜寻和利用，全然出于“自愿”，因此具有主动性。四种企业社会责任当中，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都是外部强制规定的，企业是被动执行；仅有慈善责任是企业“纯自愿的”，具有主动性。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有被动的一面，也有主动的一面。

（5）两者的主体和客体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通常由高层发起和执行，其客体主要是与企业直接相关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社会创业”来说，企业内部各级人员都可能成为行动者，且其客体主要是企业现有利益相关者之外的主体（Bode and Santos，2013）。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创新性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公司社会创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等同的概念。


14.2　公司社会创业的重要影响

公司社会创业是企业实现社会价值创造和经济价值获取的重要途径，所追求的是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互补共生。公司通过社会创业将诸如贫穷、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与人类发展相关的社会问题转化为发展机会，使企业在获得发展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公司社会创业对企业和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体而言，对企业来说，公司社会创业有利于其优化社会价值输出方式和顺利进入BOP市场；对社会来说，公司社会创业有助于构建多元社会服务体系以及促进地区持续减贫。

14.2.1　优化企业社会价值输出方式

对企业而言，公司社会创业是传统社会责任承担方式的一次“转型升级”，是企业社会价值输出方式的进一步优化。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唯一目标应是通过不断满足市场需求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该理论指导下，以往企业往往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然而，随着市场环境日渐复杂，越来越多的人慢慢意识到企业与其他社会主体紧密相关，其发展包含着各种社会因素，若不能有效平衡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企业难以获得持续发展。因而，许多企业开始将社会责任提上企业议事日程，并将其视为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早期阶段的社会责任履行方式一般较为直接且形式单一，以参与一些慈善活动为主，表现为资助某公益事业、向贫困地区募捐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种“输血式扶贫”方式目的性通常比较强，企业真正关注的往往只是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于企业和品牌形象的影响，进而导致项目所产生的影响在时间和范围上都十分有限。因此，依靠传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方式无法发挥企业在社会价值创造上的突出作用，也不能为企业创造持续的经济价值。

依托公司社会创业，企业可以跳出传统社会责任所圈定的范围，转变以往“直给”方式，通过提供可持续的、创新性的社会服务和经济项目，实现企业经济价值获取与社会价值创造之间的平衡。例如，2000年，山东横店草业畜牧有限公司利用自己龙头企业的优势，发挥当地政府与农民经济组织的作用，联合广大农民，通过订单种草、养牛、收奶，将该地区农户纳入自己的“草—畜—乳”一体化的产业链中，帮助当地农民发家致富（杨小庆，2016）。这使企业在为自身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创造了社会价值，解决了社会问题。除此之外，一些企业也通过向贫困地区传授技术和知识，或者向其授权将其纳入自己的生产、销售体系以及提供创业培训等方式，成功地为贫困地区植入了“致富基因”。

14.2.2　促进企业进入与开拓BOP市场

对企业来说，公司社会创业也是企业进入和打开BOP市场的重要钥匙。BOP（bottom/base of the pyramid）市场即金字塔底层市场，是指位于全球经济金字塔底层的低收入人群。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曾在《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为穷人服务的创新性商业模式》一书中指出，若按照每日2美元的标准来界定是否为金字塔底层人群，那么目前全球有80%的人属于该群体。虽然单从个人来看，其所呈现的经济价值微不足道，但从总体上计算，全球40亿的金字塔底层人群所代表的市场潜力却是巨大的，蕴藏着5万亿美元的购买力。因而，普拉哈拉德进一步强调蕴含着巨大商机的金字塔底层市场极有可能成为下一轮全球贸易和繁荣的重要引擎（Ghauri et al.，2016），重视和开发BOP市场是必要且重要的。尤其是在全球主流市场日益饱和的今天，开发和利用全球金字塔底层市场，对跨国公司未来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然而就目前而言，跨国公司要想进入BOP市场并非易事。一方面是因为该市场消费者相较金字塔顶端消费者而言，属于低收入群体，因而跨国公司以往所研发的产品与该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即4As标准（可感知的、可承担的、可接受的、可获取的）不相符（Anderson and Markides，2007；London and Hart，2004）；另一方面是因为该市场发展十分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网络、电话、电视等传播媒体缺乏，市场信息阻塞，同时市场中的消费者广泛缺乏知识和技能，识字率低、文盲率高（Vachani and Smith，2008）。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要想进入该市场需要面对许多阻碍和挑战。

公司社会创业为企业进入BOP市场创造了条件。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认识到可以通过公司社会创业方式顺利进入BOP市场。可以说，公司社会创业正逐步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的重要方式。Tasavori等学者于2014年和2016年发表在《国际营销评论》（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杂志上的两篇文章《服务公司通过社会创业和建立网络关系实现国际化》（Ghauri et al.，2014）和《进入印度金字塔底层市场：基于公司社会创业视角》（Tasavori et al.，2016），通过对三大跨国公司进入BOP市场的案例分析发现，公司社会创业是跨国公司进入BOP市场的重要方式和渠道。具体而言，跨国公司通过实施公司社会创业活动，为当地提供可持续的脱贫方法，从而赢得当地志同道合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基于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创造社会价值、消除贫穷的共同目标，跨国公司往往能更大程度地获取非政府组织的资源和支持，如有关当地BOP市场的信息、非政府组织与当地建立的联系网络，以及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这不仅促进企业有效地了解BOP市场消费者的真实需求，确保产品达到4As标准（可感知的、可承担的、可接受的、可获取的），同时也有利于跨国公司快速地在当地获得合法性。例如，2004年印度洋发生海啸时，保险公司Co抓住机会向受灾人民捐款，并利用这一契机，寻求当地非正式组织Global Support的帮助。最后通过与Global Support的合作，不但顺利地培养了印度BOP市场的保险意识，也借助该组织的网络关系实现了微型保险推广的目标。

类似地，2007年，Alpha公司为更好地了解并进入印度BOP市场，建立了非营利基金会——Alpha基金会。该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为那些难以获取银行贷款的小微金融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在共同目标的驱动下，同样服务于该地金融机构的非政府组织Dutch与该基金合作，并于2006年一起启动了两个技术支持项目。除此之外，Alpha公司也与MF咨询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实现资源互补，一起为当地市场提供小微金融服务。凭借着与印度当地相关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Alpha公司最终顺利地进入了印度BOP市场。同样地，电信公司也采用了这样的进入方式。电信公司先是在2009年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为该自治组织的妇女提供培训，通过她们在农村地区进行产品销售；接着，与Access Money（NGO）小微金融机构合作，向BOP市场的手机购买者提供贷款；最后，与Start Biz（NGO）合作，确保产品的可接受性，满足当地消费者的实际需求（Ghauri et al.，2016；Tasavori et al.，2016）。

当然，除了能获得非政府组织支持之外，从长远角度来看，实施公司社会创业也有利于提前在BOP市场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获得更多的潜在客户。总而言之，公司社会创业对于跨国公司顺利进入BOP市场并在未来获取回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4.2.3　促进多元社会服务体系的形成

公司社会创业客观上对整个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恶化、资源浪费、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近些年来，作为主要负责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却表现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一方面是由于全球经济高速但极度不平衡的发展方式，使得不管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底层人民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多，大大超出这些非营利机构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非营利机构，如基金会、事业单位等，长期以来是以政府和社会资助为经费来源，但这种资助往往是有限的、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再加之，许多非营利组织，如世界环保组织、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壹基金等，通常只聚焦于某一社会领域问题的解决，因而影响有限。以上这些原因都造成了目前非营利机构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独木难支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这些非营利组织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够的，需要调动更多的实体和组织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上来。商业企业作为当前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往往可以利用其特有的成熟商业化、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及高效资源整合能力等优势，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带来社会价值。例如，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为公司寻找土豆生产基地、保障企业原材料来源过程中，响应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号召，特意选取了西部地区作为自己的原料生产基地，并与当地研究机构开展技术合作研发和引进土豆种子培育和种植技术。除此之外，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还借助先进仪器设备和专业技术对西部沙漠进行改良，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我国西部的一些沙漠地带得到了有效开发利用，成为土豆种植的高产良田。不仅如此，该公司还在市场上对土豆种植和培育技术进行推广，不仅使得企业有效地降低了原料成本，满足了市场需求，同时也使当地的薯农获得了经济利益。总言之，这些做法既为企业自身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带了生态和社会效益，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王晶晶和郭新东，2015）。

14.2.4　有效促进地区持续发展

与公司创业相较而言，公司社会创业具有更为明显的“利他性”或“社会性”。公司社会创业不再是仅仅追求企业的经济利益，而是将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放在同样重要的战略位置。

在以往的减贫行动中，社会各界往往是借助慈善、捐款等方式对贫困人群进行援助，但这些通常不能真正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素质和改变他们的命运，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贫穷。近些年来，公司社会创业的发展使许多人看到了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希望。Tasavori（2015）从公司社会创业的角度指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增加社会附加值、授权、系统性变革和社会创新在BOP市场上创造社会价值，进而消除贫穷。例如，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利用专门知识来开发穷人负担得起的产品/服务，进而使其从产品或服务中受益，或者通过将穷人同步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将其纳入自己的供应链来增强穷人自身的能力，找到为穷人创造价值的有效、可持续的模式，最终为贫困地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提供可能性（Tasavori，2015）。

Tasavori等人（2014）在有关跨国公司社会创业的研究中发现，跨国公司为印度BOP市场提供的可持续的发展方案对于减贫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Alpha基金会通过民生计划，不仅教育穷人如何理财，而且还联合当地非政府组织Livelihood鼓励穷人创业并予以支持和相关培训，为当地农户脱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Ghauri et al.，2014）。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实施社会创业达成了扶贫与创造社会价值的目标。例如，中国的宜信公司，该公司本身主要是利用大数据为中国高成长性和富裕阶层提供金融服务的，但在2009年该公司为了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推出了“宜农贷”信贷服务平台。该平台一方面帮助服务农村的贫困妇女筹措资金以进行创业或生产；另一方面帮助农户认识到资金的时间价值，盘活资金，有效地帮助该地区贫困农户发展致富（袁帅，2015）。


14.3　公司社会创业的形成机制

在社会创业实践中，存在各种因素驱动着企业开展社会创业活动，既有源于外部环境的因素，也有来自组织内部的因素以及企业家的个体特征。类似地，公司社会创业领域的学者通过研究，也识别出了外部环境因素、组织内部因素以及企业家个体价值观三大因素。

14.3.1　外部环境因素

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外部环境往往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Zahra，1991），外部环境的变化是驱动公司创业的重要因素。公司社会创业同样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已有研究中已识别出的驱动公司社会创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社会对新产品的需求（王晶晶和郭新东，2015）、政策支持（王晶晶和郭新东，2015）和利益相关者期望等。

（1）社会需求是驱动公司社会创业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新的需求是刺激企业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的关键因素。当面临新的需求时，企业往往致力于开发新的产品/服务以满足新需求（王晶晶和郭新东，2015）。同理，有需求才有市场，有市场才会驱动企业进行社会创业。捕捉到社会需求是企业进行社会创业的前提，充分了解社会需求，能够帮助企业将社会创业活动的目标与满足社会需求协调一致，提高公司社会创业活动或项目的效率与效果。例如，中国一家上市公司“蒙草抗旱”，其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常年降水量少、植被严重退化、水土流失严重，从国外进口草皮成本非常高昂（王晶晶和郭新东，2015）。蒙草抗旱抓住所在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绿化中的问题与需求，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为当地生态问题和绿化事业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该公司也在环保行业占据了一席之地。

（2）政策支持也是驱动公司社会创业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公司社会创业活动不是“授人以鱼”式的表面善举，而是“授人以渔”、以创新的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系统的持久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商业企业进入某些服务不足的市场领域需要政策的指引，需要相关配套政策法规的支持，如税收优惠政策和相关财政补贴。一些企业基于政策的指引和市场的需求在环保行业进行社会创业，既得到了当地政府环保部门的相应补贴，又得到了各类环保组织的大力支持。例如，东方惠乐公司通过响应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的号召，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并与全国老龄办等部门进行合作建立了“健康养生示范基地”和“全国异地养老华东基地”。

（3）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是影响公司社会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Kuratko et al.，2017）。利益相关者理论解释了为何现实中一些企业的活动超出了它的商业惯例，以及为何一些组织从事意料之外的社会或环境活动。在社会中的各利益相关者中，管理者必须识别出那些需要关注的关键利益相关群体。企业在进行公司社会创业活动时，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包括社会创业活动的受益群体以及关注受益群体利益的相关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并确保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支持，可以为公司社会创业活动带来合法性；另一方面，除了获得合法性，通过将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战略，企业可以从主要利益相关者处获得有利的支持，从而带来竞争优势和长远的财务绩效（Kuratko et al.，2017）。例如，一些服务业跨国公司利用公司社会创业进入BOP市场时，充分考虑了金字塔底层人群和当地非政府组织减少贫困的期望，开发出适合BOP市场的产品和流程（Ghauri et al.，2016）。充分挖掘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使跨国公司在BOP市场中抓住社会机遇，从先发制人的优势中获益，并通过为这个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提供服务而获得竞争优势。

14.3.2　组织内部因素

除了外部环境，组织因素也可以对公司社会创业的开展起到积极作用（Antoncic and Hisrich，2004），同时也可能会对公司社会创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组织因素定义了参与社会创业活动的情境（Zahra，1991），主要包括组织条件、组织氛围和企业家个体价值。其中组织条件包括相关资源的可获得性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盟，组织氛围主要包括组织价值观、组织支持和公开交流（Tasavori，2015；Tasavori et al.，2016）。

（1）时间和财务相关资源的可获得性是驱动公司创业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因素。当组织拥有闲置资源时，更容易从事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由于社会创业具有高资源消耗和低回报率的特征，财务资源的可获得性对公司社会创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充足的财务资源使高层管理者能够将部分资源分配给公司社会创业活动，并接受长期性投资回报。此外，员工被允许花费一些工作时间来开发新想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企业应允许员工分配一定的时间投入到社会创业活动中（Kuratko et al.，2017）。当员工认为没有充足的与时间有关的资源可供使用时，他们往往不愿积极参与到社会创业中。

（2）与非政府组织联盟是有利于公司社会创业的一个组织因素。一方面，由于非政府组织比较了解社会问题，与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关于社会问题的详细知识，帮助企业深入了解社会问题。例如，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可以更好地洞察金字塔底层的产品需求，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帮助跨国公司顺利进入BOP市场。另一方面，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盟关系可以帮助跨国公司获取资源，特别是获取那些不能通过购买而得到的资源。例如，由于针对BOP市场没有太多结构化的市场调查，因此跨国公司可以利用非政府组织对BOP人群的了解以及如何满足BOP人群需求的长期工作经验，从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中受益。

（3）组织支持是影响公司社会创业的关键因素之一（Gifford and Kestler，2008）。以管理支持、工作自主权、奖励或松散的组织内部界限为形式的组织支持，对公司社会创业至关重要（Gifford and Kestler，2008）。“管理支持”是指高层管理者愿意在组织中促进社会相关的创业活动。组织支持能够从物质资源基础和精神激励两方面推动新思想的产生、探索和发展以及企业从事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管理层的积极参与、最高管理层的支持、承诺以及人员的配置和奖励，都能够有效推动公司社会创业活动的开展。组织应创建支持社会创业的内部环境，强调公司社会创业的重要性。

（4）组织价值观是公司社会创业的驱动因素之一。组织价值观代表着管理者的理念和理想，指导员工的行为。创造社会价值、实现社会使命的组织价值观能够有效推动企业进行公司社会创业。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公司不仅要遵守法律，体现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更应回应公众对企业公民的期待，以创新的商业模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加速公司创业活动的进程。例如，组织中的社会价值观推动跨国公司参与公司社会创业，同时也为其打开了BOP市场。在公司社会创业的背景下，价值观不仅与创业精神的激励有关，也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密切相关。各组织应将社会使命作为其价值观的核心和组成部分。

（5）开放式的沟通和信息交流是组织中的关键因素。组织中的开放式沟通和信息交流有助于公司社会创业。开放的沟通促进了新思想的产生和引进，培养了员工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沟通的数量和质量越高，公司就越能成功地启动和实施公司创业以及公司社会创业（Zahra，1991）。为了促进公司社会创业，管理者应该强调新思想对于解决组织各级社会问题的重要性。

14.3.3　企业家个体价值观

企业中的一些个人可能会基于个体价值观，利用其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社会企业家的方式行事。因此，公司社会创业也可能源自个人道德。具体来说，它也可能受到员工个体社会导向的价值观驱动。价值观的作用是双重的，既可能驱动个体追求自我利益，也可能促使个体增加社会福利。个体价值观存在一个普遍的二分法，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促使个体在企业中倡导社会责任，追求社会价值（Hemingway，2005）。企业内部社会创业家就是既拥有创新、突破传统管理方法等创业导向，又拥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导向的一个群体。这些人着力于培养和推动企业内部的变革与创新，使得企业在追求社会价值的进程中发挥更积极、深层次的作用。企业社会创业家或社会内部创业家被认为是企业创业家（或内部创业家）和社会企业家的结合。企业社会创业的过程是由各种变革驱动者或内部创业家所推动的，这一群体在公司社会创业的实践过程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综上所述，公司社会创业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外部环境、组织内部因素和企业家个体价值观。这些因素驱动企业开展社会创业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同时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为企业带来长期利益。


14.4　公司社会创业氛围的评价

要推动公司社会创业的开展并获得积极效果，有必要塑造有利的企业内部氛围。这就要求我们在确定影响公司社会创业内部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合适的评价工具。这方面，美国学者Kuratko等人的研究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启示。具体来说，2017年，Kuratko等人在已有的衡量企业内部创业氛围的工具——公司创业评估工具（CEAI）（Kuratko et al.，2014）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新的社会维度，从而提出了一个测量企业内部公司社会创业氛围的工具——公司社会创业量表（SCES）（Kuratko et al.，2017）。Kuratko、McMullen和Hornsby等人首先回顾了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创业的既有研究，然后确定了社会价值创造中必不可少的其他维度，最终将利益相关者的突出性、社会主动性、公司治理安排、信息披露与透明度四个维度作为附加因素，从而将原有的公司创业评估工具发展为公司社会创业的评估工具。

14.4.1　利益相关者的突出性

某利益相关群体对企业决策影响的突出程度被称为利益相关者突出性。通过维持与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企业家能够了解他们的需求，并提高企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作用的理解，因此可以为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提供机会（Clarkson，1998）。由于管理者认识到企业拥有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者，企业不太可能给予每个利益相关者同等程度的关注，管理者需要识别对企业来说真正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以此确定如何将注意力分配给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Mitchell提出一种评分法，根据三个属性（即合法性、权力性和紧迫性）（Mitchell et al.，1997）来对利益相关者的突出性进行评分。合法性指利益相关者是否被赋予法律和道义上对企业的索取权；权力性是指利益相关者影响企业行为的能力；紧迫性是指利益相关者的要求立即引起管理层注意的程度。

对商业性质的公司创业来说，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通常是顾客、员工和投资者，但对更具社会性质的公司社会创业来说，社会价值的创造往往还会受到如政府环保部门、非营利性组织等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直接影响。因此，能够明确哪些利益相关者会对企业产生突出影响，即利益相关者的突出性，是评价公司社会创业氛围的重要因素之一。

14.4.2　社会主动性

组织姿态（organizational posture）是由利益相关者突出程度引起的评价结果，指的是组织对环境的反应，影响企业如何选择和解释环境，以及企业如何部署资源。组织姿态反映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在管理学研究中已被用来评估组织实现目标的总体方式。在环境管理文献中常运用姿态来处理生态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尤其是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中，组织姿态可以反映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回应。

一个企业的姿态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在社会问题的情境下，姿态的分类反映了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对社会责任的态度最常见的分类为被动型、防御型、宽松型和主动型。被动型企业否认对社会问题的责任，做得比要求的少；防御型企业勉强承认在社会问题上的责任，并对此做出了最低限度的回应；宽松型企业接受在社会问题上的责任，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解决；主动型企业预测责任，并力求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处于领先地位。

在社会问题层面上主动型企业力图影响和改变环境，而不是出于生存考虑仅仅做出必要的回应。在具有社会主动性的企业中，决策者会在被迫对环境威胁和机会做出反应之前就采取行动。因为涉及监控顾客和竞争对手，主动性大大有助于保持企业竞争力。具体来说，体现主动性的行为包括机会识别、挑战现状及创造有利条件，这些类似于公司创业者常用的做法，也可成为公司社会创业氛围评价的关键组成部分。

14.4.3　公司治理安排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需要确定组织资源部署的广泛用途，并且解决组织中众多参与者间的冲突问题（Daily et al.，2003），公司治理机制旨在提供一些保证，使管理者努力实现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结果。这些机制包括鼓励预期活动与行为的薪酬合约，构建得当的董事会，以及道德和透明化行为的内部制衡。企业在实际中已经进行了许多治理改革，以确保企业内活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其中一些改革包括在董事会中增设独立董事，将CEO和董事长的职位分离以及设定董事任期期限等。

公司社会创业活动不能忽视治理安排的影响。Daily等人提出了一些正在推动公司治理的议题（Daily et al.，2003），如董事会对行政活动和结果的监督、更积极的股东影响力以及危机期间的治理机制等。显然，在如今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能在控制与协作两者间进行协调平衡的治理系统，最有利于企业在社会创业方面的活动。

14.4.4　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全面的透明度（transparency）和在环境、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绩效披露是任何企业社会创业事业的关键组成部分。披露是企业与关键群体（即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的一种机制，并对识别新的商业机会的过程十分重要。强制性的环境和社会信息披露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国家已要求企业持续地加以披露。例如，彭博公司（Bloomberg）在2009年推出的一款新产品，使其客户可在终端上搜索、展示和存储超过3 000家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信息。社交媒体的增加也逐渐开始模糊了披露和参与之间的界线，这为企业与外界的对话创造了新的机会，同时也无形当中给企业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带来了新的压力。社交媒体使互联网用户能够分享新闻，并实时地对企业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企业必须准备好在问题发生时公开和诚实地讨论社会影响问题。企业透明度和充分披露无疑将有助于促进企业内外信任的氛围，以及从事旨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创业活动的意愿，因此也是评价组织中公司社会创业氛围的关键条件。

结合公司创业评估量表原有的维度以及上述四个维度，Kuratko等人提出了完整的公司社会创业量表（见表14-2）。

表14-2　公司社会创业量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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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据下文的相关内容编译：Kuratko, D. F., McMullen, J. S., Hornsby, J. S., Jackson, C. Is your organization conducive to the continuous creation of social value? Toward a social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scale[J].Business Horizons, 2017, 60（3）: 271-283.


本章小结

·公司社会创业是在位企业通过创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现象。

·作为学术概念，公司社会创业位于公司创业与社会创业两大构念的交界面上。

·“公司社会创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等同的概念。

·对企业来说，公司社会创业有利于其优化社会价值输出方式和顺利进入BOP市场。对社会来说，公司创业有助于构建多元社会服务体系以及促进地区持续减贫。

·外部环境因素、组织内部因素和企业家个体价值观是驱动企业从事公司社会创业的三大因素。

·公司社会创业量表（SCES）是测量企业内部公司社会创业氛围的工具，是在公司创业评估工具中加入利益相关者的突出性、社会主动性、公司治理安排以及信息披露与透明度四个维度而形成的。


复习思考题

1.结合现实中的案例，请你谈谈对公司社会创业这一概念的理解。

2.除了教材提及的内容，你认为公司社会创业对企业和社会的影响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3.你认为公司社会创业的驱动因素包括哪些？

4.如何评价企业氛围是否有利于公司社会创业？


讨论案例　万达丹寨扶贫项目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不是扶困救贫，而是引导和支持所有有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精准扶贫不是简单的送钱送物，而是要变输血为造血，企业在这方面的帮扶具有明显的优势。万达集团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举全社会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在贵州人民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创新企业包县、整县脱贫模式，结对帮扶丹寨县，探索了一条教育、产业、基金并举，长期、中期、短期兼顾的扶贫新路子。打造了万达帮扶丹寨的样板工程，有效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为全国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创造了宝贵的经验，树立了榜样。

其实自1994年起，万达就开始实施对口扶贫。截至2015年年末，万达捐赠现金扶贫累计超过50亿元，但并没有探索出成熟的经验。王健林曾参与定点扶贫了两个村，近20亿元注资投入的结果只是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但村子没发生根本变化。他反思后得出结论：一个仅依靠注入资金的扶贫，哪怕提高了人均收入，但受益的往往还只是部分人，很难做到普遍受惠。万达意识到，帮扶计划必须创新，走出新路子。

2014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与国务院扶贫办交流时提出，万达可以通过“企业包县、产业扶贫”的创新形式，帮扶西部地区的一个贫困县。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推荐王健林到贵州去看看。于是，国务院扶贫办和万达集团组成了联合考察团，进驻贵州。综合考虑各县的贫穷程度、地理区位和发展意愿等诸多因素，双方认为黔东南的国家级贫困县——丹寨县——贫困人口比例大，是一块几任省长对口帮扶都没能啃下的扶贫“硬骨头”。当时，作为多民族聚居地，丹寨总人口17万余人，有贫困户1.36万户，贫困人口达5.13万人，其中84.78%分布在6个乡镇边远的深山区。

2014年12月1日，万达集团与丹寨县签署了一笔投资10亿元的包县扶贫协议，王健林立下军令状：“五年内通过产业扶贫，实现丹寨人均收入翻番。”最初，万达提出的丹寨产业扶贫计划是投资深加工企业，建设30万头规模的土猪扩繁厂、屠宰加工厂和饲料加工厂；建设万吨规模的硒锌茶叶加工厂，对全县农户种植的硒锌茶叶订单收购等。但经过调研论证，又都放弃了这些计划。最终，万达结合自身优势，形成了一个长期、中期、短期相结合的教育、旅游产业、扶贫基金三位一体扶贫模式，投资额也追加为15亿元。


一、长期项目：“拔穷根”，靠教育


长期项目是指投资3亿元捐建贵州万达职业技术学院，该学院立足长远，通过教育提高丹寨人口素质，从根本上阻断贫困发生路径。学院地处丹寨金钟经济开发区，占地300亩，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同时可容纳学生2 000名，硬件达到国内一流职业大专院校水平。专业设置与万达集团相关产业、职位需求相结合，开设护理、会计、旅游管理三个专业，第一届招生404人。万达集团承诺，将每年从学院毕业生中择优录取50%进入万达工作。据测算，未来万达职业学院将每年招收当地学生700人，按每个家庭三口人计，每年可帮助2 100人脱贫。

像很多贫困地区一样，丹寨县只有少数学生可以通过读书考学走出农门，大多数孩子在初中毕业后就选择外出务工。因为缺乏一技之长，他们往往只能从事低端工种，收入很难反哺家庭。学院考虑到学生的贫困状况，建立了立体的扶贫政策体系，通过精准扶贫、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园创新创业岗位等，确保不发生学生因贫困而辍学的现象。

“职教一个，就业一人，脱贫一家”。万达这一长期扶贫项目将从根本上斩断贫困代际传递，有力地促进丹寨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中期项目：旅游小镇建设


中期项目是指投资7亿元捐建丹寨万达旅游小镇，旨在带动全县旅游产业发展，增加大量就业岗位。旅游小镇位于丹寨县城东湖东畔，占地400亩，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一条长1.5公里的步行街，将四大民族文化主题广场、三所非遗小院以及诸多商铺串联在一起。小镇建筑采用苗寨风格，引入丹寨特有的国家非物质遗产项目、民族手工艺、苗寨美食、苗医苗药等内容，并配套建设四星级万达锦华酒店、多家客栈和万达影城等，成为国内极具特色的综合旅游项目。

“游丹寨，就是扶贫”，这是万达为小镇、为丹寨提出的一个广告宣传语。旅游是一个产业综合性极强的产业。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万达丹寨扶贫研究报告》测算，如果一年有100万游客来丹寨旅游，人均消费500元，仅此一项丹寨一年就能新增5亿元的收入。该报告还显示，小镇运营后可提供2 000个就业岗位，还可增加4 000个为旅游小镇配套的就业岗位。据旅游投资与创造就业之间关系等计算方式，一个丹寨万达旅游小镇，可间接带动丹寨1万人就业。游客来丹寨发生的吃、住、娱、购等一系列消费行为，必然会拉动丹寨经济的发展，贫困人口的直接或间接收入就会得以增加。事实上，据有关部门测算，万达小镇开业首月，即带动丹寨县旅游综合收入达3.46亿元，相当于2017年1～6月全县旅游综合收入的57.1%，真正实现了旅游收入爆发式增长。

通过就业岗位、销售扶贫合作社产品、带动贫困户产品销售等方式，小镇开业以来直接带动全县贫困人口2 859户11 437人增收，占全县贫困人口的37.25%，户均增收1 863元，全年户均增收15 649元；通过对周边村寨旅游和全县服务业的拉动，间接带动贫困户1 182户4 729人实现增收，占全县贫困人口的15.4%，户均增收260元，全年户均增收2 184元。


三、短期项目：扶贫基金


短期项目是指万达投入5亿元成立丹寨扶贫专项基金，一期扶持5年。基金每年收益5 000万元，用于丹寨兜底扶贫，旨在覆盖那些所有产业扶贫阳光照射不到的群体，分配给丹寨县特殊困难人群。首期5 000万元扶贫基金收益已发放到丹寨县3.83万特殊困难人群和贫困户手中，当年使丹寨贫困人口人均收入越过了国家贫困线。

万达在丹寨的扶贫效果非常显著。在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丹寨县2014年的综合指数位于第23位，2016年已经上升到第二位，其中群众满意度居全省第一位。万达集团在贵州丹寨扶贫三年，让董事长王健林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创新奖；万达集团又获得了“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奖。万达丹寨扶贫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市场方式，借助产业发展，让丹寨人靠自己勤劳奋斗走上致富脱贫之路。

万达丹寨扶贫在全国首次采用“企业包县，整体脱贫”模式，既不是简单捐款，也不只是投资建厂，而是注重长期与短期结合、产业与教育结合、提高人均收入与整县脱贫相结合，因而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扶贫模式的创新之举。著名学者马光远认为，万达丹寨扶贫有四点值得称道：第一，在中国扶贫史上第一次由一个企业通过多样的方式帮助一个县脱贫；第二，实施教育扶贫，通过职业技术教育，解决下一代人的贫困问题；第三，实施产业扶贫，结合丹寨优势产业，投资产业链，将利润作为扶贫基金；第四，实施人才扶贫——万达派驻一批高管到丹寨挂职，从而提高扶贫效率。万达这些创新性的做法克服了传统扶贫模式的很多弊端，将教育、产业与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有助于从根上切除贫困的基因。


讨论题：


1.结合案例，谈谈你对公司社会创业内涵的理解。

2.结合万达集团近年来在贵州省的发展情况，谈谈丹寨万达扶贫项目给万达带来了哪些价值？


文献研读　The Entrepreneurship Process in Base of the Pyramid Markets:The Cas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lliances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Social entrepreneurship,o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with an embedded social purpose,has been on the rise in recent decades.A partial indicator of this surge is revealed by the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which increased 31%between 1987 and 1997 to 1.2 million，exceeding the 26%rate of new business formation（The New Nonprofit Alm-anac and Desk Reference,2002）.However,the dynamic is even more robust,as other form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beyond that occurring within the nonprofit sector,have also flourished in recent years.The recent boom in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commercial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imely.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 still emerging as an area for academic inquiry.Its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explored,and the need for contribution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pressing.This article aims to open up some avenues of explor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by presenting an explorator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xtent to which elements applicable to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which has been more extensively studied,are transferable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To a lesser degree，the authors also explore the reverse applicability or the ways in which insights from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an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The authors off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hat identifies common and differentiating features between commercial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This exploration develops new insights abou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points to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elaboration by researchers,as well as to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funders on how to approach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more systematically and effectively.Specifically，the authors discuss some of the key distinctions between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as a modest step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body of theory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To analyze thes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in depth and to draw out lessons for managers,the authors then set forth one prevailing model used to examine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o explore new ideas that emerge when it is applied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The authors conclude by presenting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文献评述】
 本研究着重讨论了制度距离和制度空洞的存在对跨国公司进入BOP市场各阶段的挑战，以及如何通过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盟关系，缓和制度的负面影响，其理论论点对学者和管理者有一定的启示。首先，要明确许多跨国公司在BOP市场的活动都是出于财务考虑，但它们更应考虑其对社会福利和企业声誉的影响。换言之，要从社会创业的角度考量进入BOP市场的意义。其次，尽管跨国公司进入BOP市场同样会经历创业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但由于BOP市场的独特挑战（即制度间和制度内部存在较大距离，以及正式制度的空缺），跨国公司在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迭代。再次，从本质上讲，进入BOP市场的跨国公司不是在发现机会，而是在创造机会——要形成想法并不断地整合、反馈与学习情境知识，通过一个漫长的迭代过程将想法转化为机会。最后，这一机会的创造过程往往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在BOP市场当地个人和实体的参与下产生的，而BOP市场中的非政府组织在将跨国企业与这些地方个人和实体联系起来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献出处】
 Webb J W,Kistruck G M,Ireland R D,Jr D J K.（2010）.The Entre-preneurship Process in Base of the Pyramid Mar-kets:The Cas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lliances.Entre-preneurship Theory&Practice,34（3）,55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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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社会创业的质化研究

学习目标

掌握质化研究的概念

了解社会创业质化研究的特点

掌握社会创业质化研究的步骤

掌握如何提升社会创业质化研究的质量

本章纲要

质化研究概述

社会创业与质化研究

如何开展社会创业质化研究

社会创业质化研究质量的提升


开篇案例　社会创业合法性研究

近年来，社会创业凭借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方式在全球蓬勃发展，逐渐成为一种突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公益失灵，解决社会发展困局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西南交通大学刘玉焕博士对社会创业极为关注，她发现，社会创业企业（简称“社会企业”）打破了商业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互不相容的边界，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形态，在以商业手段创新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其创立和发展过程中面临极高的“合法性缺陷”，如何获取合法性对社会企业的成长极为重要。在查阅文献时，刘玉焕发现，现有文献往往关注获取合法性的策略与手段，对社会企业获取合法性的动态过程关注较少，而事实上，社会企业合法性的获取不是一蹴而就的，通常伴随着复杂的动态过程。考虑到社会企业在国内刚刚兴起且研究问题涉及社会企业获取合法性的过程，她觉得案例研究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描绘和捕捉社会企业合法性获取的动态过程和特点。那么，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或多个合适的案例呢？刘玉焕把目光投向了国内的社会企业。

2010年12月3日，“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在深圳市民政局获得全国公募资格，正式成立“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公募基金会，吸引了国内公众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刘玉焕的兴趣。经过查看壹基金的创立过程，她发现，2007年年初，壹基金还只能挂靠于中国红十字会名下，缺乏独立身份，没有公募资格，而短短三年时间，壹基金不仅获得了官方的合法身份，在公众和同行方面也积累了强大的公信力。壹基金合法性的成功获取不仅打破了民间草根组织无法获取政府官方身份的制度障碍，实现了制度创新，更重要是的壹基金以商业化手段实现专业化、高效率的运作，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创业。“壹基金的成功经验对其他组织具有很好的参考和指导，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案例，适合从单案例角度归纳社会企业合法性获取的动态过程。”刘玉焕兴奋地想。于是，说做就做，她广泛收集了壹基金的媒体访谈与报道、年度工作报告、内部文件，对内部工作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多样化多渠道收集和验证数据，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经过严谨的数据分析、编码，刘玉焕等学者对壹基金合法性获取过程归纳出理论框架，并很快发表到专业的学术期刊上。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社会创业研究具有无限的潜力。当前，社会创业研究走出了理论思辨阶段，开始侧重从实证研究角度考察社会创业过程中的关键议题。在量化研究之前，我们需要通过质化研究（如案例研究、文本分析等）来认识和了解社会企业这种新兴的混合组织形态，揭开社会创业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与过程。质化研究方法与研究现象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建立新概念或新理论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尤其适用于有较强社会嵌入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社会创业研究（Kistruck and Beamish，2010）。

本章分为以下几部分：首先，根据目前社会创业研究特点及质化研究的方法特征，进行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比较分析，以解释社会创业使用质化研究的必要性及更适合采用质化研究方法的研究问题；其次，我们从研究设计提出，到数据收集与分析，再到文章写作，系统介绍社会创业质化研究的一般过程；再次，我们从数据资料的真实性、诠释的合理性以及研究者的开放性和反思性着手，提供提升社会创业质化研究质量的可行路径；最后，对本章内容进行总结，并提供案例和文献精读加深对社会创业质化研究的理解。


15.1　质化研究概述

质化研究也被称为“定性研究”“质性研究”“质的研究”。当谈到质化研究的定义与方法类型时，有学者用“一把大伞”一言蔽之（Bogdan and Biklen，2007）。由于质化研究的开放性、复杂性与灵活性，导致质化研究的概念定义及其方法策略多种多样，尚未形成共识（风笑天，2017）。Denzin和Lincoln认为，质化研究是研究者在自然真实的背景下接近研究主题，捕捉情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试图从当事人角度理解和解释现象，这一过程涉及如何在研究中收集和使用各种经验素材，如案例、个人经历、生活故事、访谈、观察、历史、互动和视觉文本等（Denzin and Lincoln，1994）。不同于量化研究的寻求验证或证伪，质化研究是研究人员在自然状态下，运用各种方法收集并分析经验数据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探索、理解与诠释（Strauss，1990），以及构建理论的研究活动。质化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由于质化研究的高度灵活性与开放性，其具体方法类型也千姿百态、多种多样。Miller和Salkind根据研究程序的系统性程度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使用频率，将质化研究划分为叙事研究、现象学、扎根理论、民族志与个案研究五种类型（Miller and Salkind，2002）。其中，案例研究在社会创业研究领域应用最广，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通过案例分析，获取对特定事件或现象的初步认识（Desa and Kotha，2006）。也有学者按照资料性质将质化研究分为：以口述资料为主的提纲访谈法、叙事法、小组访谈法；以观察资料和媒介资料为主的观察法、民族志法、文档分析等方法（Flick，2014）。这种仅仅根据数据资料属性进行的类型划分，忽视了质化研究的哲学根源，为弥补这一不足，生活史、行动研究、现象学、实地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方法类型相继出现在许多教科书与著作中（Glesne and Peshkin，1992；Neuman，2013）。

（2）注重特定的社会情境与现象。质化研究倾向于在被研究者所处的情境或场所中，通过直接与他们交谈，或者观察其行为活动以寻求行为背后的意义及现象的本质，即在自然状态下对社会现象深入剖析，体现出质化研究以现象为导向的现实性要求（Flick，2014），质化研究极其注重特定现象的真实情境及其在自然情景中的因果关联与发展路径。在社会创业领域，社会创业活动总是嵌入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如Dart（2004）在研究为什么社会创业能够出现并迅速发展时，将社会创业现象与广泛的社会、政治动态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发现了社会政治环境在社会创业发展中的影响。

（3）动态的研究过程。不管是通过“深入实地”收集资料的访谈法、观察法、民族志研究，还是以“现有文本”为主的叙事法、文本分析、历史比较研究，质化研究过程有高度的灵活性与变动性，可能会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发生调整和改变。例如，研究所处的实际情境发生变化，或者研究人员在观察或访谈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新想法等，都会使得研究发生调整与改变（风笑天，2017）。

（4）追求意义的构建，主观性强。质化研究者非常关注某些行为/现象背后的意义，因为他们相信现实是被构建出来的（Glesne，1992）。因此，研究者会通过参与观察、访谈、历史回顾等方式获得真实情境下行为当事人的经验数据，并从研究对象的立场，试图去理解和解释行为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意义。但这一研究过程极易受到研究者个人的影响，研究者可能带有主观偏见与理论猜想切入主题、抽取样本、与当事人互动，对当事人行为表现的理解也会受到研究者个人经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情绪等主观特征的影响（风笑天，2017），因此，我们呼吁质化研究学者在研究中保持开放性与反思性，认识到研究的局限性并不断改进。


15.2　社会创业与质化研究

15.2.1　社会创业研究概况

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力量，社会创业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已成为复杂经济环境背景下极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研究领域（刘玉焕和井润田，2014）。然而，虽然社会创业日益得到创业与管理学领域主流期刊的关注，但由于社会创业研究兴起时间较短，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刘振、杨俊和张玉利，2015）。社会创业研究具有如下具体特点。

（1）起步晚，发展时间短。社会创业运作模式虽然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在英国出现，但关于社会创业的研究却在20世纪末才逐渐兴起，此后并未引起学界的热情回应，直至2006年，尤努斯创办格莱珉银行并获得巨大成功后，才掀起社会创业的研究热潮（刘玉焕和井润田，2014）。从成熟度来看，社会创业研究仍然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与发展潜力的新兴研究领域。

（2）存在较多争议。以社会创业的概念为例，有学者将社会创业限制在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的创业活动（Shor et al.，2009），或将社会创业视为商业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活动、公益事业及社会创新活动（Dacin et al.，2010）；一些学者则认可更宽泛的定义，将社会创业视为产生社会价值、实现社会目标的活动过程，并不限制社会创业的主体。诸如此类术语的差异反映了社会创业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成为阻碍构建该领域土著理论与合法性的难题（Dacin et al.，2010）。

（3）缺乏本土理论。现有社会创业研究多是借用其他领域的已有理论解释社会创业相关议题，例如，以西方的组织行为或战略领域理论为基础开展研究（Dacin et al.，2010），而属于社会创业领域的本土理论却少之又少。

一项最新的综述研究（刘志阳和庄欣荷，2018）显示，在18种国际主流管理学期刊中，2005年至2017年6月，共发表社会创业论文237篇。在社会创业文献不断增长的过程中，77篇是概念性文章，106篇是质化研究，54篇是量化研究。由此可见，质化研究仍然是社会创业研究中的主流方法。究其原因，质化研究主要依赖归纳推理，更有可能探索到新的概念类别与新的理论结构，较为适合社会创业这样的新兴领域（Suddaby et al.，2015）。

15.2.2　开展社会创业质化研究的必要性

在实际研究中，有些学者会在选择是质化研究还是量化研究上产生困惑。当我们在做方法选择时，首先要思考的是研究问题的性质与类型。社会创业在中国方兴未艾，社会创业研究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理论成果也亟待开拓。以现象为导向的质化研究是在自然情境下对研究现象做整体探究与解释，有助于探索复杂的社会创业现象和动态过程，捕捉社会创业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挖掘社会创业领域迄今未知的深度，以促进该领域发展。因此，质化研究更适合探索特定情境中的社会创业现象，抽象概念，进而为后续的量化研究提供假设和理论基础。

质化研究受建构主义、批判主义、诠释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强调对社会现象的主观认识与理解，旨在揭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变化过程、内在联系以及某些行为、事件的意义，构建或发展理论（风笑天，2017）。它是在没有预先假设及变量设定的情况下进行的探索性研究，更适合探索“为什么”和“如何”的研究问题。社会创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质化研究，以现象为导向构建该领域理论，寻求有真正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研究结果。以Ruebottom（2013）为例，作者对社会创业中修辞策略（rhetorical strategy）的微观结构进行探索性研究。作者关注的是社会企业如何在“讲故事”中通过适当的修辞策略来获取公众的认可，涉及社会创业者的语言及沟通能力等。作者以访谈、观察、互动的方式从10家社会企业获取数据，收集过程也比量化研究更为灵活、开放以及更具动态性。通过对访谈结果和档案资料进行编码，作者对经验数据进行抽象，形成概念，并揭示现象本质：社会企业采用修辞策略将本组织当作主角，将抵制变革者视为对手。这一策略的微观结构包括引用社会普遍接受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词汇集，将主角和对手的主题组合在一起，制造紧张局势，凸显行为人之间的对比，从而使受众相信组织的合法性。


15.3　如何开展社会创业的质化研究

15.3.1　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是研究者对整个研究过程的初步规划与设想。好的研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少走弯路，同时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在质化研究领域，不同哲学流派对研究设计的规范有不同的观点：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研究设计应尽可能详尽化、具体化、系统化；非实证主义者则认为研究设计就像计划一样，不能过于呆板，应根据具体研究情况适时改变，尤其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现超出预料的、有价值的信息，灵活的研究设计有助于研究者重视这些信息并挖掘其价值（张梦中和马克，2001）。

质化研究设计包括提出研究问题、建立理论框架、确定抽样方案、明确研究方法、分析研究效度五大内容。


1.提出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整个研究设计的核心。好的质化研究会提出重要的、新颖的现实性问题，并且要在适当的范围内，以便研究者在资源允许的条件下操作执行（Colquitt and George，2011）。而且，质化研究更加关注的是“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Dougherty et al.，2008）。例如，一个社会创业质化研究者不应该是问什么使得社会企业存活下来，而应该思考为什么在商业逻辑与社会福利逻辑相冲突的情况下，作为混合型组织的社会企业仍然能够出现并崛起（Chandra and Shang，2017）。质化研究用于描述现象的状态成因及变化过程，而不是表述某一变量或变量间关系假设的量化问题。例如，在资源贫乏环境中的社会企业很少采取商业贷款的方式融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态（Sunley and Pinch，2012）？社会企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很可能受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发生身份转变，由社会企业转变为商业企业（Nicholls，2010），那么这一转变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

要注意的是，当研究者提出研究问题后，对问题答案可以有一定的猜测，但不能“先入为主”，要保持研究的开放性，以保证研究的现实性。


2.建立理论框架


多数研究都是基于现有理论来设定研究框架，包括明确研究目的、识别研究问题，并设计具体的研究步骤，理论指引着研究者从研究问题出发，按照工作步骤，找到研究出口（Dougherty et al.，2008）。在质化研究领域，人们期望研究者能够对那些复杂的社会现象有很好的理解与诠释，产生合理的概念，阐述不同概念间的关系，以改进或构建理论（Strauss and Corbin，1990）。这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就是在质化研究中要清晰完整地描绘出理论贡献，并试图改良原理论或构建新理论。例如，Pache和Santos（2013）在研究社会企业合法化策略时发现，既有理论指出社会企业在面临两种制度逻辑（经济利益与社会福利）冲突时，“欺骗”或“谈判”的策略是获取合法性的两种有效途径。然而，作者发现很多拥有较高认可度的社会企业并未采取这样的策略。作者在发现理论无法对实际现象和研究问题提供细致、清晰的解释后，通过对四家法国社会企业的案例研究，指出社会企业可以采取“特洛伊木马”的策略获取合法性，即将商业逻辑与社会福利逻辑同时包装进来，以彰显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现有理论指引着研究工作逐步展开，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持续改进或创造新理论，体现研究价值。


3.确定抽样方案


质化研究中抽样方案的选择多种多样，包括理论抽样、极端或典型案例抽样、完全抽样、最大变异抽样、方便抽样、分层抽样、同质性群体抽样等抽样策略。其中，理论抽样最为常见（Flick，2014），当研究者旨在发展或形成理论时，通常采取理论抽样策略，在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中做出抽样决定，即研究者对已收集的数据进行初步编码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决定后续抽样的范围和方向，目的是为了形成或延伸理论（Glaser and Strauss，1968）。这种抽样策略是以理论为导向，在研究执行中逐步选择并确定样本。

抽样在质化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环节，研究者需要平衡理想中的研究与现有资源情况，以决定样本的数量和范围。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回答研究问题，实现研究目标。例如，Ruebottom（2013）在进行社会创业修辞策略的微观结构研究时，基于以下原则选择10家社会企业进行理论抽样：①这些社会企业的内在动机旨在推动社会变革；②它们在所属行业、成立年限、地域位置和利润结构等特征上有所不同，从而构成理论的差异化。研究者应思考为更好地回答研究问题需要哪些类型的样本，是否需要提供极端或反面样本以发展现有理论，是否需要提供同质性样本以加强理论说明，或者其他可以增强研究发现的补充性样本。有时为了理论发展的需要，研究者也会选取典型的或同类型样本以便于概括出有效概念。例如，Sunduramurthy等人（2016）在研究社会企业的拼凑与创新时，所选样本是那些典型的成功社会企业家，作者认为这些典型的社会企业家及其公司可以突出体现研究者感兴趣的特质。


4.明确研究方法


虽然质性研究的方法很多，但具体到某一学科领域都有其主要应用的质性研究方法。例如，在心理学和哲学研究中，主要使用现象学；在人文科学研究中，主要使用叙事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主要使用扎根理论；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主要运用民族志研究；案例研究在各个学科中都有应用，是运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研究方法（Miller，2002）。

目前在社会创业研究领域，应用最多的是案例研究，包括多案例研究和单案例研究。根据对研究问题解释程度的深浅，可以将案例研究分为三大类：探索性、描述性和因果性案例研究（Yin，2009）。探索性案例研究是指，在现有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工具和方法不清楚、对当下现象或问题还没有系统解释的情况下进行的初步研究，目的是尽可能使研究成果为日后正式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描述性案例研究是指学界对某一研究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对问题的属性也有了初步了解，研究者只需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探索，目的是获得对问题更深一步的理解；因果性案例研究主要探索的是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Dougherty et al.，2008），即A现象的发生为什么会导致B结果，这种案例研究类型更加细致，聚焦点也更加微观。此外，在社会创业领域，基于旨在构建或改进现有理论的扎根理论研究（Sunduramurthy et al.，2016），基于生活故事探索主体行为意义的生活史研究（Yitshaki and Kropp，2016），基于现有文档资料开展研究的文本分析（Chandra and Shang，2017）等质化研究，也陆续出现在高质量期刊中，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发展。


5.分析研究效度


在质性研究中，研究效度比信度更受关注（Hammersley，1992；Seale，1999；Steinke，1999）。检验质性研究效度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研究者给出的研究结果能否从其收集的资料中得到证明？二是研究者最后呈现的文章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了研究者研究的关系，即文章对研究关系阐述的有效性程度。

三角验证是提升质化研究效度最常用的方法（Eisenhardt，1989；Yin，2009），即从多重来源收集数据，并对所有数据来源进行了三角测量，相互验证。三角验证可以避免不同的资料来源影响效度，并检验证据间的逻辑性是否合理。例如，在研究壹基金合法化进程时，刘玉焕等人（2016）收集了媒体报道、壹基金的年度工作报告、网站新闻、内部工作文件、参与观察数据，以及对壹基金内部工作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等。为进一步保证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作者对所有数据来源都进行了三角测量，相互验证。通过对媒体访谈报道、年度工作报告、内部文件、访谈数据和参与观察数据的交互验证，对数据的关键信息进行确认，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鉴于社会创业的复杂性，质化研究者还要考虑研究资源的可获取性、数据获取过程中的伦理问题等因素。此外，外部效度也是质化研究一个重要的概念。它的评估主要使用分析类推的方式，即本次质化研究结果能否在未来同类型研究中发现。

15.3.2　数据收集

质化研究的数据形式主要包括档案文件、访谈记录、音频、视频、观察笔记、照片、邮件、报刊、故事、备忘录等。其中，档案文件又包括会议记录、相关通知、企划书等形式。综合来看，质化研究数据类型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现成的文本资料，包括现有档案文件、图片、音频和视频等。二是访谈资料，包括正式访谈和非正式交流，正式访谈又包括焦点访谈、深入访谈、半标准化访谈等（Flick，2014）。访谈法可直接获得当事人对现象的深入解释，且易于把控数据和研究主题的拟合度。但是，它也存在一些劣势，例如，被访谈者提供的信息可能存在偏差（Yin，2009），关键访谈者（如高层领导者）难以接触等。三是观察资料，包括参与式观察和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要求研究者以当事人的身份融入相关的情境中，甚至和被观察者进行必要的互动，切身体会在当时的情境下出现某种现象的原因。而在非参与式观察中，研究者更多的是作为旁观者。

Chandra和Shang（2017）利用现成的文档资料进行社会创业前因变量的研究，归纳了Ashoka和Schwab两个世界性社会创业基金会组织所认定并给予支持的社会企业家的履历叙述，发现利他主义、唯灵论、集体主义、思想主义、企业家精神、专业精神、资源和高等教育是影响社会创业动机的前因。该研究虽然具有较大新意，但数据收集方法过于单一，即来自档案文件。目前顶级学术期刊均提倡多数据获取源，单一数据源可能会使研究成果的适用性遭受质疑。此外，相对单人收集数据的方式，多人收集数据更能保证数据的可信度，可以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针对彼此收集数据的异同进行探讨，以把握更有价值的信息和研究议题。例如，Ruebottom（2013）除了对10家社会企业的高管、投资人、顾客等进行大量半结构化访谈外，还从各网站、博客、小册子、研究报告、公开文档、Twitter等渠道采集这些社会企业的相关信息。作者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三角验证，以确保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见，多数据获取源、多收集者正在成为未来社会创业质性研究最常用的数据收集方案。

此外，质化研究是一个自然的研究过程（Glesne，2013），忌“先入为主”，刻意设计或引导被采访者，往往难以获取真实的数据，研究成果也会失去价值。

15.3.3　数据分析

在质化研究初期所收集/观察的数据乍看起来毫无关联或者关联性很小，需要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其进行整合、萃取、提炼，以发现各数据单元的内在规律。这一过程要遵循两条原则（Dougherty et al.，2008）。第一，关注研究问题。即使研究者意外发现其他有趣的东西，也要专注于目前的研究问题，挖掘与现有研究问题相关的数据信息；第二，忠于数据。即使通过分析发现已收集的数据不符合自己当初的预想，也不能对数据信息妄加揣测，赋予研究者的主观推测，更不能变更或编造数据资料。

质性研究最常通过编码方式对数据信息进行拆分、萃取、整合，从而使离散的数据资料升华成系统的概念与理论（Strauss and Corbin，1990）。编码的种类大致有三种（Strauss，1987）：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为了更形象地介绍这三种编码方式，我们在分别介绍三种编码的过程中以Chandra和Shang在2017年发表的“Unpacking the Biographical Antecedents of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A Narrative Perspective”文章为例进行阐释。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又叫初始编码，通过对收集的海量信息进行初步处理，提炼出信息中的关键字或关键句，目的是尽可能详尽地剖析数据并识别其主题（Dougherty et al.，2008）。开放式编码的基本程序：针对数据提出问题；比较数据中的每个事件、突发情况和其他情况之间的异同点；研究者将相似的点进行组合命名并对其归类形成同一维度（Strauss and Corbin，1990）。为避免在编码过程中造成信息丢失，Chandra和Shang尽可能采用保留一阶代码原始含义的方式进行编码，甚至直接用原数据的话语，同时将Ashoka和Schwab这两个网络资源的编码进行比较，以获得多的有价值的研究主题。最后得到1316个一级编码，例如：

·总是为失败者奋斗；

·在当地社区服务机构做志愿者；

·作为年轻领队拜访英国教堂里年长者的家；

·根系爱尔兰及当地社区；

……


2.轴心式编码


轴心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分析基础的进一步编码，对数据中相关概念或维度分类组合。这一步较开放式编码更加聚焦，研究者需要在开放式编码或者相关笔记的基础上找出对研究课题尤为重要的范畴，然后从已收集的数据中尽可能多地找出与这个范畴相关的信息加以证明，并且找出这些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因此，轴心式编码是对下级范畴与主范畴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Flick，2014）。在Chandra和Shang（2017）的研究中，作者经过初始编码，聚焦提炼出八个社会创业的前因，分别是：利他主义、唯心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创业经历、专业性、资源、高学历。其中，前四个可以被归类为社会技能，另外四个可以被归类为经济技能，这构成了社会创业的社会地位。这种在开放式编码基础上进一步的编码即是轴心式编码。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更高的抽象水平下继续轴心编码的过程，目的是为了找出整个研究的核心范畴，并用这个核心范畴来解释整个故事的核心现象，而在开放式编码和轴心式编码过程中总结出的下级范畴、主范畴都要围绕核心范畴进行整合和汇总。一般而言，一个研究结论只有一个核心范畴和一个核心现象，当研究者在资料信息中提炼出多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时，研究者必须做出取舍，最终得到一个核心范畴和与其相关的下级范畴（Flick，2011）。在Chandra和Shang（2017）的研究中，作者对个人在社交技能和社交地位的差异继续进行编码，开发了社交类型学，为社会创业提供了不同路径和划分线索。

15.3.4　质化研究的写作

写作最基本的功能是报告研究成果和关键性的细节信息，因此，研究者在写作过程中，应该完整地讲述一个有关研究问题如何被解决的故事。那么，如何讲好质化研究这个故事？

首先，研究问题和理论框架需要从案例数据中自然浮现，所有新的理论框架都是来源于强有力的案例数据支撑。例如，刘玉焕等人（2016）先以讲故事的方式对壹基金强大的公信力与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进行对比，自然而然地引起读者的兴趣，引出文章的研究问题。然后，作者分门别类地引用关键受访者的语录和其他支持性证据，故事与理论相互交融，由此揭示实证数据和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

其次，由于案例数据往往是文本性、描述性的，研究者要在写作时注意表格、图表的使用，尤其是在对原始信息编码提炼概念的过程中可借助其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有利于读者理解理论框架。例如，为了体现壹基金在应对制度逻辑冲突方面的动态性与时间性，刘玉焕等人（2016）以图的形式展现壹基金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采取的制度行动，以及需要的资源与能力，来应对不同的制度逻辑冲突。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将无结构化的文本数据变成结构化的证据，便于读者理解。


15.4　质化研究的质量提升

由于质化研究非常依赖研究者对特定情境中现象的理解与分析，有学者认为质化研究者的主观态度、观念等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这也是某些质化研究遭受质疑的关键原因。因而，质化研究者必须说服自己和读者，使自己和读者相信研究结果是真实合理、可相信的（Neergaard and Ulhøi，2007）。

15.4.1　资料的真实性

研究者不管是通过参与观察、民族志研究、深入实地研究等方法收集资料，还是以现有文本、档案等资料为主进行文本分析，都需要通过翔实的描述，向读者展示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即提高数据资料信度（Flick，2014）。此外，研究者需要注意记录的标准化与规范性，便于后期对话转录与诠释。

对于以现有文本、档案资料为主的质化研究，研究者应证明资料的真实性。例如，Chandra和Shang（2017）从叙事角度揭示了社会创业的崛起，考察了Ashoka和Schwab两大基金会中317名社会创业者的传记叙述，为了验证Ashoka和Schwab对这317位社会创业者的记录是否属实，Chandra等人将两大基金会对这317名社会创业者的记录与其他公开在线资源（个人网站、社会网络官方网站、新闻报道和期刊文章等）进行比较对照，来验证叙述记录的一致性与准确性。基于文本资料的质化研究，为检验资料的真实性，也可以通过抽样的方式，与部分当事人进行访谈或互动交流，以评估资料真实度。

15.4.2　诠释的合理性

研究者还应注意对资料诠释的合理性，即将经验世界现象转换为理论的恰当性（Neergaard and Ulhøi，2007）。质化研究者所构建的理论或研究发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现象，以及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被读者理解。这一方面取决于已收集的资料的效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写作者对现象的诠释与描述。前者可以在收集资料时通过人员培训、标准化程序、不断评估检验等以保证资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后者则需要研究者提供更加丰富的细节描述。诸如扎根理论、民族志等质化研究，一般需要将繁杂的资料数据通过不同形式的编码提炼出各级概念，那么概念之间的联系、不同概念的边界条件及理论适用情境等内容，都是需要向读者和审稿专家重点展现的内容。

15.4.3　研究者的开放性与反思性

与量化研究不同，质化研究旨在开发关于自然情景中社会现象的概念或者增强对其理解，同时适当强调参与者的观点及意义。这就需要研究者始终秉持开放性的原则贯穿质化研究的全过程。尤其是民族志研究、参与式观察等，需要研究者深入实地与研究对象互动交流。研究者只有以开放的思想心态与研究对象接触，才能从当事人视角理解现象的本质及行为的意义。此外，有学者指出，质化研究者在文案撰写时也应秉持开放的心态，通过文本向读者公开自己在研究中的成功与挫折，从而与读者建立起信任关系（Neergaard and Ulhøi，2007）。

质化研究过程中可能无意间忽略掉一些关键信息和对话，或者关注虚假信息等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者将“反思性”作为质化研究的重要特征的原因。质化研究者需要时刻反思，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评估所收集信息的可信度，以及用于获取资料数据的技术方法与工具的恰当性。例如，当我们想了解社会企业家的某些行为初衷时，研究者要时刻反思谈话内容的真实性，以及自身对信息解读的合理性，因此有必要收集非人为情况下和日常生活中这些社会企业家的经验数据，在解决“什么是”和“如何做”的同时，重点关注“为什么”的问题，以求深刻理解社会创业精神（Neergaard and Ulhøi，2007）。


本章小结

社会创业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系统、成熟的本土理论，加之社会创业现象的复杂性、特殊性，急需通过质化研究揭示其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过程。质化研究是开发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并促使其发展的最为适宜的方法，学者通常采用质化研究对新的或未被定义的现象强加概念，或者通过质化研究克服先前理论鸿沟、产生新的理论（Suddaby er al.，2015）。质化研究能帮助社会创业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社会创业现象、开发社会创业领域本土理论。

社会创业的质化研究同样遵循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及文案撰写这一程序。但与量化研究的运用绝对数据验证假设或变量之间关系不同，质化研究因其开放性、灵活性特征更适合研究“为什么”和“如何”等类型的问题，因此，在研究设计阶段，首先需要弄清研究问题的类型与方法的契合度，同时要注意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适合性。在收集质化研究数据时，研究者应最大限度地保持开放性，可以通过访谈、观察等方式深入实地获取数据，也可利用已有的文本、档案等实物资料。对于质化研究数据，最常用的分析方法就是编码，为保证编码信息的有效性，还需要获取研究对象对编码结果的评价和反馈。最后，以讲故事的形式将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呈现给读者和审稿专家。在这整个过程中，研究者要时刻反思数据的真实性以及诠释的合理性。


复习思考题

1.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主要区别与适用性是什么？

2.阐述社会创业质化研究的主要特征。

3.如何提升社会创业质化研究的质量？


讨论案例　壹基金案例研究的历程


一、研究问题的发现


与实证研究一样，研究问题的发现也是质化研究的起点。壹基金研究问题的发现起源于作者独特的生活体验以及对制度理论的思考。在阅读制度理论文献时，我们发现制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制度环境会塑造和改变行动者的偏好与行为，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行动者具有能动性，他们不仅仅被动地接受制度的影响，还有能力重塑制度或创造新制度（DiMaggio，1988）。那么，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行动者是如何创造新制度的？创造新制度势必面临着较高的“合法性缺陷”，那么行动者将如何获取合法性？在对上述研究问题进行研究时，先前的志愿者经历帮助我们发现了一个极佳的案例样本。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文章作者曾作为志愿者参与壹基金的地震灾区救援，在切身感受到壹基金的专业和强大号召力，以及壹基金在红十字会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下的矛盾与冲突后，对壹基金产生了兴趣，好奇作为一个民间无独立身份的社会组织到底如何才能生存并逐步增强公信力。2010年12月3号，壹基金从挂靠于中国红十字会下的专项基金成功转型为具有独立身份的民间公募基金会，打破了公募基金会的制度障碍，带来了中国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至此，我们惊喜地发现，壹基金就是一个典型地创造新制度的范例，特别是，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商业企业的制度创新，而壹基金的案例恰好能揭示具有商业逻辑和社会公益逻辑的混合社会组织创造新制度的过程。


二、理论抽样与数据收集


与多案例抽样更多基于案例群对理论发展的贡献不同，单案例研究的理论抽样是直接的，选择案例的原因或是因为它们非同寻常的启发性，或是它们是极端的范例，或是难得的研究机会（Yin，2004；Siggelkow，2007）。就本案例而言，我们发现壹基金是一个极具启发性且极端的案例，壹基金的创立与成功既代表了中国千万“草根民间组织”生存的困境与艰难，也凸显出壹基金团队在突破原有制度，创造新的组织形式过程中特有的经验与技巧。同时，壹基金丰富性、多样化的数据资料也满足了单案例研究对数据资料厚度的要求，保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能够提供耳目一新的洞见。

质化研究的数据资料包括文本资料、访谈资料和观察资料等。一般来讲，案例研究往往以访谈数据为主，以文本和观察资料为辅，但壹基金案例中，我们更多地以媒体访谈、工作报告数据为主，配合访谈数据和参与观察。原因在于，壹基金是一个创立和成长在媒体聚光灯下的“明星组织”。由于创始人李连杰的名人效应，壹基金从创立开始就备受媒体关注。从财经型、公益慈善型媒体到娱乐型媒体等，对壹基金创立和成长过程的关键议题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访谈和报道。媒体访谈和报道对象既包括创始人李连杰，也包括组织内部其他关键人物（如秘书长周彦宏），以及其他组织的知情者（相关企业家、官员），如此众多的访谈者在进行“事后诸葛亮”式的美化和印象管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而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为了保持数据的多元性，除了媒体访谈报道，我们还收集了壹基金的年度工作报告、网站新闻、内部工作文件，以及对内部工作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等。为进一步保证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我们对所有数据来源都进行三角测量，相互验证。通过对媒体访谈报道、年度工作报告、内部文件、访谈数据和参与观察数据的交互验证，对数据的关键信息进行确认，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三、数据分析与理论构建


与实证研究事先提出理论框架与假设不同，案例研究的理论构建是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过程中慢慢浮现的。案例研究理论的构建就是通过在案例数据、形成的理论与现有文献三者之间反复循环而进行的。研究初始，我们的研究问题相对宽泛，关注行动者如何创造新的制度，在收集和分析数据资料的同时，理论问题与框架逐渐具体化。例如，我们发现壹基金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面临着多种制度逻辑的影响，组织层面的社会公益逻辑和商业逻辑，宏观层面的政府逻辑和公民社会逻辑，这四种制度逻辑交互影响使其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给壹基金带来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也给壹基金提供了机会，使其逐步发展自己的能力与资源。所以，我们的研究问题逐渐聚焦到融合多种制度逻辑的混合社会组织是如何创立与发展的，链接社会创业和制度逻辑相关文献，确定“时间视角”（temporal perspective）的理论贡献。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首先，我们依据关键事件和转折点把壹基金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创意期、启动期、调整期和转型期（Hoffman，1999），识别出四种制度逻辑在每个组织阶段的体现与作用。其次，根据开放式编码、轴心编码、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对数据资料进行初步概念识别，寻找概念之间的关联，相近主题汇集核心维度。当然，我们的数据分析过程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往复的，以过程为导向”，在理论与数据之间循环对话，直至我们对理论框架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并且现有数据无法再揭示出新的概念联系为止。为保证数据分析的可靠性，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例如，作者先分别独立编码，然后对有分歧的地方进行相互讨论。最后，我们邀请熟悉质化研究的学者对我们的研究过程和成果进行审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四、案例写作与提升


与多案例研究强调重现逻辑（replication logic），即在各案例之间反复寻找模式并在每个案例中验证，进而建立理论（Eisenhardt，1989）不同，在单案例研究中，故事一般是叙述性的，这对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本案例而言，我们体会很深的一点是，案例写作最关键的一点是让研究的问题和理论框架从案例数据中自然浮现，所有的新的理论框架都来源于强有力的案例数据支撑。例如，我们文章一开头先以讲故事的方式对比壹基金强大的号召力和公信力与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自然而然地引起读者的兴趣，引出文章的研究问题。然后，分门别类地引用关键受访者的语录和其他支持性证据，让故事与理论相互交融，由此揭示实证数据和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

另外，案例数据往往是文本性、描述性的数据，这些数据本身是没有结构的，为了让所有理论与数据建立自然的联系，就必须通过图表、比喻、解释等一些方式把无结构化的文本数据变成结构化的证据，从而有利于读者理解理论框架。例如，为了体现壹基金在应对制度逻辑冲突方面的动态性与时间性，我们专门画了一张图体现壹基金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采取的制度行动，以及需要的资源与能力，以应对不同的制度逻辑冲突。

总之，与实证研究采取演绎逻辑，所有的结果都暗含在理论假设中不同，案例研究的结果往往是事先不知道的，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自然浮现出的新知识，这是案例研究最具有挑战性也是最有趣的地方，如何通过写作来让读者觉得文章的理论创新真实、自然、有趣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上述案例讲述了刘玉焕等学者以质化研究方法开展社会创业研究的过程，包括研究问题选择、抽样、访谈、文本分析、撰写研究报告等全过程。


讨论题：


1.这项研究为什么选择质化研究方法？

2.选择多渠道获取数据的原因是什么？

3.为提升研究的可靠性与有效性，作者采取了哪些措施？


文献研读　The Microstructures of Rhetorical Strategy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Building Legitimacy through Heroes and Villains


【文献摘要】Article Summary:
 Most research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with a change agenda has assumed unquestioning support for their social change goals,but recent work has shown that these organizations often face resistance from the broader community.We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w these marginal organization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overcome this barrier to successfully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In the present research,I focus on how social enterprise builds the necessary legitimacy for social change,specifically looking at the rhetorical strategy used by these organiza-tions and the microstructures that underlie this strategy.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10 social enter-prises,the current study reveals that rhetorical strategy does aim to overcome this barrier.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rhetorical strategy used by these enterprises casts the organization as protagonist and those that challenge the change as antagonists.The microstructures underlying this strategy in-clude language that invokes socially-accepted,cultural meta-narratives,and rhetorical devices that heighten the positive of the protagonist meta-narratives and the negative of the antagonist meta-narratives.The rhetorical strategy thus weaves together the protagonist and antagonist themes to create tension,highlight the contrast between opposing actors and persuade audiences of the organi-zation's legitimacy.

Consistent with prior work on rhetoric withi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rhe-torical strategy,and specifically the use of archetypal protagonist and antagonist char-acters,is found to be an important tool for changing perceptions and introducing new ideas.Within this context,it was found that the range of meta-narratives drawn on by these organizations goes beyond the typical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enterprise as a combination of business and charity.Sectors merged within these organizations,creating private sector social firms,and scientific charities and businesses，using the right approach with effective outcomes.In contrast,those impeding the social change were portrayed as antagonists,using the wrong approach,with ineffective outcomes.Similar to the entrepreneur in a new industry who wants to appear different，but not too much so（Aldrich and Fiol,1994）,these social enterprises drew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underlying meta-narratives as understandable and taken-for-granted，but created a unique framing by blending them to suit their own situation.And the negative antagonist creation emphasiz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ociety's values and the status quo that,when woven together with the positive values within the protagonist theme,creates a tension that is solved by the proposed social change.

This study ha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Rhetorical strategy is not often included in organizatio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or strategic planning.In fact,in this study,enterprise leaders were not necessarily cons-cious of the language they employed or the cultural myths they drew on to create support for their organizations.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rhetorical strategy should be add-ressed within the broader strategy of any organization involved in change and also developed as a core competency.Language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and under-utilized tool that can be employed by social ventures who often have limited resources and power to persuade others.Further academic work in this area can help to elucidate the dynamics of legitimacy and social change,and the success factors of organizations whose very right to exist and operate is challenged by those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文献评述】
 对试图改变现有社区实践的社会企业家来说，确立合法性的困难不仅是一项挑战，还可能降低他们创造可持续制度变革的能力。那些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或者试图改变现有社区实践的社会企业经常面临社区的广泛抵制，那么社会企业如何为社会变革建立必要的合法性？Ruebottom（2013）在对社会创业中修辞策略（rhetorical strategy）微观结构的研究中，通过对10家社会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发现，修辞策略有助于社会企业克服这一障碍。作者发现，这些企业采用的修辞策略将本组织当作主角，将抵制变革者视为对手。这一策略的微观结构包括引用社会普遍接受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词汇集，将主角和对手的主题组合在一起，制造紧张局势，凸显行为人之间的对比，从而使受众相信组织的合法性。

（1）研究问题的提出。大多数关于具有变革议程的社会创业研究已经为其社会变革目标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支持，但近来研究表明，这些组织经常面临来自更广泛社区的抵制。我们对这些资源有限的边缘组织如何克服这一障碍、成功挑战现状知之甚少。因此，本篇文献主要关注社会企业如何为社会变革确立必要的合法性，尤其是这些组织所使用的修辞策略，以及构成这一策略基础的微观结构。

（2）研究方法。文章作者在介绍方法时，首先用一段文字简要介绍了案例研究在本领域的应用，以及单案例、多案例研究的特点。例如，“案例研究常用于社会创业领域，以发展有关社会变革过程的理论，因为这些方法可以更好地理解复杂的社会过程。单案例能为特定组织或特定事件提供启示，形成对潜在理论的初步认识。多案例研究虽然提供的细节较少，但有助于理论推广，消除其他解释，以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因此，当在多种不同情况下确定某种模式，或者由于某些共同属性使得研究结果存在特异性的风险较小时，更适合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Ruebottom，2013）”。

（3）样本和数据。本章选择了10家社会企业，样本是作者根据两个关键标准进行的理论抽样。这两个标准分别是：社会企业组织是否承担社会变革的任务；所选样本在部门、年龄、地域范围和利润结构等特征上存在差异，从而构成理论差异。随后，研究者与企业领导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在访谈过程中收集他们的言辞作为数据资料。此外，作者指出，“与大型组织的案例研究不同，这篇文献的样本都是小规模的组织，并且成员与领导者联系较为紧密，因此访谈只限于与领导者面谈”。访谈之外，还辅以多种类型的档案数据，包括来自网站、播客、博客、小册子、报告和组织的公共文件。

（4）编码。这篇文献的编码过程是基于访谈记录和档案数据，按照Eisenhardt（1989）在案例研究中的理论构建过程。首先，进行单个案例分析，分别确定每个案例包括的主题构念；其次，进行跨案例分析，确定统一模式；最后，通过分析最常用的修辞策略和最具概念性的文本资料，确定核心主题。作者在此处指出，对资料数据进行抽象的过程就是迭代的过程，可能需要重复某些步骤，逐个关注每个案例所提炼出的主题概念，并根据不同的主题概念对案例分组，以改变视角，统一概念。

（5）研究结果。根据对10家社会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修辞策略确实能够克服社区抵制这一障碍，并确立企业的合法性地位。这些社会企业所使用的修辞策略是将组织当作主角，而那些挑战变革的角色则是对抗者。这种策略的微观结构包括引用社会接受的语言、文化元叙事以及提升主角元叙事的积极性和反对元叙事的消极性修辞手段。因此，修辞策略将主人公和对手主题结合在一起，形成紧张局势，凸显对立行为人之间的对比，并说服受众承认组织合法性。


【文献出处】
 Ruebottom T.The Micros-Tructures of Rhetorical Strategy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Building Legitimacy Through Heroes and Villain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3,28（1）:9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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